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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传播研究的星空

书写一本与传播研究有关的手册（handbook），就意味着两件事情同时悄然发生：其一是以我们的眼光去划定传播研究领域的边界；其二是表达我们的学科认同和专业立场。我们不能也不打算否认这一点。

有人会奇怪为什么我们不干脆用更为直白的方式来规定传播研究的边界，比如书写一本体系化的传播学教材。自1949年以来，施拉姆、他的许多弟子以及更多的弟子的弟子一直都在做这件事，而且他们也确实用自己的方式直接地圈定了他们所认为的传播学的边界。然而，我们并不认为这些教材完成了他们的使命。相反，他们关闭了传播学的边界，将传播学的理论探索变成了一种规范性的理论教条。施拉姆晚年曾经强调：“我们有时忘记了传播研究是一个领域，而不是一门学科。”
1

 然而，这一真理性的判断与他一生所做的主要工作正好是矛盾的。写一本关于这一学科的教材来规训该学科未来的知识生产者，这是一件多么困难和多么需要三思而后行的事，然而在传播学这个领域中，似乎这是件人人都能干的事情。思忖良久，我们觉得没有能力把这本手册写成一本教材。

如果我们认定传播研究只是个领域，一个十字路口，那么要划定传播学的边界，采用的方法就绝不可能是圈地，而是开放和探索，是对原有边界的挑战。在我们看来，如果想看到传播研究的边界，那么最省力的办法就是呈现出传播研究大家们的思想边界。这就是我们的方法，为传播研究画一张星空图。不过这个方法并不完美，除了它所固有的模糊性以外，它面对的最主要的问题是谁是传播研究的大家，标准是什么。然而它有着无可比拟的优点，因为它保持了一种开放和探索的姿态，因此可以不断地被补充。

在《美国传播研究的开端》一文中，施拉姆把拉斯韦尔、拉扎斯菲尔德、勒温、霍夫兰钦定为传播学的四大奠基人。他认为，这四个人的贡献为传播研究开辟了疆土，从而使得传播研究成为一个具有合法性基础的学科领域。然而，这种辉格史的写作方法，既没有看到传播研究领域已经存在了近一个世纪的各位思想先驱，也没有看到他同时代的各种伟大传播思想，这些思想有许多来自其他学科。与施拉姆故步自封、罢黜百家的传播学科观不同的是，我们认为，传播研究是一座多元思想交相辉映的学术富矿。
2

 所以，本手册的宗旨以质疑施拉姆的标准作为起点并呈现我们认为对交流哲学有所创见的学者，这些学者起码对一至多种传播理论的提出与发展作出过积极的、具有开创性的贡献。但它因此就是不完善的，是内涵模糊的，是挂一漏万的，是需要不断补充和拓展的。我们要声明的是，这本手册是目前我们关于传播思想边界的看法，需要被补充和批评，而且本书必然是一个开放性的文本，会随着对传播思想史研究的深入而不断完善。

怎么呈现是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在这方面，戴元光老师主编的新作《影响传播学发展的西方学人》是一种厚重的方式。然而，厚重的论述常常会损伤相对的全面与信息的清晰度，这并不是手册的呈现方式。为了更为清晰和相对全面，我们采用了更为简单的呈现方式。在本书的正文中，当代经典传播学者（19世纪的思想先驱不在我们的描绘范围之内）将以词条的方式被详细描绘，每一词条都会向读者介绍这位学者的学术生平、对传播理论和方法的贡献以及对传播学科建制的贡献（有部分学者在这方面确实没有什么贡献，就不存在这部分内容），同时还有扩展阅读部分（多以英文原著为主）。这样既可以帮助读者了解词条中所叙述的人物大致有一些什么样的成长经历、传播思想以及处于什么样的学术语境，也可以以此作为一个起点，引导读者进行更为深入的扩展阅读。
3



当然，这种叙事方法带来的问题也不少，比如说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点与面的分离。因为任何描绘星空的人不能只描绘星星，而不去描绘星星背后的夜空。补偿的办法就是这篇导论以及书后的那张谱系图，尽管这些补偿是远远不够的。在导论中我们不仅要提及在词条中没有涉及的一些19世纪的思想先驱，而且要将学者之间的系谱关系和理论所属范式做一个简单的梳理。尽管我们无意再去讨论20世纪之前的伟大思想家和传播思想，但如果在导论中居然不对这些先在的研究做一些回顾，那么我们就是在以历史书写的方式消灭历史。

传播思想的先驱们


批判传统的奠基者——从黑格尔到卢卡奇






批判理论作为传播学学科话语建构过程中一个与传统学派相对立的理论范式在施拉姆之后的传播研究中获得了日益重要的地位。汉诺•哈特在《传播学批判研究》一书中把对批判思想的忽视理解为20世纪70年代美国传播学发生危机的原因之一，在他看来：“传播学未能理解并克服自身思想史的局限，不仅未能解决已然站稳脚跟的传播学科的理论问题和方法论问题，而且未能认识到激进思想的潜力。”
4

 暂不论汉诺•哈特的看法是否有失偏颇，但他至少对批判理论对于传播学的意义做出了侧面的肯定。

当我们追溯批判理论的源头时，马克思和卢卡奇是不可不提的人物，然而当把他们视为新哲学的开创者加以书写的时候，我们不能忽视那个为新哲学提供了最多思想养料的先驱——黑格尔。黑格尔把他的全部哲学看做是一个抽象的绝对精神自我异化和自我扬弃并复归自身的逻辑过程。黑格尔的哲学建立了一个无所不包的大全体系，他把人类历史、精神的自我生成和演进统统纳入了他的体系，而统摄这个体系的便是那个神秘的“绝对精神”。马克思抛弃了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的预设，而把自己的哲学建立在对黑格尔的扬弃之上，他从黑格尔的哲学中发现了“绝对精神运动”的辩证法和历史性的概念并加以重新阐释，构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大厦。在马克思那里，黑格尔为他提供了辩证法和历史性的概念，列宁曾说：“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
5

 马克思的《资本论》也正是建立在对辩证法的理解和运用之上的作品。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都是服务于“绝对观念”的自我运动的，而传播或沟通问题既是精神辩证运动过程中的主体问题，也是客体问题。“黑格尔要我们接受这样的观点，主体与客体纠缠，自我与他者纠缠，意义是公开的，而不是心理的。”
6

 而在马克思那里，交往形式的问题是一个历史性概念
7

 ，它是建立在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实践的基础之上的，这就为黑格尔的辩证法找到了一个唯物主义或客观现实的基础，正如马克思所说，“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
8

 。

然而，马克思的批判却忽视了黑格尔辩证法中意识的主体向度，他把无产阶级的主体意识的觉醒当做不需要论证的历史过程。这一点被匈牙利的共产主义理论家卢卡奇敏感地发现，他重新唤醒了马克思主义中被遮蔽的主体环节，把历史重新建立在人本主义的立场上，提出了社会存在的本体论。卢卡奇对马克思的理解对后来的批判理论至关重要。卢卡奇认为：“总体范畴，整体对各个部分全面、决定性的统治地位，是马克思取之于黑格尔并独创性地改造出一门全新的科学的基础的方法的本质。”
9

 这在某种意义上退回到了黑格尔的立场，而从这个角度出发，卢卡奇借助韦伯的合理化观念和黑格尔、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物化”现象的分析和批判。这条道路被后来的法兰克福学派所继承，在他们那里，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人的异化的批判深化为对整个启蒙理性和科学技术的拒斥，批判传统开启了后世传播学许多重要的批判母题，比如文化工业、媒介的意识形态化，以及传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而黑格尔、马克思和卢卡奇正是这个传统的思想奠基者。






实证主义传统的开创者——孔德






孔德的思想与英国经验主义相类似，他们都排斥传统形而上学的先验观念，即认为不存在超越经验的天赋观念。这种思想来源于昌盛于19世纪的自然科学。孔德在当时欧洲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法国学到了实证和科学的精神，他同时也受到启蒙的感召，认为要建立不同于以往哲学的新的“社会科学”：“孔德旨在创建一种自然主义的关于社会的科学，这种社会科学既可以解释人类的历史发展，又可以预见其未来的进程。除了要建立一种能够解释人类运动规律的科学之外，孔德还企图阐明在具体历史时期影响社会稳定的条件。他的学说的两大支柱是社会动力学和社会静力学，即关于社会进步和社会秩序、社会变化和社会稳定。”
10



孔德的思想催生了新的以经验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在欧洲，孔德的思想被逻辑实证主义者所接受，“他们明确地把这样的科学的世界观规定为两个基本点：‘第一，它是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只有来自经验的知识，这种知识是建立在直接所予的基础之上的。第二，科学的世界概念是以一定的方法即逻辑分析的运用为标志的。’”
11

 迪尔凯姆在孔德思想的指引下，在《自杀论》中率先采用了量化研究的经验方法，并奠定了实证社会科学的基础。而在美国，实证主义成为早期实用主义哲学的思想之源。学者们综合了实证和实践的概念，皮尔士就把认识看做一个在实践中探究的过程。孔德的影响使得逻辑实证主义和美国的实用主义之间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1882年，逻辑实证主义先驱马赫曾在布拉格会晤实用主义创始人詹姆斯。自此以后，两人彼此倾慕，相互砥砺。而当20世纪30年代，拉扎斯菲尔德——这个20世纪最重要的实证主义工具制造者——从欧洲逃亡到美国以后，实用主义与实证主义在传播研究上的合流便水到渠成。

即使在今天，实证主义的传统依然把持着传播研究的主流话语，在这一系谱上形成的效果研究、受众研究造就了一批专家式的传播学者，并且形成了一个建制性的学科，推行专业性的高等教育。就这一点而言，孔德及逻辑实证主义对美国传播学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弥散的影响——达尔文主义和精神分析






在追溯传播学的源头之时，有两个思想因素是最难被归类和解释的，几乎在每个传播思想的流派中都能看到它们的影子，这就是达尔文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

达尔文主义是把生物学家达尔文和社会学家斯宾塞的思想统称的产物，两者的观点其实略有不同。然而在社会科学领域，斯宾塞产生的影响更大一些。斯宾塞所倡导的达尔文主义意味着一种对“进化”近乎偏执的信念，“在如何看待进化的问题上，斯宾塞和达尔文有着根本的区别。在斯宾塞看来，进化意味着进步……人类获得完美只是个时间问题。他进一步认为，进化原理不但适用于个体，而且适用于社会。斯宾塞将适者生存的观念用于社会，这就被称作社会达尔文主义”
12

 。

达尔文的进化论挑战了19世纪正统的思维方式，他所提倡的历史进化观念给了马克思重要启示，“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推崇达尔文的著作，并认为他们自己的历史科学最终是建立于达尔文的观念之上，但从我们的观点来看，最重要的是，他们也将社会历史划分成了一系列进化‘阶段’”
13

 。虽然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并没有成为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主线，但毫无疑问，社会进化中连续性和方向性的因素被多数批判理论保留了下来。与马克思类似，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也是达尔文和斯宾塞的重要追随者，“齐美尔虽然并不完全信奉进化发展学说，然而他早期的许多想法却与斯宾塞的思想非常接近，他相信人类从原始的群体生活逐渐演变到现代社会的个人自主发展”
14

 。齐美尔从微观的角度探讨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团体、社会团体与社会团体之间的行为互动对社会的建构作用，而这些社会互动又反过来形塑个人。齐美尔坚持研究社会互动形式，虽然后期的齐美尔并不完全认同进化论的观点，然而进化论是研究齐美尔时不可忽视的一环，而这也是承继了齐美尔思想遗产的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在探讨传播问题时，始终对个人互动对社会的形塑作用保持乐观的原因。从社会学芝加哥学派这一脉伸展出的伊尼斯及其后的媒介环境学，似乎也无法完全摆脱进化论史观的影响。

同样地，社会达尔文主义对于适者生存的强调和对个体自我完善能力的笃信同新兴的资本主义美国是相容的。在这个强调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国度，社会达尔文主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在美国早期实用主义者杜威或帕森斯的身上都不难看到，尽管帕克和库利反对简单的优胜劣汰说，但他们站在不同的角度对美国社会必然通过各种方式进化为完备的社会形态做出了论证，而进化论也自然成为整个美国传播研究的乐观主义来源。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传播研究的社会学取向上，也体现在传播研究的另一个支持性学科心理学上。进化论第一次把人类看做一般生物进化的一个特殊阶段，这就意味着对于人类和意识的研究将不必须带有先验的色彩，而可以把心理活动放在生物本能和行为的层面进行经验性考察，正如波林所说：“进化论对于心理学的发展影响巨大。这个学说不仅向物种特创说中‘创世纪’的权威发起挑战，以为人的身体得之于动物祖先的遗传，而且提出动物和人之间是否有连续性的问题。”
15

 在这里，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进化论对美国心理学研究的影响，“达尔文的思想最终催生了一种美国特有的心理学——强调个别差异及其测量、强调思想和行为的适应价值、强调研究动物行为的心理学”
16

 。行为主义心理学为后来的传播效果和受众研究提供了科学主义的研究范式。有趣的是，这一研究范式的开创者华生也来自芝加哥大学哲学系。

在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对立面——人文主义心理学阵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心理学是一面旗帜。当华生主义在各个心理学实验室高歌猛进之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则在各种思潮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是非理性主义哲学的重要基石，却以匪夷所思的方式影响到了实证研究。由于强调公众是一群非理性和集体无意识的乌合之众，弗洛伊德受到了开创美国实证主义传播学的李普曼和拉斯韦尔等学者的高度推崇。这种理论被用来说明民众不能成为民主的真正主体，只有用精确测量作为武器的社会科学专家才能保障民主。尽管以拉扎斯菲尔德为代表的传播效果研究者短暂放弃了弗洛伊德的理论而得出了有限效果论的结论，但此后兴起的一些后实证主义强效果理论都在强调弗洛伊德理论的重要性，比如格伯纳的培养理论、纽曼的“沉默的螺旋”等，催眠、移情、从众等精神分析的概念被用来解释传播的长期效果。

精神分析学说对于批判学派的影响显得更为复杂。在法兰克福学派发展的早期，弗洛伊德被看做一种重要的思想资源，以弗洛姆和马尔库塞为代表的学派成员将其思想作为研究工人权威主义人格的起点。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学派在美国的活动，甚至在人生的后半段，马尔库塞仍然在为完善弗洛伊德的理论而著书立说，将爱欲看做是人类自我救赎的终极手段。对此，罗杰斯的评价是：“法兰克福学派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从而为我们提供了今天的批判的传播理论。批判学派对于偏见的颇有影响的研究在阿多诺等人（1950）的《权威人格》中有记载，它代表了一种以量化心理学的方法来研究人格问题的精神分析理论。”
17

 不过，罗杰斯完全没有看到的是，弗洛伊德真正吸引法兰克福学派的东西是他的反启蒙思想，他的著名论断“人性是文明之敌”是如此深刻地影响到霍克海默、阿多诺和马尔库塞，以至于哈贝马斯在阿多诺六十大寿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启蒙辩证法》在那些最隐晦的段落中向没有压抑就没有文明的这种反启蒙立场做出了让步。”
18



20世纪经典传播研究的两大路径


欧洲思想：从批判理论到文化研究






两次世界大战彻底改变了欧美国家的知识生态。长期作为西方思想策源地的西欧渐渐倾颓，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好多年才恢复思想的活力，而在托克维尔眼里没有什么文化的新大陆反而成为西方思想的中心。在战后的十多年中，欧洲传播研究领域曾一度沦为美国传播学的殖民地。一些重要的欧洲思想家如勒温、拉扎斯菲尔德在战争中逃往美国，在那里建立起了实证主义的传播学思想体系；而另一些批判传统的学者虽然也逃往美国，但他们的思想并不为新大陆所接受，最后还是在战后的欧洲尤其是新左派运动时期的欧洲开花结果。

卢卡奇之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传播研究打开了一个新的视野，这其中影响最大、最深远的莫过于法兰克福学派。法兰克福学派以成立于1923年的法兰克福大学的社会研究所为阵地，以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学者为代表，在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产生了一批重要的作品，其中有不少对传播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学派基本上可以被看做是黑格尔和弗洛伊德两种理论传统在当代的延续。

1933年后，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学者们为了躲避纳粹，相继流亡美国。在那里，弗洛姆、阿多诺等人参与了一系列有关传播和权威人格的重要研究，这些研究与马尔库塞对发达工业社会对人的爱欲的压抑的分析一起构成了批判理论在微观维度上的研究话语，即对媒介宰制下人的心理脆弱性的批判。这之后，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合作，于1947年发表了《启蒙辩证法》。这部著作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的宏观新视野，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整个启蒙理性，在思想上拒斥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整个观念体系。在这之后，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如马尔库塞延续了这一批判主题，把发达工业社会的社会形态和文化形态描绘为“遗失了否定维度”的单向度的社会。这一批判主题为传播研究打开了一个非经验性的新视域，也是后来传播学研究中二元对立框架的思想源起，正如罗杰斯所说，“批判学派和经验学派对于大众传播在社会中的作用的看法极其不同。批判学者认为，大众传播被现存的制度用来控制社会，而经验主义学者认为媒体能够帮助改进社会中的社会问题”
19

 。由于法兰克福学派在美国期间坚持以德文写作，其理论不仅不为美国学者所了解，即使是英国与法国的批判学者，也都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才看到这些文献。对于许多欧美学者来说，他们是先看到了马尔库塞在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单向度的人》以后，才看到了《启蒙辩证法》，因此几乎可以这么说，是新左派运动让人们重新发掘了法兰克福学派。

对法兰克福学派的重新发现极大地推动了欧洲独特的传播研究。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学者为传播研究提供了迥异于传统社会学的研究母题，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文化工业的批判和对传播媒介的意识形态的批判。这个批判传统来自于欧洲的理性主义，这一点被后来的文化研究和传播政治经济学所部分继承和发扬。以伯明翰学派作为起点的文化研究综合了来自欧洲大陆的多元思想养料，除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文化研究还汲取了沿自索绪尔的符号学和结构主义思想、英国新批评理论、话语理论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和霸权理论。文化研究关注在各种文化形式和文本中意义是如何通过表征系统运作并发挥作用的。
20

 与文化研究不同，同时在英国和北美兴起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反对只针对文本的表征分析，而强调回归对文化的政治经济基础的关注，“加拿大学者达拉斯•斯迈兹在1997年发表了一篇措辞严厉的文章，他认为欧洲批判研究的盲点是没有注意到电视的经济逻辑”
21

 。他们把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意识形态的批判转化为对文化产业的批判，提出了诸如文化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等问题，把马克思主义与传播研究进行了有益的结合。

但相比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激进，文化研究和传播政治经济学都退回一步，它们或是把对传播的批判建立在文本之上，或是建立在政治经济制度之上，这极大地削弱了它们对传播与社会现实的阐释力。

时至今日，文化研究和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影响日渐全球化，并反过来影响到了美国的传播研究。尤其是文化研究，已经成为席卷全球的学术思潮。可惜的是，它的发源地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已在2003年被校方关闭，人去楼空。






美国路径：多元研究视野与其合流






谁也不会想到，当20世纪初来自欧洲的思想与新大陆上发达资本主义的新锐发生交汇后，会绽放出异样璀璨的花朵。这个花朵在德国纳粹的间接帮助下，又在30年代吸收了大量来自欧陆的养料，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时至今日，美国依然凭借压倒性的国家实力，把持着世界学术界的话语权，在传播研究领域也不例外。

如果追溯美国社会科学思想的源头，实用主义和芝加哥学派是绕不开的环节。实用主义综合了实证主义、达尔文主义和黑格尔主义等思想，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几乎成为美国的国家哲学，其对美国社会科学的影响直到今天还清晰可辨。实用主义以皮尔士、詹姆斯、杜威三人为代表。美国早期的实用主义深受实证主义和欧陆理性主义的双重影响，其中詹姆斯的思想又为后来的机能主义心理学奠定了基础。实用主义的哲学经由杜威，获得了最为广泛的关注。杜威把实用主义与美国的民主理念相结合，提出了有机民主论，这个观念深受达尔文的影响，“我们和其他有机体一样，是这个世界中的成员。与此相关，我们和世界不是割裂的，而是有机统一的，我们在世界之中，世界也在我们之中”
22

 。这样一个双向互动的有机观念不仅影响了杜威对于民主的判断，还直接赋予杜威的传播思想双重的话语建构意义。杜威认为：“社会不仅通过沟通、传递持续存在，而且简直可以说是生活在沟通和传递中，在共同、共同体、沟通这几个语词之间不仅存在字面上的联系，人们因享有共同的东西而生活于共同体，而沟通是使他们享有共同的东西的途径。”
23

 这种传播观对后来的芝加哥学派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一方面，杜威关于沟通是建构共同体途径的观念被米德所吸收，并被发展成为符号互动论。符号互动论的代表学者米德就认为“自我”的建构是在借由符号实现的社会互动中完成的。另一方面，杜威关于传播是传递信息的观念又被帕克继承，成为传播控制观的思想源泉。
24



与杜威相比，政论家李普曼对传播的观点显得更为悲观。受到弗洛伊德的影响，李普曼把公众看做媒介的靶子，认为他们被由片面舆论塑造的拟态环境所引导。他不相信“所有人都能清清楚楚地看明白整个无形的环境，从而在全部政府事务上自发形成明确的公众舆论”。所以，他反对杜威这样的民主主义者，认为政府需要“坚持将所有有关政治的行为记录在案并客观衡量其结果，从而稳步加强对我们的实际控制”
25

 。他的静态的公众观以及社会控制的观念直接影响了拉斯韦尔，正如黄旦所言：“翻阅拉斯韦尔的《世界大战的宣传技巧》，让人最为吃惊的是，在这位芝加哥大学博士的身上，几乎看不到杜威、库利、帕克们的一丁点影子，整个儿仿佛就是李普曼《公众舆论》主要观点的具体展开甚或解释。显露政治权力在宣传中的运用，展示‘民主全能的思想似乎越来越荒谬’，‘科学的、以大众说服为基础的政治比19世纪以公众为中心的政治更加现实’。拉斯韦尔的这一思路，俨然就是李普曼路数的翻版。难怪有人把李普曼与拉斯韦尔放在一起，将其共同作为早期传播研究与政治议题一脉的代表人物。”
26

 然而，仅仅把拉斯韦尔的思想看做李普曼思想的延续未免偏颇，拉斯韦尔事实上也受到了芝加哥学派、行为主义心理学和精神分析的多重影响，学术兴趣极为广泛、学术视野极为开阔的他关于宣传是一种“通过操纵有意义的符号控制集体的态度”的定义就带有符号互动论和行为主义的影子。

芝加哥学派也好，李普曼等专家型学者也罢，他们的共同努力不断向美国的传播学研究注入实证和经验的气质。当然，在经验传播学领域，哥伦比亚学派率先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学派的领路人拉扎斯菲尔德堪称传播实证研究的集大成者。在拉扎斯菲尔德的领导下，哥伦比亚大学的应用社会研究局成为20世纪30年代以后传播研究的中心。拉扎斯菲尔德有着在维也纳大学求学的背景。在维也纳，他受到逻辑实证主义的影响，在继承了实证主义的思想特质之后，大大推进了传播学的定量研究，其对传播学的贡献在于最早将完整的定量分析技术引入大众传播研究。
27

 除此之外，拉扎斯菲尔德在哥伦比亚大学创立的应用社会研究局，树立了在大学里以研究中心的方式从事大规模研究的规范。
28



在拉扎斯菲尔德的研究生涯中，他和许多著名的学者有过合作。这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和默顿持久的友谊。默顿是结构功能主义代表学者帕森斯的学生，帕森斯的思想深受达尔文主义和韦伯的影响，尽管他对达尔文主义的态度总是处在变化之中，然而他始终认为社会系统是处在一定的进化过程中的。在《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中，帕森斯感兴趣的是通过对欧洲一群思想家的分析，“勾勒出单一一套系统性的社会理论论证的发展”
29

 。默顿在某种意义上继承了老师的思想立场，却反对一个无所不包的统一社会理论，他所追求的是一种“介于日常研究中广泛涉及的微观但必要的工作假设与尽一切系统化努力而发展出来的用以解释所能观察到的社会行为、社会组织和社会变迁的一致性的统一理论之间的理论”
30

 。默顿的观念与拉扎斯菲尔德的思想的结合使得应用社会研究局在20世纪50年代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他们在效果研究、人际传播等领域的贡献至今仍被津津乐道。

除了社会学与传播研究的结合，理性主义取向的心理学在美国也成功地参与了早期传播研究的话语建构，这其中给予传播研究最多灵感的是行为主义和格式塔心理学。格式塔心理学吸收了现象学和整体论的思想，强调从心理显现之物的整体的角度去考察心理活动。受到这些早期心理学思潮的影响，勒温和卡尔•霍夫兰为今天的传播效果和受众分析研究提供了最重要的思想。勒温的群体动力学研究从群体互动的角度考察个体行为，发现了传播过程中的把关人现象；而霍夫兰基于实验心理学的方法进行的说服研究说明了在美国士兵中引起态度变化的诸多因素。

直到这时，美国的传播研究还是由分散在各个学科的学者从事的一项研究。施拉姆的出现为传播学学科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尽管对于施拉姆的学科规划，学者们至今仍然充满异议，但不可否认，施拉姆对传播研究的界定使得传播研究有了较为清晰的学科边界。施拉姆第一个把拉斯韦尔、拉扎斯菲尔德、勒温和霍夫兰的研究工作整合在一起，把他们认定为传播研究的奠基人。在此基础上，施拉姆积极推进美国大学和研究机构对于传播学的接受，并于1947年仿效拉扎斯菲尔德的应用社会研究局在衣阿华大学建立了传播研究所，大大推进了传播学学科的创立过程，使这个学科有了足够多的人才储备以推进知识的再生产。然而，施拉姆对于传播研究的界定也给后来的传播研究带来了不少历史负资产，他对诸多不符合经验主义范式的传播思想都视若无睹，这间接导致传播学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面临合法性危机。然而正如罗杰斯恰如其分的评价：“如果他（施拉姆）对于这个领域的贡献能够以某种方式被取消的话，那么就不会有传播学这样一个领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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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传播学：多元话语竞争的平台

在传播学拥有了自身的学科建制之后，主流的美国传播学获得了越来越强大的话语权，但这种主流的声音由于屏蔽了其他的声音而渐渐故步自封，被认为是一种封闭的美国精神的体现。然而，研究领域的发展从来都不可能彻底停止，话语霸权的建立与被打破成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传播研究领域最热闹的文化现象。

20世纪60年代以后，施拉姆的传播学建制渐渐成为一种统治性的学科意识形态。维护这种经院哲学的不仅有施拉姆背后的各种权力，还有散落在世界各地的他培养出的衣钵弟子。然而，一旦主导性话语显现，不同话语的斗争便不可避免：哪里有话语霸权，哪里就会生成反抗性的话语。新左派运动提供了多元话语登上历史舞台的最佳契机。在这场席卷欧美的社会运动中，社会的权力转移和权力结构重组导致了一场传播研究的话语革命。当时针指向20世纪末时，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及其形成的社会力量，再次冲击着社会的权力结构与话语结构。社会权力力量对比的变化，时刻重构着传播理论的格局。

在新左派运动前后，新的传播思想在原有传统的基础上继续得以深化，思想的交流与碰撞变得更加频繁，新的理论与概念层出不穷，欧美传播思想名家也因此成批出现。在欧洲，哈贝马斯提出的“公共领域”和“交往行为理论”在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学者的衣钵之后，踏上了重建当代社会交往及传播系统的征途。洛文塔尔在沉寂多年后于20世纪80年代初抛出了法兰克福学派第一部以批判主义传播研究为核心内容的论文集，引起了欧美学界的高度关注并就此引发了对传播学科发展的一轮又一轮的深入探讨。
32

 而以吉特林、凯瑞、詹明信和凯尔纳为代表的美国文化研究，继承了英国文化研究的方法，转而从更为乐观的角度审视大众文化对民主和自由的贡献。另一个批判传统——传播政治经济学则在“文化帝国主义”“媒介经济与社会民主”等议题领域展开了对传播的批判研究。这两派在20世纪90年代曾经发生过关于“如何对待文化意识形态与政治经济基础的关系”的论辩。尽管存在着诸多分歧，但不少学者认为，今天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存在整合和相互弥补的趋势和可能。
33

 事实上，今天的批判理论愈来愈像一个话语建构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女权主义、精神分析、符号学、政治经济学、话语理论竞相辉映，它们秉持着对这个时代的传播现象或审慎或乐观的态度，对各种文化现象、传播现象、媒介现象展开了多角度的批判分析。相比于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一代学者，他们大都否定了对文明的“大拒绝”之路，转而探讨一种借由媒介获得解放的可能。这种趋势使得他们的姿态不再像前辈那样激进，这也为批判理论可能的整合埋下了伏笔。当然由于批判理论的转向和发展，其与后实证主义的关系也不再那么势如水火，尽管它们之间的兼容仍然遥遥无期。当代的批判理论确实在美国也有相当的影响，至少再没有学者可以对其置之不理，嗤之以鼻。

20世纪50年代，经验主义和定量方法结合的经典范式遭遇了理论匮乏的危机。在传统效果研究走向绝路的时候，卡茨等学者适时地提出，“大部分的传播研究皆致力于调查这样的问题——‘媒介对人们做了些什么’，而如果将研究的问题换成‘人们用媒介做了什么’，整个传播研究的面貌就会改观。”
34

 在此基础上，卡茨提出了“使用与满足”假说，把受众提到了与媒介平行的研究位置。这一效果研究的转向，的确给实证主义带来了新的活力。在这一努力的启发下，新的关于宏观效果的“议程设置”理论、关注受众与媒介互动的心理行为的“沉默的螺旋”理论相继出现，这些理论假说为今天的实证研究带来了新的理论可能。一大批传播学科班出身的博士如“议程设置”理论的提出者麦库姆斯和肖、“涵化理论”的提出者格伯纳、“知沟理论”的提出者蒂奇纳和“沉默的螺旋”理论的提出者伊丽莎白-纽曼等就此登上历史舞台，跻身名家之列。卡茨认为，“平衡媒介力量和受众力量的倾向内在于传播研究的传统中，这一倾向导致了某种程度上被歪曲的有限效果论。这些又反过来导致使用—满足研究和创新扩散理论的勃兴”
35

 。事实上，后期的实证主义在对传播效果和受众的研究中，一直并存着强弱两种效果的研究取向，它们在各自的领域都有颇具价值的理论创新，因而为传播学在美国的进一步繁荣奠定了基础。

而传播技术本身也正在成为一种社会权力，因此一种自反性的研究在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传统的基础上登上了历史舞台，这便是声名日隆的媒介环境学。在芝加哥学派早期学者如库利那里，对传播技术的乐观极为彻底，他认为：“传播媒介可能使社会越来越根据人类较高尚的情操而结合在一起，像智慧与同情，不是根据权威、阶级、琐务。现代传播媒介意味着自由、前途、无限可能。”
36

 这种技术乐观主义被帕克继承，他把传媒技术的发展看做推动社会变迁的强力，这一思想被他的一个加拿大学生伊尼斯所继承并发展为后来的传播技术主义范式。尽管伊尼斯本人是个相当不错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者，但他对媒介技术的敏锐感知使其超越了他的时代。媒介技术的议题经由马歇尔•麦克卢汉、约书亚•梅罗维茨、尼尔•波兹曼甚至是风华正茂的保罗•莱文森之手，在多伦多学派与纽约学派的共同努力之下，逐渐成熟，自成体系。这些反思传播技术形塑人类观念的思想在今天的传播研究领域中，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随着新媒体社会力量的出现，媒介环境学在早年所做出的一些预言部分得到实现，因而在传播研究的话语竞争中取得了独特的优势。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世界范围内传播研究的主流声音仍然是后实证主义的范式，但批判的传统和技术主义的范式始终扮演着传播研究领域中重要异见分子的角色，它们的声音在被不断放大的同时，也在鞭策着实证主义范式的自我反思和完善。

在一个争夺话语的时代，混乱与希望同在。关闭学科边界的人，可能杜绝了他心中的混乱，但也就此失去了创造的希望；而打开学科的边界，则让我们学会在混乱中拥抱希望。闪耀在我们头顶的星空，将最大限度地拓展我们的视野。

是为导读。






李耘耕、胡翼青于南京大学费彝民新闻研究院



2013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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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伯特•H.坎特里尔（Albert H. Cantril，1906—1969）

学术生平

阿尔伯特•H.坎特里尔于1906年6月16日生于美国犹他州希鲁姆市。1928年，他在达特茅斯大学获得心理学学士学位。在达特茅斯，他结识了当时洛克菲勒集团的掌门人小约翰•D.洛克菲勒的孙子N.洛克菲勒，后者是他同寝室的同学。从此以后，他便与洛克菲勒家族保持着密切的关系。1929—1930年，坎特里尔赴慕尼黑和柏林短期访学，1931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心理学博士学位。1931—1932年，坎特里尔在达特茅斯大学获得教职，教授社会学。1932—1936年他先后在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短暂任教，其间他出于对广播的兴趣，围绕广播进行了一系列实验研究，并于1935年与著名的实验社会心理学家G．奥尔波特一起出版了《广播心理学》一书。1936年他被聘为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系教授，这一任命持续到他1969年去世。在普林斯顿大学，坎特里尔获得了充分展示其才华的平台。他创办了重要的传播学学术期刊《舆论季刊》，该刊在当前美国社会科学界是一份举足轻重的刊物。他与盖洛普一起创办了普林斯顿“舆论研究办公室”，该机构为罗斯福政府提供了大量的舆论研究报告。一直到坎特里尔去世，他一直保持着与盖洛普公司的良好合作关系。他发明的很多测量指标直到今天仍是盖洛普公司广泛采用的测量技术。他还与当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研究主任F.斯坦顿一起向洛克菲勒基金会申请开展“普林斯顿广播研究项目”。由于各自的工作太忙，坎特里尔和斯坦顿都没有精力全职管理这一项目，只能担任项目的副主任。在林德的推荐下，坎特里尔致电拉扎斯菲尔德，希望后者出任全职的项目主任，并为其第二任妻子赫佐格在项目中提供了一个研究位置。这一举措成就了青史留名的广播研究项目。坎特里尔在广播研究项目中所做的最重要的研究，是他所领导的1938年关于广播剧《星球大战》的受众研究，也就是对“火星人入侵事件”的研究。这项研究的参与者还包括高德特与赫佐格。这也被德弗勒看做美国传播学研究的13个里程碑之一。到了1939年，坎特里尔和拉扎斯菲尔德发生了冲突，坎特里尔退出了这一研究项目，这个项目转移到了哥伦比亚大学。在1939年至1940年间，坎特里尔作为12名成员之一，参加了洛克菲勒传播研讨班。此后，他便与传播学渐行渐远。他开始逐渐成为各种政府机构的高级舆论专家。1949年，他获得华盛顿李氏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此后，他还担任了艾森豪威尔总统的顾问，为外交政策提供心理学咨询。在肯尼迪时期，他还重组过美国新闻局。他逐渐成为冷战期间美国心理战的重要参与者和策划者。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一直与国际社会研究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中情局保持密切的联系。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中情局的双重赞助下，坎特里尔曾通过问卷形式对不同国家人们之间的态度进行过大规模的调查。例如，英国人、澳大利亚人、法国人、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对苏联人的态度，苏联人对美国人的态度，等等。他发现，一国人民对他国人民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的社会舆论导向和其民族优越感，取决于该国民族文化的历史悠久程度、在历史上所占有的地位、现今的精神和物质实力。但这些所谓的社会科学研究也对美国搜集苏联等国的情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主要理论（方法）贡献

坎特里尔对传播学理论与方法的贡献主要体现为他1938年对广播剧《星球大战》所引起的社会恐慌的研究。这次社会恐慌始于CBS的“太空剧场”播出的由威尔斯制作的广播剧《星球大战》。由于该剧采用了新闻现场报道的方式，因此让一些中途介入的听众（根据坎特里尔的调查，估计人数约为100万人，占所有听众的1/6）误以为火星人真的在入侵地球，并导致了一场社会恐慌。

表面上看，坎特里尔的研究证明了传媒对受众具有很大的影响，但实际上，在这项研究中，更多呈现出来的是传播的有限效果。研究发现，以下一些因素决定了传播的效果：其一是受众。那些具有不安全感、缺乏自信、容易从众、有强烈宗教信仰、独立进行信息评估和验证能力（我们今天所说的媒介素养能力）弱的受众更容易受到媒体的影响。尤其有意思的发现是，最恐慌的人不是那些根本没有去验证消息的人，而是那些验证信息失败者。其二是传播的手法。那些有现场感、有权威消息来源的信息更容易影响受众。其三是传受环境。经济危机的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即、对广播媒体的信赖都会加强传播的效果。最后是接受媒介的方式。比如，伴随性的收听、中途介入的收听以及受通知而进行的收听都是导致恐慌的原因。由此可见，影响传播效果的因素是多样的，传播产生的效果是因人而异的。对此，德弗勒等学者评价说：虽然不是很明显，但该研究的确是第一个向魔弹论发起挑战的研究。它开启了日后研究选择性影响的方向。

在研究方法上，该研究对问卷调查和质化量化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研究主要采取的方法是深度访谈与问卷调查相结合。前者基于对135位受众进行访谈的资料，后者则基于节目播出一周后的电话调查和六个星期后在盖洛普的帮助下对美国民意协会（AIPO）固定样本的调查。研究还分析了大量报纸的报道以及寄给联邦通信委员会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信件。所以，研究不仅能够测量出一些基本的频数并进行一些交叉分析，还可以通过深度访谈获得大量质性材料以增强研究的效度。这预示着广播研究项目和未来经验研究的一个方向。正如罗杰斯所说：“坎特里尔提议，该项目进行少量开放式的深度个人访谈……这种将广播效果方面的定量的资料和定性的资料结合起来的做法成为‘广播研究项目’的一个常用的手法。”当时，这一项目的研究方法并非无懈可击。由于调查手段和经费的局限，导致抽样上有许多被诟病之处，比如样本多来自新泽西州。尽管没有真正做到随机抽样，但这项研究可以被看做是问卷调查和定量研究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坎特里尔对定量研究的另一重要贡献是他设计量表的能力，他设计的许多量表尤其是测量幸福感的坎特里尔阶梯，直到今天仍被广泛使用。

对传播学科建制的贡献

坎特里尔对传播学科建制的贡献主要体现为对于传播学现有科研模式的启发。尽管我们将传播学“一院一所”的研究模式归功于拉扎斯菲尔德的创立和施拉姆的确认，但实际上这种方式的开创者是坎特里尔。根据现有的文献，对于社会科学的赞助始于基金会，但其赞助的对象是一批结合松散的学者，学界并没有一个结构相对紧密的研究机构来对应基金会的课题资助。部分出于偶然，坎特里尔是最早推行产学研一体化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凭借与洛克菲勒家族以及盖洛普的私交，坎特里尔将业界的技术和资源、基金会的资金与自己的研究结合在一起，并成立了人员联系紧密的研究所，开创了项目制的科研方式，这一切都为传播学后来的主要研究方式奠定了基础。这些成绩部分归功于坎特里尔的社交能力，海曼就曾评价说，“坎特里尔特别能够征服有钱人，并有力量使研究获得资助”；部分则是由于当时有客观的社会需求，当时的政界与业界渐渐意识到学界的价值，于是产学研相结合便成为一种可能。学界在这种结合中也受益匪浅——不仅能够获得资金和地位，还能获得其他支持，比如来自于盖洛普的民意测验资料，对学者们意义重大。罗杰斯评价说：“坎特里尔与G.盖洛普关系密切，他帮助拉扎斯菲尔德获得有关广播听众及其对不同类型的广播节目的反映的民意测验资料。拉扎斯菲尔德和他的项目组成员对这些民意测验资料重新进行分析，这使他们的成就远远超出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所允许的程度。”尽管坎特里尔在广播研究项目上最终与拉扎斯菲尔德闹翻，但他倡导的路线和模式一直被坚持了下去。对于坎特里尔广播研究项目运作方式的发展是拉扎斯菲尔德进一步完善这一模式的表征，而不是什么新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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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1938—　）

学术生平

安东尼•吉登斯1938年1月8日出生于伦敦北部的埃德蒙顿，其父是伦敦运输（London Transport）的一名普通职员。1956年，吉登斯进入赫尔大学学习心理学和社会学，是家中第一位获得大学文凭的成员。1959年，吉登斯在伦敦经济学院（LSE）攻读硕士，以论文《当代英国的体育运动与社会》获得社会学硕士学位。随后他在莱斯特大学任讲师，讲授社会心理学。莱斯特大学本来只是一所声名不显的地方大学，但它聘用了流亡学者伊利亚•诺伊斯塔特（Ilya Neustadt）和诺伯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两人一起将该校社会学系建为全英最大、最有影响的社会学系之一，而吉登斯的教席就是他们任命的。吉登斯曾经在1961—1962年上过埃利亚斯的课，但是吉登斯只承认他的地位，而不承认他对自己的影响。对此，有些学者从文本解读的角度出发，指出吉登斯的理论受到埃利亚斯的启发，甚至认为“吉登斯欠埃利亚斯的多于他承认的”。1966年至1968年间，吉登斯曾在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任短期教职。1969年，他受聘于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并同时开始博士学位研究。1974年获得剑桥大学博士学位后吉登斯一直留校任教，并于1987年获得正教授职位。1985年，他与大卫•赫尔德（David Held）和约翰•汤普森（John Thompson）一同创办了世界知名的政体出版社（Polity Press）。1997—2003年，吉登斯出任伦敦经济学院院长并且成为公共政策研究所咨询委员会的成员。吉登斯也是前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的顾问，其“第三条道路”学说成了布莱尔的政治指导理念，并且影响了20世纪末全球政治发展的方向，吉登斯也由此被誉为布莱尔的“精神导师”。2004年，吉登斯被授予“终身贵族”的称号，以男爵身份成为英国上议院议员。

吉登斯的自我规划能力相当惊人，从一开始就目标明确、稳扎稳打地进行学术研究，而且他笔耕不辍，写有至少34本著作，速度高达平均一年一本以上，这些作品以至少29种语言在全球发行。2009年，71岁的吉登斯不仅修订出版了《社会学》（第六版）这部社会学经典教材，更推出新作《气候变化的政治》，再次引起学界和政治界的广泛关注。必须肯定的是，吉登斯是与布尔迪厄、哈贝马斯齐名的当代欧洲社会学思想大师。他论著甚丰，在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哲学等领域都有相当的影响力。对于他的成就，学者马丁•奥布赖恩曾在《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的导论中这样评价道：“安东尼•吉登斯是战后英国主要的社会学家之一。他的著作囊括了三十多年的社会和政治变革，并且一直处于80年代和90年代社会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前沿。他对经典社会学传统的诠释二十年来一直是（而且仍然是）社会学理论方面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教学内容的中流砥柱；对社会学所关心的核心问题，他那富于想象力的重新论述和对于学术辩论、知识争论的促进作用等量齐观。他是一位划时代的社会学理论家、出版界的独行侠和影响越来越大的政治哲学家。”

具体而言，吉登斯对社会理论与方法的贡献集中在三方面：对西方社会理论各流派尤其是三大传统（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进行评述；建构了“结构化理论”；提出反思性现代性理论。事实上，吉登斯在这三个范畴的建树亦将他的研究生涯划分成三个阶段：首先，对经典思想家作品的解读贯穿于他整个20世纪70年代的工作，这个时期他的代表作有《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1971）和《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1976），这些反思性研究为他后来对现代性社会的创造性论述作了关键的铺垫。到了80年代，吉登斯的研究进入过渡时期。一方面，他将70年代的学术旨趣进一步延伸至当代社会理论领域，如1982年出版的《社会学：简要而批判的导论》；另一方面，经过一次次整合现有的理论框架，他终于在1984年的《社会的构成》中宣示了自己的社会学研究方法论——结构化理论。此后，他结合新型的社会观察，进一步阐述结构化理论，进入了最具原创性的时期，出版了一系列表述“现代性社会”的论著，如《民族—国家与暴力》（1985）、《现代性的后果》（1990）、《现代性与自我认同》（1991）、《超越左与右》（1994）等。

主要理论（方法）贡献

虽然吉登斯没有专门地关注传播研究，他对传播理论的影响亦是间接的，但是这也无妨他在传播学界，尤其是在传播与社会这个交叉领域声名显赫。他从对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的著作的分析中提炼出“现代性社会理论”的基本特征，在集大成的基础上扩展了现代性理论，进而为探讨现代性视野中的传播学提供了分析框架。

要理解吉登斯的现代性思想，必须回到他的方法论。吉登斯通过重述与批判结构主义、功能主义和解释社会学等研究方法，提出了著名的“结构化理论”。他试图以此消除社会结构与个人能动性之间的对立，使以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为代表的“客体主义”与以解释学为代表的“主体主义”实现沟通。尽管这种“中间派”思路早已存在，但是吉登斯没有停留在抽象的可能性之上。他用“结构”意指被持续反复地组织起来的一系列规则或资源，其中的规则是社会互动中的“方法性程序”。“结构”既是约束性要素，也是表意符码，行动主体正是通过利用规则和资源，在时空中维持并再生产了结构。更重要的是，吉登斯借助戈夫曼的日常接触理论和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学看到了社会与个人的交汇点，即“日常生活”的形成过程。吉登斯从互动论出发，搭建了宏观社会学与微观社会学之间的桥梁，揭示了社会与人的同构关系，赋予了“结构”这一概念可转化性与灵活性。吉登斯在《社会的构成》中表示：“以结构二重性观点来看，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对于它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果。相对个人而言，结构并不是什么‘外在之物’：从某种特定的意义角度来说，结构作为记忆痕迹，具体体现在各种社会实践中，‘内在于’人的活动，而不像涂尔干所说的是‘外在’的。不应将结构等同于制约。相反，结构总是同时具有制约性与使动性。”吉登斯这一调和式的结构化理论为传播研究提供了具有较强解释力的方法论工具。他在阐释结构化理论时经常使用的“惯例”概念亦常常被应用于媒介生产中的新闻专业主义研究，以探究媒体组织内部在进行信息生产时反复出现却未必被反思的实践意识。

吉登斯的现代性社会理论正是基于结构化理论而展开，要么侧重于社会结构概念阐述现代性的制度化，要么倾向于从个人能动性概念出发，讨论结构与个体的关系。而在这一论述过程中，吉登斯发现了现代性的三种动力品质，即时空分离、抽离化机制和反思性，并借此建立起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相结合的现代性思想体系：现代性通过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监督、军事力量四个维度的全球化延伸，使得时空分离，形成抽离化机制，形成由缺席主导在场的远距离交往方式并导致信任危机和后传统秩序的产生。这一结构特征的变化也影响了人的日常生活，不仅怀疑意识盛行，而且随着抽象系统的发展和知识的专业化，个体乃至集体日益依赖不在场的专家系统的知识进行反思性监控，加快了传统的消亡和全球化的进一步扩展。未来被持续不断地卷入现实，变得难以预料，现代社会也成了风险社会。最后，这些变动也反映在现代性条件下亲密关系、自我认同与自我规划的变化中。吉登斯强调，时空重组加之抽离化机制导致现代性所固有的制度特质变得极端化和全球化，也使得日常社会生活的内容和本质发生了转变。

通过建立现代性理论框架，吉登斯为传播学理论与社会学理论的对话搭建了重要的沟通桥梁。虽然吉登斯并没有形成较为系统的传播思想，只是在其著作中偶有涉及大众传播媒介与现代性社会的作用，但是这些零散的观点都契合了他的结构化理论，具有相当的启发性。吉登斯还创造了一些颇具阐释力的概念，影响了后来的媒介与社会研究、全球传播学与发展传播学研究。如他意识到制度的传播大多依赖大众媒体，而这些传媒机构使国家更容易渗透到社会中，强化了结构对人的监视。他也指出了媒体对于制度的影响，指出了媒介在现代性社会的全球化过程中不可小觑的力量。他在《现代性的后果》中直言：“如果没有铺天盖地而来的由‘新闻’所传达的共享知识的话，现代性制度的全球性扩张本来是不可能的。”到了《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他进一步从自我认同的角度解释了媒体的作用，认为由大众媒体所传递的经验，长久地影响着自我认同和社会关系的基本组织，而伴随大众媒体尤其是电子媒介的发展，自我发展和社会体系间的相互渗透不仅日益明显，更是走向全球化。他指出：“在现代性的后传统秩序中，以及在新型媒体所传递的经验背景下，自我认同成了一种反思性地组织起来的活动。”而在“自我认同”的基础上，吉登斯继而延伸出了“纯粹关系”这一概念，意指一种外在标准已经被消解的关系，其存在也仅是为了这种关系所能给予的某种奖赏。这一论述为新媒体研究尤其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社会化媒体研究提供了有用的概念和新颖的观察视野。此外，吉登斯所提出的高度现代性或晚期现代性条件下的“自我的四个困境”（联合相对于分裂、无力感相对于占有、权威相对于不确定性、个人化相对于商品化）思想对于当代受众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对传播学科建制的贡献

作为现代社会理论领域的大家，吉登斯虽然并未涉足传播学领域，也没有正式将传媒这一对象纳入他的现代性理论体系，但是他为传播研究的社会学取向研究作出了不可取代的贡献。他不仅沟通了传播学与社会学这两个领域，更是加强了两者的联系，丰富了传播学的研究图景。而且，吉登斯已经推开了媒体现代性研究的大门，后来的学者想要探讨传媒与现代社会的关系几乎都绕不开他，不是引用他的概念就是批判和发展他的思想。这一点明显体现在吉登斯所培养的学生——享有相当声誉的媒介社会学家约翰•汤普森身上。汤普森通过《媒介与现代性：媒介的社会学理论》这一著作正式确定了媒介与现代性社会的关系，并且进一步扩展了吉登斯的思想，引进了“意识形态”这一关键词，使得媒介社会学研究更具批判性。

另外，吉登斯也为政治传播作出了创新性的贡献，带来了更多学科想象力。吉登斯后期的研究兴趣转向了政治学，提出了著名的“第三条道路”学说以及“生活政治”的概念。这不仅对政治传播有着一定的影响，其学说本身也已经成为政治传播的研究对象之一。吉登斯的观点也与齐格蒙特•鲍曼的共和政治观形成了西方政治理论史上备受关注的“对话”，对于政治传播学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此外，吉登斯虽然不是率先提出“风险社会”这一概念的学者，但是他的风险思想和反思性的现代性思想也为政治传播以及策略传播打开了新的研究视域，例如在探究公共突发事件的媒介应对机制时，吉登斯已经把这些事件面临的风险分成“外部风险”与“人造风险”。而且，他也启发人们可以从媒介作为制度化的反思性组织这一角度出发寻找这些问题的症结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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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 1891—1937）

学术生平

安东尼奥•葛兰西1891年1月22日生于意大利撒丁岛一个希腊裔与阿尔巴尼亚裔的移民家庭，家境贫寒。葛兰西在卡利亚里完成中学学业，并于1911年前往都灵大学攻读语言学专业。他通过勤工俭学和争取奖学金读完了大学。1913年他加入意大利社会党，并开始接受列宁思想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葛兰西响应列宁“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发动都灵工人举行反战武装起义，在工人中赢得威望，被选为社会党都灵支部书记。1919年他创办了《新秩序》周刊，领导工人苏维埃运动。1921年1月21日葛兰西带领陶里亚蒂、路易吉•隆哥等人，与以阿梅迪奥•波迪加为首的社会党左派联合组建了意大利共产党。1922年5月，葛兰西作为意共代表在莫斯科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书记。1922年10月墨索里尼上台后，葛兰西被共产国际任命为意共总书记，并受共产国际委派回国领导意共开展反法西斯斗争。葛兰西取道维也纳回国途中，召开里昂会议，在罗马创办《团结报》，回国后更是采用各种手段反对墨索里尼的国家法西斯党。1926年10月墨索里尼宣布取缔意共，并于11月违法逮捕了具有国会议员身份的葛兰西，判处其20年又8个月的徒刑。墨索里尼在决定监禁葛兰西时宣称，“要使他的头脑停止运作二十年”。葛兰西被判刑之后健康状况严重恶化，被送往意大利南部一所专为病囚开设的医院疗养。自1929年起，葛兰西获准在狱中写作，他借由朋友的援助获得了不少书籍，并且开始思考无产阶级革命为何持续挫败，并就此写就了《狱中札记》。这部著作在亲友的保管下，尘封于苏联档案馆，1948年首先在意大利出版。这部作品在西方当代思想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几乎对社会科学各个学科都有启发。俄国学者谢•卡拉穆尔扎评价说：“今天，如果以‘葛兰西’为关键词搞一个西方科学文献资料总汇的话，那你准会感到吃惊：今天用葛兰西理论研究的社会现象领域是何等宽广。”1934年葛兰西得到有条件的释放，但健康状况已经极度恶化。1937年4月27日，葛兰西因脑溢血与世长辞。由于葛兰西长期担任意大利共产党的总书记，是一位社会主义革命家，因而他的理论建构，是以对资产阶级统治秩序和推翻这种统治秩序的分析为基点的，所以他与同时代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大师如卢卡奇、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成员的视角都有所不同。也正因为如此，他为世界的学术界，也为传播学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理论框架。

主要理论（方法）贡献

葛兰西的理论是他对自身革命实践反思的结果，他要回答的两个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为什么会失败？无产阶级革命者该怎么做？他给出的回答是对两个极其重要的概念的分析与阐释：文化霸权与有机知识分子。而这两个概念对传播研究尤其是当代批判的传播研究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葛兰西并没有否认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论述，但他认为上层建筑比想象中复杂，并指出上层建筑有两个层面，其一是市民社会，另一则是政治社会或国家，两者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统治集团不但通过国家机器在政治社会中实行直接统治，也通过对文化的掌控对市民社会进行管控，而后者是隐蔽的统治方式，也是日常生活中最主要的统治方式。在葛兰西那里，市民社会有多种形式，既可能是一些实体组织机构，又可能是一些社会群体，当然也可以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关系与身份认同。市民社会是一个权力场，各种社会利益集团通过竞争在这个权力场中寻求认同并试图树立权威，而一旦某一社会集团在这一权力场中，在文化、思想、道德、意识形态等方面确立了权威，它就确立了所谓“文化霸权”。但文化霸权并不是通过强制和压迫的手段来获得的，也就是不能用国家机器那套强制手段来推行。霸权的形成需要以被统治者自愿地接受和赞同作为前提，依赖于权力场中的各种力量达成某种一致的舆论、世界观和社会准则。整个进程中充满着斗争、冲突、平衡和妥协。当然，统治集团比其他社会利益集团更容易取得文化霸权，因为它可以调动的文化资源、可以支配的权力都是别的社会集团所不能比拟的，但其他社会集团在文化霸权的争夺上也并非完全没有机会。而且在斗争的过程中，统治集团的妥协和让步是必需的，文化霸权的确立并不是要剪除对立面，而是将对立面的利益包容到自身利益中。在这种分析中，葛兰西解释了为什么意大利的无产阶级反而会站在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党那一边。而且葛兰西还意识到，经济危机并不足以彻底撼动资本主义的统治，除非彻底颠覆其文化霸权。

葛兰西通过建构“文化霸权”这一概念向我们展示了关于大众文化研究的与众不同的视角：一方面，大众文化领域或者说传媒领域是一个充满竞争的多元文化场域，各种意识形态在其间相互斗争，争夺话语权；另一方面，文化与社会不是静止的结构性场域，而是在不停的运动中重新建构动态平衡的结构性场域。这两个视角既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观，也不同于结构功能主义的传播观，这就为传播研究的第三条道路提供了理论基石。

葛兰西继而讨论了如何消解资产阶级的文化霸权，在这里，他建构了“有机知识分子”这一概念。与李普曼一样，葛兰西将推翻资产阶级文化霸权的历史重任放在了知识分子身上。在他看来，知识分子并非如他们标榜的那样单纯地作为知识或思想的生产者，独立于社会各阶层之外。每一个社会集团内都会产生依附于自身的知识分子阶层，这一阶层与其所属的阶级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有着鲜明的阶级性和社会干预性。他突出强调了知识分子在市民社会，以至于在文化霸权的实现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也就是说，知识分子往往承担着这样的历史任务：通过提供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和信仰体系，以确保本集团在市民社会实现文化霸权。这就是所谓“有机知识分子”的职能。在葛兰西看来，无产阶级需要培养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借助于创造和传播科学、哲学和艺术等文化产品和价值观念，提高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水平，为无产阶级获取文化霸权服务。他指出：无产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要“积极地参与实际生活，不仅仅是做一个雄辩者，而且要作为建设者、组织者和‘坚持不懈的劝说者’（同时超越抽象的数理精神）；我们的观念从作为工作的技术提高到作为科学的技术，又上升到人道主义的历史观，没有这种历史观，我们就只是停留在‘专家’的水平上，而不会成为‘领导者’”。这种对知识分子功能的看法是葛兰西为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所开出的药方，葛兰西认为当时意大利的知识分子都太过远离民族和人民。这一药方并没有真正起过什么历史作用，但它却毫无疑问地影响到了包括萨义德在内的左翼知识分子的认同，并直接为公共知识分子登上历史舞台确立了合法性。而这种理论为研究新闻知识生产、媒介知识分子等传播领域的课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同时也为文化帝国主义批判等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提供了基础。

对传播学科建制的贡献

葛兰西理论对于传播研究的影响主要集中于各种批判的传播理论。受到他影响的学派主要包括英美文化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这些学派在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的基础之上的发挥，进一步丰富了传播理论的基因库，使这一学科的话语竞争（或者说文化霸权争夺）日趋白热化。

葛兰西对于英国文化研究的影响主要是通过阿尔都塞实现的，阿尔都塞还将葛兰西的影响扩散至整个法国的学术圈，包括福柯等学者身上都有葛兰西的影子。阿尔都塞对葛兰西的理论高度认同。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深得阿尔都塞的赏识。受到葛兰西的启发，阿尔都塞并不将意识形态视为虚假意识，而是将其视为社会结构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并充分肯定了它所发挥的重大作用。和葛兰西一样，阿尔都塞也意识到颠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重要性，从而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批判转向了文化批判（参见本书阿尔都塞词条）。当然，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的进一步发挥，强调意识形态的绝对宰制力，可能是葛兰西所不能认同的。通过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对以霍尔为代表的第二代文化研究者也就是伯明翰学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霍尔之前，文化研究的主要范式是“文化主义”，但在霍尔以后，随着对阿尔都塞结构主义思想的吸收与修正，“结构主义”范式开始成为主导。由于葛兰西的理论比阿尔都塞更为灵活，因此霍尔又从阿尔都塞到达了葛兰西。“编码/解码”的提出本身就是葛兰西式的，而后来费斯克的民粹主义论调更是葛兰西式的。应当说伯明翰学派的传播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葛兰西主义。

随着葛兰西理论对英国文化研究的“入侵”，美国的一系列文化研究者都开始关注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凯尔纳的多部作品均建立在葛兰西理论的基础之上，尤其是他对美国大众文化奇观的分析，他试图以此对法兰克福学派和后现代理论中的文化观进行修正（参见本书凯尔纳词条）。而吉特林的《新左派运动的媒介镜像》一书则完全将文化霸权理论作为其理论框架来分析媒体的新闻知识生产以及学生运动中对话语权的争夺（参见本书吉特林词条）。加之费斯克在美国的教学与科研活动，当代美国文化研究和传媒文化理论几乎可以说就是葛兰西主义的。

葛兰西理论的另一重要应用范畴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尤其是具有后殖民主义理论色彩的传播政治经济学。首先受到影响的是文化帝国主义研究，其中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可以被看做是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最为典型的应用，西方话语通过东方自身的认同与依附而获得文化霸权。以赫伯特•席勒、乔姆斯基为代表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则运用这一理论来形容和批判美帝国主义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其文化霸权。在新闻知识生产的层面，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和有机知识分子论同样得到广泛运用，成为这一领域与布尔迪厄的理论同样重要的理论来源。

扩展阅读


原著


〔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现代君主论》，陈越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意〕葛兰西：《实践哲学》，徐崇温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

〔意〕葛兰西：《论文学》，吕同六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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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海峰：《葛兰西研究七十年：回顾与反思》，《河北学刊》2009年第3期。

郭赫男、刘亚斌：《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溯源及其对它的误读》，《社会科学家》200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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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翼青）






阿芒•马特拉（Armand Mattelart，1936—　）

学术生平

阿芒•马特拉1936年1月8日生于比利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中成长，曾经是教会学校的寄宿学生。本科毕业后，马特拉参加了英国一个僧俗团体，一年后返回比利时，在天主教鲁汶大学攻读法律和政治科学，尔后又到了法国索邦大学（巴黎大学），在阿尔弗雷德•索维（Alfred Sauvy）创建的人口研究所学习人口学。毕业后马特拉被任命为梵蒂冈人口政策专家并在1962年到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天主教大学出任传播社会学教授，研究人口政策和妇女解放等问题，更成为智利社会党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的国际事务顾问。在这里，他不仅邂逅了其夫人米歇尔•马特拉（Michèle Mattelart，她也是他多部著作的合作者），也遇到了旨在帮助拉丁美洲经济起飞的“进步联盟”中的美国社会科学家和传播研究专家，其中一位就是提出了传播四功能说的查尔斯•赖特（Charles Wright）。一方面，马特拉对美国为实现智利现代化而输入的“扩散理论”和“说服策略”产生了质疑；另一方面，在进行人种志研究的过程中，他认识到媒体对智利农村发展的影响，开始反思美国的功能主义传播学。1967年智利学生运动的爆发，使马特拉决定向媒介研究转向。这时他主要采用在法语学界流行的罗兰•巴特的结构主义符号学进行媒介内容的分析研究。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动，面对美国文化产品大量涌入拉美国家，马特拉也开始采用话语分析与政治经济学相结合的方法进行传播国际化的研究。1971年，马特拉与阿里尔•多尔夫曼（Ariel Dorfman）出版了《如何解读唐老鸭》，美国对此书下达的禁令反让它成为70年代风靡拉丁美洲、印数过百万册的畅销书。可以说，马特拉在智利十年间的研究与实践活动，不仅使其自身的传播思想得以成熟，更是巩固了其在法语和西班牙语地区尤其是拉丁美洲传播学界的学术地位。1973年智利政变后，马特拉被皮诺切特军政府驱逐出境。回到法国的最初两年，马特拉和法国电影大师克利斯•马克（Chris Marker）、雅克林•梅皮耶（Jacqueline Meppiel）等人一起导演了一部关于智利政治与社会变革的电影《螺旋》。1975—1997年间，他相继任教于巴黎七大、雷恩大学二大，主要讲授传播理论。1997—2004年，他转到巴黎八大担任信息传播学教授。在法国教学期间，他在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米歇尔•德•塞托（Michel de Certeu）、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等人思想的影响下，转向了世界传播、传播历史与文化多元性研究。与此同时，马特拉也主持过多项国际机构如联合国委托的关于非洲、亚洲、欧洲和拉丁美洲传播政策方面的研究课题。2002年，马特拉筹建了法国媒介观察研究所并担任所长。其代表性著作有《如何解读唐老鸭》（合著，1971）、《大众媒介、意识形态和革命运动：智利，1970—1973》（1974）、《跨国公司和传播体系》（1976）、《传播与阶级斗争》（编著，1979，1984）、《思考媒介》（合著，1986）、《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1992）、《传播的起源》（1994）、《传播学简史》（合著，1995）、《传播的世界化》（1996）、《文化多元性与世界化》（2005）、《监视的全球化》（2007）等。

主要理论（方法）贡献

相比于本书中的其他传播学者，马特拉的思想深受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影响，而在历经政治浪潮的洗礼后，他也从早期的激进左派转变为推崇理性与共和的公共知识分子。综观马特拉的著作，撇开早期在60年代的智利所进行的短暂的媒介符号学研究，马特拉总体上以传播政治经济学路径进行传播研究。他对传播理论与方法的贡献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以文化帝国主义为关键词进行传播阶级分析。原本就将自己定位为左派的马特拉来到局势动荡的拉丁美洲，很快就发现了处于世界体系边缘位置的拉美国家的尴尬处境：一方面，美国通过所谓“技术支援”和跨国公司渗透其自身的意识形态，企图维持自身在拉美的支配地位，所谓的人口政策、农业改革不过是美国社会科学尤其是打着“发展”旗号的创新扩散理论和现代化理论的试验之作。E.M.罗杰斯的《创新的扩散》和《农民中的现代化》，以及施拉姆的《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等著作已然被美国和联合国钦点为拉美国家20世纪60年代的指导性读物，美国更是试图通过成立“拉丁美洲新闻高级研究中心”使拉美传播学在美国功能主义的土壤中发育起来。另一方面，抵抗运动依然存在，拉美的批判社会学家为此提出了“依附理论”，批判不平等的国际秩序。意识到帝国主义意识形态通过传播机制进行扩张的马特拉与他的美国同事产生了意见分歧，并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罗兰•巴特的结构主义符号学批判文化帝国主义。马特拉指出，来自美国的发展意识形态创造了一个只从它自身出发的理想的社会模型，让不相同的社会现实和文化整齐划一，剥夺了每个第三世界国家自己的历史。而他之所以将矛头指向媒介，除了受自身政治参与经历的启发，也是由于他相信媒介在这场所谓的现代化运动中占据着中心位置。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在官方话语体系中，媒介是帮助传统的个体迈入“进步”之河的“帮助偷渡边境的人”。在他看来，美国输出的信息传播技术不仅不是通向民主的途径，更像是剥削的同谋。因为在新型的文化传播中也蕴藏着新的权力结构，这将最终导致自由理性的丧失和民主国家概念的消失。为此，从1971年的《如何解读唐老鸭》开始直至80年代初，学习人口学出身的马特拉转向了传播研究，将阶级斗争的观念贯穿其作品，论战对象包括国际政治秩序、经济全球化、广告、大众文化与话语霸权、科学技术、外交策略、发展传播学理论和功能主义传播学等。他试图通过这些论战，把表面产品和促使其得以生产的整体系统联系起来，揭露大众文化背后的意识形态。

其二，提出“传播世界”概念，矛头指向商业逻辑，借助启蒙的共和思想，倡导文化多元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范围内的管制放松以及私有化的迅速铺展，经济自由主义席卷全球。回到法国的马特拉适逢法国五月风暴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日渐式微，左派锋芒消退，学术界的焦点再也不是反资本主义或反帝国主义，而是新自由主义。带有拉美红色印记的马特拉要想在法国立足，就不得不压下他的阶级分析热情，重新定位自己的学术立场。这时他在法国年鉴学派的费尔南•布罗代尔的“经济世界”思想中找到了新的灵感，认为同样存在一个有着等级体系的“传播世界”，媒介和文化辐射也有中心和边缘地区之分。而且他强调要区分全球化（Globalisation）与世界化（Mondialisation）这两个概念，认为前者代表着一种商业自由、整合经济的意识形态，是需要质疑甚至抵抗的，后者则是拉丁语系语言中一个局限于地理维度的概念，承认等级体系与差异性的存在。为了摆脱全球化意识形态，始终坚信人的理性的马特拉向欧洲传统的共和思想求助，他在《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中指出，“大众媒介是公共物品，要减少其商业逻辑。要把公共辩论建立在大众媒介之上，因为存在着不同的声音。我们应当生产由公共服务引导的媒介，要有立法存在，这涉及行业伦理”。而实现文化多元性则是马特拉提出的解决这一难题、建立世界传播新秩序的可能方案。在这一点上，他从米歇尔•德•塞托的复数文化思想中找到了理论依据。不过，也正是其“传播世界”的概念与“文化多元性”的主张自证了马特拉思想的“欧洲中心主义”与“乌托邦主义”。

对传播学科建制的贡献

E．M.罗杰斯在《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中将马特拉简单划归为欧洲批判学派，而格雷厄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等学者又将之归类为政治经济学传统中突出阶级斗争的流派，他们都忽视了马特拉传播思想的变化与多元性。在很大程度上，马特拉对传播学科建制的贡献主要体现为他一方面推动着有别于美国主流范式的传播学在非英语世界的发展，另一方面则反思当下的传播学科发展。

首先，马特拉促进了拉美国家和法国的传播学科发展。在拉美学界，谈传播学几乎都离不开马特拉。对于其成就，墨西哥学者哈维尔•马德里（Javier Esteinou Madrid）在《阿芒•马特拉思想在墨西哥传播学界的影响》中评价道：“他提出的新颖的概念工具激发着拉美学界的传播意识；他提出的问题和政治思考催生了传播学认识的革命……因此在几十年中，几代的传播学工作者采用了马特拉分析墨西哥和拉美传播过程的方法来理解、工作和修正。”而在法国，直到20世纪70年代传播学科才正式建立，此前的传播研究几乎集中于60年代由乔治•弗里德曼（Georges Friedmann）倡议建立的大众传播研究中心（CECMAS），而且法国虽然与德国毗邻，但马特拉惊讶于它竟然是“工业化国家中最后一个引进和评介霍克海默‘文化工业’概念的国家”。马特拉的传播研究与实践改善了这一局面，尽管他不是第一位阐述文化工业概念的学者，但是他对此理论进行了深入探讨与发展，进一步使法国传播学界将目光投向法兰克福学派。而且马特拉也意识到法国学术界对英国文化研究的忽视，在2003年著有《文化研究导论》，为法国的研究者量身打造了一部文化研究指南。此外，他早在1982年与伊夫•斯图泽（Yves Stourdzé）为法国研究科技部部长让皮埃尔•舍韦内芒（Jean-Pierre Chevènement）撰写了一份有关文化工业状况的报告，即《技术、文化和传播》，不仅描述与分析了法国的传播研究发展状况，也为传播学提出了新的研究方向与研究政策。

其次，马特拉基于福柯的考古—系谱学，重新考察了传播学史。换言之，福柯的系谱学对偶然性、特殊性与隐性认知结构的关注在马特拉的思想中得到了延续。贝尔纳•米耶热在《传播思想》中指出：“《思考媒介》标志着这样一个明确的演变，即转向考虑以‘新范式’（尤其是从米歇尔•福柯那里借用来的）来思考媒介关系。此后，各种主题，如主题重建、记忆的作用、市民社会在民主的日常建构中的作用、地方的重要性、宏观主体国家的衰落、电视带来的快感……以一种试图具有系谱性的视角显示出来。”这一影响在《传播理论史》《传播的起源》《信息社会的历史》《乌托邦的历史》《监视的全球化》等思想史著作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他一反学界的普遍认识，追溯传播的起源至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而且在这段历史中，马特拉并没有垂直勾勒出一条连续的发展脉络，而更多地采用横断面式的研究阐述各个时期的学科条件，尤其突出了知识与权力如何构建出特定的传播话语。在马特拉的传播系谱中，主要有四个维度：流动性、普遍联系、可测量的个体、地缘政治或地缘经济。由于马特拉的思想史提供了一种有别于主流的视角，如今其传播学史著作也成了反思学科诞生与发展的重要参照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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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佩映）






伯纳德•贝雷尔森（Bernard Berelson，1912—1979）

学术生平

伯纳德•贝雷尔森1912年生于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1941年师从韦尔普斯，获得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博士学位。其导师韦尔普斯是1939年开创了大众传播研究传统的洛克菲勒传播研讨班的12人成员之一，是当时美国研究印刷传播及阅读行为的顶尖学者。贝雷尔森早期从事的也是对书籍读者的研究，但其博士学位论文论述了传播对舆论的影响，逐渐成为传播效果研究的重要鼓吹者。1941年他前往联邦通信委员会对外广播情报部（FBIS）分析德国舆论，在那里由于与拉斯韦尔共事而学会了内容分析法。1944年他转投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研究局，并在那里负责帮助拉扎斯菲尔德分析伊里研究的数据，并成为《人民的选择》一书的合作者。1946年，他回到芝加哥大学任图书馆学院院长，1951年起担任美国福特基金会行为科学部主任。此间，1951—1952年，他担任美国舆论研究协会主席。1957年，他回到芝加哥大学再次担任图书馆学院院长。1960—1961年，贝雷尔森接替拉扎斯菲尔德成为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研究局主任。1962年起，他开始担任美国人口委员会传播研究项目主任，并于1968年起成为该委员会主席直到1974年退休。对他的一生，学者普利在2006年的一篇传播思想史论文中评价道：“贝雷尔森，图书馆情报学专业的学生，继而成为拉扎斯菲尔德的同事，再转而成为福特基金会社会科学领域的呼风唤雨之人，在社会科学研究史上是一个迷人而遭忽视的人物。”他的代表性学术著作有与拉扎斯菲尔德合著的《人民的选择》（1944/1948）、《选举：总统大选中的舆论形成研究》（1954）、《传播研究中的内容分析》（1952）。

主要理论（方法）贡献

贝雷尔森是美国传播学效果理论的重要奠基人，政治传播学的代表人物。相比于本书中的其他美国学者，他对传播理论与方法的贡献比较有限，主要集中在二级传播理论、使用与满足理论和内容分析法等三个领域。

与拉扎斯菲尔德一样，贝雷尔森是二级传播理论的重要奠基人。他与拉扎斯菲尔德在1940年的伊里研究中重新发现了在大众传播情境下人际传播所发挥的重要功能。该理论的主要内容及其意义请参见本书的拉扎斯菲尔德词条。

在1949年对报纸投递工人罢工的研究中，贝雷尔森发现读者对报纸有强烈的依赖性，当他们因报纸投递员罢工而无法获取当天的报纸时，常常有一种无所事事的感觉，被迫寻找其他新闻来源。许多人读报是为了了解天下大事，但也有人认为读报可以用来逃避现实、放松自己、娱乐休闲和增强自己的威望。因此他们阅读的内容也不尽相同，有的在报纸上寻找谈资，有的则希望获得时尚、美食、天气预报等方面的有用信息，作为其日常生活的指导。这一研究与赫尔佐格的美国家庭妇女收听日间广播肥皂剧的研究（1941）一样被看做是使用与满足理论的初始研究，它极大地启发了像卡茨这样的后辈学者的研究。有意思的是，为了回应贝雷尔森所提出的传播研究正在枯萎的论断，卡茨建议传播研究不要把眼光放在“传媒对人们做了什么”上，而应当讨论“人们用媒介做了什么”。所以他用贝雷尔森的“What ‘Missing the Newspaper’ Means”一文来说明，我们可以通过将研究的焦点从传播者转移到受众上来，从而化解传播学面临的危机（参见本书卡茨词条）。

贝雷尔森之所以擅长内容分析与他的图书馆学学科背景有关。大家普遍认为内容分析法的出现受到图书馆藏书主题分类方式的启发。在1952年的《传播研究中的内容分析》一书中，贝雷尔森提出了关于内容分析方法的最权威的定义：内容分析是一种对显在的传播内容进行客观、系统的定量描述的研究方法。通过这个定义，内容分析成为一种独立的定量研究方法，并体现了与话语分析诸种方法如修辞学、语义学等的不同：前者强调定量和客观，主张分析字面的内容；而后者则强调理解，并不排斥分析符号背后的含义。贝雷尔森还在该书中讨论了抽样、编码和统计等研究方法的最重要的步骤。自这本书问世开始，传播的内容分析方法开始逐渐成熟，并成为社会科学领域重要的测量手段之一。贝雷尔森与拉斯韦尔一道，被看做是内容分析法的开创者。

对传播学科建制的贡献

贝雷尔森可能是美国传播学建制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这是他能够跻身传播学重要思想家行列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他在以下五个方面对美国传播学的建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其一是对传播学学科点的创建。1942年至1945年，韦尔普斯和贝雷尔森在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院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传播教学点。该教学点设在一个由社会学和图书馆学合作建立的名为跨学科委员会（interdisciplinary committee）的机构之下，向学生授予传播学博士学位，但由于缺乏学科建制上的保障和合法性，很快夭折。

其二是对传播研究与传播学科发展的扶植。由于在福特基金会长期担任行为科学部的负责人，贝雷尔森为传播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资源。1951年，霍夫兰、拉扎斯菲尔德、拉斯韦尔等学者都被时任福特基金会行为科学部主任的贝雷尔森邀请担任福特基金会的顾问，就在当年基金会立项资助了费斯汀格的“传播及其社会影响”项目；1952年他出资87.5万美元在麻省理工学院设立了一个国际传播的研究项目；1953年又出资40万美元帮助斯坦福大学提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水平，其中的7.5万美元用来聘请传播学教授施拉姆，该校的传播学系也因此于1956年成立。

其三是对传播学科布局的贡献。贝雷尔森是第一个提出传播学四大奠基人这一说法的学者，在1954年“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SSRC）召集的一次公共传播研究会议上，身为福特基金会行为科学部主任的他作为牵头人认为以下四条路径是传播学未来发展最重要的路径：（1）拉斯韦尔政治学取向的宣传研究传统；（2）拉扎斯菲尔德社会学取向的经验性实地调查研究传统；（3）以勒温、费斯汀格为代表的社会心理学取向的群体动力学传统；（4）霍夫兰的实验心理学传统。另有两条路径，即伊尼斯的历史研究传统和哈钦斯委员会的研究传统也被提及，但贝雷尔森指出后两种研究路径不是行为科学的研究路数，因此不能算是科学的传播学研究。通过这种划分，贝雷尔森为搭建传播学实证研究范式的内部结构奠定了基础。在1959年的论文中，贝雷尔森又将路径扩展为10种，施拉姆的“新闻学”路径、香农和韦弗的数学视角、贝特森等人的精神分析视角等也在其中。后来，施拉姆又通过更为明确的表述方式将四大奠基人的说法变成了美国传播学史中的常识（参见本书施拉姆词条）。

其四是撰写了具有开创性的传播学教材。1950年，贝雷尔森与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詹诺维茨（Morris Janowitz）合编了传播学领域较早的一部代表性教材《公共舆论与传播读本》。该教材选择了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史学、人类学、图书馆学等学科领域中有代表性的传播研究文献，来体现“活跃在传播领域的主要兴趣和思维方式”。入选的作者包括早期芝加哥学派的库利、米德和帕克，也包括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和洛文塔尔，视野非常开阔，但影响不如同时代施拉姆所编写的系列传播教材。

其五是对传播学科面临的危机的反思。贝雷尔森是第一个在传播学建制中看到传播学发展面临的危机的学者。早在1959年，他就在《传播研究现状》一文中提出传播研究正在枯萎，因为传播研究领域有代表性的研究者正在离开这个领域，而他们得出的几乎不可推翻的定论——大众传媒对受众的影响有限——似乎昭示了大众传播研究前途黯淡。这篇文章在传播研究领域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施拉姆、大卫•里斯曼和鲍尔均对贝雷尔森的文章进行了回应。包括卡茨在内的新一代传播学者，也正是在回应贝雷尔森的这一论调时才提出了使用与满足、议程设置等新理论。不管这场争论的胜利者是谁，该争论本身就对传播学科的发展意义重大，它不断提醒传播学应当在学科反思的基础上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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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I.霍夫兰（Carl I. Hovland，1912—1961）

学术生平

卡尔•I.霍夫兰1912年6月12日生于芝加哥。他于1934年在西北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并前往耶鲁大学心理学系攻读博士学位。他的导师C.L.赫尔是著名的行为主义人类学家。赫尔当时正高度关注有关人类动机和学习的行为主义心理学研究，这为霍夫兰的学术生涯奠定了行为主义和学习理论的基调。1936年，霍夫兰获得了博士学位，此后便成为耶鲁大学的教师。在30岁时，他就被任命为心理学系副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并成为一位声名远播的实验心理学家。1942年，受美国陆军部信息与教育局研究处负责人、著名社会学家斯托弗的邀请，霍夫兰请假到五角大楼去领导研究处的实验小组并开展了关于说服的一系列研究，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始于1943年的陆军实验，在那次实验中有限效果论得到证实。1945年，霍夫兰回到耶鲁大学继续研究说服，并担任耶鲁大学心理学系主任。在耶鲁大学，霍夫兰主持了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传播与态度变化耶鲁项目”，多数与他一起在五角大楼从事说服研究的同事如贾尼斯、谢菲尔德、拉姆斯戴恩等也都来到耶鲁心理学系与他并肩作战。在1945年到1961年间，这一团队先后做了有关说服效果的五十多项心理学实验。1947年，霍夫兰被授予耶鲁大学心理学斯特林教授职位。1961年，年仅49岁的霍夫兰被告知罹患癌症，但他坚持在实验室继续工作。施拉姆在一部没有来得及出版的手稿——《北美传播研究的开端》中将霍夫兰称为传播学的四大奠基人之一，并认为在1946年到1961年间，霍夫兰在耶鲁领导的说服研究“比起任何人已经做的工作来，是（对这个领域）一项最大的单一贡献”。霍夫兰是一位极其敬业和高产的研究者，他的主要传播学著作包括《大众传播实验》（1949）、《传播与说服》（1953）、《说服的呈现顺序》（1957）、《人格和说服》（第二作者，1959）、《态度与组织变化》（第二作者，1960）、《社会判断：传播和态度变化中的同化与对比效果》（第二作者，1961）。

主要理论（方法）贡献

霍夫兰是美国传播学效果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他在心理学史上以说服理论和实验心理学方法闻名。在传播学领域，他的主要贡献就是因传播与说服研究而得出的有限效果理论和传播学的实验研究法。

通过陆军实验，霍夫兰等人有以下几个主要研究发现：传媒在增加认知方面具有一定的效果，但对于改变动机和态度收效甚微。相对而言，具有较高学历的个体比具有较低学历的个体更容易在传播中习得知识。正反两面的说辞对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个体较具说服力，而对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而言，片面之词可能更有效果。另外，接受信息时间较长的个体往往比接受信息时间较短的个体更容易改变自己的态度。

通过耶鲁大学的“传播与态度变化耶鲁项目”，霍夫兰等人进一步发现：可信度高的消息来源更具有说服力；通常来说，结论较为明显的内容更容易产生说服效果；诉诸恐惧的内容通常可能产生说服效果，但过强的恐惧感会使说服的效果适得其反；令人愉快、结构完整和生动活泼的内容更容易被记忆；内容的排列次序一般对说服不产生根本的影响；两面理通常比一面理更能抵抗反面宣传；受众对所属群体的归属感越强，就越不容易受到与群体意见相左的传播内容的影响；传播的积极参与者比被动参与者更容易改变自己的态度；自尊心弱、社会化程度不高和具有自我压抑倾向的个体更容易被说服；反社会化（对社会冷漠或有敌意）倾向明显、神经质的个体则不容易被说服。

通过上述研究，霍夫兰强调，信息传播对于态度的改变效果极其有限，说服是一项相当艰难的任务，传播者要说服受众必须在充分了解受众差异的基础上运用各种传播技巧。他从心理学的角度印证了拉扎斯菲尔德等人通过问卷调查而得到的结论。自霍夫兰开始，传播研究开始质疑认为传播具有强大效果的各种理论，比如魔弹论和文化工业理论。美国的传播学研究也因此彻底进入了有限效果论的时代。

在研究方法层面，霍夫兰团队通过各种努力，将原本适用于实验心理学的实验方法延伸到了传播研究领域，并发展了一整套成熟的传播学实验研究方法。对于传播学而言，实验法就是通过对于自变量和因变量的控制把传播效果的因果关系凸现出来，从而揭示传播手段与效果之间的规律。这种方法的优点在于对因果关系的操控和分析比起问卷调查要更为精确。

在陆军实验中，霍夫兰第一次让调查对象置身于与自然环境大不相同的实验环境中，将受试分成实验组和控制组，并对观看影片的效果进行了前测、后测。这种运用于传播学的实验方法后来被称为“实验组控制组前测后测实验”。霍夫兰对于实验法细节的完善令人赞叹：他使用了两份内容相似但形式不完全相同的问卷（主要是改变了字体），以免前测、后测时因问卷的雷同而招致受试的困惑；对前测、后测的具体时间也做了精心的安排（从一周到九周不等，进行对比）；除了定量的问卷访谈外，研究还与默顿的焦点小组座谈方法相结合，尽量做到质化研究与量化研究相统一，在保证信度的同时也保证一定的效度。这样一来，继拉扎斯菲尔德之后，霍夫兰为量化的传播效果研究又发展出一套成熟的测量工具。

霍夫兰在耶鲁大学进行的系列实验，将各种变量（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媒介和受众4个层次的18种变量）以非常巧妙的方式一步步引入效果研究，从各方面向人们展示传播与劝服之间的关系，从而形成了一种累积性的实验研究方案，能够不断获得新的发现。对此，罗杰斯评价说：“霍夫兰从事的是这样一种研究，在此，连续不断的系列研究被添加到对于说服行为的累积性理解中，自那以后，这样一种研究方案就没有遇见相配者，甚至没有遇见竞争者。”

对传播学科建制的贡献

总体而言，霍夫兰是一位成功的心理学家，他对传播学的贡献远远不如对心理学的贡献大。然而，在以下两个方面，霍夫兰和他的研究团队仍然对传播学的建制作出了自己的杰出贡献：

首先，霍夫兰创立了传播学的耶鲁学派。在霍夫兰的领导下，耶鲁大学心理学系涌现出了一批杰出的社会心理学家（都是霍夫兰的同事与博士生）。在传播与说服领域，他们为美国传播学效果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的努力使有限效果论一度成为美国传播学的定律，相当一部分传播学者将其看做是传播效果研究的科学定论。I.贾尼斯、H.凯利、沙赫特、W.麦奎尔、卢钦斯、津巴多等著名心理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通过“传播与态度变化耶鲁项目”结成了一个紧密的研究团队，在传播与说服的问题上有许多重要的学术发现，传播学耶鲁学派就此得名。耶鲁学派可以被看做是美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最有影响力的传播学流派之一。

其次，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通过对传播与说服的研究，霍夫兰将华生的行为主义心理学与传播学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这种行为主义传播研究不仅有唯名论色彩和还原主义色彩，还以传播科学自居。在与哥伦比亚学派结构功能主义传播理论的长期交锋和整合中，该研究取向逐渐成为美国传播学的主导性研究范式。它极大地推动了以效果研究为核心、以量化研究方法为主导的美国传播学的发展，但同时也让美国传播学成为无视社会制度与结构的个体主义传播心理学以及脱离社会现实的实验室中的“经院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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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H.库利（Charles H. Cooley, 1864—1929）

学术生平

查尔斯•H.库利1864年8月17日出生于密歇根的小镇安阿伯，并且几乎终生没有离开过那里。1887年，库利获得了密歇根大学经济学文学学士学位，但由于患病、旅行等原因曾中断学业。库利在大学期间阅读了达尔文、斯宾塞等人的著作后，于1890年回到密歇根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其论文《迁移理论》是对人类生态学的开创性研究。库利于1894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899年，库利在密歇根大学被任命为助理教授，1904年成为副教授，三年后成为教授。由于一直过着沉思的生活，库利的著述大部分来自他长期积累的笔记，因而进展缓慢。1902年他的《人性生活与社会秩序》发表，七年后姐妹篇《社会组织》出版，《社会过程》则到1918年才面世。库利早年关于社会生态学的论文以及晚年的一些著述被编入《社会学理论和社会研究》，于1930年出版。1905年，库利参与组建美国社会学协会，并于1918年担任该协会主席。尽管库利曾接到过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等诸多著名高校的任教邀请，但他从未离开过密歇根。杜威在密歇根大学执教时，对作为学生的库利产生了直接影响。此外，库利的“自我”观念受到詹姆斯心理学基本观点的启发，帕森斯认为：“库利主要的理论参照点是威廉•詹姆斯的思想。”库利对“镜中我”理论、“初级群体”概念等的论述直接影响了米德，他的传播技术主义观念又影响了伊尼斯与麦克卢汉，其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启发了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他的传播观念亦是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的代表，因此库利被认为是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奠基人之一。在社会学领域，库利被看做美国五位最重要的社会学家之一。库利的代表性学术著作有：《人性生活与社会秩序》（1902）、《社会组织》（1909）和《社会过程》（1918）。

主要理论（方法）贡献

“镜中我”是库利学说中最为著名的概念。库利认为自我与社会是一对双胞胎，因此，自我与社会是他著作中的主要论题。库利平淡的生活与沉思的习惯使他对于自我、内化的问题有非常深入的思考。“镜中我”理论直接体现了库利从人际传播角度出发对社会形成过程的理解与阐释。他和杜威一样，把传播看做社会形成的基础，认为社会的本质在于交流和互动。库利认为，社会的本质在于交流与互动是因为社会关系存在于人的交流中。“我”的特性使个体具有交流观念的能力。“镜中我”理论正是要回答“自我”的交流特性的问题。受到詹姆斯“自我”概念的影响，库利的“自我”也分为“纯我”和“社会的我”两部分，“镜中我”理论就是研究“社会的我”。人的社会性是在与他人交往的过程中形成的，而交流由想象促成，人们彼此都是镜子，映照着对方，这就构成了人的社会自我。库利把社会过程的两个阶段置于同一意识之中，把自我看做他人对“我”的想象，而他人则是我对他的想象，即他人对我的反应和我对他人的反应是意识的相互作用对我们思想的影响。这种互相想象自我在他人意识中的形象的过程，指明了人际传播发生的机制。

库利把社会看做一个有机体，其传播思想的核心是传播与交流建构了社会，因此他强调社会过程的联系性。库利不仅分析了微观层面的传播与人的关系，宏观社会与传播也是他思考的重点。库利认为社会是有机体，但他所说的有机体有别于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库利的意思是社会是各种过程的复合体，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其中每一部分的运作都彼此影响。“镜中我”表明个人会受到其他人的影响，社会正是由无数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建构而成的整体。库利反对功利主义、个人主义传统以及孤立地看待社会，他强调社会生活的整体性。库利认为，社会过程是通过精神交流、语言及传播等多种方式发生的。由此可以看出，传播不仅是“自我”形成的基础，传播还建构了社会，社会有机体的形成在传播与互动中得以可能。这一观点，也是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的核心所在。进化论观念的影响使库利的理论体系进一步发展了“自我”与交流的关系。库利关注个体如何获得关于“我”的意识。库利认为，人类的进化过程受两方面的影响——一是生物遗传，二是社会交流，后者决定了人们的社会行为。库利观察到传播的发展使人们的意识变得复杂，人的社会化程度更趋复杂，人的本能在交流行为中得以发展，因此，交流，或者说传播决定了“自我”。

初级群体是库利学说中的又一个重要概念。由于强调社会有机体的建立，库利进一步论证了能够被称为社会有机体的社会组织，而“初级群体”（也称“首属群体”）就是个体与社会联结后的群体。所谓初级群体，是指成员间有面对面交往与合作的群体。在初级群体中，与个人交往最密切的群体是家庭、儿童游戏群体和邻居。初级群体构成了人们最基础的社会关系，这些关系使个体对于初级群体的生活具有认同感，初级群体也更可能培养传统社会田园式生活中的公民美德与自治。库利认为，在初级群体中，人性逐渐产生。初级群体的观念会从家庭传播到区域共同体、国家和世界共同体。次级群体作为与初级群体相对的一个概念，则意味着非个人化的、契约式的、理性的社会组织，成员间的关系冷漠。显然，初级群体培育了人性中最基础的东西。从这一思想出发，库利和他的老师杜威一样，进一步设想了现代民主社会形成的可能，认为初级群体所能培育的美德会从小群体传播到更大的共同体，整个社会的公众都具有初级群体中的热情与同情心，最终整个社会会达成民主与自治的目标。米德认为，库利的社会观念正是对他所隶属的美国共同体的写照，而且这个共同体被假定处于健康和正常的发展进程中。

库利还特别阐述了信息过程。库利认为社会是由行为者与亚群体之间的信息网组成的。信息过程，尤其是舆论的作用可以巩固社会的联合。库利把舆论看做有机的过程，是人们交往和相互影响的产物。库利强调不同观点的交流，认为不同思想的交流会促使民主统一体得以形成。作为民主主义者的库利对现代传播有乐观的结论。现代社会打破了传统社会面对面的交流方式以后，初级群体关系被弱化，但库利认为，传播技术会进一步发展并使社会关系更为活跃。因此，库利将初级群体关系的弱化看做社会的进步，并认为传播技术作为社会形态变迁的动因，可能会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

库利是最先尝试解释传播媒介如何影响行为与文化的学者，也率先讨论了大众文化。库利在《社会组织》中写道：“传播历史是所有历史的根本。”传播历史上的每一次革命性变革都对整个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从19世纪末起，传播技术已经有了很大发展。库利认为媒介可以使社会有机团结在一起，传播技术使社会成为一个整体。在这一点上他和杜威很相似，对于传播建构社会有机体或者说社会共同体的可能性，都抱有乐观的态度。在这样一种乐观主义的精神中，库利看到了传播手段的进步，认为进而可能将信息在受众中平等地传播，民主与社会能得到有机整合。媒介的传播也带来了新兴的大众文化，尽管库利也表达过他对大众文化造就的吵闹的时代的厌烦，但他仍然认为大众文化满足了人们的需要，大众文化的发展会相应地带来“社区精神”，最终使民主得以充分发展。

对传播学科建制的贡献

库利是美国早期五大社会学家中唯一对传播进行过系统研究的学者。将库利看做传播学奠基人有充足的理由。他的“镜中我”理论、“初级群体”概念不仅对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作出了重要贡献，传播学研究也从中受益。传播是库利思考自我与社会的重要起点。切特罗姆在提及19世纪90年代对现代传播展开论述的三位重要美国理论家时，库利被置于首位。

库利是第一个定义了传播的学者，并且为传播学奠定了进化论思想的基础，对发展传播学有很大影响。库利将传播定义为“人类关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机制——心灵的所有象征符号，以及穿越空间传送它们和在时间中保存它们的手段”。即使是圈定了传播学四大奠基人的施拉姆也对库利的传播观念予以重视，在其《传播学概念》一书中引用了他的定义。基于对现代传播前景的乐观预期，库利和帕克一样，将现代传播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把传播理解为解决美国社会中层出不穷的现实问题的方案。将传播置于自己理论体系的中心后，库利所提出的理论与相关概念对于现今传播学研究拓宽自身视野有着重要意义。

库利的“初级群体”概念对二级传播理论、创新扩散理论都有重要影响。库利早在20世纪初就提出的“初级群体”概念，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学界的重视。到20世纪40年代，这一概念的理论活力重新闪现出来。拉扎斯菲尔德在1940年的伊里研究中论证了“意见领袖”的存在，“意见领袖”能够通过人际传播改变信息的流向与效果，这一传播过程被总结为“二级传播”理论。“二级传播”理论重新发现了初级群体在传播过程中的重要意义，认为大众传播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初级群体发挥出来。类似的，在创新扩散理论中，对于新产品，总是有较早的使用者，在这批先驱之后，则有更多的人也采用新产品。大众传播提供了新的信息，但创新扩散的实现通常建立在人际传播的基础上，库利的初级群体概念同样对创新扩散理论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库利的传播思想成为芝加哥学派传播研究的基石。库利强调人际互动在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也由此催生了他的“镜中我”“初级群体”等一系列概念与理论。他对人际传播过程的深刻阐述给人际传播这一领域带来重要影响和启发，也直接影响了芝加哥学派考察社会时采取的视角，直接启发了符号互动论，形成了芝加哥学派极具特色的人文视角。米德也从库利那里受益良多。库利的“自我”概念启发了米德关于主我、客我的分析。对于人的“自我”的分析过程，体现了库利的人本主义思想，其研究视角影响了米德对人的符号互动行为的分析。在戈夫曼的拟剧理论中也能看到库利思想的影子。同时，库利的思想也对他的老同学帕克产生了影响，库利对人际传播如何建构社会的论述直接影响了帕克后来对“群体”的定义与阐释。他们都在密歇根接受了杜威关于共同体的论述，这种论述的影响深深地印刻在二者的所有理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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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拉斯•W.斯麦兹（Dallas W. Smythe, 1907—1992）

学术生平

达拉斯•W.斯麦兹1907年3月9日生于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里贾纳市。在他那个年代，经济大萧条和法西斯主义对他的政治经济立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并非之后的学术经历，而是与罢工的码头工人、穷困的农民以及西班牙内战中的反法西斯斗士的交流帮助他形成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主张。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麦兹接触了经济学的各个流派，包括马克思主义、新古典主义和制度主义。一方面，他大量阅读梅尔文•奈特（Melvin Moses Knight）等人著述的经济学史和经济学理论；另一方面，他也通过政府的文件和报告试图分析当时的经济状况。如果说大萧条影响了他的思想的形成，那么罗斯福新政则影响了他的职业规划。在1937年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后，斯麦兹先后到美国政府农业部和劳动部任政策分析员。而他对于媒介的关注也开始于他在劳动部任职期间，当时他负责追踪记录媒介通信产业的劳动力动态和工会活动。这项工作也使他能够更为详尽地了解到由于信息技术发展所造成的传媒产业的劳动力变更。1943年斯麦兹离开了劳动部，成为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的首席经济学家。他的工作集中在劳动力关系、收听率以及频段分配等方面。1948年，斯麦兹离开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并在伊利诺伊大学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也是在那里，威尔伯•施拉姆创立了传播学研究所（Institute for Communication Research），并开设了美国第一门传播学研究的博士课程。那里也成为许多学界巨擘的人生交叉点，包括查尔斯•奥斯古德（Charles E．Osgood）、赫伯特•希勒（Herbert Schiller），以及后来的乔治•格伯纳（George Gerbner）和短暂停留过的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在这一阶段，斯麦兹开设了一门传播经济学课程，搭建了他将受众视为商品的理论构架，同时出版了第一部关于电子媒介的政治经济学著作《电子传播的结构与政策》（1957）。在麦卡锡主义盛行的年代，迫于政治上的压力，斯麦兹决定回到加拿大的萨斯喀彻温省，并在萨斯喀彻温大学（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开设了一个传播学项目。在里贾纳的十年里，斯麦兹和威廉•李文特（William Livant）一起进一步完善了他的受众商品论。1974年，他来到西蒙弗雷泽大学（Simon Fraser University），与威廉•麦勒迪（William Melody）一起致力于通信政策与受众商品论的研究，并完成了他关于美加两国经济与通信关系的巨著《依附之路》（Dependency Road: Communications, Capitalism, Consciousness, and Canada,
 1981）。此时，斯麦兹更加清晰地显示出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特色，并将他的视野拓展到中国、日本、英国以及东欧的传媒行业和政策领域。1980年，斯麦兹离开西蒙弗雷泽大学，来到坦普尔大学（Temple University）和简妮特•瓦斯可（Janet Wasko）、丹•希勒（Dan Schiller）,以及文森特•莫斯可（Vincent Mosco）一起任教。此后，他又回到西蒙弗雷泽大学并在那里退休。1992年9月6日，他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去世。斯麦兹先后于1971年和1978年访问过中国，可惜其理论当时没有被中国学界广泛认知。

主要理论（方法）贡献

达拉斯•斯麦兹是传播政治经济学批判学派的开创者，也是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奠基人。他最有代表性的理论观点是“受众商品论”和“依附论”。

早在1951年，斯麦兹便提出，商业大众传播媒介的主要产品是受众的人力（注意力），由此奠定了其后他的受众商品理论。1977年他发表了《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Communications：Blindspot of Western Marxism”）一文，标志着受众商品理论的形成，引起了批判传播学领域的热烈辩论，并成为批判传播学研究的一个主要分支。斯麦兹认为广告时段的价值是传播产生的间接效果，而广播电视节目则是“钓饵”性质的“免费午餐”，目的是引诱受众来到生产现场——电视机前。此时，测量受众的公司便能够计算他们的数量多寡，并区分各色人等的类别，然后将这些数据出售给广告者。媒介则根据“产品”（受众）的多寡和质量（年龄、性别、文化程度、收入等人口指标）的高低（购买力的强弱）向广告客户收取费用。所以，媒介公司的使命其实是将受众集合并打包，以便出售。这便揭示了商业广播电视的真正商品——尽管是临时形成的商品——受众群体。而这些“免费午餐”的享用者不仅仅是在消磨时光，他们还在工作——他们在创造价值。这种价值，最终是通过购买商品时付出的广告附加费来实现的。其不公平之处在于：受众在闲暇时间付出了劳动，为媒介创造了价值，但没有得到经济补偿，反而需要承担其经济后果。因此，受众商品论解释了广播电视时段具有价值的原因、广告客户和媒介公司之间的关系以及商业受众测量机构存在的理由，从而将媒介行业的本质牢牢地置于经济基础上，这也是马克思经济理论在传媒研究领域的具体运用。然而，斯麦兹的分析被批评为庸俗政治经济学，批评者说他的观点将意识形态降格为经济基础，同时，将能动的人降格为无生命的被动商品，是经济决定论。一些持“积极受众观点”的学者，特别是提出“使用—满足”理论的学者，更是以大量的实证研究，竭力证实受众是主动参与媒介传播和意义创造的生产者，而不是产品。

而“依附理论”则是以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扩张的视角去探讨国与国之间传媒产业的相互关系。斯麦兹在他的《依附之路》一书中提出了媒介依附理论，指出加拿大的报刊、书籍和广播电视电影业都是美国市场的附庸，其背后的原因是加拿大经济对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依附。和加拿大传播研究的先驱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A．Innis）一样，斯麦兹也认为经济制度和传播体系之间具有高度的相互依存关系，传播的流动对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传播是各种经济力量的核心。他始终坚持、毫不动摇地倾全力于分析媒介制度及其与深层的经济结构和社会体系的联系，主张将对社会过程，包括传播和媒介行为的考察，置于更大的政治经济背景中。

对传播学科建制的贡献

终其一生，达拉斯•斯麦兹始终处在传播学研究的最前沿。他的研究实际上已经超越了经济学、传播学，甚至是社会科学的学科界限，他所做的只是在不断试图改变现状。他对于传播学科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传播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创设。1948—1949年，斯麦兹在伊利诺伊大学的传播学研究所，开设了美国第一门传播政治经济学课程，名称为“传播经济学”。这也是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开端。当时，由于冷战气氛严峻，也由于电子媒介日益强大，对传媒的研究十分敏感且具有冒险性质。因此，斯麦兹起初谨慎地讲授传播经济理论，而后才是传播政治经济理论。那时，他最感兴趣的是宣传问题，特别是大众传播如何与资本主义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对共识的引导”。他的研究焦点是社会心理学、实验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而不是他的本行经济学。

二是传播政治经济学批判学派的建立。比尔•麦勒迪（Bill Melody）称达拉斯•斯麦兹为“一位文艺复兴式的学者”。他试图挑战从自由贸易到后现代主义的所有权威学说，因而他的大部分著述在主流社会科学那里并不受欢迎。他反对一切确定性和经验性的理论，对他来说，独立研究的意义就在于批判性地检视主要的社会机构，理解它们自身的矛盾与限制，从而提供一个改变它们的平台。斯麦兹批判性的探索包含两个主题：一是大众传媒对于自由思想的钳制以及受众的商品化，这一点在《依附之路》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另一个则是新技术的矛盾性角色以及当权者对于大众传媒的“魔力”的迷恋。即使在晚年，他仍然不断提醒人们去反思自己的研究、观点和信仰。这些理论探索最终为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他因此被看做这一学派的奠基人。

三是对传播学研究方法的反思。1954年，斯麦兹发表了《对传播理论的观察》（“Some Observations on Communication Theory”）一文。这篇文章是对传播研究方法论的探讨，1953年先是以意大利语发表在意大利刊物上，其后才以英文发表。在这篇文章中，他抨击了传播学研究中“逻辑实证科学理论”的方法，主张一种“制度历史理论”的途径，并指名道姓地批评了当时传播学实证主义研究的权威人物克拉珀（Joseph Klapper）。在早期，斯麦兹并不反对经验调查的方法，他自己还进行过一些实证调查。但是，20世纪40年代以后，传播学研究越来越多地采用政治学的民意调查方法，越来越趋向于行为主义的社会学、心理学，而放弃了历史、哲学等思辨性的研究方法和对社会制度的宏观考察。随着这种研究越来越趋向数量化和微观化，斯麦兹便越来越反感这种“对所观察的行为作简约的、证伪的陈述，从而使智力活动的丰富性削弱”的经验主义。他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目标是对理论和行为之间的辩证关系作视野广阔的历史分析，将其置于政治经济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较大框架中，进行批判，付诸实践。

四是对后继学者的深远影响。根据由瓦斯可、莫斯可和潘德克（Manjunath Pendakur）共同编纂的斯麦兹纪念论文集（1993）的论述，他的思想影响了全世界四代政治经济学家，其中包括他在伊利诺伊时的学生古拜克（Thomas Guback），以及他在西蒙弗雷泽的同事麦勒迪、贝比（Robert Babe）、潘德克、莱斯（William Leiss）、曼塞尔（Robin Mansell）等。这一深远影响也在国际媒体及通讯研究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设立的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年度奖项中得到体现。

扩展阅读


原著


Dallas W. Smythe, “Communications: Blindspot of Western Marxism，”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1977, 1 （3）: 1—28.

Dallas W. Smythe, Counterclockwise: Perspectives on Communication,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1977.

Dallas W. Smythe, “Rejoinder to Graham Murdock，”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1978, 2（2）: 120—129.

Dallas W. Smythe, Dependency Road: Communications, Capitalism, Consciousness and Canada,
 Norwood, NJ: Ablex Publishing，1981.

Dallas W. Smythe, “Communications: Blindspot of Economics，” in William H. Melody, Liora Salter, and Paul Heyer （eds.）, Culture, Communication and Dependency: The Tradition of H
 ．A
 . Innis,
 Norwood, NJ: Ablex，1981.

Dallas W. Smythe & T. Van Dinh, “On Critical and Administrative Research: A New Critical Analysi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983, 33 （3）: 117—127.


相关思想史或评传


Janet Wasko, Vincent Mosco, & Manjunath Pendakur, Illuminating the Blindspots: Essays Honoring Dallas Smythe,
 Norwood, NJ: Ablex，1993.

刘晓红：《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张晓星）






丹•席勒（Dan Schiller，1950—　）

学术生平

丹•席勒是著名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赫伯特•席勒之子，1972年获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哲学学士学位，1976年、1978年分别获得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传播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同年担任莱斯特大学大众传播研究所研究员。从1979年开始，席勒在坦普尔大学（Temple University）广播电视电影系先后担任助理教授、副教授，1986年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甘尼特媒体研究中心担任研究员。1990年担任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传播学系副教授、教授，与其父赫伯特•席勒同校共事。1996年，他出版了著作《传播理论史：回归劳动》，试图通过“文化”和“劳动”两个关键词，重塑传播理论史的发展脉络，评述美国行为科学研究者、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以及结构主义学者在传播和媒介相关研究中所持的态度和研究视角的局限，引起学界关注。1999年，他出版了著作《数字资本主义》，开始将关注投射在互联网政治经济学领域，探究信息技术对全球资本主义的大众传播、社会民主、教育制度等领域的重大冲击，粉碎了《数字化生存》等著作中所表达的对信息技术发展的乐观看法。从1980年开始，他先后担任了14种传播学期刊的编辑和顾问，是美国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分支——信息（因特网）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的中坚学者。2001年，他前往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本那—香槟分校担任教授，期间与华人学者赵月枝保持良好的研究合作关系，开始关注中国的信息传播问题，并多次赴中国内地讲学。2007年，他接受武汉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聘请，担任客座教授。他的代表性著作包括：《传播理论史：回归劳动》（1996）、《数字资本主义：全球市场体系的网络化》（1999）、《信息拜物教：批判与解构》（2008）等。

主要理论（方法）贡献

丹•席勒是开辟信息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的代表性学者，他在理论上的重要贡献包括两个方面：对信息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研究以及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角度切入的对传播批评史的梳理。

丹•席勒对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兴起的“信息社会”理论进行批判，提出把信息定义为导致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因素，会否定资本与劳工的对立性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延续性。随着科技推动社会进步的进程加快，信息、信息技术和信息社会越来越难以让人忽视，信息政治经济学由此应运而生，这一研究领域囊括了对信息系统结构和信息商品化过程的关注，并致力于重点分析信息生产、传输、消费过程中的政治经济权力控制现象。丹•席勒虽然继承了其父赫伯特•席勒的批判性研究取向，但重点关注的是美国信息产业和信息科技的现状，致力于揭示资本主义市场中信息工业运作背后的政治权力控制，延伸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信息（数字）时代的研究意义。他对于“信息”以及相关派生词的认识十分敏锐、独到。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开始大行其道的“信息社会”理论隐匿了“文化”领域中的社会冲突和矛盾，丹•席勒认为这种认知具有盲点，因为它混淆了信息作为一种有用资源和作为一种由雇佣劳动生产并用于市场交换之商品的基本概念的区别。这种对主流“信息论”或“信息社会理论”的批判，在其专著《如何思考信息》（中译本名为《信息拜物教》）中得到升华。他还研究了商品化过程在电信、广告、卫星电视、移动电话等信息文化传播领域的发展，国家和信息传播产业之外的资本力量对信息化和信息商品化的强力推动以及信息化资本主义的危机和发展的不平衡性等。他的观点打破了人们对信息社会的空想性崇拜，将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劳动价值论扩展到了信息文化传播领域，在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同时，深化了人们对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的认识。

在此基础上，丹•席勒在《数字资本主义》一书中进一步拓展了他对资本主义发展史的认知，对最前沿的“计算机革命”背后的深刻意义进行剖析。这部论著被看做第一部书写“因特网政治经济学”的学术著作，它撕裂了人们关于“因特网将拯救世界”的美好愿望，以冷静的视角解读了因特网行业蒸蒸日上的背后的权力控制行为。因特网正在演变为一种政治工具，它将加剧不平等，并强化市场制度的不稳定性。而以全力推行因特网行业的美国为例，其种种行为背后所蕴含的终极目的在于：资本主义是一种不断把社会劳动和社会生活纳入资本积累领地的扩展性秩序，信息文化领域的商品化过程与资本主义发展是同步的，在信息爆炸的今天，后者将前者集中发展为自己摆脱危机的最新积累场域，而这正是“信息革命”或“第三次浪潮”的实质。

丹•席勒在《传播理论史：回归劳动》一书中以批判性视角重新看待传播思想的历史沿革，对其中的关键人物和理论进行了批判性解读。他忠实地继承了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对马克思思想的当代认识，对劳动分工理论在资本主义社会传媒发展领域中的具体体现进行了探索。在梳理传播学思想发展脉络时他指出，即使是米尔斯和杜威等人，对传播的认识也没能摆脱实用主义的桎梏。传播领域的研究长时间局限于狭隘的工具提问之中，但这并不代表传播研究只是如此，传播研究者在理论构建和跨学科研究中同样具有成就。但由于在一些关键时间传播研究被误置，导致对传播研究真正具有导引功能的理论被长期忽视。与此同时他也认为，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有关传播理论化的工作都是围绕着“劳心”而发展的，这种视角有失偏颇。丹•席勒指出，书写传播批评史的目的应在于“抢救传播探索赖以进行的理论基础工程”，给传播探索的历史逻辑赋予意义，所以他将“劳动”作为书写传播学史的重要切入点，因为唯有从生产性劳动的概念出发，传播研究才可能开始发展。

对传播学科建制的贡献

丹•席勒是信息政治经济学的开创者，也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第二代代表性学者。他的研究不但拓展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版图，使这一学说谱系更加完整，还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新时期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补充和延续作用。自达拉斯•斯迈兹与赫伯特•席勒奠定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基础开始，围绕着关键性议题，传播政治经济学在各个研究子领域开枝散叶。电影政治经济学、新闻（媒介）政治经济学、信息政治经济学、种族与传播政治经济学、女性主义与传播政治经济学等都是传播政治经济学中的热门议题。丹•席勒在学术成长的过程中敏锐感知社会环境的飞速变化，冷静分析“信息浪潮”之于整个社会的发展意义，并且将“信息”作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新时代的延伸环节进行定义和说明，是世界范围内传播学前沿理论的重要开拓者。

丹•席勒站在批判立场上对传播学思想的梳理，打破了罗杰斯《传播学史》的话语垄断。出版于1994年的《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是站在传播学学科发展的角度上进行书写的一本思想史，因为与施拉姆观点的相互呼应、扶持，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成为传播学研究领域内主流话语的代表。丹•席勒从批判角度出发书写的传播思想史，则更偏重于从思想产生、演化、继承的角度，来向人们展示传播学研究如何可能。在《传播理论史：回归劳动》中，席勒充分展现了其具有宏观理论视野之长，挑战有关西方文化传播发展史的流行认识，修正了雷蒙•威廉斯著名的“漫长的革命”论所依据的历史分期，将信息文化商品化的起源从威廉斯论述的18世纪向前推到15世纪中期，也就是说，席勒认为，文化和信息领域的商品化发生于资本主义在英国农业领域起源之时，而非之后。这一观点的提出对再认识信息文化发展史和资本主义发展史具有重大意义。他对于米尔斯、杜威等人的评价，对雷蒙•威廉斯理论的修正，对传播学研究议题的重新定义，是站在传播政治经济学历史观立场上的重要发言，这一发言让传播学史不再只有“一种声音”，提供给传播学界一个认识自我的新视角。

在传播学诸多流派中，传播政治经济学可以算得上对中国传播问题最为关注的一支。迥异于西方主流的中国媒介政策和媒介制度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走入西方学者的视野，以此为契机，中西方传播学研究第一次有了真正意义上能够接轨和对话的主题。丹•席勒是北美传播学者中继达拉斯•斯迈兹之后对中国传播学研究尤为重视的一位。他与在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同事、华人学者赵月枝就中国信息传播业的发展进行过频繁交流，并在向中国引介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曾在多个场合表达了希望中国传播学研究能够开拓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意愿。值得一提的是，席勒对中国信息传播的关注并非从民族或者国家的角度切入，而是仍然将其看做信息化资本主义体系的全球性扩张及其内在矛盾的一种表现，这也是他宏大视域的体现。他认为信息资本主义体系将中国这块最大的市场纳入其中，便不可避免地面临即将到来的全球性生产过剩的危机。另外，他还指出，信息资本主义的跨国性与中国国家发展目标之间存在不可避免的矛盾，值得关注。这些看法对于中国传播学研究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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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尔•勒纳（Daniel Lerner，1917—1980）

学术生平

丹尼尔•勒纳1917年10月出生于纽约布鲁克林，在纽约大学获得英语文学学士、硕士学位。1942年6月参军，因为受伤后来又转到心理战部门（PWD）作为宣传工作人员效力。1946年退伍回到纽约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他曾和拉斯韦尔、拉扎斯菲尔德两位著名的传播学先驱合作。1946—1952年中期，勒纳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工作期间，与拉斯韦尔合作领导了一个项目。该项目是由卡内基基金会资助的，旨在系统分析关键国家的精英决策过程以及世界重要报纸的特点。勒纳与拉扎斯菲尔德的合作，始于勒纳在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研究局的访问。1950年到1951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研究局在埃及、土耳其、约旦、叙利亚、黎巴嫩、伊朗等中东国家展开关于“美国之音”传播效果的大型受众调查。虽然当时勒纳只负责研究土耳其的数据，但是这次做研究的经历为他后来提出现代化理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53年，勒纳任麻省理工学院社会学教授。1958年，他在福特基金会国际研究中心（CIS）任社会和国际传播学教授，并受其资助，出版了著名的《传统社会的消逝——中东的现代化》一书。该书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他关于传播与社会发展的理论框架，被称为现代化理论的奠基之作。正是该书奠定了他发展传播学开创者的地位。后期勒纳主要的精力集中于发展传播学以及宣传学方面的研究管理工作，他还在欧洲、亚洲和中东多所大学访问、授课。1977年，他从麻省理工学院退休。17个月后，于1980年5月1日去世。卡茨曾评价勒纳为“国际传播的先知”，其代表性学术著作为《传统社会的消逝——中东的现代化》《发展中国家的传播与变迁》《世界史中的宣传与传播》。

主要理论（方法）贡献

勒纳对传播学的贡献在于，他指出了传播在社会变迁中的重要作用，首次尝试建构传播与现代化关系的理论，并由此创立了发展传播的研究领域与主导理论。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的浪潮席卷了整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出现了大量新兴独立的民族国家。这些国家在摆脱殖民统治取得国家主权之后，面临的最紧迫的历史任务就是如何加速经济建设，尽快缩短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以实现国家的社会现代化。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大众传播与国家发展这一课题成为传播学应用研究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新领域。

勒纳的理论前提是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视为对立的两端，强调社会的发展是从传统社会发展至现代社会。据此，勒纳认为，所谓的现代化，无非是一种运动，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变、过渡的过程。他认为，在这一过程中，大众传播是重要的参与者，对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的促进与推动作用。勒纳根据拉斯韦尔的5W模式，区分了公众传播系统的两大类型：口头系统与媒介系统，即亲身传播与大众传播。他认为：人类的传播形态与社会形态及其发展水平是相适应的，即越是传统的社会其公众传播越是趋向于口头系统，而越是现代的社会其公众传播越是趋向于媒介系统；发展趋势则是从传统社会的口头传播向现代社会的大众传播演变。由此勒纳断定，传播系统是整个社会系统变化的指针与动因。他提出了传播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理论模式，以城镇化、教育普及、大众传播发展和人的社会参与四个要素的相互作用来解释现代化的过程。他认为这四种要素相互作用的过程对于所有向现代化过渡的国家都是适用的。其中，他特别强调了传播形态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和传媒对人的现代化的作用。

在勒纳的视野中，大众传播媒介对现代化具有多方面的意义。首先，大众媒体促进社会融合和资源整合，以帮助刺激消费需求和经济发展。因此，他认为大众媒体是现代化发展“奇妙的放大器”。其次，大众传播无所不在的触角可以延伸向穷乡僻壤，向最广大的社会阶层传递新事物、新形象与新信息，介绍新的思维方式，倡导新的生活方式。“没有发达的大众传播体系，现代社会就不能有效地发挥功能。”再次，大众传媒累积性的传播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对社会成员发挥着“移情”作用，促使人们逐步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积极、主动地投入社会变革，从而实现加速现代化进程的社会目标。勒纳认为，移情能力是社会变革和塑造现代化人格的原动力，而传播媒介则是培养和激发“移情能力”的最好工具。换言之，只要发展中国家能够调动社会和个体的移情能力，就会推动整个社会的现代化。

由于勒纳的理论充满了弹性的解释力，罗杰斯认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一个理论可以超越这个理论，只能是模仿”。但对于勒纳的理论并非毫无争议。有赞同者认为勒纳的现代化理论为第三世界提供了一个普遍适用的、简单易行的发展路径和理论模型，一些发展中国家由此受到启发和鼓舞，以勒纳的现代化理论为指导思想，制定了自己的传播政策并由此促进了大众传播事业的较快发展。与此同时，他也饱受批评。有研究者指出，勒纳几乎没有注意大众媒体的内容，并假定它们有“现代”的性质。还有研究者批评勒纳把现代化路径定义为从传统到现代的一种线性的西方化模式。

在研究方法方面，勒纳的实践为国际传播以及文化比较研究提供了一种可行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也被称为“比较社会学的定量研究”。为了使其观点得到有力的说明，勒纳采用了能够较好地综合代表整个社会系统的三个方面的参与指标：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其中，文化指标可具体为国民的识字率，政治指标可具体为全国大选的投票参与率，社会经济指标可具体为都市化率。同时，勒纳又采用日报发行量、广播听众数和电影院座位数三个指标来反映传播系统。统计结果显示，这三个指标具有高度相关性，可综合形成一个指标，代表传播系统。在此基础上，通过对社会系统与传播系统指标的对比分析，勒纳证明了传播系统与社会其他系统之间的显著相关性，从而提出了具有较强说服力的理论。

对传播学科建制的贡献

勒纳对于传播学建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是开辟了发展传播学这一重要的传播学研究主题。勒纳的思想在学术界和相关机构传播开来，使社会科学界开始思考传播在社会转变过程中的角色，也启发了施拉姆和罗杰斯等人，逐渐形成了传播学中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发展传播学。“发展传播学”一般被解释为运用现代的和传统的传播技术，以促进和强化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变革的过程的学科。这一学科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受到广泛关注，1988年获得“国际传播协会”承认，发展传播与跨文化传播，成为该协会的专题研究小组之一。由于勒纳对传播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特别是大众传播媒介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持乐观态度，强调传播是发展的中心、传播处于生存的中心位置，因而把发展中国家的大众媒体的发展推进到更富有实践性的新阶段。

二是勒纳特别强调了传播形态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和传媒对人的现代化的作用，这成为第一代发展传播学的主导研究范式，对发展传播学影响深远。第一代发展传播学研究范式认为，现代化转变的重点是个人层面的变化，个人思想、观点、意识形态的变化，可以引导社会整体发生变化。1962年，罗杰斯出版了《新技术的普及过程》，提出了著名的“创新—扩散”模式。施拉姆于1964年出版的《传播媒介与国家发展：信息对发展中国家的作用》提出了六点行动计划：第一，大众媒体应该被用来塑造民族情感；第二，大众媒体应该发挥国家的喉舌的功能；第三，大众媒体应当担负教育的责任，让人们学习必要的技能；第四，大众媒体可以为扩大市场起到积极的作用；第五，大众媒体应该帮助人们适应各种社会变革；第六，大众媒体应该承担强化社会大众主权意识的任务，这是每个公民都应该有的意识。罗杰斯与施拉姆的观点无疑都继承了勒纳这样的思路，即大众媒体在社会发展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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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莫利（David Morley，1949—　）

学术生平

戴维•莫利1949年出生，在伯明翰长大，本科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社会学专业。本科时他最喜欢的课是罗宾•布莱克伯恩（Robin Blackburn）主讲的“社会中的信仰”和亨利•伯恩斯坦（Henry Bernstein）主讲的“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研究”。受到两位导师的影响，他开始关注认同研究。受成长经历、客观条件和历史原因的影响，电视成了他早期研究的焦点议题。在70年代的英国社会，关于媒体社会角色的争论开始涌动，莫利计划做媒体对于产业冲突的报道和表现的博士研究，并前往肯特大学找克里山•库马（Krishan Kumar）念博士。不巧库马要外出研究一年，他被要求师从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弗兰克•帕金（Frank Parkin）。帕金给了两点意见：一是自己根本不懂大众传媒，不知道为什么会被指派为莫利的导师；二是如果不去研究电视观众的思考和行为，仅是研究电视媒体的报道是没有意义的。1972年，在帕金的建议下，莫利给伯明翰大学的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打了电话。之后，他处于游学状态。到1972年底，他已经与在伯明翰研究媒体的人有了十分频繁的接触。在霍尔门下，莫利被分派做关于电视的文化研究。1974年，他写下作为课业论文的《对媒介受众的再定义》一文，此后便沿着受众研究的路子一路向前。1975—1979年，莫利开始研究英国BBC的晚间新闻节目《全国新闻》的观众，旨在验证其导师斯图亚特•霍尔的“电视话语中的编码与解码”理论模式，了解不同观众对同样的节目如何进行解码。这一研究结果呈现在1980年出版的《“全国”受众》（The
 “Nationwide
 ” Audience
 ）一书中。之后，为了修正人为想象的电视消费情境，莫利将研究转而放在家庭之中，他于1985年开始了历时一年的“家庭电视”受众研究，采用民族志的方法研究家庭中的电视消费。

莫利自认为20世纪80年代获益于人类学，20世纪90年代获益于文化地理学。这一时期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家庭媒体及使用，二是媒体使用与社会边界的产生与消逝。他与凯文•罗宾斯（Kevin Robins）在1995年合著的《认同的空间》一书试图在宏观层面论述“家”的边界，2000年写作的《家的领域》则讨论一系列从“家”拓展开的概念，包括宏观和微观角度。之后他的研究又拓展到信息和通讯科技（ICT）在家庭中的使用情况，而不再仅仅集中在电视上。他与罗杰•西尔弗斯通（Roger Silverstone）和埃里克•赫什（Eric Hirsch）于布鲁纳尔大学（Brunel University）所做的家庭通信和传播科技运用项目，对电视机、电话、广播和其他家庭传播科技手段都给予了同样的关注。他现任英国伦敦大学金匠学院（Goldsmiths College，又译戈德史密斯学院）媒体与传播系教授。他的研究范围在不断扩大，近年来研究议题多涉及媒介消费、新传播科技、文化理论与全球化以及文化地理学。他的代表性学术著作有《“全国”受众》（1980）、《电视、受众与文化研究》（1992）、《认同的空间》（与凯文•罗宾斯合著，1996）、《家庭领地：媒介、流动性和身份认同》（2001）、《传媒、现代性和科技：“新”的地理学》（2006）。

主要理论（方法）贡献

戴维•莫利是当代英国“文化研究”领域的重要代表学者之一，他对传播学理论和方法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他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进行了验证和修正。1975年至1979年，在对《全国新闻》的研究中，莫利运用了两种不同的方法（符号学和社会学）分析对意义生成产生影响的两种不同类型的制约因素：文本的内在结构和机制以及接受者的文化背景。项目一部分详尽地研究了《全国新闻》的特定的节目形式设计、对受众特定的说话方式以及文本组织的特定形式，另一部分探究了节目内容是如何被具有不同社会背景的个体解读的，同时试图了解个体的文化架构在影响其解读节目的过程中的作用。研究发现，多数观众对电视节目的解读证实了霍尔模式。但研究也发现，处于同一阶层的人可能对于同一个问题有不同看法，而处于不同阶层的人又可能在某个问题上表现出一致，而这些是霍尔模式尚未解决的问题。因此，莫利提出人们的诠释的差异建立在嵌入社会结构的文化差异之上，也就是文化丛（cultural clusters），它引导并限制着个人对讯息的诠释。

二是他以日常生活为切入点来研究受众。1985年春天的“家庭电视”研究计划是《全国新闻》研究的继续，莫利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将地点由公共场合改为家庭。该研究以家庭中的收视为研究主题，从家庭内部的性别权力关系角度描述了观看电视的复杂性。莫利的研究重点从节目解读转移到收视语境，关注看电视时家庭内部的性别关系。莫利在这份研究报告中更多地使用了民族志方法，呈现出家庭成员和他们的意见，说明电视使用情态的复杂性以及这些用途融入其他社会活动的方式。通过对18户白人家庭收视情况的考察，莫利从选择节目的权力、看电视的风格、收看电视有无计划、涉及电视的谈话、录像机的使用、节目类型偏好等方面考察了性别因素的影响。莫利得出结论：家庭收看电视时，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差异。性别是一种运作在所有受访家庭中的结构性原则。与上一个项目相比，莫利将注意力从符号学转向对影响收视的各种权力关系进行更具社会学意义的研究。他对媒体受众的理解也有了显著的变化，观众作为文化分析的对象逐渐受到更多关注。莫利在后来的著作《家庭领地：媒介、流动性和身份认同》中以新电脑为例说明一项新的技术装备进入家庭为家庭成员提供的机遇是不一样的，性别经常决定看到了什么节目和以什么方式观看。正如美国学者费斯克所指出的：“莫利的研究突破了霍尔在《编码/解码》中提出的理论模式。霍尔关注的是观众解码文本的方式，落脚点依然是文本，而莫利关注的是电视观众的观赏这一社会过程本身。”

三是他对“想象的共同体”思想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地理学、全球化、后现代性受到关注，莫利吸纳这些理论，更为关注传播在社会空间及社会关系的建构和重构中的作用。莫利认为家和民族都是想象的建构，节日是被高度建构的满载情感的庆祝仪式，不仅是家庭也是民族的象征。在《家庭领地》中他以1932年英国国王乔治五世在BBC发表的圣诞演说为例，说明媒介在联系分散的、各不相干的听众与象征意义上的核心国家的生活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增强了受众的共同身份意识。这种群体意识可以从地方层次转变为国家层次甚至全球层次。莫利认为，广播电视技术让人们拥有对时间和空间的认同感，且传播和唤起共同记忆。民族国家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它由一些特殊的话语建构，广播电视在把群众演变成人民和民族再演变成一个国家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它将国家这一政治概念转化为人们的生命体验、情感和日常生活，观看电视是一种人们维持安全感的仪式。莫利试图将家这个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接合起来，用双重焦点分析电视。他认为，电视不但可以建构家庭生活，也通过提供民族共同体参与认同的仪式传递意识形态。莫利持续关注新媒介的发展给社会带来的影响，认为我们正在迎接一个不受地域影响的世界新秩序，他的《认同的空间》一书研究了在后现代语境下运用有线和无线通讯工具的传播环境中，欧洲人如何重新塑造集体文化认同、如何解决传媒进步与文化发展的尖锐矛盾的问题。

四是他对研究方法的贡献。莫利在方法上的贡献突出表现在民族志的方法上。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民族志方法开始被用于电视受众，成为一种典型的受众研究方法。莫利的《“全国”受众》这本书是较早采用民族志方法对受众进行文化研究的著作之一。莫利认为必须回到使用电视的语境和收视的实际场景中去，才能了解对受众而言看电视意味着什么。他的研究方法主要都是访谈和民族志调查，目的在于突破经验学派传统的以统计方法为基础的量化调查，发展出一种更为有效的质化研究方法，同时有效弥补符号学和结构主义方法对文本主导意义的高估及对受众解读的忽视。在《全国新闻》的研究中，他还采用了“焦点访谈”和“团体访谈”的方法。莫利认为，采用焦点访谈的方法比较符合自然情境，使得探索更具结构意味的话题更为真实和自然。采取团体访谈的方法，是因为许多的个别访谈，把个人从社会情境中抽离出来，个人变成了“社会原子”，不具代表性。在对研究方法的选择上，他认为特定的问题需要相对比较合适的方法论来应对。

对传播学科建制的贡献

戴维•莫利是英国伯明翰学派的领军人物之一。他的研究领域从微观的媒体消费到宏观的媒体技术的作用，近年他还研究了手机等新媒体的作用。他的学术研究主线是电视受众研究。

莫利是英国文化研究领域将文本研究转向受众研究的关键人物。他重构了受众的概念，超越了霍尔对受众的宏观阶级属性的关注，更深入地探究社会因素通过哪些机制和话语相连，从而影响受众对意义的解码。他挑战美国主流传播研究的实证主义传统范式，开创性地将传统受众研究范式引向民族志受众研究，实现了传统受众研究视角的转型。《电视、受众与文化研究》“接合”了实证主义与批判理论、经验主义的受众研究模式与霍尔的编码/解码模式、定性与定量的不同研究方法；对《全国新闻》的受众分析验证并发展了霍尔的模式，并创造性地结合人类学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同时将阶级、性别、种族等文化研究的核心概念引入受众研究，开启了“新型受众研究”。

莫利将“想象的共同体”的认同理论、日常生活的研究引入传播学领域，丰富了欧洲传播学研究的日常生活批判取向。他逐渐把电视受众研究的视野从私人领域发展到公共领域，甚至向全球空间延伸。90年代以后，他的研究范围更是扩展到家庭研究、人类学和地理学领域，与费斯克一起致力于在后现代语境下以更全面的视野为信息时代的媒介研究延展新的空间，对新传播环境下的公共与私人、全球与本土以及国族认同等问题进行了分析。

扩展阅读


原著


〔英〕戴维•莫利、〔英〕凯文•罗宾斯：《认同的空间：全球媒介、电子世界景观与文化边界》，司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英〕戴维•莫利：《电视、受众与文化研究》，史安斌主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

〔英〕戴维•莫利：《传媒、现代性和科技：“新”的地理学》，郭大为、常怡如、徐春昕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David Morley，Charlotte Brunsdon，Everyday TV: Nationwide
 ，London: BFI，1978.

David Morley，The Nationwide Audience
 ，London: BFI, 1980.

David Morley，Family Television: Cultural Power and Domestic Leisure,
 New York: Routledge, 1986.

David Morley，Television, Audiences and Cultural Studies,
 New York: Routledge，1992.

David Morley，Home Territories: Media, Mobility and Identity,
 New York: Routledge，2001.

David Morley, James Curran（eds.）, Media and Cultural Theory,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相关思想史或评传


金惠敏：《积极受众论：从霍尔到莫利的伯明翰范式》，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年版。

张华：《伯明翰文化学派领军人物述评》，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英〕尼克•史蒂文森：《认识媒介文化——社会理论与大众传播》，王文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戎　青）






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 1921—　）

学术生平

埃德加•莫兰1921年7月8日出生于巴黎，他的父辈是西班牙籍的犹太人。1931年，莫兰的母亲因心脏病发作去世，此事给年幼的莫兰带来了巨大的思想震动。年幼的莫兰对阅读、电影等兴趣浓厚。1936年的西班牙内战第一次把莫兰和国际共产主义联系在了一起。1940年，纳粹德国侵入法国，莫兰逃到图卢兹，同时进入图卢兹大学读书。从1940年7月到1942年7月，莫兰阅读了大量历史、文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方面的书籍。在思想上，莫兰越来越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尽管他对于斯大林主义抱有怀疑，但依然寄希望于苏联的胜利能够带来世界的和平与解放，同时克服斯大林主义自身的问题。1941年底，他正式加入法国共产党，参与抵抗纳粹的运动。二战胜利后，莫兰与法共的分歧却愈加严重。最初的分歧是从文化开始的，随后渐渐扩展到政治层面。在1950年到1951年，莫兰的人生中出现了两个重大事件。第一个事件是在社会学家乔治•弗里德曼（Georges Philippe Friedmann）的举荐下，莫兰得以进入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工作。然而此时，莫兰与法共的缘分也终于走到了尽头。1951年春，由于在被视为与党对立的报刊《新观察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莫兰被法共开除出党。这一事件使得莫兰遭受重大打击，此后莫兰终生没有再加入任何政治党派。

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工作的第一年，莫兰完成了《人与死亡》一书。对于死亡这一主题的研究，开启了莫兰“整体人类学”的思路和跨学科研究的方法，这一思路影响了莫兰日后的研究兴趣。随后，莫兰开展了电影社会学的研究，这一研究方向是由弗里德曼和莫兰共同决定的。1956年和1957年，莫兰相继出版了《电影或想象的人》和《电影明星》两本著作，对于电影社会学的研究打开了莫兰涉足大众传播领域的大门。1962年，经由乔治•弗里德曼牵头，“大众传播研究中心”在法国社会科学高等学院（EHESS）成立，这个中心几经易名，今天成为埃德加•莫兰中心（Centre Edgar Morin），弗里德曼、莫兰和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成为这个中心的支柱。这一中心还聚集了诸多人才，如朱莉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克里斯蒂安•梅茨（Christian Metz）、安德烈•格吕克斯曼（André Glucksmann）等。中心成立之后，创办了《传播》（Communications
 ）杂志，莫兰成为杂志的副主编。在担任这个中心的副主任期间，莫兰把自己的研究从电影转移到大众文化上来，莫兰是法国第一个阐释“文化工业”概念的人。

从1961年至1962年，莫兰出版了《时代精神》（卷一）。他把大众文化放入更为广泛的社会学、人类学视野中。在他看来，包括电影在内的大众传媒及其文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显示器。此时的莫兰已经在法国学界名声大振。1962年9月，由于积劳成疾，莫兰在美国参加世界社会学大会时病倒。经过一年有余的疗养，复出后莫兰加紧了变革社会学的工作。1968年，莫兰取代了列斐伏尔在楠泰尔大学（University of Nanterre）的教席，并且被卷入5月的学生运动。1969年至1970年，莫兰利用学术假期到美国加州的萨尔克生物所进修一年。之后，莫兰的兴趣渐渐转向“复杂性理论”。1972年9月，莫兰在提交给主题为“人的统一性”的国际会议的论文中，首次提出了“复杂性范式”的概念。从1977年到2004年，莫兰相继出版了其关于“复杂性理论”的巨著：《方法》六卷本。如阿方索•蒙托里（Alfonso Montuori）所言：“《方法》是莫兰的巅峰之作，这对那些致力于扩展对人类本性追问的研究者来说是一个具有洞察力和解释力的不竭宝库。”

主要理论（方法）贡献

莫兰的思想具有一种黑格尔式的总体性，对他来说，大众文化和传媒都不是孤立的研究领域，尤其是大众文化，莫兰将其界定为“现代的神话”。莫兰将大众文化放置于时代的整体人类学中观察，并视其为对时代精神的一个观察点，他所要做的不是简单地批判或是赞扬，而更像是建构一种向消费社会过渡的社会学和人类学。对莫兰来说，他对大众文化的考察是基于整体人类学的。莫兰认为，智人的出现是遗传、实践、环境、社会及文化等多重作用相互结合的结果。在莫兰看来，对于人的单纯的自然主义或是文化主义的理解都是远远不够的，人的存在和发展样态的多样性要求对人的研究采用一种复杂性理论，这种理论融合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诸多学科。所以在《时代精神》一书中，莫兰将对大众文化的考察当作窥探社会和人的根本问题的一个视点，这个视点所涉及的问题可以延伸到对社会和人类整体的研究。

与此相关的是莫兰对于大众文化的态度和立场。很显然，莫兰的媒介和大众文化理论是有别于传统知识分子的，莫兰自己也敏锐地意识到战后弥漫在法国知识分子之中的对大众文化的敌视情绪。这种敌视源自他们对自身文化身份的焦虑，而表现出来的就是一种对时代变革的拒绝。“因此，莫兰试图摧毁知识分子的这种洋洋得意的自信，这种自信使他们相信自己占有一种高级的自律艺术。”这使得莫兰的大众文化研究有一种人类学似的审慎，他不轻易给予大众文化一个单纯否定和肯定的态度，而是将其视作可以表明时代精神的“共同的想象领域”。

在《时代精神》一书中，莫兰将“大众文化”称作“第三种文化”，这种文化是相对于古典文化（宗教的或人文主义的）及国家（或民族）文化而言的。它起源于报刊、电视、电影等大众媒介，被美国社会学发现并加以确认。然而，莫兰进一步指出，“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并非完全重合的两个概念。在他看来，“大众文化产生于大众传媒并曾存在于大众传媒之中”，然而，“大众文化的扩展现今已经超出了严格的大众传媒的领域而包含了广阔的消费的世界、休闲的世界，如同它还滋养了家庭内部的微观世界”，并且，“大众文化与国家，与政治的、教育的、宗教的文化分享大众传媒的统治权”。在莫兰的大众文化分析中，始终弥漫着辩证的折中主义，这也是他区别于所有其他“大众文化”研究者的一个鲜明特点。首先，他承认大众文化的标准化使得文化的“创造”趋向于变为“生产”，但他同时认为标准化却不必然导致非个性化，而是同时既抑制作品的个性又完善作品的个性，“标准化”与个性化的辩证法磨合出的大众文化是一种“中等水平”的文化。另一方面，大众文化的消费特征使其需要面对普遍的受众，所以对于儿童来说，大众文化有成人化的趋向，而对于成人来说，它则有幼稚化的趋向。

1967年，莫兰出版了他对布列塔尼（Bretagne）一个乡村社区的研究成果。在这项研究中，他重点关注了青少年文化是如何介入社会和文化变革的。这个研究可以说是对《时代精神》的经验佐证。在这个偏远的乡村，大众文化的侵袭带来了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人们倾向于接受一种布尔乔亚式的生活方式，并且由于民间文化的消亡和大众文化的蔓延，这个偏远的乡村也被整合进现代的消费社会。但莫兰并不对此感到悲观，他认为这样一种文化洗礼的起点是青少年对纯粹快乐的需求，这种需求是开放和变动的，并且是一种对政治化、教育化的文化的反抗，也是对清教主义文化的拒绝。与《时代精神》相通的是，莫兰在这里再次确认了大众文化作为青少年文化的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大众文化仅仅面向青少年受众，而是说“大众文化在它的儿童领域过早地引起儿童触及成年人的领域，而在成年人领域中，又使成年人去接触儿童领域……这种年龄上的同质化趋于固定在一个支配性音调上：青少年的音调”。

除了对大众文化本身的分析，莫兰还将大众文化置于社会历史的总体语境中，探究其在全球化时代扮演的角色。莫兰将这种通过“大众传播媒介系统”扩散至全球的大众文化指认为“现代的神话”，这种神话是全球化时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共同的想象领域，同时也展现了两种想象之间殖民与反殖民的辩证关系。“大众文化看起来在使美国的生活方式或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在全球取胜的同时，又助推了暗中颠覆资产阶级的统治和美国人的优势的力量。”与法国20世纪60年代的“日常生活”哲学转向以及文化革命的浪潮相一致，莫兰将大众文化代表的想象领域界定为时代精神的表征甚至是时代精神本身，这是一个不同于传统国家、政治、私人领域同时又渗透于这些领域之中，受技术驱动同时又改变技术，被标准化生产却又超越规范的新领域。而这个领域又直接连接着人类社会深层次变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也是为什么大众文化研究必须成为莫兰的“整体人类学”研究所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对传播学科建制的贡献

在莫兰之前，大众传播研究在法国并非一个明确的研究领域。1962年，莫兰和社会学家乔治•弗里德曼、罗兰•巴特共同在法国社会科学高等学院创立了 “大众传播研究中心”，莫兰担任这个研究中心的副主任。该研究中心是法国最早进行大众传播研究的机构之一。中心成立初期，洛克菲勒基金会曾经资助过中心的建设，拉扎斯菲尔德曾亲自参与指导莫兰等人建立研究队伍。这个研究中心最初的主旨是把美国式的大众传播研究移植到法国。正是在这个研究中心里，莫兰开始了对大众文化的研究。这一研究一方面是对其早期电影研究的扩展，另一方面，也是其“整体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到1973年，这个中心扩展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中心，并在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符号学、媒介研究等众多学科领域取得了多项颇有建树的研究成果。由于莫兰的影响和贡献，这个中心最终更名为埃德加•莫兰中心。直到今天，这个中心及其官方刊物《传播》杂志依然是法国大众传播研究领域一个不可忽视的重镇。

莫兰是第一个将“文化工业”的议题引入法国，并且在法国的语境中系统分析了“文化工业”问题的人。莫兰对于“文化工业”并不像阿多诺等人持完全否定和批判的态度。在《时代精神》中，莫兰尝试用辩证的视角和符号学的方式发掘大众文化当中的美学价值和创造性的文化潜力。但有学者指出，在《时代精神》的结尾，莫兰对大众文化的判断再次回归法兰克福学派的立场，即将大众文化看做同质性的、标准化的，其目的在于通过造梦与神话的再造将消费者囊括进资本主义的体系。对于“文化工业”这一主题的关注甚至直接影响了莫兰在1968年五月风暴中的活动，彼时莫兰在《世界》杂志发表了两组论学生革命的系列文章，引起了巨大反响。这些文章也反映出莫兰对以1968年为标识的文化革命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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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T.霍尔（Edward T. Hall, Jr., 1914—2009）

学术生平

爱德华•T.霍尔1914年5月16日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韦伯斯特格罗夫斯（Webster Groves），1932年前主要在新墨西哥州长大。1933年至1937年，霍尔和亚利桑那州西北印第安保留地的纳瓦霍族人和印第安人一起生活和工作，他的工作主要是用金钱来激励当地的印第安人修建大坝，以便改善那里的生存环境，提高印第安人的生活水平。与印第安人交往了一段时间后，霍尔已经有了一定的文化敏感，他说在保留地时，常常考虑如何才能跟纳瓦霍人和霍皮人共事，在这里他发现了自己与当地人的不同，要把他的思维方式强加给当地人根本就不管用。霍尔的自传体著作《三十年代的美国西部》描写了那段时光。1936年霍尔获丹佛大学学士学位，1938年获亚利桑那州大学人类学硕士学位，博士期间受业于拉尔夫•林顿门下，1942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之后陆续在欧洲、中东和亚洲进行田野调查。1942年至1945年二战期间，霍尔被派往欧洲和菲律宾服役。1946年在哥伦比亚大学从事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博士后研究，并在美国军方特鲁克岛管理处从事人类学研究。1946年至1948年，霍尔出任丹佛大学人类学系系主任并从事丹佛的种族关系研究，40年代末有一段短暂却愉快的与弗洛姆（Eric Fromm）在佛蒙特州的本宁顿学院（Bennington College）共事的经历。1951年至1955年，霍尔作为人类学教授和驻外事务处的培训计划主管供职于美国国务院外派人员培训学院（Foreign Service Institute），以帮助负责处理海外事务的政府工作人员顺利应对文化差异，与著名语言学家特雷格（George L．Trager）和“身势语之父”博德惠斯特尔（Ray L. Birdwhistell）共事。1955年至20世纪60年代初，他担任位于华盛顿特区的海外培训与研究公司的董事长，还成为华盛顿精神医学院的一个交流研究项目的主管。1963年至1967年间，霍尔成为伊利诺斯州理工学院（芝加哥）人类学教授，由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资助进行空间关系学和不同种族的交往方面的研究。1967年霍尔成为西北大学人类学教授，并于1977年退休。退休后霍尔居住在新墨西哥州的首府圣塔菲，偶尔在国际跨文化教育、训练与研究协会（Society for Intercultural Education, Training and Research）的会议中演讲，并在新墨西哥大学任教。2009年7月，霍尔在圣塔菲的家中去世，享年95岁。霍尔是一名杰出的人类学家，但其研究又涉及语言学、心理学、传播学甚至地理学。他是大学教授，又是政府和企业顾问。霍尔极富创新精神，在20世纪50年代建立了“跨文化传播学”（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这门学科，并为此学科创立了诸多基本范式，被称为系统地研究跨文化传播活动的第一人，他还提出了空间关系学（Proxemic Research）等全新概念。霍尔的主要著作有《无声的语言》《超越文化》等，被何道宽称为“理论实践并重、书斋田野兼顾、学者顾问合一的多学科的横向人才和怪杰”。

主要理论（方法）贡献

在自传中，霍尔曾把他受到的专业影响分成文化人类学、语言学、生理和动物行为学以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四个部分。霍尔理论的核心是“文化”，他把文化定义为“信息的生成、发送、储存和加工系统”，除了语言，更包含体姿、行为、观念等。霍尔认为应对文化差异一般有两种方式，要么摧毁，要么故意忽略，但是正确的方式是超越自己的文化。他的跨文化观建立在对非西方文化的尊重的基础上，换言之，只有意识到自己的文化系统的存在和性质，才能理解自己的文化和其他的文化。

霍尔在《无声的语言》中指出“文化即交流，交流即文化”，这可以被看做是霍尔关于文化与交流之间的关系的最核心、最简洁的论述。何道宽指出，communication一词在霍尔文章的语境中被译成“交流”比“传播”更为合适，原因在于霍尔在使用这个词的时候确实受到了电子工程师的影响，词中有“讯息”的意味，但是考虑到霍尔将此语放到了人文科学领域，“讯息”的自然科学意味过浓，而“传播”的人文意味过重，所以“交流”更为合适。

从文化的角度考察人类传播活动，是霍尔开创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前提。通过将传播中的讯息分成类似于文化结构的三部分[讯息素（Isolate）、讯息形态（Set）、讯息模式（Pattern）对应文化素、文化形态、文化模式]，霍尔将文化和传播结合起来，指出讯息传播的速率有快、慢之分，讯息得以产生意义的语境有高、低之分，文化模式有高、低语境之分，因而传播模式也有高、低语境之分。由此，霍尔对语境的重视体现出来。他认为，传播的根本目的在于意义的共享，而意义产生于一定的语境之中。在传播过程中，某一行为的意义并不是固定的，离开了语境，对意义的解释便是不完整的。高语境（high context）文化和低语境（low context）文化是霍尔跨文化传播研究中两个重要的概念。前者指人们深刻介入彼此的活动，信息得到广泛共享，意蕴丰富的简单讯息自由流动，以日本文化、纳瓦霍文化为代表。后者指充满大量直接、公开、编码清晰、简单的信息，高度个性化，人际关系疏远，被分割肢解的文化，如美国文化。在《超越文化》一书中，霍尔在对照非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对西方文化进行了批判，他认为西方人的“线性思维”“崇尚使经验割裂的局部事物，却否定起着整合作用的自我”。长久以来，一些西方学者将其他文化中的很多异质因素归于非理性范畴，霍尔认为这是被他们“理性至上”的思维建构出来的屏障。“逻辑”使人能凭借低语境范式去审视思想、概念和心理过程，而当遇到高语境、高语境文化、高语境交流，这样的思维方式就行不通了。

相对于弗洛伊德的性驱力升华的过程即为人类前进和构建制度的过程的解释，霍尔提出了新的关于人类进化的观点，即“延伸”（extension）。他认为人靠延伸实现进化，尤其是高级进化。由此，霍尔在《超越文化》中提出“研究人就是研究其延伸”，同时指出这种延伸有一个悖论：人的延伸尤其是语言、工具和制度的延伸一旦启动，人自身就陷入了延伸的罗网，即为延伸迁移（extension transference）；结果，人们就会判断失误，就会疏离已异化的延伸，就无力驾驭自己造就的怪物。在这个意义上，人的进步以牺牲自己的延伸为代价，以压抑形形色色的人性告终。或者换一种说法，人把符号误认为符号所指的东西，给符号赋予它并不具备的性质，会产生深刻的影响，如偶像崇拜。延伸的另一个问题在于“延伸省略”，即任何延伸都不能复制出被延伸的器官或活动的一切功能。不难看出，霍尔和麦克卢汉的观点之间存在某种相似性，而事实上，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70年代，他们之间有数百次通信。因此可以说，霍尔有关“延伸”和“延伸迁移”等观点和麦克卢汉提出的“媒介是人体的延伸”以及“媒介即讯息”之间存在着某种相互影响。

除了跨文化传播学，霍尔在《隐藏的一维》（1966）中发展出一门学科——“空间关系学”，旨在研究文化语境中人对空间的使用。霍尔认为，在人们的无意识层面，不同的文化架构（cultural frameworks）定义并组织了对空间的使用。如果不能明白这一点，人们的交流，特别是跨文化交流便会遭遇障碍。霍尔既分析了围绕个人形成的私人空间，也分析了宏观知觉层面围绕文化期待（cultural expectation）形成的有关街道、邻里、城市该如何利用空间的问题。他最著名的创见在于对围绕个人的非正式（私人）距离的定义，即主要分成亲密距离（intimate space）、社交距离（social and consultative space）、公共距离（public space）。霍尔指出，不同的社会文化对这些空间距离的具体期待是不同的。

对传播学科建制的贡献

跨文化传播学在今天可被视为传播学的一个分支，创始人正是霍尔。“跨文化传播”主要是指来自两个文化的人们互动的过程。1950年至1955年间，霍尔等人来到美国国务院外派人员培训学院后，对培训课程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逐渐发展出原创的跨文化传播研究范式。1955年，霍尔在《礼节的人类学考察》一文中首次阐述了有关跨文化传播的思路。1959年，他又把在外派人员培训学院工作期间从事研究和培训的成果加以总结，出版了《无声的语言》一书，并首次在书中正式使用了“跨文化传播”（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这个术语。学术界一般认为这是跨文化传播这门学科形成的标志，而霍尔就被公认为跨文化传播学的创始人。但是，何道宽指出，被誉为“跨文化传播之父”的霍尔似乎与美国主流的传播学经验学派毫不搭界。他对舆论、宣传、媒体功能、传播效果、受众分析那一套不感兴趣，主流学派对他的延伸论、延伸迁徙论、层级分析、系统分析、时间语言、空间语言、行为链、同步性、高语境、低语境和文化教学那一套也不领情。霍尔的主要研究方法田野调查和心理学实验也并不属于主流传播学。

罗杰斯指出，跨文化传播学今天作为传播学而不是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可能有两个原因来自霍尔。首先，他并没有在人类学领域积极地推进跨文化传播的学科建设；其次，他在人类学领域缺乏具有博士学位的后继者。不过这一切并不影响这门学科自创立后便获得较大发展。1970年，国际传播协会下设了跨文化传播分会；1972年，第一届跨文化传播学国际会议在日本东京举行；1974年，国际跨文化教育、训练与研究协会在美国马里兰州正式宣布成立；1998年，国际跨文化传播学会成立。跨文化传播方面的著作、杂志也相继出版，如《跨文化传播读本》等，杰出学者亦不断涌现。在学科建设方面，跨文化传播学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是诸多美国高校“通识教育”领域的必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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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莱休•卡茨（Elihu Katz，1926—　）

学术生平

伊莱休•卡茨1926年生于纽约，是犹太裔美国人。他于20世纪50年代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师从洛温塔尔，攻读硕士学位，并最终在该校获得博士学位。1955年，他与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合著《个人影响》（也译为《亲身影响》）一书，从此踏上了传播研究之路。尽管卡茨也出版过一些社会学方面的论著，但他的作品基本以传播学为主。洛温塔尔和拉扎斯菲尔德的双重影响几乎奠定了卡茨一生的研究风格，他擅长定量研究，但又对文化研究和批判学派很了解。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之后，卡茨在芝加哥大学任职，还曾一度坚持在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研究局从事研究工作。在此期间他创建了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传媒学院，并被聘任为该校社会学与传播学荣誉教授。因此，他要经常往返于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卡茨在欧美承接了大量研究项目，学术创造力惊人。他与社会学家科尔曼和门泽尔合作，在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研究局进行了关于医药扩散的专门研究。他还先后接受以色列政府和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邀请，在以色列从事引入电视广播的研究，同时展开关于第三世界国家引入广播和BBC广播的接收与效果的研究。基于他的学术成就，伊莱休•卡茨曾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加拿大麦克卢汉奖、德国博达（Burda）媒介研究奖，另外他还被根特、蒙特利尔、巴黎、海法等大学授予荣誉学位，并且当选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2005年，卡茨被授予“马歇尔•斯克拉利奖”（Marshall Sklare Award），该奖项旨在表彰为犹太国家的社会科学作出杰出贡献的学者。自1992年起，他受聘为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校董讲座教授，目前仍任教于该校安纳博格传播学院。卡茨是目前传播学界唯一参与过早期哥伦比亚学派传播研究并且仍活跃于学术第一线的学者，堪称一块“活化石”。2010年，他还应邀到中国人民大学讲学。他与传播学有关的主要代表作包括：《个人影响》（1955）、《大众传播调查和通俗文化研究》（1959）、《医疗革新》（1966）、《大众传播的使用》（1974）、《第三世界的广播》（1977）、《广播的社会研究》（1977）、《临近午夜：晚间新闻改革》（1980）、《大众传媒与社会变迁》（1980）、《意义的输出：〈达拉斯〉的跨文化解读》（1990）、《媒介事件：历史的现场直播》（1992）等。

主要理论（方法）贡献

卡茨对于传播学研究的主要贡献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开创了“积极的受众”理论；二是讨论了人际传播对于传播过程的影响，如意见领袖和传播流；三是提出“媒介事件”理论。

卡茨的“积极的受众观”主要体现为他所提出的“使用与满足”理论。在《个人对大众传播的使用》一文中，他将媒介接触行为概括为一个“社会因素＋心理因素——媒介期待——媒介接触——需求满足”的因果连锁过程，提出了使用与满足过程的基本模式。“使用与满足”以大众传播的受传者为出发点，而不是以大众传播的内容为出发点，它视受众为大众传播内容的积极使用者，而不是消极被动的接受者。因此该理论不企图寻找大众传播的内容与效果之间有什么直接联系，而是研究受传者如何运用大众传播的信息及这种运用在产生效果的过程中怎样起作用。因此，卡茨的“使用与满足”研究就是研究大众传播媒介怎样对人有用、怎样满足受众的需要，或者受众如何使用大众传播媒介、如何从大众传播媒介那里得到满足。这项研究曾在大众传播研究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此前的效果研究主要是从传播者或传媒的角度出发，考察传媒活动是否达到了预期目的或者对受众产生了什么影响，而“使用与满足”研究则是从受众角度出发，通过分析受众的媒介接触动机以及这些接触满足了他们的什么需求，来考察大众传播给人们带来的心理与行为方面的影响。因此，这一研究开创了他从受众角度出发考察大众传播过程的先河，对“有限效果论”也是一种有益的补充和发展。

卡茨的另一项受众研究成果，就是与利贝斯合作的《意义的输出》一书。该书采用实证方法研究了跨文化群体对肥皂剧《达拉斯》的接受程度。该书把卡茨关于“使用与满足”理论的著作与关于创新扩散和社群网络的著作结合起来，在不同文化中考察电视剧的主旨与受众接受的多种过程的关系，对《达拉斯》的“全球电视观众共同体”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样本不仅具有国家、种族、文化方面的差异，也兼顾了迷恋和拒绝《达拉斯》全球盛宴的不同族群，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第一手观察材料，揭示了地方文化对美国文化产品的抵制。这种文化上的抵制是通过（亚）文化的整合来实现的，而不是拒绝或回避（除日本以外），从而强化了有关文化帝国主义的讨论，积极受众的概念也在这个过程中得以丰富。

正是这两项研究肯定了受众对媒介的接触是基于自己的需求对媒介内容进行选择的能动性活动，提示了受众媒介使用形态的多样性，有助于纠正大众社会论中的“受众绝对被动”的观点。

卡茨认为在研究大众传播的过程中，不可孤立地研究传统的大众传播形式，更需要考察人际交往对大众传播效果的影响和作用。与之相关的就是对于意见领袖的研究，卡茨主要参与了《个人影响》的创作。卡茨等人发现，相当一部分受众不依靠直接接触媒介讯息获得新闻和信息，而是间接地从其他人那里获得。在每个社会阶层，都存在着某些意见领袖，他们更可能接触那些与自己的兴趣和受教育层次相匹配的杂志和广播。这似乎暗示着意见领袖受到大众媒介的影响，然后再把这些影响传达给其他人。因此，若大众传播媒介想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就必须考察受众所属的社会群体以及人际关系，并对意见领袖造成影响。卡茨认为，意见领袖似乎表明了所谓的大众媒介效果的两级流动，因而与拉扎斯菲尔德一道提出了“政治既有倾向的作用”“选择性接触”“意见领袖与二级传播”等理论，对后来的传播效果研究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卡茨等人的研究和以往的研究不同的一点在于，他们并不关注受众的个体属性与心理属性，而是更加关注受众的社会属性——生命周期、社会经济地位、社会分层及社会交往对接受行为的影响，因此引导人们研究传播效果中的许多新的重要问题：人际传播与偏见散布、创新吸纳和新闻交流等的关系问题。

基于二级传播的理念，卡茨又提出了传播流的概念，对《个人影响》中提到的许多观点进行了重要的修正和补充，并把“两级传播”模式发展为“多级”或“N级”传播模式。传播流（the flow of communication）指的是由大众传媒发出的信息，经过各种中间环节，“流”向传播对象的社会过程。它可以被看做是两级流动模式的扩展。对于传播流的研究揭示了大众传播效果的产生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社会过程，其间存在着众多的中间环节和制约因素，单一的大众传播媒介并不能左右人们的态度。这些结论，从正面否定了强调“刺激—反应”关系的“子弹论”观点。

卡茨关于群体和人际关系的受众观被称为社会关系论，这个理论是拉扎斯菲尔德、贝雷尔森和卡茨等传播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果。卡茨认为，受众互相往来，其关系极为错综复杂。受众都有自己的生活圈子，又属于各种社会团体，而且还和别的团体的成员打交道。这些社会关系不仅涉及团体规范、人际关系网络和意见领袖等，还涉及他们所参加的职业行会（工会）、政治或宗教组织、俱乐部以及各种非正式群体等。社会关系构成了媒介和受众之间的“过滤器”，对受众接受媒介信息的行为会造成种各样的影响。接受来自大众传媒的信息时，受众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在他身后的是他所属的那个群体以及那个群体所遵循的价值规范、群体理念。由于有了由种种社会关系交织而成的社会网络的掣肘，传播媒介便不能为所欲为。这样，社会关系便经常起到加强或削弱（往往是削弱）媒介的力量的作用。因此，社会关系理论的提出改变了先前传播学研究者所秉承的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应该被区分开来加以研究的传统，而主张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认为这样更贴近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的本来面目，更能揭示出真正的问题。

卡茨晚近提出的主要概念是“媒介事件”。卡茨在《媒介事件》中把这一概念定义为“对电视的节日性收看，即关于那些令国人乃至世人屏息驻足的电视直播的历史事件”。卡茨向人们展示了新闻传媒通过充当聚焦公众注意力的工具以及通过同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相结合而形成舆论，并服务于民主政治。现代媒介事件是指电视媒体隆重庆祝一些民族性或国际性的“竞赛”“征服”和“加冕”仪典的方式。媒介事件体现了电视媒体的威力，可以将重大的历史时刻同步和直接地传递给“每一个人”，令麦克卢汉的“地球村”构想成为现实。虽说传播学界对媒介事件的研究并不鲜见，但是像卡茨这样就媒介事件及其类型、特性、表现和效果，以及媒介事件的出现和它所引发的诸多理论与实际问题进行全方位、系统和深入的研究仍不多见。在《媒介事件》一书里，卡茨和戴扬集中研究了经过提前策划的历史事件对政治的冲击，比如萨达特去往耶路撒冷的出行、教皇保罗二世出访波兰、肯尼迪总统的葬礼以及查尔斯和黛安娜的皇室婚礼等。卡茨等人注意到这样的媒介事件吸引了世界上各种各样的电视观众，使公众以一种简单的方式参与到民主生活中去。媒介事件有助于政治整合，“大众传播的盛大节日”使人们进入“社会的神圣中心”，“集体记忆”被唤起。

在研究方法方面，卡茨也有突出的贡献。一方面，卡茨的研究和实验都带有明确的目的性、实用性和功能性，是经验学派中的代表。在研究意见领袖和“使用与满足”理论时，他使用了社会计量法等心理学研究中的定量测试方法，在研究技术上取得重大突破。而到了《意义的输出》一书中，这种方法被进一步完善。在研究《达拉斯》的观众的过程中，从选择调查样本、确认背景问卷中的一些假设，到焦点小组讨论、设计编码方案，每一个环节都是在摸索与实践中进行。卡茨等人不仅陈述怎么做实验，而且以客观的态度解释为什么这么做、这么做会产生什么效果，并且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完善调查方法。另一方面，他广泛地从其他学科中汲取有用的理论与方法。《意义的输出》一书综合了不同的学科（文学理论、语言学、社会学、大众传播学）、方法论（行政管理的、批判的）、传播要素（受众、传播内容、背景）和测量手段（量化和质化的受众研究、语义学），是一部跨学科研究的经典之作。

对传播学科建制的贡献

从卡茨一生的理论工作和学术贡献上来看，他对传播学研究是颇有创见的，可以说是传播学界勇于变革和创新的学者。他在以下三个方面对美国传播学的建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第一，卡茨本人的经历和著作反映了所谓的批判学派和行政学派（或称实证学派）之间的努力结合。尽管卡茨是美国政府战后设立的对行政研究有益的大众传播学研究基金政策的受益人，而且他不断地攻击法兰克福学派研究媒介的方法，但是卡茨通过洛文塔尔，与法兰克福学派的传统有着直接的联系。他把传播学对行政学派与批判学派的二元划分评价为陈旧的，甚至是错误的两分法。他在《意义的输出》一书中身体力行，表明传播学中的所谓行政学派和批判学派是有可能结合起来为传播学研究服务的。

第二，卡茨及其同仁对意见领袖以及人际关系的发现驳斥了大众传播媒介的强大效果论——受众如应声倒地的靶子，接触到媒介就会受到其影响。他们用翔实的材料、精确的数字、完整的调查过程、苛刻的标准以及细致的数据分析，驳斥了这种流行了很长时间的假说，创造了主导性的“有限效果范式”。这一范式影响了后来的一大批研究者，如罗杰斯、克拉珀都得出了大众传播媒介的有限效果论。

第三，卡茨推动了20世纪60年代以后传播学的范式转型。针对贝雷尔森提出的传播学的危机，卡茨提出了积极的受众观以应对。此后通过在“使用与满足”理论等领域的开拓，卡茨确立了传播学研究以受众为中心的研究范式，并使其渐渐成为传播学领域新的主流范式以替代“有限效果范式”。这让卡茨成为传播学史上开创了两大主流范式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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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诺埃勒诺依曼（Elisabeth Noelle-Neumann，1916—2010）

学术生平

伊丽莎白•诺埃勒诺依曼1916年12月19日出生于柏林，父亲是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的商人、纳粹党员，母亲对艺术和美学有浓厚兴趣。她早年在柏林接受教育，后进入在全欧负有盛名的萨勒姆王宫中学（Schule Schloss Salem）学习了一年。1935年至1937年大学期间，她分别在柏林洪堡、科尼哥思堡和慕尼黑念过报刊学、历史和哲学三个专业。1937年秋至1938年夏，她作为德国外交政治部送出的交换学生，在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修新闻学，专注于乔治•盖洛普的民意测评方法。离开美国后，她曾游历欧洲各国五个月，后经过日本和中国返回德国。1940年，她在柏林大学新闻研究所完成博士论文《美国舆论与大众调查——政治与报业方面的民意调查》，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诺依曼的博士论文着力探讨现代生活中政治在舆论中所扮演的角色。1940年，她参加由纳粹控制的新闻周刊《帝国》（Reich
 ）的工作，后不到一年，离开该刊。后来主要为德国的主流报纸《总汇报》《法兰克福报》撰稿。美国学者辛普森（Christopher Simpson）认为，在纳粹时代的成长、学习和工作经历深深影响了诺依曼。他认为诺依曼在希特勒时代的著作即怀疑人种、民族和文化的多样性，怀疑社会的多元主义，对于民主的很多方面持明显的鄙视态度，但诺依曼与纳粹德国之间的关系尚无定论。1947年，诺依曼与丈夫埃里西•彼得•诺依曼（Erich Peter Neumann）创建了阿伦斯巴赫（Allensbach，意译：汇集小溪）舆论调查机构，长期在联邦德国从事舆论调查，该机构今天仍是德国最负盛名的民意调查机构之一。诺依曼1964年至1983年在美因茨大学任教，1966年担任该校大众传播学系首任系主任；1978年至1980年担任世界公共意见研究联合会（World Association for Public Opinion Research）主席；1978年至1991年任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系访问教授，兼任《法兰克福总汇报》记者；1993年至1994年任德国慕尼黑大学传播系访问教授。1971年，她在德国展开实地调查，发现人具有分辨“多数意见”与“少数意见”的能力，而且能够感觉到“支持”与“反对”观点流动的频率，这些因素导致她开始寻求用新的理论来解释这种现象。她最重要的理论成就“沉默的螺旋”源于1973年发表的《累积、和音与公开效果》一文，1980年她写成著作《沉默的螺旋：舆论——我们的社会皮肤》。

主要理论（方法）贡献

“沉默的螺旋”理论的主要观点为参与大众意见表达的人们会判断自己属于意见的少数派还是多数派。认为自己属于多数派的人倾向于表达自己的意见，这就使得这种意见成为优势意见，“声音”越来越大；反之，认为自己属于少数派的人倾向于保持沉默，这就使得这种意见的声音在大众中越来越小。整个过程像一个上大下小的螺旋。

麦奎尔指出，沉默的螺旋关心四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大众传播、人际传播与社会关系、个人观点的表达、个人对自己周围的“舆论气候”之感知。该理论基于社会心理学中的一个基本假设——个人意见依赖于其对别人的意见的理解。诺依曼自己也指出了她的理论的四个下属假设：（1）具有异常想法的人会面临被社会孤立的威胁；（2）个人总是有被孤立的恐惧感；（3）因为害怕被孤立，个人总是力图估计民意的气候；（4）这种估计的结果会影响个人在公众场合的行为，特别是在决定公开表达还是隐藏自己的观点的时候。第四条将前三条假设全部串联了起来。她在1991年的文章中指出：“（个人）对民意气候的评估，取决于两个信源：个人在自己的生活空间中做的直接观察；通过大众媒体的‘眼睛’而做的间接观察。如果某种观点主导了大众媒体，就有可能导致对该观点的过高估计。”因此不难想象，在“沉默的螺旋”的形成过程中，大众传播媒介所扮演的角色极其重要。要研究一种意见呈现出的螺旋现象，必须研究当时大众传播媒介上的主流观点是什么。在诺依曼领导的机构以德国的核能源问题为背景所作的舆论调查中，她用不同的方法对该理论做了检验。数据显示，从1965年到1985年之间，媒体对核能源问题的关注度和主流报道基调发生了变化。随着负面基调逐渐加强，核能源的支持者遭到嘲笑，深陷孤立。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力地支持了她的理论。正因为此，可以说诺依曼是大众传播“强效果论”的支持者。

进一步地，诺依曼将舆论视为“社会的皮肤”，偏重于舆论创造社会整合的观念。在文章中，她回溯了洛克、休谟、罗素等思想家关于意见气候、公共意见的观点，指出这些经典思想家也都从社会控制的角度谈论舆论，甚至“所有政府都依赖于大众意见”。她用这些观点来证明自己的结论：大众舆论之所以能被用来控制社会就是源于人对被孤立的恐惧，因此大众舆论能对社会整合和社会稳定发挥影响。

陈力丹指出，“沉默的螺旋”得以形成的另一前提在于争议性议题中必须具有道德的成分，争论的重点不在于合理与否，而在于道德与否。舆论中从众的压力是以道德、美学价值的名义体现的，而不是来源于认知判断。问题不在于“正确”或“不正确”，而在于是好的还是坏的。换句话说，关于道德问题的舆论会制造巨大的从众压力。

诺依曼还提出累积、和音和公开的效果三个概念，并指出大众传播的效果是这三者交织的结果，研究媒介效果的学者不能忽视这三个因素的存在。“累积”把大众媒介的效果视为一种长期效果，这是多种媒体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制造的效果，媒体信息在跨媒体渠道和一段时间内重复。“和音”是指，不同媒介的报道有一种相同的趋势，长时间呈现同质性很强的内容时，会取得最明显的效果。这种和音是由记者们价值判断的一致性、媒介报道的内容的相似性造成的。这个特性可以减弱公众选择性感知的作用，加强媒体的作用；同时也可能产生很大的误导作用。“公开的效果”是指意见气候中的强势观点对个人产生压力，媒介中的意见领袖的观点产生效果，这是媒介效果的主要来源。

对传播学科建制的贡献

诺依曼对传播学有两个方面的贡献。第一，她提出的“沉默的螺旋”理论是晚期强效果理论的一个重要模式。诺依曼看到了舆论作为社会压力且处于动态变化中的特点。虽然她强调大众媒介的强效果，但是并不忽视人际传播的作用。更重要的是，诺依曼通过科学的调查方法把“舆论”这一模糊的概念操作化。由于可量化，“沉默的螺旋”在各国的经验调查中不断被证实、质疑或修正。麦奎尔总结道，目前对该理论已有多项验证，或已被用来解释民意研究中的某些状况，但由于不同地区的人群心理从众程度不尽相同，实际情况与理论相符合的程度也不同，这就触及了诺依曼理论的假设。关于诺依曼谈到的从众的主要原因“孤立恐惧”，多位学者对应提出“复数的不知”（又译“多元无知”），法国心理学家莫斯科维奇（Serge Moscovici）对应提出“响亮的少数”，萨尔蒙（Charles Salmon）和克林（F.Gerald Kline）对应“从众”提出“投射”（projection，指个人意念、欲望的外化；当一个人的情绪状态反映在他对周围事物的解释中而不自知时，即为“投射”）等。莫斯科维奇还提议，我们应该减少对沉默的多数的关心，而增加对“高调的少数”的注意，因为后者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了有创意和有创造精神的角色。此外，“和音”这个论点一经提出就受到质疑。萨尔蒙认为，媒介一律地“和音”，这个观点过于简单化。传媒接受者不是完全与外界隔离的个体，人们在使用媒介时有着很大的不同。和音因国度、文化和政治的特征，具体的新闻事实，媒体的政治立场，各国的传播政治制度的不同而不同。不能简单地认为所有媒体的全部报道都具有和音的趋势，和音的概念还需要严密的验证和在各种情况下的详尽分析。

诺依曼对传播学的第二个贡献在于她是创新舆论调查方法的先锋。陈力丹总结道，诺依曼在长达四十多年的舆论调查经历中改进了很多调查方法。在调查意见气候、选举意向、害怕孤立的心态时，她创造性地运用了多重方法，使用了有代表性的实地调查（cross-sectional surveys）、小样本多次调查（panel studies）、对记者的访谈、内容分析等方法。她的研究工作采用整体论方法，涉及内容分析、听众问卷调查、对传播者和传播行为进行研究。诺依曼创建的阿伦斯巴赫舆论调查机构至今仍是德国最负盛名的民意调查机构之一。另外，诺依曼在美因茨大学近二十年的教学研究经历为德国传播学培养了大量人才，她的研究在客观上丰富了德国传播学的版图，将美国社会科学的经验研究方法引入了德国。

扩展阅读


原著


Elisabeth Noelle-Neumann, “Turbulences in the Climate of Opinion: Methodological Applications of the Spiral of Silence Theory，”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1977，41（2）: 143—158.

Elisabeth Noelle-Neumann, “Public Opinion and the Classical Tradition：A Re-evaluation，”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1979，43（2）: 143—156.

Elisabeth Noelle-Neumann, “The Effect of Media on Media Effects Research，”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983，33（3）：157—165.

Elisabeth Noelle-Neumann, The Spiral of Silence: A Theory of Public Opinion
 —Our Social Ski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4.

Elisabeth Noelle-Neumann, “The Theory of Public Opinion: The Concept of the Spiral of Silence，” in James A. Anderson （ed.）, Communication Yearbook
 14, Newbury Park, C．A.: Sage, 1991.

Elisabeth Noelle-Neumann, “A Shift from the Right to the Left as An Indicator of Value Change: A Battle for the Climate of Opin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1998，10（4）：317—334.


相关思想史或评传


〔英〕丹尼斯•麦奎尔、〔瑞典〕斯文•温德尔：《大众传播模式论》，祝建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

陈力丹：《“沉默螺旋”与法西斯主义的关联辨析》，《新闻大学》2007年第1期。

Christopher Simpson, “Elisabeth Noelle-Neumann's ‘Spiral of Silence’ and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Communication Theory，”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996，46（3）：149—171.

H．M. Kepplinger, “Political Correctness and Academic Principles: A Reply to Simps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997，47（4）：102—117.

Dietram A. Scheufle, et.al., “Twenty-five Years of the Spiral of Silence: A Conceptual Review and Empirical Outlook，”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2000，12（1）：3—28.






（解　佳）






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 1922—1982）

学术生平

欧文•戈夫曼1922年6月11日出生于加拿大艾伯塔乌克兰后裔的家庭中。在温尼伯中学毕业以后，戈夫曼在马尼托巴大学主修化学，后迁至渥太华，在加拿大国家电影公司工作。在渥太华，戈夫曼与社会学家丹尼斯•王的结识使他回到马尼托巴大学后转修社会学。其后戈夫曼离开马尼托巴大学，在多伦多大学主修社会学。1945年，他获得多伦多大学学士学位，1949年在芝加哥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并在四年后成为该校社会学博士。在芝加哥大学期间，戈夫曼学习社会学和社会人类学，受到米德、布鲁默符号互动论的影响。在读博士期间，戈夫曼在设得兰群岛待了一年时间，为他的学位论文《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收集材料，并在1959年出版了他的博士论文。这本书成为戈夫曼的学术代表作，被翻译为十多种语言，至今仍被不断印刷发行。1952年，布鲁默再次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之位失之交臂后，离开芝加哥前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作为布鲁默的忠实门徒，戈夫曼追随布鲁默离开了芝加哥。1958年，戈夫曼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助理教授，1962年成为社会学教授。此后，他又前往宾夕法尼亚大学，并成为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本杰明•富兰克林讲座教授，1981年成为美国社会学学会第73任主席。戈夫曼最重要的理论贡献是发展了符号互动论，提出了戏剧理论、框架理论等。这些丰硕的理论成果，促成了芝加哥学派的第二次兴盛。1997年，在由455位国际社会学协会成员投票选出的20世纪 100本最重要的社会学著作中，戈夫曼的著作有四本入选。戈夫曼被视为芝加哥学派的最后一位大师。在米德、布鲁默的影响下，戈夫曼对符号互动进行了更为细致的研究，在人际传播领域的理论贡献极具创新性。特纳认为戈夫曼“可以被看做本世纪后60年里首要的社会学家”。

主要理论（方法）贡献

从理论贡献上来说，戈夫曼将结构的概念引入了符号互动论，提出了“框架”的概念。这一概念后来被发展为框架理论，传播学中的议程设置理论直接受益于框架的概念。所谓框架，指的是一种情境定义，由社会事件的组织原则以及个体在其中的主观投入决定。互动在框架中进行，就意味着互动不是自由无限的，而是受到某种制约。戈夫曼的“框架”概念不等于社会结构，它和托马斯的“情境”概念相关。托马斯认为，在人们作出自觉的行为之前，总有一个审视和考虑的阶段，这就是情境。情境是由人的主观性决定的，个体行为并非简单的刺激—反应过程，情境是人在作出反应之前的一个主观过程。戈夫曼进一步发展了情境的概念——框架的一部分由主观情境决定，另一部分则受客观经验影响，因此框架不完全是主观性的，也是一个结构性的概念。戈夫曼认为框架可以将个人对事件的经验组织起来，框架也是个体之间的互动得以可能的中介。框架意味着传播过程中具体的环境，人们通过框架进行交往。同时，框架的概念对传播研究具有直接影响。戈夫曼将框架定义为“人们用来认识和解释社会生活经验的一种认知结构，它能使它的使用者定位、感知、确定和命名那些看似无穷的具体事实”。框架因此成为建构话语所使用的策略，现今对新闻内容的比较分析研究和对新闻知识生产的研究，都离不开戈夫曼的“框架”概念。戈夫曼的“框架”概念同样对议程设置理论有很大影响，而议程设置过程中的框架研究一直是传播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在议程设置研究中，框架分析理论被用来关注媒介议题如何影响了受众接收、处理并判断信息的过程。所以，仅通过“框架”这一概念，戈夫曼就为传播学的理论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戈夫曼从“框架”论述到“角色”，继而发展出“戏剧理论”。在框架中，人们需要扮演不同的“角色”。角色的概念，在米德、帕克、布鲁默研究个体与社会时都有过讨论，到了戈夫曼，关于角色的论述最终发展为“戏剧理论”。角色是社会化的产物，在这个基础上，戈夫曼指出了角色的传播学意义，即角色是传播的产物，通过角色，人们能够进行信息传播和交流。个体的传播依靠角色来完成，角色的载体则更为复杂，传播不止依靠语言符号等完成，人的行为举止也成为表达的一部分。角色是框架的外化，人在扮演角色的过程中始终基于框架进行选择，自我在扮演角色的过程中同样可以得到实现，而非被角色遮掩。角色被框架所决定，框架所传达出的角色印象应当与个人在实际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一致。这也说明了在传播过程中，框架限定了传播内容。另一方面，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角色扮演并不会始终符合社会的期待。当角色认知与社会期待出现矛盾时，角色扮演就可能失控。因此，完美的传播与交流不可能始终存在，人际交往更像是一场戏剧。

戏剧分析是戈夫曼对角色理论的总结与发展，也是戈夫曼对人们日常交往行为的解答。通过结合框架和角色，戈夫曼论述了“前台”和“后台”的表演。框架在戈夫曼的理论中就是剧场舞台，日常社会交往构成人们经验的社会整体。社会互动是舞台上的表演，为了扮演好舞台需要的角色，人的行动有前台与后台的差异，人际交往在不同的舞台上进行。人们总是倾向于塑造一个他人可以接受的印象。前、后台的区分使戈夫曼的理论阐释更为清晰。戈夫曼认为，前台是个体在表演时使用的标准类型的表达装备，角色是个体在社会中的身份地位与举止外表，场景就是表演的情境。人们希望角色与场景达成一致，以实现完美的表演。后台与前台相反，人们在后台的形象往往与在前台的角色相矛盾，因此后台也是观众不被允许进入的区域。在前台，人们被期望保持社会面孔，前台的交流往往体现社会的规则。客观的制度性因素明显影响了人的传播，在这个意义上，戈夫曼明确指出人的前台表演中存在着虚假与欺骗。在后台，人们不再进行理想化的表演，框架要求的规则和制度在后台表现得不明显，因此人在后台的行为更为真实。然而，戈夫曼又指出，人之所以有复杂的行为并塑造相应的印象，是因为前、后台也可能向人们传达交叉错位的信息。前、后台之间也可能没有明显的界限。另外，在前台区域表演的人们往往会构成一个整体，戈夫曼称之为剧班。剧班中的每个成员为使表演生效就必须遵循剧班的规则，因此剧班和观众之间不可能形成真正充分的交流。人们表演“自我”的过程也就是人际传播的过程，“自我”背负着带着以符号制作的“假面具”的嫌疑。尽管这一点在理论上被许多人批判，但戈夫曼对人际传播的剖析无疑是深刻的。

戈夫曼的戏剧理论中所阐述的“前台”“后台”直接影响了梅洛维茨的“中台”理论。梅洛维茨阐述了戈夫曼发现但并未展开论述的第三类区域，发展了戈夫曼的理论（参见本书梅洛维茨词条）。梅洛维茨对戈夫曼做出了补充，“戈夫曼和许多其他社会学家倾向于从行为发生地的角度出发思考社会角色，但我认为电子媒介打破了物理空间和社会场景的传统关系。电子媒介创造了新的场景”。在新的媒介（电视）穿透并整合了传统上被隔离的场景以后，戈夫曼的前台、后台就有必要被修正和补充了。梅洛维茨认为，电视出现以后，前、后台开始相互渗透，后台具有了前台的性质，前台也开始出现后台的行为特征，原本分别出现在前、后台的角色在新的媒介中出现了角色错乱。于是，梅洛维茨把电子媒介介入后打乱前、后台的情境称为“侧台”，把“侧台”上人们的行为称为“中区行为”。前、后台的区分不再泾渭分明，前、后台的行为也开始交叉。梅洛维茨认为，“新媒介具有的融合现存的信息系统的趋势，导致了‘侧台’或‘中区’行为”。梅洛维茨还进一步区分了新媒介出现以后使区隔愈发深化的情境，他把极端对立的前、后台称为“前前区”和“深后区”。戈夫曼与梅洛维茨的理论深刻影响了人际传播。

在讨论了表演的框架以后，戈夫曼论述了人们进行表演的策略——印象管理。人们的表演往往受框架所限，受印象管理的影响。印象管理的策略指导人们在前台如何进行表演。有学者将戈夫曼的表演行为概括为四种：理想化表演，掩饰部分真实与理想之间存在的差异；误解表演，使别人产生错觉并形成虚假印象；神秘化表演，与他人保持距离，进行角色隔离；补救表演，因意外导致互动不协调而采取的补救措施。通过对表演类型的分析，戈夫曼认为交流是否成功取决于表演的技巧，而表演的内容则退居其次。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戈夫曼打破了以往芝加哥学派认为互动最终能实现完美交流的观点，表演框架变得至关重要，它是传播的平台，也成为交流的障碍。

戈夫曼在印象管理的基础上，通过对精神病院内部工作的观察与分析，研究了偏常行为，推进了标签理论。被贴上标签的人在社会交往中往往会处于不利地位。戈夫曼同意米德的观点，认为自我是社会互动的产物，自我是对他人反应的反射。在对精神病院的研究中，戈夫曼发现病人和职员是两类被贴了标签的不同人群。前者被认为有缺陷、没有能力，必须被迫完成医生的要求。后者则相对于病人具有权威，负责照看、监视病人。来自整个医院的控制与监视使得病人得不到正常的回应，因此，戈夫曼认为，精神病院的本质是制造出了许多被设定为需要治疗的症状。除了具有偏常行为的人，戈夫曼指出在现实生活中有三类人会因污名问题而被贴上标签：生理有显著缺陷的人、品质有缺陷的人以及来自不受欢迎的群体的人。标签使这些人被迫在日常人际交往中进行其他方式的表演。或是不与他人交往，避开对自己不利的场合，免受伤害；或是掩饰缺陷，使自身的缺陷成为次要问题；或是根据具体情况应付交往中出现的不利局面。

戈夫曼在理论上的建树离不开他的民族志研究方法。强调质化的调查方法是芝加哥学派的传统，戈夫曼的研究则遵循了芝加哥社会学的传统，采取了定性的研究方法。在精神病院，戈夫曼花了一年时间隐藏身份，近距离融入并观察医院内的环境。为了完成博士论文，戈夫曼也在设得兰岛上待了一年时间。这一方法确实使其研究成果更为细致。戈夫曼将自然语境下的传播活动作为分析对象，侧重在特定社区内考察，揭示其中隐含的模式。民族志方法来自文化人类学，对于传播研究者来说，这一研究方法不仅是获取资料的途径，也是观察和理解传播活动的视野。对于传播学来说，相较于定量统计，民族志研究方法可以为研究带来更多的可能性。尽管没有测量和问卷调查，但戈夫曼的研究与分析被认为“比许多具有大量定量数据和统计分析的研究更富有客观性和真实性”。

对传播学科建制的贡献

戈夫曼继承并发展了芝加哥学派的经典理论，即符号互动论。以传播为社会行为的基础，戈夫曼进一步分析了传播在社会中的作用以及社会制度在传播中的影响，理想主义的芝加哥学派风格中被加入了科学理性的精神，同时经验材料使理论阐述更为翔实。戈夫曼以结构分析符号互动，更清楚地阐释了传播如何建构社会。戈夫曼直接影响了更多的学者进一步具体分析了人际传播中的互动行为，从结构功能主义与行为主义的框架中走出来，回归芝加哥学派的符号互动论。戈夫曼对符号互动论作出了具有创新性的贡献。

戈夫曼对“框架”以及“情境”概念的强调对传播研究有重要影响，也是对华生的刺激—反应心理学理论作出的回应。戈夫曼的研究进一步证明了人类行为不能被理解为对环境刺激的简单的反射反应，是对米德社会行为主义理论的延伸。同时，戈夫曼对“框架”的阐释超越了托马斯，涉及托马斯没有分析的情境形成的机制与结构等问题。戈夫曼引入框架进行考量，分析社会机制在社会互动中的作用，更强调了社会语境的作用。框架这一概念对大众传播研究有很大的启发。在大众传播过程中，框架也是制约传播过程的“中介”。传播学中的议程设置理论可以在“框架”这一概念的指导下深入研究媒介的社会影响。另外，文化研究强调受众解码时使用参照性框架，而受众的立场又是文化研究最为关心的内容。在这个意义上，戈夫曼的理论为文化研究作出了贡献。戏剧理论的提出建立了“前台—后台”的二元框架，以此框架研究媒介与受众的关系具有启发意义。

戈夫曼直接对梅洛维茨的“中台”理论产生了影响，可以说后者是对戈夫曼的理论在新媒介环境中的补充。梅洛维茨将戈夫曼的理论应用于信息时代的媒介环境，使戈夫曼及芝加哥学派在新媒介环境中焕发了新的活力，使符号互动论在现代传播领域中再次展现其理论活力。

在研究方法上，戈夫曼跟随布鲁默，坚持了芝加哥社会学派的质化研究方法，采取民族志的方法，深入体验并观察总结，进而得出深刻的理论。这一方法展现了质化研究方法在传播研究领域所具有的潜力。

扩展阅读


原著


Erving Goffman,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New York: Doubleday, 1959.参见中译本〔美〕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冯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Erving Goffman, Asylums: Essays on the Social Situation of Mental Patients and Other Inmates,
 New York: Doubleday，1961.

Erving Goffman, Encounters: Two 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Interaction,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Company, Inc., 1961.

Erving Goffman, Behavior in Public Places: Notes on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Gathering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3.

Erving Goffman，Interaction Ritual: Essays on 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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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ce Behavior,
 New York: Doubleday, 1967.

Erving Goffman, Strategic Interaction,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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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ndon: Harper and Row, 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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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弗雷特•M.罗杰斯（Everett M. Rogers，1931—2004）

学术生平

埃弗雷特•M.罗杰斯1931年3月6日出生于美国爱荷华州的一个农场主家庭。他早年无意求学，后在老师的带领下与同学们到埃姆斯参观了爱荷华州立大学之后，决心攻读农学。不久他赴朝鲜战场服役两年，归国后重返校园，1957年在爱荷华州立大学取得社会学和统计学博士学位。1962年，还在俄亥俄州立大学担任社会学系助教的罗杰斯出版了《创新的扩散》，此后四十年间这本书又三次修订再版，至今仍是创新扩散领域被引用最多的著述之一。1988年施拉姆去世后，受到委托，罗杰斯与查菲前往整理施拉姆的遗稿，并由此产生了撰写《传播学史》的想法。该书1994年出版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罗杰斯开始从事“娱乐教育”（Entertainment Education）研究。为了纪念他在这一领域的贡献，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诺曼李尔中心设立了埃弗雷特•M.罗杰斯成就奖，用以鼓励在娱乐教育领域取得杰出成就的学者。1995年他来到新墨西哥大学，在这里设立了一个传播学博士点，担任新闻与传播学系系主任，并且成为新墨西哥大学的杰出名誉教授。他还曾担任国际传播协会会长。20世纪80年代中期，罗杰斯看到了陈崇山所写的关于北京受众调查（1982）的报告，便热情洋溢地向欧美学界介绍中国的传播研究，对中国传播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他的代表作有《创新的扩散》《传播技巧》以及《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等。受肾脏疾病的困扰，他2004年从新墨西哥大学退休，退休几个月后去世。

主要理论（方法）贡献

E．M.罗杰斯是当代美国传播学界的一位重量级学者。在四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他在创新扩散、传播学史、娱乐教育等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创新扩散是指一种新的观点、思想、技术一旦被引入到一个社会系统中，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这个社会系统中从一个决策单位（个人、家庭、集体）不断地传到下一个单位。对这一过程的研究被称为扩散研究，该研究始于欧洲社会学家加布里埃尔•塔尔德。塔尔德对创新的扩散进行了概括，并称之为模仿律。近代的扩散研究包罗万象，有人类学、社会学、农村社会学、教育学、公共卫生和医疗社会学、传播学、营销学和地理学等研究传统。作为传播学学者的罗杰斯是创新扩散研究领域的集大成者。

罗杰斯对于创新的扩散做出了极其详尽的研究。从追溯其缘起，总结现状到将扩散定义为创新通过一段时间，经由特定的渠道，在某一社会团体的成员中传播的过程，他主要关注与观念相关的扩散。他指出，创新扩散的过程涉及四个主要因素：创新本身、传播渠道、时间、社会系统。一项创新被接受和采纳要经历五个阶段：认知阶段、说服阶段、决策阶段、实施阶段、确认阶段。大体来看，创新的扩散过程可以被描述为一条“S”形曲线。罗杰斯将一项创新的采纳者分为具有冒险精神的创新者、受人尊敬的早期采纳者、深思熟虑的大多数、持怀疑态度的后期大多数、墨守传统的落后者几种类型。在罗杰斯本人看来，他提出的两个重要概念是信息和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是指特定情景下各种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不确定性促使决策者具体地收集信息。当个体面对多种具有不确定性的选择方案时，信息往往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两个概念高度概括了创新扩散过程中的核心问题。在提出观点和理论的同时，罗杰斯秉承实证的研究传统，精心选取了大量创新扩散研究的实例进行佐证，这些例证翔实且具有很大的时间跨度，在地域上涵盖了世界上的发达和不发达地区，性质上收录了成功和失败两个方面的案例。在这本书出版后的四十年间，罗杰斯不断修订以前的理论框架并及时将支持最新扩散模型的调查数据补充进来，因此，《创新的扩散》在该研究领域始终处于领先地位。总体而言，罗杰斯为创新扩散贴上了传播学的标签，并且为该领域的研究搭建了基本的理论框架。他以自己的学术成果不断推进和丰富该领域的研究，使之更加科学和深刻，促使创新扩散成为美国传播学领域的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此外，罗杰斯对创新的扩散的研究还影响了拉美传播学的起步。他的《创新的扩散》成为美国和联合国钦点的指导性书目，在拉美国家广为传播。法国思想家马特拉在其著作中曾经对此作出批评，认为罗杰斯的理论扩张属于文化侵略（参见本书马特拉词条）。

罗杰斯与中国传播学研究有过交集。1985年结集出版的由陈崇山老师主编的《北京读者、听众、观众调查》一书曾得到罗杰斯的高度肯定。他撰写了长篇论文《北京受众研究》，高度评价了中国传播研究学界在调查研究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对中国的传播学研究产生了有益的影响。

对传播学科建制的贡献

罗杰斯是现代美国传播学研究领域的杰出学者之一，他在学科建制方面作出的最大贡献体现为他对于传播学学科框架的搭建。

首先，他的研究为传播学划定了边界。以1943年施拉姆在衣阿华创立第一门大众传播学博士课程为标志，传播学在美国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已经成为一门被广为接受的专业学科。20世纪90年代，罗杰斯将精力转向对传播学学科历史的梳理和研究，他花费了大量时间进行档案研究，并对传播学领域的先驱人物进行访谈，以期还原这一学科从诞生、发展到全面繁荣的历史。1994年，《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在美国出版，成为传播学史领域最为重要的著作之一。罗杰斯在这本书中主要关注的是从1860年到1960年一百年间的历史。在这一百年间，传播学从无到有，终于在社会科学领域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其次，他将批判学派纳入了美国传播学传统的经验框架。在《传播学史》中，罗杰斯将达尔文的进化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和马克思的批判理论作为传播学的欧洲起源，同时盘点了传播学在美国的发展历程，主要以芝加哥学派、四大奠基人、维纳和香农的理论为主。他的传播学史采用人物传记式方法，通过对传播学史上的一系列重要人物及其理论思想的叙述串联起整个传播学的学科历史。

再次，罗杰斯将施拉姆视为传播学科的集大成者，并继承和发展了施拉姆为传播学划定的基本框架。作为传播学的学科创始人，威尔伯•施拉姆在20世纪80年代初为这一学科划定了基本框架，其中心是四大学科奠基人，包括研究宣传的哈罗德•拉斯韦尔、研究说服的卡尔•霍夫兰、研究媒介效果的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和研究把关的库尔特•勒温。这一学科框架遭到某种程度的诟病，罗杰斯本人也在自己的序言中提出质疑，认为施拉姆的划分方法过于简单化，比如没有很好地区分先驱者和奠基人：在他看来，施拉姆所列出的所谓奠基人严格意义上讲应该是传播学的先驱者，而施拉姆本人才是当之无愧的奠基人。

最后，罗杰斯完成了传播学的学科拼图。尽管罗杰斯对施拉姆有存疑之处，但他仍然继承和维护了由施拉姆划定的学科历史的框架，并且对其加以完善，在20世纪90年代重新确认了由施拉姆主导的学科脉络，并为传播学史找到了学科渊源和演变的轴线。他以翔实的史实和清晰的论证，表明传播学的历史本质上是社会科学的历史，为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找到了合适的位置。

扩展阅读


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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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 York: Free Press，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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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Memo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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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格伯纳（George Gerbner，1919—2005）

学术生平

乔治•格伯纳1919年8月8日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1939年被迫逃离法西斯统治下的匈牙利，移民美国。格伯纳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校区获新闻学学士学位，并曾作为记者、编辑在《旧金山纪事报》短暂工作。他于1942年加入美国陆军服役，战后曾以自由作家与政论家的身份工作，后来进入南加州大学学习传播学，在1951年6月、1955年6月分别获得硕士、博士学位。1956年至1964年，格伯纳作为教授和研究员在伊利诺伊大学传播研究所工作，1964年至1989年，任宾夕法尼亚大学安纳伯格传播学院荣誉院长。1989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退休后，仍然活跃在传播学的教育与电视文化研究领域。2005年12月24日，因患癌症在费城病逝。格伯纳研究电视超过三十年，长期追踪电视内容的变化，以研究这些变化如何影响观众对世界的感知。他的代表性学术成果有：《与电视共同成长：涵化过程》《对传播总模式的研究》。

主要理论（方法）贡献

格伯纳对于传播学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在于提出了传播的总模式以及涵化理论。

格伯纳的早期研究主要集中探讨传播的模式。他将原有的传播模式加以综合拓展，提出了一种传播总模式（见下图）。1956年，在《对传播总模式的研究》一书中，格伯纳在继承和丰富了拉斯韦尔等人的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新的模式并指出传播研究的十个基本领域。格伯纳模式的特点在于将传播过程描述为起始于某种感知行为，并且强调了传播发生的情景及传播过程中的语言背景——上下文关联等概念，充实了拉斯韦尔的五W模式。

[image: 乔治•格伯纳（George Gerbner，1919—2005）]


格伯纳最大的贡献在于他提出的涵化理论（又称教养理论、培养分析理论等），这是一个著名的思考和探讨大众传媒影响力的理论假说。在现代社会中，电视向观众旷日持久地讲述大量的故事，而涵化理论所要检验的是电视给那些成长并生活在符号环境中的人们在社会现实观念方面施加的累积影响，以及这种影响的深度和广度。

涵化理论是以一定的社会观和传播观为出发点的。它的基本观点是：社会要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发展下去，就需要社会成员对该社会有一种共识，也就是对客观存在的事物及其相互关系有大体一致或接近的认识。在此基础上，人们的认识、判断和行为才会有共通的基准，社会生活才能实现协调。而在现代社会中，大众传播在形成现代社会的共识方面的作用，已远远超过传统社会中用来实现此功能的教育与宗教。格伯纳认为，传播媒介提示的“拟态环境”对人们认识和理解现实世界产生着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在不知不觉中制约了人们的现实观。“涵化理论”一方面强调大众传播在形成“共识”的过程中的巨大作用，另一方面又指出大众传媒所提供的“拟态环境”与客观现实之间的距离，以及传媒的一些倾向所带来的社会影响。正是因为描写现实生活的电视节目或者电视剧中含有大量虚构因素，一般受众很难将这些虚构因素与现实区别开来而容易把其当作现实来接受。因此，忠实的电视观众会倾向于认同在电视节目中看到的对现实世界的歪曲描绘，倾向于把现实世界看成电视节目中呈现的世界。比如，由于电视中呈现了过多的暴力以及危险场景，重度电视收看者会比轻度收看者更为高估现实生活的“暴力指数”和“丑恶世界”程度。因此，“那些花费了更多时间‘生活’在电视世界中的人更可能以电视镜头所呈现的形象、价值观、描述、思想体系来看待‘现实世界’”。

涵化理论最主要的创新之处有几点：（1）提出了“重度电视者收看”的概念。这些“重度电视者收看”是指每天看电视超过4小时的观众，他们养成了过度依赖电视的收视习惯，并根据电视构造的环境来了解周围的社会，因而特别容易受“电视世界”的影响，偏离真实世界。（2）指出了电视在社会中扮演的“控制性符号”和“神话讲述者”的角色。格伯纳说，电视是当今世上的人们“从摇篮到坟墓”一直接触的环境，电视对社会的影响是制度性的，是无处不在的；但同时，电视中的世界与真实的世界又是极不相同的，是被大大歪曲了的，这种变形的反映造成了人们对现实世界的错误印象。（3）揭示了电视暴力的“吓退”（backward）作用。与传统上人们认为电视暴力具有促使（forward）真实暴力发生的负面影响不同，格伯纳提出了“邪恶世界综合征”（mean world syndrome）这一概念，即认为收看大量电视节目的人更倾向于相信世界是无情和危险的。格伯纳等人认为，电视最主要的负面影响是对社会中容易遭受暴力伤害的弱势群体的精神恐吓作用，它使人们感到生活在一个“邪恶的世界”里，周围的环境极不安全。因此，这些受到惊吓的人更容易依赖强权的政府去防御伤害，因而也更倾向于支持政府采取压制性的社会措施去解决暴力问题。格伯纳的这些思想是非常深刻而具有启示性的。

涵化理论是一个宏观的、批判的社会文化理论，因此，仅仅考察信息的接受过程显然还不够。为了阐明电视在整个文化体系中的中介作用，格伯纳开展了一项长期的、具有连续性的研究——“文化指标”研究。自1967年开始，研究者们对以一周为样本单位的美国广播网播出的电视剧进行内容分析，以描绘电视世界提供给受众的各种人物及其特征。到20世纪90年代，这一分析扩展到包括福克斯电视网以及各类有线频道。按照格伯纳的构想，文化指标研究实施了一个分三步走的研究计划：首先，对制度进行过程分析，即调查系统的压力和张力，以了解什么样的媒介信息被选择、生产并传播；第二步，对信息系统进行分析，即对在媒介内容中最稳定、分布广泛并且反复出现的形象，诸如暴力描述、少数种族、性别角色、职业角色以及许多引起讨论的问题进行量化并绘出轨迹图；第三步，培养分析，即探究电视收视对受众关于真实世界的观念的影响程度。研究发现，重度收视者对现实的看法，与电视呈现的内容最为接近，这说明他们对现实的认知主要来自于电视。因此，电视及其他大众媒体扮演了社会控制的角色。

此后，格伯纳等人又提出了“电视的主流化”概念。主流化研究实现了涵化理论研究的转向：第一，它从关注观看量不同的电视观众之间的差异，转而关注观众内部的趋同；第二，它从关注暴力问题，转而关注更为一般的意识形态、霸权和社会控制问题。格伯纳认为，传播媒介的涵化效果，主要表现为塑造当代主流社会观和现实观，而电视媒介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强大的作用，它可以超越不同的社会属性，在全社会范围内促使人们形成关于社会现实的共同印象。他还提出了著名的“电视的3B”这一说法来描述主流化的控制过程，认为电视模糊了（blurring）基于文化、政治、社会、地区和阶层等的不同而产生的差异，使人们的态度混同于（blending）电视呈现的主流文化，并且使主流文化屈服于（bending）电视的政治、经济任务及其为之服务的社会体制。

在研究方法方面，由于文化指标理论的得出建立在大量内容样本的基础之上，因此，格伯纳和他的研究小组搜集了海量的电视资料。他们连续多年将某一年中的某一星期的全部节目录下来，然后用严格的内容分析方法分析这些节目，以准确把握电视内容，并采用“暴力指数”的指标体系进行计量统计和文化分析。该研究也可以被看做大样本量内容分析的典范。

对传播学科建制的贡献

格伯纳对于传播学建制的贡献主要在于开启了涵化理论研究的重要方向。他让涵化理论研究看上去“几乎像电视本身一样”无处不在。据统计，在美国传播学界发表的大量论文中，有关涵化研究的论文在数量上仅次于“议程设置”而居第二位。近年来，涵化研究也从对“视野狭窄”的暴力效果的检验转向更加复杂、精密的范式，以适应不同文化、国家以及文本的因变量的多样性。曾经，涵化分析几乎是分析传媒与暴力的同义词，但这些年来研究者们的视野、主题有了拓展，开始涉及性别角色、年龄、政治倾向、环保意识、科学、健康、宗教、少数民族以及职业等领域。尽管传播学领域的学者在涵化效果的确凿性问题上存在不同看法，但是这一研究仍然跻身最为重要的效果理论行列。涵化研究开启了晚期长效效果研究。格伯纳认为，在现代社会，大众传媒揭示的象征性现实对人们认识和理解现实世界发挥着重大影响，由于大众传媒的某些倾向性，人们在心目中描绘的主观现实与实际存在的客观现实之间正在出现很大的偏离。这种影响不是短期的，而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培养的过程，它在不知不觉之中制约着人们的现实观。传播内容具有特定的价值和意识形态倾向，这些倾向通常不是以说教而是以报道事实、提供娱乐的形式传达给受众的，它们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人们的现实观和社会观的形成。因此，这是一种长期的效果观。涵化理论跨越了实证与批判两个范式，试图沟通质化和量化、经验与批判研究，这同时也使格伯纳面临着来自两个范式的批评。从形式上看，该研究采用了实证研究的方法证明自己的结论，但是从理论内核来看，它又是一个宏观的、批判的理论，其锋芒直指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与权力结构。培养分析理论一方面肯定共识是社会作为一个统一整体存在的前提，强调大众传播在形成共识的过程中的巨大作用；另一方面又指出大众传媒所提供的象征性现实与客观现实之间的距离，以及传媒的一些倾向，如暴力内容等所带来的社会后果，包含着对资本主义大众传播现状的鲜明批判态度和改革志向。因此，一些学者也把它称作美国土生土长的批判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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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H.米德（George H. Mead，1863—1931）

学术生平

乔治•H.米德1863年2月27日生于马萨诸塞州一个基督教家庭。1883年米德毕业于奥伯林学院，在该校培养起来的伦理观念影响了米德的一生。其后他在一所中学任教。1887年米德前往哈佛大学，从事哲学研究。在哈佛期间，与乔塞亚•罗伊斯、威廉•詹姆斯共事的经历对米德的思想观念产生了许多影响，米德的实用主义哲学观正是在詹姆斯的影响下形成的。一年后，米德前往德国，在莱比锡跟随心理学大师冯特学习。正是冯特的“手势”概念影响了米德后来的研究。在莱比锡，与斯坦利•霍尔的结识使米德对心理学开始产生兴趣。1889年，米德又来到柏林继续学习哲学与心理学。刘易斯•科塞认为在德国的学习使米德受到了德国唯心主义传统的影响，而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关注的重点常是自我与其客体的关系。1891年，米德在密歇根大学哲学和心理学系担任讲师，与库利、杜威等人很快形成了一个学术圈。1893年，米德应杜威的邀请前往芝加哥大学，此后他一直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直至去世。米德与杜威一样关心民主改革与教育问题，支持社会改革，在简•亚当斯的芝加哥社会福利中心参与了许多社会工作。在芝加哥大学，他开设了社会心理学课程，影响了莫里斯、布鲁默等后来在社会学领域声名鹊起的学者。米德在试图从交流开始论述社会心理学时采用了与华生有所不同的行为主义视角——社会行为主义。华生的行为主义强调“刺激—反应”模式，但米德与库利一样，强调内省的领域，因而摈弃了华生只用外在行为解释内在经验的做法。另外，米德“泛化的他人”的概念则受到亚当•斯密“公正的旁观者”与库利“镜中我”的影响。在其教学工作中，米德更乐于谈话而非写作。尽管学术界有发表文章的压力，但米德凭借其出色的讲述与推理，在没有出版一本书的情况下，依然成为芝加哥大学哲学系系主任。米德去世后，他的学生将其课堂笔记进行整理，出版了著名的《心灵、自我与社会》等四部著作。米德是符号互动论的真正奠基者之一（另一位是库利），他从交流的角度论述自我、心灵与社会的形成，对符号互动论影响巨大。尽管在芝加哥学派中米德的位置或许有些边缘（杜威在芝加哥期间，其光芒完全掩盖了米德，而芝加哥社会学系全盛时期的领导者是帕克），他也从未将自己看做学派领袖，甚至著作都寥寥无几，但他无疑是芝加哥学派的主要人物，传播学思想的先驱，美国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约翰•杜威曾经在文章中将米德称作美国近代在哲学领域最有创建的人。米德的代表性学术著作有：《现在的哲学》（1932）、《心灵、自我与社会》（1934）、《19世纪的思想运动》（1936）和《行动的哲学》（1938）。

主要理论（方法）贡献

米德的理论体系建立在社会行为主义的基础上，在研究交流中的符号的过程中，米德进一步发展了杜威关于语言是社会的感觉中枢的观点，阐述了“姿态”与“符号”的概念。“姿态”的概念来自冯特的群体心理学以及达尔文的著作《人和动物的情感表达》。从姿态的概念出发，米德认为，姿态的根本目的就是实现社会行动。带有社会意义的姿态不同于动物的姿态，姿态是一种社会行动，作为一种刺激，会激发其他相应的社会行动。使用具有符号意义的姿态，需要参与交流的个体具有理解姿态的含义的能力。米德以狗打架为例进行阐述——动物对姿态本身作出反应，而人类则对姿态的意义作出反应。随着交流的发展，人们把经验中带有普遍意义的东西进行分离，表意的姿态就成为符号，意义通过交流而产生。更进一步地，当姿态被赋予了声音、约定的含义等特征时，表意的符号得以形成，这种表意的符号就是语言。基于共同的社会经验，姿态演变为符号，人类的交流就依赖于符号进行。凭借作为表意符号的姿态，语言提升了人的思维能力，心灵的存在得以可能。没有交流就不会有人的心灵，人和动物就没有分别。符号交往的机制，后来由布鲁默进一步加以补充论证。该理论的研究起点是，交流或者说传播建构了社会性的人。

“自我”是米德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从“自我”的概念出发，米德拓展了人际传播研究的领域，并奠定了符号互动论的基础。和芝加哥学派的许多重要人物一样，米德也把传播的观念置于自我与社会的中心。他的符号互动论主要从符号交流的角度来揭示人与社会的形成过程。与杜威和库利的观点类似，米德认为交流建构了人的自我，在交流中个人完成社会化，社会在交流中形成。米德研究处于社会过程中的个人的活动，他认为，个人的行为只有被看做社会行为，才能被理解。个体的社会行为超越了其本身，也影响了社会群体中的其他人，因此，阐释个人经验的出发点就是作为社会基础的交流。离开社会，也就不存在个体的“自我”，就不存在自我意识。

与早期社会心理学从个人心理出发解释社会经验不同，米德认为应当以社会为起点，或者说以作为社会秩序基础的交流为出发点来阐释个人经验。自我的发展经历了玩耍（play）和游戏（game）的不同阶段。儿童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从一开始与小伙伴玩耍时就具有扮演他人角色并从他人的角度观察自身的能力。他们在玩耍的过程中扮演各种不同的角色，获取他们对角色的认识。人的自我正是产生于这一过程，在这种扮演角色并认识不同角色的过程中，人们对于符号的理解与其他人渐趋一致，最终形成人与人的交流。到第二个阶段，自我不仅能意识到特定的他人对自身的态度，而且开始能够意识到整个社会群体的态度。在游戏中，个体开始理解有组织的共同体或社会群体的各种态度，米德用“泛化的他人”来指称成熟的自我，而“泛化的他人”的态度就是共同体的态度。游戏与玩耍不同，游戏的参与者会直接感受到社会或群体的态度，根据有组织的社会意义，泛化这些态度并采取这些态度。自我具有了社会整体的共同态度，才真正发展为成熟的自我。

自我被米德区分为“主我”与“客我”两个部分，前者是机体对他人态度的反应，后者是想象的一套组织化的他人态度，这二者都必须与社会经验相联系。“客我”代表群体成员所认定的群体的整套观念。按照他人和社会的观点来认识自我，是自我的传统的、习惯的和常规方面的体现，它反映的是既有组织法规与社会对个人的期待。“主我”则代表个体对其他人的组织化观念所作出的反应。某个时刻的主我是下一时刻的客我。“主我”的情境是当下，“客我”是由过去的经验累积产生的，两个概念共同构成完整的自我意识。而“主我”的概念，进一步被米德发展为关于社会变迁的理论。正是“主我”使个体对群体产生独特的反应，催生了互动中的创新与变革。

米德从“自我”论述到“共同体”，表达了他对于传播促使共同体形成的乐观态度。在米德看来，获得“泛化的他人”的态度，对于有机体的形成有重要意义。个体的自我形成的同时，社会共同体也得以形成。米德认为，人类社会组织的基本原则，是由他人参与的交流原则。从对“主我”“客我”的阐述到“泛化的他人”的态度，米德的研究最终都指向社会的形成、共同体的形成。米德最终想要表达的，是和杜威类似的交流以促使民主世界形成的愿望。米德也注意到新闻媒介可以帮助人们理解他人的态度以及具备对具体公共事务的经验，但他却没有像杜威与库利那样直白地表达对传播技术的乐观，也没有专门论述过传播技术与社会发展方面的内容。对于米德来说，达成充分交流的方式是符号互动。首先，语言对于社会中的每个人来说意味着大致相同的意义，凭借语言人们可以进行沟通。其次，人的自我意识能够使个体站在他人的立场上处理问题，沟通在获取“泛化的他人”的态度时完成，不同的角色在共同体中发挥不同的作用，最终通过符号互动形成态度共同体。米德讨论了他心目中理想的人类社会，“它能使人们的相互关系变得亲密无间”。他对于符号最终能获得一致的意义充满了希望，传播的共享意义就成为共同体存在的基础，这就意味着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的形成。但需要注意的是，米德对于依靠交流互动实现世界大同的想法过于理想，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和杜威、库利对于依靠传播实现民主的乐观态度一致。

对传播学科建制的贡献

事实上，米德在学术上的贡献主要还是社会心理学领域。对于传播学而言，米德学说的重要性是在最近几十年才被发现的。米德的符号互动论的框架对传播学领域有重要启示。米德在芝加哥学派的位置或许有些边缘，他的研究重点在人际互动而非媒介，他的理论在传播学理论的框架确立时也被忽略了，但这些都不妨碍他的思想在当前的传播学领域重新获得应有的位置。

米德是符号互动论的奠基人，他的理论观点也成为芝加哥学派的重要起点。米德从交流出发讨论人的意识以及社会形成，使传播这一概念再次成为芝加哥学派研究、关注的重点。互动使个体与社会成为不断发展的整体。另外，米德接受了进化论的观念，用实用主义哲学解读交流意义上的传播，对人际传播做了深入的思考，其理论也成为芝加哥学派的标杆，催生了芝加哥学派关于人际传播研究的主导范式。米德把“互动”的思想引入对“自我”概念的研究，把人的社会性建立在传播的基础上，由此打开了人际传播这一研究领域的大门。米德率先从姿势、语言等传播方式出发研究人与人的互动以及自我的形成。自米德起，人际传播与自我传播研究真正开始启动。

米德以及芝加哥学派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在研究社会心理学时超越了华生的“刺激—反应”模式，提出人的心智是交流与符号的产物，而非本能。师从冯特的米德，在自己的理论中批判了冯特对交流的意义的忽略。通过对符号互动理论的阐述，米德揭示了人的本质。米德受到许多大师级人物的思想的影响，但他并未囿于已有的研究框架。他的理论在一定意义上为芝加哥学派的传播思想定了调，影响了布鲁默、戈夫曼等一批后来该学派的中坚人物，也进一步丰富了传播研究理论。

米德所提出的“泛化的他人”概念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对经验社会研究的论述产生了很大影响，也促使了全球意识的广泛出现。海曼、默顿、谢里夫等人都在经验性研究中更深入地运用了这一概念。对于整个社会来说，米德关于共同体的论述提供了解决国家间利益冲突的一种方法与可能，也因此在全球传播、跨文化传播、国际传播等领域都能看到米德“泛化的他人”这一概念的身影。

米德的哲学观念受到杜威的影响，而由其发展出来的交流理念更是直接影响了哈贝马斯，后者据此提出了“交往理性”（参见本书哈贝马斯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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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厄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1946—　）

学术生平

格雷厄姆•默多克1946年3月生于伦敦，在二战刚刚结束后满目疮痍的泰晤士河边长大，1957年考入文法学校，并于1962年和1964年相继通过GCSE和A-Level考试。默多克1964年进入伦敦大学的经济学院攻读社会学和经济学学位，在此期间逐步对文化研究产生兴趣。1967年，毕业后的默多克拒绝了伦敦大学经济学院的讲师教职，前往苏塞克斯大学攻读硕士学位。1968年9月，他放弃了在苏塞克斯大学留校的机会，因为他逐步将研究方向转到与文化研究息息相关的重要领域——大众传媒，并决定前往莱斯特大学大众传媒研究中心工作。在此期间，他与詹姆斯•哈洛伦、彼得•戈尔丁、菲利普•哈里斯等人共事，进行文化与传播的社会学与政治经济学研究。默多克与哈洛伦围绕英国媒体对1968年伦敦反越战大游行所做的“歪曲”报道进行了一项研究，研究报告定名为《示威游行与传播：一个个案研究》，其中提出了“民主社会的多元信息渠道正日益趋向非民主化”的重要观点。1976年，他成为国际大众研究学会的政治经济学小组的成员。1979年，他与戈尔丁合著的《资本主义、传播与阶级关系》问世，由此搭建了更为成熟的批判理论框架。1990年，他受聘任教于拉夫堡大学社会科学系，与戈尔丁成为同事并在此建立了传媒研究中心，之后先后受邀担任圣地亚哥加利福尼亚大学、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卑尔根大学、斯德哥尔摩大学客座教授。他和戈尔丁在对社会阶级、商品流程、公司结构与国家保持兴趣的同时，“坚持用一种批判的、道德哲学的方法了解广泛的社会整体”，认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应该聚焦于公共传播的符号与经济层面的社会事实之间的互动作用。1988年，默多克赴挪威参加奥斯陆大学社科系25周年庆典，发表了著名的关于现代性的演讲：《传播、现代性与人文科学》。之后，他多次在公共场合论及现代性的重要性。1998年，他受邀参加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也发表了题为《世纪末的传媒与当代生活》的演讲，围绕现代性问题进行了深入论述。2012年11月，默多克受邀参加南京大学金陵学院主办的“融合与超越：中英新媒体与创意产业高峰论坛”，并做了关于创意文化与产业经济的主题演讲，成为早期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与中国学界互动较多的学者之一。他的研究涉猎极广，内容涵盖了文学、传媒、艺术、战争、阶级分析、数字鸿沟等方面，代表性著作有《示威游行与传播：一个个案研究》（1968）、与戈尔丁合著的《论大众传播政治经济学》（1974）、《传播与现代性》（2004）、《拆除数字鸿沟》（2004）、《传播与批评》（2005）、《市场化时代的媒介》（2007）、《媒介与文化》（2008）、《研究传播：媒介与文化分析方法实用指南》（2008）等。

主要理论（方法）贡献

默多克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奠基人，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他和戈尔丁等人撰写了大量著述，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传播与阶级关系、文化产品的生产过程及其结构进行批判性剖析。他的理论贡献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现代性理论的发展；二是批判地使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以英国媒介作为研究对象，关注英国媒介所有权和控制权对社会可能造成的巨大影响，从而拓展了英国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三是基于文化和经济相互作用的整体架构，对文化研究的现状和发展方向提出质疑。

默多克认为，现代性是一系列制度形式和进程，包括资本主义、产业主义、民族主义和全球性，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文化形构，其中理性和欲望、科学和信念、商品化和互惠彼此激烈竞争；同时，现代性也是社会和心理环境，在其中社会关系和联系、自我概念与经验的基本结构受到不断修正和再造。在他的现代性理论中，有三个要点发人深省：首先，他并不认为人类已经进入后现代性阶段，因为人们还处于由现代性进程所构成的洞察力和智力领悟中；其次，资本主义和单一民族必然会处于永久的紧张关系中，资本主义是一种全球形构而并非民族形构，而单一民族的利益诉求必定与之发生矛盾；最后，在思想上看，现代性并非一个世俗体系。以此认识为前提，默多克对数字鸿沟、全球化和自由市场经济等议题进行了探索。现代性理论被认为是默多克自身知识地图中不可或缺的基础性模块，也是他认知当代社会发展现状的核心思想。

默多克对现实社会中传媒产业的发展有着深刻的体认。他与戈尔丁在莱斯特大学共事期间，非常关注英国大众媒体（电视、广告）的集中化和行业结盟现象，提醒社会重视大众媒介整合、多元化经营以及国际化的发展趋势，尤其对广电和广告业中所折射的资本主义市场运作和公共基金支持的文化机构之间的紧张状态及其因果关系有着深刻的体认。默多克认为，大众传媒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部门，它所生产出的产品对受众的思想和精神文化生活产生巨大影响，进而干预社会的政治和文化过程。但即使它具有特殊性，也不能否认它是赢利企业，因此它具有走向垄断和集中的必然性。统治阶级会通过控制大众传媒来操纵整个社会，这种操纵会随着传媒集团化和国际化的发展而愈发显著和严重。这一部分内容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是没有相关论述的，默多克灵活地运用马克思理论中的政治经济学内容来解剖和分析大众传媒，在生产、分配、流通、交换等重要环节洞察资本主义社会中媒体中立的虚伪性和谎言，指出潜藏于表象下的决定性的经济因素——资本主义传媒的“私有化”“集团化”反复交替，传媒文化产品的“商品化”进程却从未停止前进的脚步。与此同时，他的研究也没有仅停留在对大众媒介商业化的系统分析上，在和戈尔丁的学术合作过程中，他们如此看待描述和解释媒介商业利益的价值——不是旨在假设具有一种决定性的关系，而是旨在对媒介文化生产过程中的界限做一概述。由此，他们将政治经济学的取向置于更加广阔的批判理论视野中，并和文化研究相勾连。

传播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作为批判传播研究领域各有侧重的两翼，在观点的相合及分歧中各自发展。默多克认为文化研究学派和传播政治经济学派作为两种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学派，应该是互补的而非对立的，但若想要达到互利共赢的目的，双方都应该适度放弃某些假说，并达成一个共识：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文化和媒介产业——能够互相影响。他认为文化研究的主题应始于对文化的重新定义，摒弃将文化等同于体现着普遍审美观的精英实践的传统观念，文化应该与普通大众的社会实践相结合。而当时的文化研究却有走向本质主义的趋势，并且抵制整合社会活动的解释性方案。文化研究领域的理论家忽略宏观层面上媒介运营的社会、政治语境，而更关注个人和团体消费流行文化内容的方式，这是该理论的重要缺陷。

对传播学科建制的贡献

默多克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也是英国在这一领域的代表性学者。在被大众传播媒介强大的力量所吸引的情况下，他致力于以一种“媒介非中心化”的视角来研究大众传播媒介的行为，并在漫长的研究生涯中身体力行。他和他的重要同事兼合作伙伴戈尔丁发表了多篇论文和专著，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传媒现象进行研究，奠定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基础，开辟了欧洲学界除批判学派之外的另一个重要的传播学研究领域。1973年，他与戈尔丁在《社会主义文摘》上发表了《呼唤大众传播的政治经济学》一文，被认为是欧洲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宣言性与纲领性文件。1974年，他与戈尔丁合著的《论大众传播政治经济学》出版，在书中他们批判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去解读大众媒介和文化实践的具体问题，这是媒介政治经济学领域中一个“奠定性的成果”，也是英国首次出现的与传播政治经济学相关的论著。他在拉夫堡大学社会科学系创立的传媒研究中心，曾在英国大学传媒专业排名中首屈一指，对欧洲传播学的国际交流以及人才培养贡献巨大，是欧洲具有代表性的传播学研究机构。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传播学界存在一种界定，认为在英国，伯明翰学派、格拉斯哥研究小组以及默多克所在的莱斯特学派分别代表了传播学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倾向的三支不同力量，默多克、戈尔丁、哈洛伦等人均被认为是“莱斯特学派”的重要成员，1970年哈洛伦与默多克合著的批判学派经典之作《示威游行与传播：一个个案研究》可以被看做莱斯特学派的代表性著作。这里所提到的“莱斯特学派”，核心是莱斯特大学传媒研究中心。在《示威游行与传播》出版之后，该中心又持续进行了传媒与教育、第三世界国家发展与自然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的相关研究。加上20世纪70年代初的青少年大众文化调查，莱斯特学派一度被认为与伯明翰学派“双峰并峙”。

但事实上对于“莱斯特学派”是否存在，默多克本人持否定意见，默多克更希望将自己归入批判政治经济学研究学者的阵营。原因在于，莱斯特大学传媒研究中心的领导人哈洛伦虽然承认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性，但主要的兴趣在批判社会学上。默多克也发现，虽然在研究中心产出了一系列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开山之作，但中心很少为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传媒研究提供资助。在这个研究中心，学者们更偏向于分散地、在各自感兴趣的领域中行动，没有形成明显的传承关系。戈尔丁也认为，莱斯特大学的研究中心很难被看做能够和伯明翰学派相提并论的一个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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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伊•德波（Guy Debord，1931—1994）

学术生平

居伊•德波1931年12月28日生于法国巴黎。年少任性的德波在高中毕业后从巴黎大学辍学，他当时主修法律。辍学后，德波成为一名激进诗人、作家和电影工作者。1952年，德波创立先锋派运动组织字母主义国际（Letterist International），这个从字母主义运动（Letterism）分离出来的团体从超现实主义，甚至达达派身上吸取养料，倡导通过艺术改造生活，这个组织包含的革命性和政治趣味塑造了后来的情境主义国际，德波迅速成为这个团体的主要成员，并且开始了他的一系列艺术创作。1952年，德波创作了他的第一部电影《为萨德疾呼》。在这部电影中，反复出现的“情境”概念成为“情境主义国际”的先声。1957年，在意大利一个村庄的酒吧里，以德波为代表的字母主义国际、意象主义包豪斯等先锋团体聚集在一起，成立了情境主义国际（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这是德波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革命实践运动。1957年，德波经人介绍认识了列斐伏尔，这位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维度的大师在很多方面影响了德波。1960年之后，“情境主义国际”放弃了“整体城市主义”（Unitary Urbanism）的纲领，而转向“游戏的解放”（Liberation of Play），他们的友谊也走向了尽头。1967年，德波的《景观社会》和瓦内格姆（Raoul Vaneigem）的《日常生活的革命》出版，这两部著作奠定了“情境主义国际”运动的理论基础，尤其是《景观社会》一书，更是成为批判资本主义“景观异化”的奠基之作。与此同时，“情境主义国际”更积极地卷入革命实践和宣传，他们持续张贴海报，散发小册子，把德波的理论四处宣传。1968年5月，德波投身学生运动，并且与列斐伏尔发生论战，他指责列斐伏尔为“秩序维护者”，而列斐伏尔指责德波有“排外主义狂热”。运动高潮过后，德波和情境主义国际都迅速走向了低谷。1972年，德波和一个意大利情境主义者合作发表宣言《国际内的真正分裂》，他们认为情境主义的观念在更广泛的范围和不同的冲突中存在，真正的革命已经上路，所以作为组织的“情境主义国际”已经完成了使命。他们也承认“情境主义国际”遭遇了危机，这其中的责任在于学生和知识分子没能给予“情境主义”的态度以适合的实践形式。在这部宣言发表之后，“情境主义国际”宣告解散。这之后，德波成为一个自由作家和电影制作人。1973年，电影版《景观社会》问世。在这期间，德波结识了媒体巨头热哈尔•勒博维西（Gerard Lebovici）并且迅速与之结为朋友。然而不幸的是，1984年3月7日，勒博维西在巴黎被暗杀，德波卷入其中，深受打击。在被影射为嫌疑人之后，德波相继写下了一系列针对此事件的精彩思考。1988年，德波出版了《景观社会》的续篇：《景观社会评论》。在这部著作中，德波认为自己在1967年提出的观念依旧适用，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综合景观”的概念。1994年11月30日，由于酗酒等原因，饱受病痛折磨的德波在卢瓦尔省尚博（Champot）的家中开枪自杀。

主要理论（方法）贡献

德波一生做了两件影响广泛的大事：其一是实践层面的——创立并领导了情境主义国际及其一系列运动；其二是理论层面的——出版了《景观社会》。如果把德波的实践与其理论割裂开来，显然很难理解其理论的真实含义。德波在为情境主义国际所写的成立宣言中，开篇就提出：“世界必须改变，我们渴望社会和我们受制于其中的生活发生朝向最为自由的转变。”在“情境主义国际”杂志第一期，他们把“情境”界定为：“由一个具有统一气氛的集体组织和一系列事件游戏有意并精心建构的一个生活瞬间。”这其中就包含了日后德波和情境主义运动的理论母题：对景观异化的资本主义日常生活的批判。

1967年出版的《景观社会》，成为德波一生的理论高峰，“景观”的观念是德波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发现的“隐蔽的上帝”。由此衍生的“媒介景观”的观念成为传播学批判范式的一个重要理论源泉，正如凯尔纳所说：“建筑于这个概念（指景观）之上，我认为媒介景观是媒介文化中最能体现当代社会基本价值、使个体首要于他们的生活方式并且戏剧化地表征出这种生活方式的矛盾和挣扎，及其对冲突的解决方式的那些现象。”对于“景观社会”理论的理解就构成了理解德波思想的钥匙。

《景观社会》一书是以思想断片的形式呈现出的理论表达，尽管看起来杂乱无章，但德波有着清晰的理论逻辑。围绕“景观”这一核心概念，德波回答了何谓景观、景观的特征及本质、景观的运作机制、景观的类别，及景观社会的后果这样几个问题。对于这几个问题的回答，德波在1989年出版的《景观社会评论》中有所增补和修改，但他从始至终坚持了其对当代景观社会的基本判断。

德波并没有将景观的定义精确化，他并不简单地认为“景观是影像的积聚”，而认为其是“以影像为中介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而“在现代生产条件无所不在的社会，生活本身展现为景观的庞大堆聚。直接存在的一切全都转化为一个表象”。在德波的语境中，景观成为这个世界中唯一虚假的真实，景观既是资本主义社会统治的手段，也是其统治的目的。熟悉马克思的读者都知道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开篇就提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而德波在这里的表述显然是一种对马克思的戏仿，然而这种戏仿却指认出这样的事实：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物化的商品表象已经再次发生了颠倒，景观成为所有商品的一般等价物，成为这个社会中唯一的现实。德波把资本主义社会的景观化看做是“商品完全成功的殖民化社会生活的时刻”。

景观通过逻辑上相互连贯的步骤达成对社会的统治，自然分工导致的专门化，尤其是权力的专门化成为景观产生之根。而进入现代社会，自然分工成为不可避免的分离，而分离就是景观的全部。景观看似作为中介把分离的个体重新联系起来，但这个联系的中心便是景观本身，景观借助个体的分离将个体重新统一，自己却成为上帝，无处不在。景观对商品的替代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异化，商品异化控制的是人的生产与消费，而景观异化甚至控制了“休闲和人性”，决定性的商品统治被更深地隐匿了，这种日常生活的异化也正是当代景观异化最重要的特征。

德波在《景观社会》中把景观区分为集中和弥散两种类型。在《景观社会评论》中，德波把景观的类型扩展为三类，在原有的基础上加入了综合景观。集中的景观与专制资本主义相联系，实际上它也是专制社会主义的特征。这种集中的景观是一种统治意识形态的表征，往往集中在一个权威者的形象之上。而弥散的景观则不同，它与丰裕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相联系，是碎片化的商品形象和消费形象，是遮蔽社会整体品质的欺骗手段。综合的景观出现在法国和意大利，它把自身嵌入现实并对这种现实加以描述。另一方面，“‘综合景观’的最终意义就在于：将自我彻底融合到它一直着力刻画的现实中去，并且根据其刻画的内容不断地重新建构现实”。景观不再是异化了的现实，景观真正成为现实本身。德波在此时已经把大众传播媒介放在了批判的中心，大众传播媒介事实上就是他所指认的这种综合景观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德波看来，“不偏不倚”的媒介不过是个幻象，景观不是媒介滥用的后果，而恰恰相反，媒介奢侈的多样性才是景观的真实再现。

景观社会带来了一系列社会后果，除了已经提到的景观异化的后果，德波最忧心的是物化的意识形态的无处不在及作为革命力量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方式的转变。德波在这里继承了卢卡奇的思想并且将其推向极致，他认为景观不但是物化的意识形态本身，更是其发展的顶点。这种意识形态的核心是在景观之中重构现实，并认同其作为现实的合法性。由于这种基于社会分离的景观社会的到来，工人阶级的代表变成了工人阶级的敌人，而工人阶级的形式本身成为景观的一部分，正因为如此，德波提出工人阶级不能再用异化的形式反抗异化，而应当建立整体的社会批判。

对传播学科建制的贡献

德波一生的理论贡献集中在对“景观社会”这一观念的阐释上。这一观念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它打开了通往后现代社会批判和媒介文化理论的大门，这种影响主要体现为两位著名传播学者的理论继承。

德波理论的第一声回响来自鲍德里亚。贝斯特认为，从马克思到德波，再到鲍德里亚，即从商品社会到景观社会再到消费社会，拟真社会的发展轨迹就是一个连贯的从现代性理论到后现代性理论的过渡。曾经在一段时间内，鲍德里亚也承认自己是一个情境主义者：他说自己“20岁时是荒诞玄学家——30岁时是情境主义者——40岁时是乌托邦主义者——50岁时横跨各界线——60岁时是病毒和转喻——这就是我的历史”。德波对鲍德里亚的影响显而易见，尤其在对消费社会的界定上，鲍德里亚显然是同意德波对于景观社会的界定的，但不同的是，鲍德里亚甚至把景观社会从它的物质基础中分离出来，把景观社会看做是“自我实现”的“现实本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鲍德里亚提出了比“真实还真实”的超真实社会。在拟真社会中，景观差异直接转变为脱离现实基础却承载价值和意义的符号差异，这种差异便是消费的动力，这种表面上的多样性实际上已经成为脱离现实基础的新的现实整体。在这个拟真的世界中，生产已经不存在，而消费即上帝。鲍德里亚把马克思和德波的现实与幻象的颠倒推向了极致，迈向了所谓的仅仅存在“表象”的后现代社会（参见本书鲍德里亚词条）。当然不得不指出的是，德波的景观指认了一种表象的实在性，但这种实在性依然是建立在商品社会的基础之上，并且德波也并没有像鲍德里亚一般否定一切革命的希望，他的“情境主义”运动依然是一种对“景观”的革命运动。在这一点上，德波与鲍德里亚之间的差异可见一斑。

德波的理论为当代美国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给养。如贝斯特所言，德波的“景观”的概念“从某种意义上指的是大众媒介世界。但是，这是‘最粗糙、最浅显’的定义。更广义地说，它指的是晚期资本主义广泛的机构的和技术的设备，指的是权力为了将主体降格到社会的关键性、创造性边缘，为了掩盖其扭曲力的本质和效果而运用的除了直接力量之外的所有方式和方法”。德波建构了一个范围相对宽泛和抽象的“景观概念”。而这个概念到了凯尔纳的手中，就变成了对多样的媒介景观的细致阐释。凯尔纳的Media Spectacle
 一书的中文版被译为《媒介奇观》，该书正是将德波的理论应用于阐释美国的各种媒介文化现象。在凯尔纳那里，“景观社会主要通过休闲和消费、服务和娱乐的文化机器扩展其控制，并被广告和商业化的媒介文化统治”。媒介景观统治的领域实际上就是整个景观社会的缩影，娱乐、体育、明星、音乐、电视、剧场、食品等都是景观的统治领域。更进一步，景观对赛博空间（网络）的统治进一步将景观升级为多媒体式的，并将整个社会推进到娱乐化的网络信息社会。凯尔纳和德波都把“景观”的概念当作社会或文化批判的入口，德波把对日常生活情境的重新建构看做对无处不在的景观的反叛，而凯尔纳则把景观当作窥视当代文化的沉沦时刻，通过对当代媒介景观的细致解码，建构一种诊断式批判的文化研究的新方法。然而相比于凯尔纳，德波的“景观”概念范围更加宽泛，或者说更具基础意义。对他来说，“景观”是一种新的社会关系而不仅仅是媒介现象的表征。在这个意义上，凯尔纳将德波的“景观”概念的范围大大缩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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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罗德•D.拉斯韦尔（Harold D. Lasswell，1902—1978）

学术生平

哈罗德•D.拉斯韦尔1902年2月13日生于伊利诺伊州的唐奈森，16岁便成为芝加哥大学的学生，并主修经济学。1922年，他进入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师从系主任梅里亚姆攻读政治学博士。他和他的导师都被看做美国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代表人物。但与梅里亚姆不同的是，拉斯韦尔的兴趣范围似乎更加广泛，他不但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心理学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而且也极其熟悉马克思的政治理论，他从不将自己局限于任何一个单一的学科领域。1926年他获得了政治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便是被誉为传播学奠基之作的《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随着该论文的发表，他也被任命为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的助理教授。1936年，他出版了他在政治学领域最重要的代表性著作《政治学：谁得到了什么，在什么时候，怎么得到的》，这部书奠定了他在政治学界的地位。1938年，由于与当时芝加哥大学的校长哈钦斯在学术研究的旨趣上存在一定分歧，拉斯韦尔辞去了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的教职。当时拉斯韦尔想到华盛顿与医学博士H.S.沙利文以及耶鲁大学人类学家萨丕尔一起办一个跨学科的精神病学院。然而没有想到的是，萨丕尔病重去世，而精神病学院的经费又没有着落，拉斯韦尔因此失业。更不幸的是，在搬家途中，载有拉斯韦尔所有文章和资料的两辆卡车翻倒燃烧，这导致他关于政治学的思想记录被清除殆尽。此后的两年，拉斯韦尔陷入了人生低谷，他为NBC打过零工，在耶鲁法学院谋了个兼职讲师的职位，担任了一些政府机构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顾问。这一切都让拉斯韦尔陷入了中年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让这位研究战时宣传的知名学者摆脱了困扰。他被任命为美国国会图书馆战时传播研究实验部主任并开始研究二战中的宣传问题。1939年9月，拉斯韦尔参加了洛克菲勒基金会广播研究项目——J.马歇尔组织的12人洛克菲勒传播学研讨班，这个研讨班前后持续存在了一年。研讨班成立的目的主要是评估拉扎斯菲尔德的广播研究项目的进展，然而，研讨班成立后不久，广播研究项目就以拉扎斯菲尔德的顺利结项而告终。于是，研讨班的主要任务转向讨论在即将到来的战时紧急状态中如何使用大众传播。在这个研讨班上，拉斯韦尔较为成熟地提出了后来著名的“五W”理论和传播的三功能说，他也是这个研讨班中能够掌握话语权的人之一。正如罗杰斯评价的那样：“拉斯韦尔在洛克菲勒传播研讨班上占统治地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拉斯韦尔的主要任务就是从事战时宣传的内容分析。从表面上看，这是拉斯韦尔从事定量内容分析的一个项目，但实际上它更主要地是一种情报工作。拉斯韦尔的学生普尔曾经这么评价自己的老师所从事的项目：“战时传播项目只是一个研究项目；它在本质方面是一种情报努力的组成部分。”1946年，拉斯韦尔被任命为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直到1970年退休。1947年他参加了名为“革命和国际关系的发展”的项目（由于项目落地于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所以又被称为胡佛项目），此后逐渐成为美国冷战时期国际政策的重要智囊，并对美国冷战思维的形成作出了自己的贡献。1955年，他当选为美国政治学学会主席。退休以后，他还在纽约城市大学、坦普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担任教授，1976年他当选为纽约政策学中心主任。1978年12月18日，拉斯韦尔在纽约因肺炎病故。拉斯韦尔著作等身。终其一生，他撰写或与他人合作了52部专著，325篇文章或章节，其中对于传播学而言，最重要的就是他在1948年发表的论文《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

主要理论（方法）贡献

拉斯韦尔对于传播理论与方法最主要的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他提出了“五W”理论并奠定了结构功能主义的传播学研究框架；他奠定了宣传学的研究并对宣传技巧和宣传效果进行了专门的研究；他发明并完善了内容分析的方法。

在《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的开篇，拉斯韦尔就指出描绘传播行为的便利方式必须回答以下五个问题：谁（who）？说什么（says what）？通过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对谁说（to whom）？取得了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这一论断不仅向人们描绘了传播的过程，而且天然地将传播的研究分成五个领域：传播者研究、内容研究、媒介研究、受众研究和效果研究。拉斯韦尔认为，这一信息流程的最终指向是效果，因此效果研究是研究框架的中心和重心。而这个结构性的框架则是由传播的三大功能所决定的，它们分别是：守望环境的功能、协调社会各部分以回应环境的功能以及使社会遗产代代相传的功能。这样一来，拉斯韦尔就为传播学奠定了结构功能主义的框架。拉斯韦尔还为他的这个框架确定了适用的领域，那就是大众传播。很多人认为“大众传播”这个概念是1939年拉斯韦尔在洛克菲勒研讨班上提出的，但这一说法有争议，也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个词的提出与项目负责人马歇尔直接相关。但不管怎么样，用“五W”模式的框架研究大众传播就这样被拉斯韦尔确立下来，成为美国传播学不证自明的起点。

在宣传研究领域，拉斯韦尔作出了更大的贡献。他对于宣传的定义、功能和技巧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目前的传播研究仍然将拉斯韦尔对宣传的定义看做是权威定义，拉斯韦尔眼中的宣传指的是“通过重要的符号……就是通过故事、谣言、报道、图片以及社会传播的其他形式来控制意见”。在拉斯韦尔那里，宣传不但是中性的，而且如果使用得当，就应当是具有褒义色彩的。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拉斯韦尔就已经指出，宣传是现代战争中与人员、武器相并列的第三要素。所以他说：“宣传是现代世界中最有力的工具之一。”他认为，宣传的重要性无以复加，任何一个政府都要使用宣传来达成其目标，尤其是在暴力会受到谴责的今天，宣传在达成政府目标方面有着特殊的意义。在冷战开始后，拉斯韦尔主张采用宣传的方法与敌对的苏共阵营进行意识形态斗争，包括搜集对方的情报、封锁自身的消息和与对方境内的受众积极建立联系。在其博士论文中拉斯韦尔还讨论了各国宣传的通常策略，比如：以民族主义为幌子；指称敌人的宣传是谎言；既承认自己面临的不利又宣称将取得最终胜利的“补偿策略”；避免可能招致反驳的谎言；等等。通过对文本的仔细分析，拉斯韦尔认为有一些宣传技巧很高明，有一些则很愚蠢。不过，他的判断缺乏事实证据尤其是调查数据的支持。拉斯韦尔的研究即使从经典传播学的角度来看，也是有缺陷的，因为通过对于文本的研究，完全无法了解宣传的实际效果。因此，尽管拉斯韦尔认为效果是传播研究最重要的领域，而且他认为宣传有着重要的社会影响，但他始终缺乏一种征服这一领域的研究方法，也始终没有在这一领域建立自己的理论。

拉斯韦尔对内容分析法的发展是分阶段的。在他进行博士学位论文研究时，他使用的内容分析法基本上是质性的。拉斯韦尔通过对交战双方的报纸、宣传手册、传单、书籍、海报、信件、日记、电影和图片等文本的分析，通过其文本内容，描绘了宣传者的目的和策略。不过，与另一种质性的文本研究方法——话语分析——不同的是，拉斯韦尔的质性内容分析法并不着眼于符号背后的意义或语境，而只关注其内容本身所包含的表面信息。而到了二战期间，在国会图书馆主持战时传播研究项目时，拉斯韦尔将内容分析发展成为一种量化的研究方法，通过建立编码范畴和对关键词频度的统计测量，来分析媒体宣传的文本内容。正如罗杰斯所评价的那样：“他的第一个研究（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宣传）在风格上是定性的和批判的。他主要提示了发生冲突的双方都采用的宣传技术的性质。15年后，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宣传研究主要是定量的和统计学的。”这就为当时尚未成型的传播研究增加了一种测量工具。因此，拉斯韦尔与贝雷尔森一样被看做是内容分析法的创立者。

对传播学科建制的贡献

拉斯韦尔与其他奠基人一样，从来没有办过什么传播学的教学点，也不承认自己是什么传播学家，但他的传播研究活动确实对传播学的学科建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是拉斯韦尔提出的“五W”理论与三功能说。这一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框架不仅确定了美国传播学的研究领域和对象，还为当时正在努力使传播学科知识系统化的施拉姆找到了一条最合适的综合路径。施拉姆一方面受到信息论和系统论的鼓舞，看到了将传播学发展成为一种科学的可能；另一方面当时的效果和受众研究又仿佛不能直接与香农等人的模式结合在一起。拉斯韦尔的“五W”模式将这两者结合在一起，显示出比任何替代性范式更强的兼容性。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传播学的教学与研究体系基本上就是在这个框架中形成的，多数传播学教材的写作也遵循着这个框架。

其次是他对于传播研究群体的影响。由于在洛克菲勒研讨班上享有重要的话语权，拉斯韦尔统合了包括坎特里尔、拉扎斯菲尔德、韦普尔斯等对传播学有重要影响的学者的传播观，对这一学术共同体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拉斯韦尔对大众传播领域的划定，对定量方法的重视，对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关注，跨学科研究传播问题的视角，关于传播模式和社会功能的观点，对宣传的重要性的看法，关于传播学必须为政府服务的观念，都成为这一共同体的共识，并最终渗透到美国传播学的基本价值观中。

再次是他对传播学的地位的影响。通过国会图书馆的平台，拉斯韦尔与政府高层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因而可以向联邦官员强调传播研究的重要性。1941年1月18日，在纽约的普林斯顿俱乐部，拉斯韦尔代表研讨班向司法部、海军部、内政部、联邦通信委员会等美国政府机构的代表阐述了传播研究对即将卷入战争的政府的重要性。他的战时传播研究项目本身也确实让美国政府看到了传播研究或者说宣传研究对于政府的意义。所以罗杰斯评论说：“即便传播不是美国大学中被教授的一个学术科目，它对于联邦政府来说，也正在成为一种神奇的指挥棒。H.拉斯韦尔促使它做到了这一点。”美国政府的重视，使传播学获得了大量的经费支持并迅速成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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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Innis，1894—1952）

学术生平

哈罗德•伊尼斯1894年11月5日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西南部的一个农业小镇奥特维尔，向东90英里就是省会多伦多。伊尼斯的童年生活是与土地紧密联系的。之后他到当时属于多伦多的浸礼会的麦克马斯特大学求学。一战爆发，刚刚在麦克马斯特大学毕业，他便应征入伍，成为一名信号兵，接触到了战场上的各种运输工具和通讯工具。因被炮弹击中，腿部受伤，他在英国康复后回国。在此期间他学习了经济学。他的硕士论文《归来的士兵》被母校麦克马斯特大学接受。为学习经济学，他于1918年夏天到多伦多大学上暑期班。接着，他进入芝加哥大学攻读全日制经济学博士，主要兴趣是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史。他的经济学研究深受制度经济学派创始人凡勃伦的影响。伊尼斯在芝加哥大学学习时系统研读了凡勃伦的著作，还参加了一个凡勃伦研究小组。与此同时，他也修读了社会学系的一些课程。他的导师切斯特•赖特教授鼓励他写一篇有关加拿大的博士论文，他因此写出了《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史》。在芝加哥求学期间，他担任几门经济学入门课的教学工作。博士毕业后他回到多伦多大学政治经济学系执教。虽然20世纪30年代中期芝加哥大学反复请他回去执教，他还是加以婉拒。1923年他的博士论文出版。20世纪20年代伊尼斯进行了后来被誉为“加拿大史学史上的神奇经历”的四次长途田野考察——1924年和同事沿麦肯齐河考察，1926年沿育空河考察，1927年到北部安大略湖、魁北克和马里泰吾省的许多城镇考察，1929年到哈德逊湾考察，终于描绘出皮货贸易的详细情况，发现了交通运输系统对贸易的关键作用，研究成果《加拿大的皮货贸易》于1930年出版，并被认为是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杰作。接下来的十年，他主要研究“大宗货物主题”，大宗资源如木材、矿产品、捕鱼业、小麦成为他的研究领域。1940年他的研究领域超出加拿大，出版了《鳕鱼业：一部国际经济史》。二战爆发时，他已经晋升为教授、政治经济学系系主任。战争期间他坚守学术，捍卫学者教书和出版的权利。1941年他参与创建了加拿大经济史学会，并创办其会刊《经济史杂志》。他还是经济史学会第二任主席（1942—1944年）。对大宗产品的研究让伊尼斯开始了对纸浆、纸张直至报纸、广告的研究，他做了大量笔记，并将之发展成为一部未出版的手稿《传播史》。而《报纸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作为1946年出版的文集《政治经济学与现代国家》的首篇，是他进入传播领域的第一篇文章。1947年伊尼斯被任命为多伦多大学研究生院院长。不久，牛津大学邀请他去做系列讲座，内容与不列颠帝国的经济史相关，讲演由贝特基金会赞助。讲座安排在次年，讲稿最终成书为《帝国与传播》。1948年，他又出版了《传播的偏向》。1952年11月，他因患癌症不幸英年早逝。伊尼斯被誉为“第一位获得国际声誉的加拿大本土社会科学学者”。

主要理论（方法）贡献

伊尼斯是加拿大最著名的学者之一。在媒介环境学的谱系里，伊尼斯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马歇尔•麦克卢汉自称是他的精神继承人；詹姆斯•凯瑞评价说，对传播学做出最伟大贡献的是伊尼斯的著作，而不是麦克卢汉的著作；尼尔•波兹曼也曾断言伊尼斯是“传播学之父”。

伊尼斯具有泛媒介观，他认为凡是能够负载信息的物质都是媒介，除了报纸、广播、电视，还包括石头、教堂、莎草纸、图书馆、货币等，甚至将口语、字母表、诗歌、戏剧、法律、哲学、数字、广告等也看做一种媒介，因为它们能够反映某些历史时期的文化和社会思潮。

伊尼斯最著名的传播思想是媒介偏向论。他从传播媒介对知识在时间和空间中的传播产生的重要影响出发，研究传播的特征，提出了传播媒介具有偏向性的理论。他认为，根据传播媒介的特征，某种媒介可能更加适合知识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而不适合在空间中的横向传播，尤其是该媒介笨重而耐久、不适合运输的时候；某种媒介也可能更加适合知识在空间中的横向传播，而不适合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尤其是该媒介轻巧而便于运输的时候。所谓媒介或倚重时间或倚重空间，其含义是：对于它所在的文化，它的重要性有这样或那样的偏向。按照伊尼斯的划分，口头语言、羊皮纸、黏土、石头等属于时间偏向型媒介；莎草纸、文字、印刷等属于空间偏向型媒介。

伊尼斯主张，媒介的传播决定着帝国的性质。他认为一个帝国成功的关键，是要解决时间问题和空间问题。在《帝国与传播》中，伊尼斯进一步强调了媒介偏向、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的关系，并指出媒介与国家官僚体制和宗教的关系。他说，一个成功的帝国必须充分认识到空间问题的重要性，空间问题既是军事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它还要认识到时间问题的重要性，时间问题既是朝代问题和人生寿限问题，也是宗教问题。时间偏向型媒介有助于连续的文明的发展，而空间偏向型媒介常被用于政权和领土扩张。例如，罗马人征服埃及之后，莎草纸的供应源源不绝，成为一个庞大帝国行政管理的基础。

后期伊尼斯对传播的考察不仅停留在推动市场这一层面，而且将传播作为历史运转的轴心来探索。他将“垄断”等经济学术语应用到传播、社会领域，探讨媒介对知识流通和控制的影响。伊尼斯强调，形成知识垄断的两个条件是：占有主要媒介，掌握媒介使用技能。他说，一种书写的复杂系统成为一个特殊阶级的所有物，并且倾向于支持特殊阶级。比如，文字的出现使读书阶层成为文化精英。对媒介的控制意味着对知识的垄断。他还指出，现代社会的知识垄断并没有消失，而是以更隐蔽的形式存在着。伊尼斯认为，每一种媒介都有自己的特征，媒介可以作为文明分期的标志。他以媒介为考察文明兴衰的工具，将漫长的历史划分为九个时期：埃及文明（莎草纸和圣书文字）；希腊/罗马文明（拼音字母）；中世纪时期（羊皮纸和抄本）；中国纸笔时期；印刷术初期；启蒙时期（报纸的诞生）；机器印刷时期（印刷机、铸字机、铅版、机制纸等）；电影时期；广播时期。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占主导地位的媒介的考察，他试图探索人类文明兴衰的规律。

他的研究方法为媒介环境学创造了独特的方法论工具。他深受凡勃伦制度经济学的启发，在社会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中，分析技术变迁、制度变迁对加拿大贸易的影响，在世界文明史的大背景中，分析媒介环境对经济、政治、文化和文明发展的影响与制约机制。詹姆斯•凯瑞说，伊尼斯为传播研究提供了一种学术探讨的模式，这种模式是历史的、经验的、解释的和批判的。

对传播学科建制的贡献

伊尼斯是对媒介环境进行系统研究的第一人，可以说，伊尼斯开创了传播学三大流派之一的媒介环境学派。他确定了媒介环境学派主要的研究对象、研究主题，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理论命题。伊尼斯从经济史研究中发现了传播技术的革命性意义而转向以传播为核心的研究。他沿着经济学研究的路子论证大众传媒对商品经济的影响，接着探讨媒介对知识和权力的意义，并对世界文明史的发展和危机进行诊断，再深入研究媒介变革在何种程度上对社会发展、人类文明的存续产生影响，将媒介环境变革视作社会历史变迁的主要动因。这些都为后继学者提供了无尽的探讨空间。

伊尼斯对加拿大的媒介政治经济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在1946年发表的《报纸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中，伊尼斯考察了报纸与经济变革之间的关系，关注到媒介在市场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他提出商品生产和销售的变化不能只追溯到市场经济和价格体系，以报纸为代表的大众媒介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根源之一。他看到便士报的盛行，提出报纸的低价销售策略首开商业领域薄利多销的先河。伊尼斯研究证明报纸是大规模生产、分配、销售的开路先锋，是百货商店和现代消费经济的先兆。他还注意到大众媒体对各种商品价格信息的快速传播，突出了价格的市场调节与配置作用。在其晚期著作中，伊尼斯着力批判美国基于媒介的文化扩张，这为后来的文化帝国主义思想奠定了基石。

伊尼斯对麦克卢汉的影响是直接的，他与麦克卢汉联系并赠送给他一本《帝国与传播》。麦克卢汉曾说乐意把自己的《古登堡星汉璀璨》看成是对伊尼斯的注脚。詹姆斯•凯瑞承认伊尼斯和麦克卢汉之间的相似之处，但指出了两人的不同：伊尼斯认为传播技术主要影响社会组织和文化，麦克卢汉则认为传播技术主要影响感知系统的组织和人的思想。尼尔•波兹曼是最多产地阐述伊尼斯媒介理论的学者，他常常激励媒介环境学者“把哈罗德•伊尼斯的教诲作为指针”。

《帝国与传播》《传播的偏向》是媒介环境学派的开山之作，本质上更是伊尼斯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在传播学领域的延伸。从学术渊源上看，伊尼斯在传媒方面的理论又是芝加哥学派的帕克等将传播视为创造与维系社会、推动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的观念的后续。他以及后来的学者，逐渐建构了不同于结构功能主义、批判主义的第三种传播学研究范式——技术主义范式。

扩展阅读


原著


〔加〕哈罗德•伊尼斯：《帝国与传播》，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加〕哈罗德•伊尼斯：《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加〕哈罗德•伊尼斯：《变化中的时间观念》，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相关思想史或评传


〔美〕林文刚编：《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李明伟：《知媒者生存——媒介环境学纵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李洁：《传播技术建构共同体？——从英尼斯到麦克卢汉》，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胡翼青：《试论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与传播学技术主义范式的建构》，《国际新闻界》2006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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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伯特•布鲁默（Herbert Blumer, 1900—1987）

学术生平

赫伯特•布鲁默1900年3月7日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1918年，布鲁默进入密苏里大学，1922年获得硕士学位。毕业后布鲁默获得密苏里大学讲师的教职，讲授社会学。1927年，师从米德的布鲁默获得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其后留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继续其学术研究。在芝加哥大学期间，布鲁默的思想受到米德、帕克、伯吉斯等人的影响。他是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第二代学者中米德路线和帕克路线的坚定捍卫者。尽管符号互动理论的创始人是米德，但符号互动论的名称则由布鲁默提出，他也进一步发展了符号互动论，使其成为芝加哥学派的理论标签之一。1931年，布鲁默接替了米德在芝加哥大学社会心理学系的教席。1929年至1932年进行的佩恩基金研究，因帕克赴亚洲访学，布鲁默接手并负责了其中的两个子项目：电影对日常行为和儿童犯罪行为的影响。作为整个研究中最出色的子项目，布鲁默的研究被洛厄里和德弗勒称为传播研究的第一个里程碑。该项目的研究方法与理论成果也是布鲁默对传播学主要的贡献之一。帕克退休后，曾经作为全美社会学圣地的芝加哥学派开始衰落，这一过程直接影响了正值壮年的布鲁默。1927年，倡导“科学的社会学”的威廉姆•奥格本从哥伦比亚来到芝加哥，引入了统计学方法。这与芝加哥学派在研究方法上一贯的传统并不一致，布鲁默本人也十分反感定量统计方法，芝加哥学派内部开始分裂为两种不同的方法路径。1936年至1951年奥格本担任芝加哥社会学系系主任期间，布鲁默也就一直郁郁不得志。研究方法上的分歧为日后连续两次（1951年、1956年）的系主任之争埋下了导火索。到奥格本退休，休斯成为新的系主任，布鲁默没有继续留在芝加哥，而是前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尽管休斯也是自帕克以来坚持田野调查传统的学者，却和布鲁默没有良好的合作关系。休斯的学生霍华德•贝克尔后来谈道：“20世纪50年代，芝加哥社会学系的学生要么认为自己是休斯的学生，要么认为自己是布鲁默的学生，但不会是他们两人的学生。”1930年至1935年，布鲁默担任美国社会学学会秘书长（secretary treasurer），事业如日中天。1935年，以帕森斯为代表的一批青年社会学者创立了《美国社会学评论》（此前，全美社会学学术期刊的王牌只有一个，就是《美国社会学杂志》），脱离原本由芝加哥学派把持的美国社会学学会。芝加哥学派不再具有一统社会学界的力量，这一“反叛”事件也直接导致布鲁默被解除了社会学学会秘书长的职务。在离开芝加哥之前的1941年至1952年，布鲁默担任《美国社会学杂志》编辑。1952年，布鲁默成为美国社会学学会主席。其学术性代表作有《电影与行为》（1933）、《符号互动论：观点与方法》（1969）。

主要理论（方法）贡献

布鲁默主持的佩恩基金项目是大众传播研究的首个里程碑，该项目开创了传播研究领域的效果研究。布鲁默在研究中讨论了电影所产生的社会效果、心理效果。他发现电影产生的社会效果之一是使青少年产生了模仿行为。而且布鲁默认为，儿童与成年人的模仿又有所不同，前者的模仿体现为游戏角色的扮演，后者则逐渐演化为自身的日常行为方式。在对电影与犯罪行为的研究中，模仿是电影与犯罪之间的桥梁，青少年对电影中某些行为的模仿，使犯罪行为得以发生。此外，电影的效果还体现在其间接效果上，青少年往往更容易记住刺激性强、更可能导致负面效果的信息。青少年罪犯在受访日记与访谈中反映，他们认为电影会产生罪恶的影响，但自己没有受到电影中负面信息的影响。这一结论正是“第三人效果”理论中的现象。布鲁默研究了电影对于性别塑造的影响。他发现，不同性别的儿童在观影后所喜欢扮演的角色有明显的不同，这些角色都来自于电影提供的形象，传媒在个人社会化的过程中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对从电影中产生的模仿行为，布鲁默并不止于对现象进行描述，他还分析了模仿对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的影响。青少年模仿电影里的角色获得个体感知，但在与周围群体互动的过程中，发现了这种模仿行为的不切实际以及可能遭遇的问题。在这一过程中，电影中的虚拟现实就被打破了。在这个意义上，电影所能产生的效果又是有限的。布鲁默指出，由于受众的生活经历、教育背景、宗教信仰等都有显著不同，因此即使是同一部电影，对不同的观众也会有不同的影响。由于受众的解读往往与导演的想法不同，在布鲁默的研究中，模仿行为也反映了受众的主动性，受众会选择电影中有助于自己的行为加以模仿。布鲁默的电影效果研究还包括电影对受众产生的心理效果。通过对458份高中生日记的调查以及对1200份小学生问卷的调查，研究发现电影在形成白日梦的过程中是一个重要力量。白日梦则是精神分析心理学中的重要问题。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布鲁默考察了电影引发的受众的情绪问题。在青少年中，电影容易催生激烈、冲动的情绪，而爱情片则让人体验到满足感。电影引发的情绪会使观众陷入其中，但这种影响在情感和认知两个层面上的效果并不一致。简言之，在佩恩基金研究中布鲁默关于电影与行为的课题是典型的传播效果研究，布鲁默的研究直接揭示了媒介在效果上具有何种威力，效果研究领域开始受到重视，进而对美国大众传播研究的兴起产生重要作用。

在传播研究的理论层面，布鲁默首先提出了“大众”这一概念。1939年，布鲁默区分了“群体”（group）、“群众”（crowd）和“公众”（public）的概念，进一步又提出了“大众”（mass）的概念。布鲁默也是最早用“大众”这一概念框架分析“受众”（audience）的。群体中的成员彼此相识，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和地理边界内，具有共同的价值观，拥有某种稳固的关系结构。群众指称的一个集合仍然局限于特定空间的某种边界内，但成员彼此之间不具有稳定的关系，它是临时性的，因而很少以同样的社会结构重新形成，缺乏理性。而公众则是人数较多、分布广泛、存在持久的群体集合。公众围绕公共生活中的某个问题或某一事业而形成，因而公众也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元素。大众则完全不同于公众，由分散、匿名的个体组成，是一个庞大的集合。它和群众一样，不具有稳定结构，成员彼此之间缺乏共同认可的价值观，在空间上也不具有固定的场所。但是，大众的概念范围远比群众更广，大众的人数更多，缺乏个性与自我意识，彼此陌生，无法形成组织进行行动，达成共同目标。而受众这一新型集合体的形成是现代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布鲁默对“大众”的区分受到塔尔德、勒庞以及帕克的影响，但布鲁默的界定在当时最为清晰、准确。

布鲁默正式命名了“符号互动论”。1937年，布鲁默提出“符号互动论”这一名词，不仅是对米德思想的概括与总结，也是他自己的社会思想、传播思想的体现。布鲁默认为，米德从符号互动的观点入手，对人类群体生活的本质做了最基础的研究，但米德没有提供可使用的方法，而布鲁默的目标，就是提供研究人类群体生活的基本理论与研究方法。米德所认为的人类与社会的本质在于互动的观点始终也是布鲁默的核心思想。布鲁默认为，人们通过互动，对自己所处的环境、与他人的关系作出解释，并对所处的情境加以定义。

布鲁默坚持并发展了社会学的质化研究方法。布鲁默认为，一个经验方案要想有效，必须和社会生活的本质保持一致。这是布鲁默对于方法论的基本观点。布鲁默认为，人们的世界是由他所了解的客体构成的不同的环境。客体是社会的创造物，是某种可以被人们指示或者指涉的东西。一个客体的本质是由它对于把它视为客体的人来说所具有的意义构成的。一个客体对于不同的人来说有不同的意义。同样，这个客体可以被用来解释米德的客我。所以，布鲁默对于大众传播研究中统计学方法的批评就是站在互动论立场上提出的。媒介呈现的内容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中，人们解读媒体的兴趣也在变化，传播形式亦不断发生变化。因此，在布鲁默看来，统计方法很可能忽略这些处于不断变化中的事实而得出错误的推论。由于秉持米德的互动观点，布鲁默强调人类行为的选择性、创造性和独特性，主张研究基于对经验世界的观察。布鲁默认为无法建立客观的理论框架，由此可以看出，布鲁默也反对在研究人的社会学与社会心理学中采用实证的定量研究方法。在布鲁默主持的“电影与行为”研究中，他秉持了芝加哥学派一贯的质化研究传统，以访谈和日记的方法为主。佩恩基金研究从1929年开始，历时三年。在电影对日常行为影响的课题中，布鲁默收集了1823份受访者的日记和135份为期半年的访谈。在工程量浩大的测量方法的支撑之下，布鲁默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对传播学科建制的贡献

布鲁默是芝加哥学派的重要人物。他继承并坚持了米德的符号互动论传统，也是该理论的命名人。他总结并归纳了符号互动理论，试图归纳出可供社会学使用的方法论。他认为人们通过互动对周围的环境和相互间的关系做出解释，定义所处的情境。这一观点直接影响了戈夫曼对情境的理解与阐述。

布鲁默反对实证研究的统计学方法，坚持芝加哥学派传统的质化研究路径。他认为媒介呈现的内容处于变化中，受众对媒介的兴趣也在变化，不同的传播形式相互依赖，统计调查的结果极易失效，定量研究有着先天不足。布鲁默认为质化研究方法在效果研究中更具有效度。布鲁默在研究方法上的坚持，对20世纪60年代质化研究方法的复兴具有重要影响。

布鲁默的“电影与行为”研究是传播学史上的里程碑，其研究成果在很多方面可以被深化为后来传播学中的理论，但在很长时间内，布鲁默的研究都没有引起传播学者的足够重视。布鲁默对效果的关注，兼顾了社会与心理两个层面。在心理学的层面探究媒介的效果，后来成为传播研究的主要取向。这种方法与研究重点的偏向，成为后来传播研究的主流范式。尽管布鲁默反对实证研究的方法，但由他主导的佩恩基金会正是第一个以科学方法研究媒介对受众的影响的传播研究项目。20世纪20年代，电影的繁荣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在布鲁默之前已有不少批评电影媒介可能产生不良影响的文献，但只有布鲁默的“电影与犯罪”和“电影与行为”研究从“科学”的角度真正证实了人们的担忧，即对电影这一媒介的效果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与分析。此后，对社会现象的研究愈发强调“科学”的说服力。可以说，在研究方法与研究主题上，布鲁默是传播学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布鲁默的研究成果不仅对传播效果理论有启发意义，并且他所参与的研究亦开大型项目研究之先河。20年代电影作为新兴媒介引起社会关注后，美国电影研究评议会迫于舆论压力，在佩恩基金会的资助下，决定采用实证的科学方法测量电影对青少年的影响。传播研究依靠项目获得资金赞助，始于佩恩基金研究。到40年代以后，拉扎斯菲尔德更是把项目研究做得风生水起，使传播研究受益于商业资金与政府资助。

扩展阅读


原著


Herbert Blumer, An Appraisal of Thomas and Znaniecki
 's The Polish Peasant in Europe and America,
 NY: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1939.

Herbert Blumer, Movies and Conduct,
 New York: Macmillan Company, 1933.

Herbert Blumer & Philip M. Hauser, Movies, Delinquency and Crime,
 New York: Macmillan Company, 1933.

Herbert Blumer,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Perspective and Metho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9.


相关思想史或评传


Kenneth Baugh, Jr., The Methodology of Herbert Blumer: Critical Interpretation and Repai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Martyn Hammersley, The Dilemma of Qualitative Method: Herbert Blumer and the Chicago Tradition,
 New York: Routledge, 1989.

胡翼青：《再度发言：论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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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伯特•I.席勒（Herbert I. Schiller，1919—2000）

学术生平

赫伯特•I.席勒1919年11月5日出生于美国纽约的一个工人家庭。他在经济大萧条中度过了中学和大学时代，因此对于政治、经济问题的思考开始有了左的倾向。1941年，他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硕士学位，并先后任职于美国劳动部（Department of Labor）以及战时生产委员会（War Production Board）。1942年，席勒开始在军队服役，并加入了美国在德国的战后军政府。在德国，席勒见证了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在极短的时间内经历的强迫性转型过程，也看到了西德经济在美国的帮助下迅速复兴，而这种迅速复兴，正是东、西德分裂和反共产主义的副产品。在美国军政府实施重建西德政治、经济的这些活动中，席勒目睹了高超的政治技巧和强烈的阶级意识，例如，西方盟军宁愿任用前纳粹人员，也不愿意左翼人士进入西德政府。1949年，席勒回到美国，在纽约城市大学（City College of New York）找了一份教授经济学的兼职。1950年，他在布鲁克林区的普拉特学院（Pratt Institute in Brooklyn）找到了第一份全职工作，仍然是教授经济学的课程。1960年，席勒获得了纽约大学的博士学位，而他的博士论文正是对战后美国援外活动进行的政治经济分析。从1961年开始，席勒得到了伊利诺伊大学（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in Urbana）不定期的客座教职，并在1963年正式被伊利诺伊大学经济与商业研究所（Bureau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Research）聘为副教授。尽管他一直在企业研究系工作，但其研究也得到了斯麦兹所在的传播学研究所和斯麦兹本人的注意。在斯麦兹离开伊利诺伊返回加拿大以后，席勒接替他继续教授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课程。1969年，席勒出版了《大众传播与美帝国》（Mass Communications and American Empire
 ）一书，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关注和来自学校内保守势力的极大压力。伊利诺伊大学的保守派不同意席勒书中批评美国的观点，更不同意席勒直言不讳地反对越南战争的政治立场和态度。如同斯麦兹一样，席勒也受到了来自学术界的排挤。但此书的高知名度却使席勒获得了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注意，一批激进的学生和年轻的教师强烈要求校方聘请一位能代表第三世界国家说话并且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教授。于是，1970年，席勒转到加州这所著名的学校。他在那里工作直到去世。

主要理论（方法）贡献

作为美国传播政治经济学批判学派的奠基人之一，席勒的诸多著作界定了美国大众传播媒介的种种政治经济特征，对世界范围内批判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所做的就是试图阐释各个领域（包括电影、电视、新闻、教育以及出版行业）中的强有力的传播系统如何构成与创造不平等，或者至少证明其合理性。

他的成名作是第一本书——《大众传播与美帝国》。此书揭露了一般传播研究忽略的重要事实：自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和军方便一直积极支持电子工业巨头，使其获得利润丰厚的经济合同和有利的频率资源；国家与媒介在推动本国资本进行全球经济扩张的过程中也竭尽全力，通力合作。该书揭示了大众媒介与美国政府、军事工业构成联合体，共同控制美国社会的传播实质。通过对传播这种独具慧眼的分析，席勒呈现了这样一个事实：国家是处于资本主义社会互相联系的结构之中的。

席勒的著作始终将传播研究置于广阔的政治经济背景中。席勒的第二本书《思想管理者》（The Mind Managers
 ，1973）首次大量采用尼尔森公司、《读者文摘》杂志和《国家地理》杂志关于公司合并和跨国化的文件资料，持续、系统地批判了“信息社会”的思想，因为这些著名的公司是信息文化产业的主要政治文化代表。其后，他的《传播与文化统治》（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Domination
 ，1976）表述了他对文化帝国主义的见解，以及他对智利阿连德政府建立不同于传统资本主义管理方式的观察结果。这是“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代表作。席勒指出，几十年来，美国有意识地将它的“正确政治”标准强加给世界，采取的方法包括竭力推销“信息自由流通”的观点。

信息、传播和文化产业是席勒的学术研究坚持始终而不变的兴趣所在。他的第四本书——《谁知道呢：在财富500强时代的信息》（Who Knows: Information in the Age of the Fortune
 500，1981）和第五本书《信息和危机经济》（Information and the Crisis Economy
 ，1984）都转向信息控制的问题。席勒检验了信息和传播系统对跨国资本总体活动的重要意义，消除了信息技术中立的神话。他指出，技术是社会构造的产物，既不是自治的，也不是中立的。跨国公司是信息产业的主要推动者，因为信息产业帮助跨国公司消灭了地理距离。特别是，在《信息和危机经济》一书中，他提出，这种系统有助于克服发达资本主义的持续积累性危机，危及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和经济主权。在第六本书《文化产业：公司接管公共表达》（Culture Inc
 .: The Corporate Takeover of Public Expression
 ，1989）中，席勒从学术流派发展的趋势这一角度探讨了文化产业的问题，并对当今社会“头脑的商业化和工业化”表示忧虑。席勒的第七本书是《信息的不平等：日益加深的美国社会危机》（Information Inequality: The Deepening Social Crisis in America,
 1996），针对的是美国“信息社会”的危机。

此外，席勒与积极推动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芬兰政治批判学者诺顿斯特恩（Kaarle Nordenstreng）一道合作主编了《国家主权与国际传播》（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1979）。在这本书中，他们搜集了关于世界传播新秩序大辩论的各种主要观点。在转向对信息经济的批判将近十年之后，1989年，席勒返回对国际传播转型的长期兴趣，又与另两名学者合作出版了《希望与白忙：美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49—1985》（Hope and Folly: The US and UNESCO,
 1949—1985）一书，该书记录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呼吁建立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努力的寿终正寝。1993年，他与诺顿斯特恩再度合作，主编出版了《超越国家主权》（Beyond National Sovereignty
 ）一书，探讨的仍然是跨国传播与国家主权之间的关系。

对传播学科建制的贡献

席勒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传播学系的创始人。在学术研究上，席勒毫不掩饰他对全球性的媒介产业化的反对以及对有别于商业文化的文化形态的期盼；在治学上，他也期盼建立一种有别于传统的传播学教育体系。因而在1970年，他创办了传播学系。尽管这一理想最终受阻于传播学的新保守主义，但是席勒的思想影响了一批在那里就读的学生。1999年10月，在他80岁的时候，一个以“新全球经济中的媒介和传播”（Media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New Global Economy）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传播学系的主持下召开了。二十多名深受席勒思想影响的学者递交了论文。

另外，与达拉斯、斯麦兹、默多克一样，席勒被看做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他引导儿子丹•席勒也走上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之路。他也被认为是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创始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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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 1898—1979）

学术生平

赫伯特•马尔库塞1898年7月19日出生于柏林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16年，马尔库塞被征召入德国军队服役，并于之后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22年，他以论文《关于艺术家的德国小说》在弗莱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在弗莱堡大学，马尔库塞结识了现象学大师胡塞尔并接受了海德格尔的指导。1928年，他成为海德格尔的助手。1932年前后，马尔库塞首次接触到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并深深地被马克思的学说所吸引。由于犹太人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双重身份，他在1932年的授课资格答辩中受到海德格尔的刁难。1933年，马尔库塞和列奥•洛文塔尔会谈之后，经由后者向霍克海默大力举荐，最终加入了流亡瑞士日内瓦的社会研究所。当研究所最终落户美国之后，马尔库塞也来到了美国并于1940年加入了美国国籍。1941年5月，马尔库塞一家跟随霍克海默来到了洛杉矶。随着美国的参战，1942年12月，债务缠身的马尔库塞加入战时情报办公室下属的情报局，任高级分析师。1943年3月，他转到了秘密服务局（Office of Secret Service）工作，负责考察中西欧参战国的政治动态。二战结束后，秘密服务局被解散。由于妻子索菲得了癌症无法离开，马尔库塞转到美国国务院工作，任情报研究处东欧局代科长。尽管50年代社会研究所在法兰克福重建之后，马尔库塞尝试过重新回到德国，但最终没有成功。1957年，马尔库塞出版了《爱欲与文明》，这本著作尝试将批判理论与弗洛伊德主义结合起来，魏格豪斯称之为马尔库塞的“启蒙辩证法”。1958年，马尔库塞推出了《苏联马克思主义》，由此成为新时代创造性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学者。1964年，马尔库塞出版了其影响最为深远的著作《单向度的人》，这本著作对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当1968年的风暴席卷整个西欧和美国的时候，马尔库塞和他的这本著作成为革命的旗帜之一。这也促使马尔库塞相继于1969年和1972年发表了自己的两部革命论著：《论解放》和《反革命与造反》。这两部著作表达了马尔库塞对学术革命运动的支持和同情。1965年，马尔库塞辗转来到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直到20世纪70年代退休。在这期间，马尔库塞陆续发表了一批文章并经常对学生演讲，并且获得了美国大众媒体的广泛关注。由于他的立场有别于旧左派，并受到新左派运动的推崇，他也被媒体和学生誉为“新左派之父”。1979年7月29日，马尔库塞在德国讲学期间不幸病逝于慕尼黑附近的施塔恩贝克。除了以上提到的著作之外，马尔库塞的主要著作还包括《理性与革命》（1941）、《审美之维》（1979）。

主要理论（方法）贡献

马尔库塞在批判理论的谱系中占据重要的位置，应该说，马尔库塞的思想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他并不单纯借鉴马克思的批判理论，还深受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思想、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以及法兰克福学派其他学者的影响。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影响很容易在马尔库塞的著作中辨认出来，而海德格尔的影子就比较难以辨认了。事实上，马尔库塞对于海德格尔的思想经历了一个从接受到拒斥的过程。当1927年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问世之后，马尔库塞沉浸于海德格尔对于现时代的形而上学诊断，这种回归“此在”的努力使马尔库塞看到了把海德格尔和马克思结合起来的可能性，然而这种努力却因为逐渐产生的对海德格尔哲学及其本人的失望而宣告失败。马尔库塞曾经在晚年这样回忆他的努力：“我之所以相信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结合，精确地说是因为两者都坚持对实际的人的实存、人类以及人类社会进行具体分析。但我很快认识到，海德格尔所谓的具体性在很大程度上是装装样子的，是虚假的具体性，实际上，就像当时主导德国大学的哲学一样，他的哲学既抽象，又脱离现实，甚至逃避现实。”与整个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旨趣相似，马尔库塞的理论并不关注具体的传播现象和媒介事件，他善于把传播与媒介技术置于整个发达工业社会的总体之中。正如其《单向度的人》一书的副标题一样，在马尔库塞看来，对传播和媒介技术的研究是对整个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的一个环节和重要组成部分。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主要通过现代媒介技术进行传播，并且现代媒介技术是重要的社会控制手段。总体上看，马尔库塞与非理性哲学在对待现代技术文明的立场上一脉相承，是具有批判性和否定性的。这种批判既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其他学者有相互借鉴与承继的关系，又与之相互区别。

首先，马尔库塞通过对马克思和黑格尔的追溯展现了一种他眼中真正的批判理论，这是《理性与革命》所要完成的基本任务。马尔库塞一生的理论都建基于对一种批判的理性主义的追求，他将之看做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一脉相承的精神内核。尽管马尔库塞也同其他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一样，批判“压抑的理性”，然而，马尔库塞试图说明的是，黑格尔的理性恰恰不同于这种“压抑的理性”，它可以和革命画等号。而与这种理性相对立的是经验的实证主义，他认为实证主义是对经验事实不加批判的服从态度，是对现有秩序的维护，是现代极权主义的真正来源，而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却是与法国大革命的启蒙精神及民主主义紧密相连的东西。这种思想延续至《单向度的人》，就转变为一种对发达工业社会肯定性哲学的批判。这种观点受到了后来诸多学者（如南斯拉夫实践派的柯拉科夫斯基）的批驳，然而对于传播研究来说，重要的并不在于马尔库塞的结论，而是批判理论与实证主义的分歧以及理解马尔库塞的思想立场及其与德国理性主义传统的渊源。

其次，马尔库塞把弗洛伊德的学说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的努力也是其独特的理论贡献。尽管弗洛姆等人也在融合二者方面做出过卓越的努力，但马尔库塞的贡献在于，他对二者的结合真正以超越现有的意识形态为目标，而实现一种基于“爱欲”的人类的普遍自由与解放。《爱欲与文明》集中展现了马尔库塞的抱负。这部著名的著作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弗洛姆、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等人的回应，马尔库塞想要通过对弗洛伊德理论的修正去理解现代社会的压抑性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提供一种基于对“资本主义文明大拒绝”的乌托邦式的解放可能性。在马尔库塞看来，文明并非是“现实原则”对“快乐原则”单纯压抑的过程，而是一个破坏的本能逐渐压倒“爱欲”的过程，文明与爱欲的解放并不必然矛盾，恰恰是对爱欲本能的“额外压抑”增加了文明中的破坏因素。而真正的解放是在一个“非压抑”的社会中实现从“性欲”到“爱欲”的升华。在对解放前景的“乐观”估计方面，马尔库塞算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学者中的一个异类，也正是这种思想立场，使其深深地卷入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和西欧的革命风潮，甚至被称为美国的“新左派之父”。

再次，马尔库塞对于传播研究影响最大的思想当属其对于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集中批判，这个批判中包含了马尔库塞对于科学技术，尤其是现代传播和媒介技术的理解。与马尔库塞的所有其他研究一样，对“单向度社会”的批判依然是试图建构一种新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努力。在马尔库塞看来，当今社会是一个被科学技术统治的社会。由于冷战的终结，所有的历史可替代性选择也趋于沉默，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对于现代社会的理性秩序的建立和物质资源的丰富助力巨大，然而潜藏在这个社会之中的各种危机却层出不穷，其中最大的危机便是社会和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所有人的“单面化”，即所有否定性维度的遗失。这种遗失带来的恶显而易见：其一是所有真正个性的丧失和对虚假需求的满足，其二便是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化将最终导致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和管理，所以“单向度的人”描述的是一种“自觉服从现存思想和行为体系，从而丧失了批判维度和可以超越现存社会的替代性选择及潜力的维度的状态”。

媒介在这样的社会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是马尔库塞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首先，媒介技术在马尔库塞那里是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的传声筒，各类新闻媒体、广告宣传的重复催眠，教化和操纵人们的思想及行为，技术统治将人变成单向度的人，社会和人从而丧失了多元的原貌。媒介以无孔不入的方式进入人们的卧室、私人领域，乃至思想，侵入个人需要领域，使个人模糊了“真实需要”和“虚假需要”。其次，新的控制形式通过媒介展开自身，尤其是在文化和话语领域，媒介通过把内涵矛盾的语言抽象为形象和符号从而系统地清除了语言中的否定性因素，内容变成了话语形式的附属，这种话语的形塑和传播过程正是借由大众媒介实现的。最后，马尔库塞试图论证媒介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共谋关系。被国家掌握的大众媒介自然会本着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宗旨，把统治者的特殊利益当作普遍利益来宣传和灌输，通过混淆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这两个概念来引导大众；反过来说，媒介也通过自身的意识形态化赢得了利益，并且成为整个社会中无所不在的传播渠道。但由于马尔库塞认同解放的可能，他同样认为媒介最终会因为压抑达到极致而激发社会解放的潜力，并最终可能成为瓦解自我的工具。

对传播学科建制的贡献

马尔库塞在法兰克福学派中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对于今天的传播研究来说，马尔库塞提醒我们注意作为一种科学技术的媒介背后所蕴含的意识形态特征。这个特征有可能直接导向“肯定性思维”的泛滥，从而导致在发达工业社会，人们不再具有批判思考的能力。马尔库塞对于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承载物的批判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核心主题之一。在对现代社会的科学技术的理解上，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学者中的佼佼者哈贝马斯做出了与马尔库塞迥异的回答。他反对马尔库塞把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与传统意识形态的功能等量齐观。两种观点的主要区别在于：马尔库塞认为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和自动化程度的加深，使劳动变得越来越异化，科学技术割断了人与自然联系的纽带，严重扰乱了人的价值活动。哈贝马斯认为科技的发展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使社会的矛盾和经济的、阶级的对立成为次要的关系，技术统治的意识形态的核心是实践和技术差别的消失，用控制自然的方法来控制社会，导致的必然结果是伤害人和交往行为，压抑人的本性。正因为如此，哈贝马斯与马尔库塞为当代社会设计的解放路径也是截然不同的，哈贝马斯认为通过交往理性的合理化能够化解技术进步带来的人的压抑，而马尔库塞则选择了更为激进的“大拒绝”之路。

马尔库塞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学者中的代表性人物，他提供给今天的传播研究一种看待媒介技术的批判性视角。这个视角时刻提醒今天的传播技术和媒介技术研究保持与意识形态的距离，并且时刻反思任何“单向度”化的危险，而这也正是批判理论所要竭力维护的重要思想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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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W.凯瑞（James W. Carey，1934—2006）

学术生平

詹姆斯•W.凯瑞1934年9月7日出生于美国罗德岛普罗维登斯一个信仰天主教的爱尔兰移民的聚集地。凯瑞幼年被查出患有一种罕见的心脏疾病，他的母亲决定让他不进入学校接受教育。因此，凯瑞从小过着自己读书的生活，直到14岁才被送往学校接受正常的教育。凯瑞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和社区的成年人交谈，比如和退休老人一起读报，讨论政治。后来，凯瑞获得了州政府提供的奖学金，进入罗德岛大学，由此成为家中的第一个大学生。凯瑞原本主修的是工商管理（由于家庭经济原因及父母的压力），但他被哲学系教授奥利弗•史密斯的授课所吸引，第一个学期结束后就想转到文学艺术系，但他的申请并未获得通过。申请攻读硕士学位时，凯瑞决定申请新闻和广告专业，并最终进入了伊利诺伊大学广告学系。1959年，凯瑞获得硕士学位，1963年获得传媒经济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主题是“传播的经济：尚未发掘的领域”。在求学期间，凯瑞选修过格伯纳、达拉斯、史密斯等人的课程。读博士期间，凯瑞的导师杰•金森（Jay Jensen）建议他从杜威开始着手研究传播学，这直接影响了凯瑞对美国传播学的认识与解读。博士毕业后，凯瑞获得了在西北大学、伯克利大学、伊利诺伊大学等几所高校工作的机会，并最终选择在伊利诺伊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任教。在那里，凯瑞被提拔至院长。尽管凯瑞在施拉姆开创的伊利诺伊大学传播学系就读，但他在学术生涯中批判的正是以施拉姆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和效果研究所把持的传播学。从1974年到1975年，凯瑞获得了国家人文基金资助的项目，他得以从学院的行政事务中抽身，专注于写作《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正是在1975年，凯瑞接连发表了三篇重要论文：《加拿大传播理论：对哈罗德•伊尼斯的扩展和阐释》《传播与文化》和《传播的文化研究取向》。凯瑞对传播文化研究的理论脉络已经作出了初步梳理。1976年至1979年，凯瑞担任衣阿华大学乔治•盖洛普讲座教授。1988年，他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1996年，凯瑞担任哥伦比亚大学传播学院院长。凯瑞曾是美国国家人文科学基金和哥伦比亚大学甘耐特媒体研究中心会员，担任《传播》杂志的主编、新闻与大众传播学会会长。詹姆斯•W.凯瑞是美国文化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作为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学者，他对美国传播学影响很大，被誉为美国文化研究“最杰出的代表”。2006年，凯瑞发表了他的最后一篇论文：《全球化、民主和自由传播》。同年5月23日，凯瑞在罗德岛州的家中因肺气肿综合征去世。凯瑞的传播学研究集中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其代表作有：《传播与文化》（1975）、《传播的文化研究取向》（1975）、《大众传播与文化理论》（1977）和《作为文化的传播：媒介与社会论文集》（1978）。

主要理论（方法）贡献

凯瑞在传播研究中提出采取文化研究的路径，提出了传播的“仪式观”。面对20世纪中期以后美国传播研究的由盛而衰，凯瑞认为有必要重新讨论传播是什么的问题，从立足点开始找到复兴传播学科的路径。因此，凯瑞将美国传播研究的源头回溯到了杜威。凯瑞认为，自传播一词19世纪进入公共话语，在美国的文化语境中就存在着两种意义上的传播观念。第一种意为“传递、传输”，在这个意义上，传播技术本身成为思想的中心，其最终目的是控制空间和人。第二种则是“仪式”，有共享、共同参与的意味，“仪式”意义上的传播是一种以团体或共同的身份将人们聚集起来的典礼。凯瑞认为美国学术界一向以传播的传递观为主旋律，以传递观审视媒介时，问题往往集中于媒介对受众的影响。自20世纪40年代兴起的以拉扎斯菲尔德为代表的传播研究主流秉持的正是传播的“传递观”。凯瑞认为原有的经院式的研究已经走入了裹足不前的境地，而传播的“仪式观”为传播赋予了更为丰富的意义。凯瑞回到了杜威对传播的解读，在杜威那里，传播将社会联结到一起，人们参与到共同体的生活中，传播意味着共享。凯瑞指出，借助杜威的著作重新开启对传播的分析，可以使传播研究重获生机。

凯瑞在指出传播学面临的危机并指出文化研究的可取性时，也发现了美国本土文化研究的贫瘠，进而为文化研究在美国的本土化进行了一系列努力。由于关于文化的概念淡薄，凯瑞发现美国的文化研究被迫需要依赖欧洲的资源。因此，探寻美国传播学的文化研究思想源头、证明美国文化研究的合法性是凯瑞努力的一个方向。凯瑞重新建构了美国传播学的源头，即芝加哥学派。凯瑞指出，芝加哥学派被大众传播研究史所忽略，而芝加哥学派以及杜威的哲学才代表了进步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精髓。以杜威、米德等人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关注社会转型时期的现实问题，都抱有实用主义哲学与民主的信念，对于美国传播研究来说是长久以来被忽略但亟待重新挖掘的资源。凯瑞在提出传播研究的新范式后，又找到了其理论根源，抗衡原有的主流效果研究范式，为美国传播研究确立了另一个起点。

在重新厘清传播思想源头之后，凯瑞进一步阐述了传播学应采取文化研究这一路径的意义与目标。凯瑞“仪式观”的提出不仅受惠于芝加哥学派，也受到雷蒙•威廉斯、格尔兹和伊尼斯等人的影响。在仪式观的视角下，研究传播是研究有意义的符号形态被创造、理解和使用的社会过程以及如何建构现实。最终传播研究的目标是要增强人类交流，而非在传递观的主导下以实证研究得到控制的技巧与方法。文化研究就是在传播研究中关注意义探询的重要性，考察人们所处现实的文化价值。不同于美国传播研究的经验主义，凯瑞认为文化研究的目标不是控制人的行为，而是寻求对人类行为的理解，通过共享与沟通，建构并维系人类的文化世界。

以文化的视角研究传播思想，凯瑞分析了作为文化的技术。凯瑞认为，技术作为物质产品，是文化的产物。技术在日常生活领域和理论领域，都开启了思考传播的新方向，因此，将传播与技术、社会结构联系在一起，才能对文化有进一步的理解。在讨论技术与文化时，凯瑞以电报为例对传播技术进行了深入分析。凯瑞试图考察这样几个问题：传播技术形态的变迁如何影响经验建构？传播技术如何改变社会形态？凯瑞以电报为例说明，电报使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合法、有效，电报激发了公众对于和平、沟通等的乌托邦式的想象，改变了语言形式，进而对人们的日常观念产生影响。传播技术改变了人们的互动模式，催生了新的概念与社会关系结构，也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技术通过沟通来呈现其在社会中的影响。凯瑞对传播技术的分析结合了历史与文化，使之成为对文化的阐释。

凯瑞对新闻教育以及相关的民主问题有自己的见解，他的《新闻教育错在哪里》指出了新闻与传播的区别与联系，呼吁新闻教育中的人文取向。凯瑞回顾了美国新闻教育的传统。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作为美国新闻教育的重要基地，由普利策出资，培养新闻专业从业人员。然而，人文教育的缺乏，使哥大的新闻教育以业界需求为培养目标，这一做法被凯瑞所批判。凯瑞认为，这样一种对新闻（news）的理解使新闻教育成为社会控制的工具，而新闻（journalism）应当成为获取知识的一种研究，以人文关怀为尺度，促进社会的进步。凯瑞欣赏的芝加哥大学尽管从未开设过新闻专业课程，但其教育中的人文取向正是凯瑞所提倡的。20世纪40年代在战争中形成气候的传播学科在大学院校中有了一席之地，然而这样一门以控制为目的的传播学和新闻学相融合，侵害了新闻的自由精髓。在这个意义上，凯瑞认为，新闻隶属于传播学，对整个行业来说最终会危害民主政治。凯瑞认为新闻实践的目标在于追求民主，与传播活动中的广告、公关等实践有很大不同，40年代以后传播学的主流因为秉持“传递观”，其目标与意识形态控制、商业利益挂钩，因此，新闻不应被传播学所囊括。凯瑞的“新闻观”实际上表明了他对新闻与传播的理解。新闻（news）作为一种文本的形态，未必是凯瑞所说的具有灵魂、有其社会存在理由的作为实践的新闻（journalism）。察觉到新闻教育的危险，凯瑞提出了新闻三原则：新闻和新闻教育不等于或包含广告、传播、媒介研究、公共关系或广播；新闻作为独特的实践不可与媒介和传播混淆；新闻是民主的另一个名称，只有民主才会哺育作为社会实践的新闻。凯瑞在谈新闻与传播的区别时，使用的“传播”特指关于传播的科学，也就是传递观意义上的传播学。新闻的自由本质使其不应被以控制为原则的科学模式研究与教授，而一旦凯瑞理想中的新闻被已有的传播取代，那么新闻教育只可能与业界合作，而无法采取批判与审视的态度。凯瑞批判的是被商业利益与政治裹挟的新闻、缺乏人文基础且囿于行政研究的传播。对于凯瑞来说，新闻的自由本质与传播的仪式观都与美国民主相关，也就是说，凯瑞最终关心的是如何建立理想的民主政治生活，而这一目标恰恰与20世纪20年代芝加哥学派的旨趣相一致。

对传播学科建制的贡献

作为当代美国著名的传播学者，凯瑞的文化研究、对美国新闻教育的批评都对美国的新闻与传播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凯瑞在关注传播学科的发展面临的危机时，提出了传播的“仪式观”，改变了传播思想的起点，反对传播研究主流范式所采取的定量研究。以行为主义与功能主义相结合为特征的美国传播研究曾经有过不少成果，有部分重要原因是战争带来的社会危机迫切需要各学科对层出不穷的问题作出解答。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兴起的美国传播研究，到40年代到达鼎盛，这种兴盛在很大程度上指的是以拉扎斯菲尔德为代表的效果研究的丰盛成果。然而到1959年，贝雷尔森在《舆论季刊》上声称“传播学已死”。凯瑞认为效果传统在行为法则、传播功能中的权力、信号的成功传递方面并没有达成任何共识。整个研究退化到纯学院主义的层次：一本正经地重复一些不容置疑的东西。到60年代，传播学院系在美国纷纷建立起来。如何赋予传播研究以学科地位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仍然是悬而未决的问题。在面对理论创新贫乏的学科危机时，凯瑞认为，要获得一个全新的研究视野，需要回到芝加哥学派，回到杜威的传播观念。基于“共享”“参与”的意义，凯瑞提出了“仪式观”。传播在凯瑞那里是建构现实的人类行为，传播的主体没有受者、传者之分，而是平等的参与者。在哥伦比亚学派的主流传播研究中，研究的偏向集中在对受众产生的效果方面，割裂了传播中参与者的有机联系。以传播活动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是关于传播的科学，其最终目的在于控制，这与凯瑞对传播的理解截然不同。凯瑞对“传播”的意义的重新解读与溯源，直接影响了传播学领域的研究取向。

凯瑞提倡传播研究采取文化研究的路径，呼吁美国传播学接纳新的思想与研究路径，为传播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将传播与文化研究结合起来，传播研究的目的就不再是效果的实现，而在于解读人的行为。在理论上，凯瑞主张使用符号学理论，研究文本的意义如何被发现，分析传播的文化意义。方法上，凯瑞批判打着科学实证的旗号进行重复的研究，主张以民族志的方法探讨受众对文本的解读。凯瑞的主张开辟了一条与主导传播学的哥伦比亚学派完全不同的传播研究道路。另外，对文化研究的重新溯源使凯瑞得以将美国的文化研究与英国的文化研究区别开来。

凯瑞对技术与文化的考察，对传播研究中的媒介环境学派有新的启示。伊尼斯的传播思想对凯瑞有很大影响，凯瑞在分析传播技术时没有进行机械的分析，沿袭了文化研究的视角，将技术置于历史与文化中考察，讨论了电子革命的神话，也研究了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对传播技术有着深入、全面的分析，而没有落入技术决定论的狭隘视野。

凯瑞的新闻观念与传播观念，直接影响了美国的新闻教育，也再次将传播与民主联系起来。作为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主席，凯瑞的新闻教育思想对美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建设与课程设置都有重要影响。凯瑞认为新闻代表民主，其核心在于自由，新闻教育应当与许多人文学科相关。而在现实的商业化浪潮中，美国各新闻院系多以新闻业界需求为出发点设置学院课程，使新闻教育与业界合作，缺乏批判精神。而传统传播学研究又以控制为目的，将新闻置于传播学之下，很容易侵害新闻教育应有的自由、民主精神。凯瑞对新闻与传播的理解融于现实教育中，对美国新闻与传播教育的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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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1929—2007）

学术生平

让•鲍德里亚1929年7月29日生于法国兰斯（Reims），祖父母是农民，而父母则是小公务员。鲍德里亚作为其家族中第一个进入大学的人在巴黎的索邦大学学习德语。1960年至1966年间，鲍德里亚先后在巴黎等地做中学教师，在此期间，鲍德里亚在萨特创办的《现代》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文学评论，并翻译了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1966年，鲍德里亚以《物体系》（1968）作为博士论文接受了由亨利•列斐伏尔、罗兰•巴特和皮埃尔•布尔迪厄组成的评委会的评审且顺利通过，并在同年10月留任南特大学教授社会学。作为左翼政治的大本营，南特大学和鲍德里亚都卷入了1968年的“五月风暴”。这之后，鲍德里亚进入了学术的高产期，相继出版了《消费社会》（1970）、《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1972）、《生产之镜》（1973）、《象征交换与死亡》（1976）等一系列重要的著作。1970年，鲍德里亚第一次访问美国。1973年，他数次访问日本，并于1981在日本得到了自己的第一台相机，这使得他日后成为一名业余摄影师，并在1999年出版了《论摄影》，在2000年举办了个人摄影作品展。1986年，在南特大学任教20年后，鲍德里亚转至多芬大学（巴黎第九大学）社会经济信息研究中心任教，直至1990年辞职退休。这期间，鲍德里亚还任教于位于瑞士萨斯费（Saas-Fee）的欧洲研究院。晚年的鲍德里亚在美国和欧洲的报刊上发表了诸多极具影响力的评论文章，其中以1991年针对海湾战争发表的《波斯湾战争不曾发生》和2001年针对“9•11”事件发表的《恐怖主义的精灵》两篇文章最为著名，他以一种后结构的方式批评了大众媒介制造出的当代幻象。2007年3月6日，鲍德里亚在巴黎病逝。

主要理论（方法）贡献

鲍德里亚的思想和其文风一样，并不遵守严格的学院规范，这一点在其晚年的著作中表现更甚，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既非哲学家亦非社会学家。我没有遵循学院生涯轨迹，也没有遵循体制步骤。……我的作品从来就不是大学学院式的，但它也不会因此而更有文学性。它在演变，它变得比较不那么理论化，也不再费心提供证据和引用参考。”学术界对鲍德里亚的定位常常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这种观点尤其以著名的鲍德里亚研究专家凯尔纳为代表。然而近年来，有国内学者提出，批判现代性并描述后现代状况并不意味着其就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纵观鲍德里亚的思想，他的确为我们描述了一幅摄人心魄的后现代景观画，然而他的立场从来都是批判和挑战性的，而非把后现代看做现代性的最后出路和希望。总体上看，鲍德里亚为我们描绘了一个由拟像统治的社会，真实不再是真实之源，而成为一种由拟像生产出的超真实。早期的鲍德里亚聚焦于由符号和景观统治的消费社会，而晚期的鲍德里亚则把这种已经颠倒了真实和表象的社会理论推向了极致，他认为在当代社会甚至连表象本身也不存在了，存在的只是“内爆”了的超现实。而这一由《象征交换与死亡》完成的革命性理论也是众多学者把鲍德里亚归类为“后现代主义者”的理由。在鲍德里亚的理论网络中，不管是早期的消费社会，还是后期的拟真社会，媒介都扮演了中心角色。这种角色也伴随着鲍德里亚理论逻辑的变化而不断地发生改变。鲍德里亚对于媒介是一种形式的理解，受到麦克卢汉的影响。鲍德里亚并不关注媒介的具体内容及其效果，而更为关注由“媒介形式”的改变而带来的社会关系的变化，正如20世纪70年代他在与德国哲学家恩岑斯贝格（Hans Magnus Enzensberger）关于媒介功能的争论中所言：“媒介并不是引发某种社会关系的内容的载体，而是社会关系的实化形式和运作，这种关系与其说是宣传性的，不如说是交流的抽象、隔断和取消。”当然，遵循鲍德里亚的思想逻辑，我们也可以将其对媒介的观点分为早期与后期两个阶段来理解。早期的观点集中反映在《物体系》《消费社会》和《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三部著作中，而后期的观点则散见于《象征交换与死亡》《拟真与拟像》以及鲍德里亚公开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这两个时期的观点具有承续性，可以将其看做一条完整的媒介批评理论的逻辑链。

早期的鲍德里亚对于媒介的关注集中在两个焦点上：其一，媒介形式本身在现代社会的存在方式；其二，广告在消费社会中的角色和运作机制。首先，在《物体系》和《消费社会》中，鲍德里亚提出了一种由物体系支配的社会形式。他通过引入符号学的概念，把现代社会被物体系支配的状态指认为一种不同于前现代的基于符号消费的社会状态。不同于马克思笔下功能性的物，鲍德里亚认为物的真正价值在消费社会中恰恰是非功能性的，“要成为消费的物，物首先要成为一个符号”。他指涉的不是生产出的物的使用价值，而是其符号价值。消费社会通过大众传媒传达信息，这些信息并不参照外界，而是对真实的“人工合成”。在此处，鲍德里亚同意麦克卢汉的判断，认为重要的并不是媒介的内容，而是形式，媒介的形式本身便是一种新的社会关系，这样一种由不同媒介形式共同构建的媒介全景就是消费社会的总体信息。这种判断在后期的鲍德里亚那里更加极端，并且超越了麦克卢汉把媒介技术看做主体的延伸这样一种技术乐观主义论。在与恩岑斯贝格的争论中，鲍德里亚甚至反对媒介是交流的工具，因为媒介是反交流的，在媒介自身制造出的符号世界中，回应是不存在的。与此相类似，鲍德里亚认为整个商品体系也是一种大众媒介，它构建的世界已经包含了自我回应。鲍德里亚语境中的媒介特征契合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中那种抽象的主体。在这里，媒介和商品共同建构起消费社会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指的是在丰裕社会中对符号价值的被迫消费，是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的当代体现。在消费社会中，广告被鲍德里亚看做这个时代“最出色的媒介”。通过广告，商品实现了自身价值的转换，人们消费的不再是商品本身，而是其意义。广告提供的意义重塑了我们对于社会关系的理解，从而代替了真实的社会关系本身，成为标识人之差异的唯一符号。通过广告制造出的差异表面上看是在推介个性化的商品和生活方式，然而实质上只是通过符号序列来制造欲望，消灭个性。这种符号序列在消费社会表现为重复的不同，各种不断更新换代的商品承载着同一使用功能，但却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它们标明的是现代社会的社会关系。同时，在广告中，身体和性成为最重要的消费品，这宣告了在德波、福柯的语境中可以同时作为控制和革命手段的一切力量之破产。

晚期鲍德里亚的媒介理论更加激进，他在消费社会的基础上构建出了“拟像—内爆—超真实”的三位一体。“内爆”（implosion）是鲍德里亚从麦克卢汉那里借来的概念，然而在鲍德里亚这里，内爆意味着拟像和真实之间界限的消失，这种“内爆”对应于现代商品社会中商品的扩张性的“外爆”，是在媒介中发生的表象和意义、主体和客体混沌一体的状态，这意味着意义、真实的死亡。媒介展现的景象成为比真实更为真实的超真实，这种超真实是通过仿真和拟像实现的。在鲍德里亚看来，拟像的发展具有三个阶段：文艺复兴到工业革命之间的仿制阶段、工业时代的生产阶段以及由符号支配的拟像阶段。在第三个阶段，超真实才代替了真实，甚至替代了想象。鲍德里亚认为，由于这种媒介景观的内爆，广告、新闻、政治、娱乐等一系列唆使人们消费、行动的信息构成大众的真实生活，大众不胜其烦，成为忧郁、沉默的大多数。最终，任何阶级、价值、意义甚至意识形态都会在大众之中内爆，大众成为能够吸收一切的黑洞，这个社会也必将终结于内爆之中，并将终结社会历史本身。

对传播学科建制的贡献

如果把鲍德里亚放在传播思想的谱系中，他的前面可以写上许多人的名字：马克思、莫斯、德波、巴特、列斐伏尔，甚至麦克卢汉。然而，在他之后，就很难找出将其道路延续到底的人了。即便是凯尔纳，也在吸收了鲍德里亚的思想后，退回到了德波和文化研究的理论路径之中。究其缘由，无外乎晚期鲍德里亚的思想太过激进和神秘，难以推进。尽管如此，鲍德里亚的思想在媒介研究的思想谱系中依然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尽管继承者稀少，但鲍德里亚的思想与其诸多前辈和同代人可相互参照。在传播思想上，鲍德里亚和麦克卢汉、文化研究以及福柯可以相互比较。

鲍德里亚的很多媒介思想和麦克卢汉具有相似的旨趣。首先，鲍德里亚赞赏麦克卢汉“媒介即讯息”的判断，并且同样认为社会事物是通过“它在文化形式中的表达而出现的，这些形式都通过媒介而得以扩展”。麦克卢汉看到了媒介形式进程中内爆的趋向，他用“地球村”的比喻来形容这种趋势，而鲍德里亚显然是把这种比喻转向了完全不同的反面，即“真实的荒漠”。其次，鲍德里亚认为麦克卢汉的范式依然是雅各布森（Roman Jakobsen）的形式化模型“传递者—信息—接受者”（编码者—信息—解码者）的变种。在这种形式化的模式中不管方向如何，都不存在交互性的媒介模型，这是一种社会符码交换体系的缩影。在鲍德里亚看来，建立一种涂鸦广告式的直接即时的回应模型才能构成超越性的媒介行为。

鲍德里亚对于麦克卢汉的超越和文化研究有着诸多共通之处。相比于鲍德里亚晚期的理论，文化研究的媒介理论显得平和很多。20世纪90年代他在美国声名大噪，报刊甚至称他为“知识的恐怖主义者”。在很多方面，鲍德里亚提供给文化研究的并非具体的理论，而是一种新的视角。通过这种视角，凯尔纳、波斯特等人对于媒介景观和媒介符号营造出的拟像和超真实的社会进行了多角度的开拓。在文化研究者那里，鲍德里亚的理论常常被拿来和批判理论、各种后现代理论、符号学理论作比较性研究，原因就在于这样可以避免轻易接受鲍德里亚理论中符号结构的万能性，尽管这样的结构有助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深层次的交往关系，并排除主体和理性这些古典概念的干扰。

最后，鲍德里亚和福柯的关系是在鲍德里亚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忘掉福柯》之后被人们广泛讨论的。鲍德里亚在这篇文章中抛弃了福柯的泛权力观，把福柯对权力与性的阐释称作“古典时代”的产物，认为福柯能够对此娓娓道来正说明了这种关系已经终结。鲍德里亚对于福柯的批判有其合理的成分，例如，福柯确实在建构权力网络的时候忽视了当今社会中一些重要的权力领域，如消费、时尚和娱乐等，福柯对这些领域中权力机制的运作显然是关注不足的。在这种由符号建构起来的社会中，权力实际上成为“漂浮的能指”，成为死权力。鲍德里亚通过对福柯的反驳重申了自己对于拟像社会的观点，他甚至认为权力这种历史性的真实存在也被消解掉了，这也是为什么福柯只能指认权力却不能描述当下权力的真实机制，因为这个真实的机制以及权力自身的推进、控制、挑战、反抗都已不复存在。对于这个争论，凯尔纳认为鲍德里亚走得太远了，他认为权力的形式是多样的，并且在一定的情境下发挥功用。福柯的权力观固然不够全面，但他也同时在描述权力在制造隔离和分化的过程中对“内爆”的超越。凯尔纳坚持一种包含了福柯和鲍德里亚的理论的多视角的权力观，事实上，这也是美国文化研究能够从鲍德里亚那里汲取营养的一个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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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

学术生平

约翰•杜威1859年10月20日出生于新英格兰佛蒙特州的伯灵顿市。1879年杜威毕业于佛蒙特大学，他的导师H.A.P.托里曾任佛蒙特州弗金斯公理教会的哲学教授。1884年杜威获得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888年受聘为明尼苏达大学哲学教授，一年后在密歇根大学任哲学系系主任。在19世纪80年代末，杜威集中精力研究意识与行为的一般层面问题，讲授伦理学和政治哲学方面的课程，这一时期被研究杜威思想的学者认为是其民主理想的发源时期。1892年杜威试图与福特、帕克办一张名为《思想新闻》的报纸，这一计划是杜威民主理论与实践的最初尝试，但该办报计划最终搁浅。1894年至1904年，杜威在芝加哥大学担任哲学系、心理学系和教育系主任，1902年至1904年兼任芝加哥大学教育学院院长。1903年，杜威与芝加哥大学哲学系的其他成员合作出版《逻辑理论研究》。作为哲学系系主任，杜威逐渐把一批青年学者会集到芝大，包括詹姆斯•R.安杰尔、乔治•赫伯特•米德、詹姆斯•H.塔夫茨等人。在芝加哥期间，作为行动主义者的杜威关注社会问题，并在实际生活中展开行动。为了探索自己的哲学在教育学方面的意义，以及由于他对民主的思考日益深入，杜威向芝加哥大学的官员们游说，建立了芝加哥大学实验学校，为芝加哥的教育改革作出了贡献。然而，由于杜威擅自任命自己的妻子担任实验小学的校长，最终导致校方不满，并解除了杜威妻子的职务。此后，杜威与妻子一起离开了芝加哥。1904年至1930年，杜威在哥伦比亚大学任哲学系教授。杜威还担任过美国心理联合会、美国哲学协会、美国大学哲学联合会主席。杜威的教育观念与实用主义哲学使他成为美国著名的学者，也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杜威的传播思想是其学术研究的一个部分，其传播观念被詹姆斯•凯瑞建构为大众传播研究的思想源头。罗杰斯、切特罗姆、凯瑞等人都将杜威列为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1927年《公众及其问题》的出版是杜威针对李普曼关于民主问题的看法的回应，被凯瑞称为李普曼与杜威之间的一场争论。杜威对于传播的双重解读也构成了芝加哥学派关于传播研究不同的两支，直接影响了米德与帕克对于传播的深入理解与研究。1952年6月1日，杜威死于肺炎。其学术代表作有《民主与教育》《人的问题》《经验与本质》和《公众及其问题》等。

主要理论（方法）贡献

杜威的传播思想可以说是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的基石。杜威不属于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核心成员，但却是该学派的先驱。他对传播的理解，导致后来芝加哥学派在传播研究上采取了不同的路径。事实上，杜威的思想对于整个美国大众传播研究都有重要意义。

杜威的民主观念是其传播思想的基石，他的民主理论也是公共领域和交往理性等理论的雏形。杜威之所以对传播产生兴趣正是由于他在传播领域中看到了民主的可能。19世纪末，杜威形成了自己的有机民主论的观点，同时注意到现代传播的潜能。1894年，杜威在《伦理学与政治学》中指出，民主政治的重点在于为社会中所有个人的自我实现创造条件。杜威认为，“应该使知识投入生活的洪流”。杜威试图走出课堂传播其民主观念。1888年，计划办一份“社会学报纸”的福特找到了杜威。杜威认为，福特的计划为参与民主创造了基本条件。在计划创办《思想新闻》的过程中，杜威进一步形成了对民主的认识。杜威认为个人意识是社会性的，民主取决于能否进行平等的知识分配，他希望有这样一份报纸，其职责是开启民智、报道城市生活的真实动态。最终《思想新闻》没能创办，杜威也没有投身新闻界，而是回到对传播的政治和社会意义的思考。

杜威将传播理解为其研究的出发点，因而他对于传播学来说很重要。杜威认为，“在一切事物中，传播是最美妙的” 。1915年在《民主与教育》一书中，杜威表达了他将传播看做物质的进步的观念，提出社会不仅因传递与传播而存在，社会正存在于传递与传播中。杜威认为，传播是人们实现共同占有事物的手段。在传递的意义上，杜威对于传播提高效率、帮助推动科学研究的潜能产生兴趣，指出传播技术带来的物质与技术传递可以重建被现代工业破坏的交流平台。杜威对传播技术的乐观态度使他相信社会可以被传播改变。杜威将现代传播看做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种新生力量。在这个基础上，他发展了传播之“传递”的意义。从19世纪90年代起，杜威对改进速度与效率的现代技术发生了兴趣，认为技术对于改变科学研究来说有着重要意义。所以，尽管杜威感慨现代社会破坏了传统社区，机器时代的到来使公众变成了一盘散沙，但是，传播技术的发展使杜威看到了希望——传播技术使人们得以共享信息并充分交流。传播作为工具，把人们从其他事务的压力中解放出来，最终目的就是分享，同时传播的意义在这种被分享的社会意识中得到强化与巩固。

另一方面，杜威认为，传播的意义是使人们分享社会中宝贵的目标与学问，传播是手段，也是目的。杜威的哲学家身份使他很自然地受到“交流”这一概念的影响，从而赋予传播参与共享的意义。传播促成经验的共享后，就可以将人们联结在一起，形成有机整体。杜威对共享式传播的理解，也是其参与式民主理想的体现。杜威在《民主与教育》中也提到，传播是人们得以拥有共同事物的方法，共识需要传播。在杜威看来，传播建构社会，传播是社会共同性得以实现的基础。作为符号互动论的先驱，杜威认为社会事实在互动中被建构起来。人的社会意识被传播建构，社会意识在社区中被培养起来。共同体的本质在于经验的分享，传播就是建立共同体的手段。基于充分的传播、交流，人们的意见达成一致，而不是在强制秩序下被迫聚集并遵守秩序。

传播是杜威参与式民主观念的基础，杜威在思考民主政治的同时研究了传播与政治的联系。杜威阐述了他对民主的理解——公众不是固定的大众群体，而是基于公共事件临时聚集并参与讨论的群体。民主源于社区的人际交流，杜威欣赏的民主正是社会成员对信息与经验的共享。在这个意义上，他与李普曼对民主的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立。1922年李普曼《公众舆论》的问世对杜威的参与式民主理想发起了挑战。杜威的民主观念在1927年的《公众及其问题》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该文也是杜威就李普曼对现代民主的批评所作的回应。在《公众及其问题》中杜威针对政治、传播与研究方法展开了讨论。如何使机器时代的巨大社会变成大共同体是杜威最关心的问题。在《公众及其问题》中，杜威认为，只有现代传播手段才能使大众恢复活力。杜威期待凭借传播技术的迅速发展使新的有机体得以形成，从而带来思想的广泛传递与快捷的交流，进而形成民主意义上的公众舆论。杜威不赞成李普曼面对“幻影公众”的解决方案，但是李普曼与杜威在对民主问题的分析上仍然有某种程度上的一致：为使公众舆论更具有理性，两人都提出民主应与社会科学相联系，而李普曼对公众、新闻以及民主之间的关系所作的分析，杜威也表示了某种程度的赞同。一战结束后，杜威同样注意到国家仍然利用新闻宣传操纵民意，威胁到民主制度。李普曼对公众舆论可靠性的质疑被杜威看做对民主“最严厉的控告”。杜威认为民主不能由精英治国实现，民主是在公众交流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对于杜威来说，民主的要义在于平等、自由而不是正确与秩序；公众的意见要比首长或是官员的意见更为重要；实现民主的可能就在于传播使人们得以重建“共同体”。即使杜威未能创办自己理想中的报纸，但他依然相信新闻媒介可以成为提供信息的平台，大众传媒是推动实现民主的现代技术。杜威的民主思想和传播思想，都与进步主义息息相关。在对待媒介的问题上，杜威认为媒介可能具有范围广泛的人文意义，传播可以形成交流并进而形成共同体，而李普曼则完全否定了这种可能性。

杜威的哲学思想以及对传播与民主的发展的看法，都是乐观、积极的，但是杜威也和李普曼一样发现了媒介对民主的破坏，发现媒介以新闻自由之名为商业服务，谋取利润，包括制造偏见、操纵舆论，传播技术的发展未必能带来传播内容的改进。在杜威晚期的著作中，他明确表示，他寄予希望的传播技术没有帮助人民共享经验，媒介为了自身利益维护现存制度，成为权力机构控制社会的工具，新闻机构为歪曲民意提供了手段。杜威对传播被操纵的情况的批判，接近后来哈钦斯委员会的社会责任理论。但是，即使在晚年目睹了传播技术走向了他期望的另一面，杜威对于民主的关注也从未停止。

对传播学科建制的贡献

杜威是美国传播思想的开启者。直到今日，杜威的传播观念依然为传播学的发展提供了诸多可能。由于从多学科的角度考察了传播问题，杜威的传播学思想体系比四大奠基人更为丰富。杜威对于传播学科思想的贡献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杜威的传播观念直接影响了芝加哥学派传播研究的发展，也开启了行为主义心理学与传播研究相联系的视角。以米德、库利为代表的符号互动论一派，将传播理解为互动与信息共享，在人本主义的社会哲学层面上思考传播。传播即人与人的互动这一观点直接影响了米德的传播研究，米德毕生试图证明符号决定心灵的形成，人的社会化由传播完成。作为符号互动论的代表人物，米德在杜威的传播观念中发展了自己关于传播建构社会的思考。杜威对于人的社会意识的理解影响了米德，米德研究心灵、自我与社会的关系证明了传播决定人的社会化。语言与社会意识使人们交流，互动使人们有可能真正通过交流形成社区，进而形成共同体，而共同体正是杜威的民主观念的基础。而以帕克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主流则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发展了传播的“控制”与“劝服”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是结构功能主义与哥伦比亚学派的先驱。杜威的传播观中同样包含“传递观”的意义，在这个层面，帕克将其思想发扬光大，通过经验研究给出针对社会失范问题的对策。帕克对杜威传播观的改造使他在“控制”的意义上研究大众传播，《移民报刊及其控制》就是主张通过控制移民报刊来解决移民带来的社会问题，进而维护社会稳定。帕克领衔的经验研究成为后来芝加哥学派的主流，但在其根本思想即“控制”的意义上，已经背离了杜威关于民主的观念。但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社会学芝加哥学派“边缘人”米德还是核心人物帕克，他们对传播的理解都由在1904年就离开了芝大的杜威所开启（参见本书米德和帕克词条）。

第二，杜威以传播为基础关心民主、试图通过传播解决社会现实问题体现了他实用主义哲学的精神，这种研究态度可以被看做芝加哥学派治学态度与方法的一贯作风，或者说，是整个传播学科需要的研究态度与方法。1892年杜威就有办《思想新闻》的想法，希望通过新闻传播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引导社会民主化进程。杜威的这种实践思想源于他对美国民主政治的关心，也是他对大众传播能够提供民主基础的期待。杜威不是只在象牙塔内做研究的学者，而是参与社会活动进而积累并创造知识。尽管《思想新闻》的计划最终流产，但杜威知行合一的研究态度成为芝加哥学派的表率。杜威秉持乐观主义的态度，认为包括传播研究的社会科学都应为实现社会进步解决相应的问题。

第三，杜威的传播“共享”意义被詹姆斯•凯瑞重新解读，开辟了传播学文化研究的路径。20世纪40年代，以拉扎斯菲尔德为代表的哥伦比亚学派成为传播研究的主流范式，但该学派在经历过理论的繁盛之后进入了裹足不前的阶段。凯瑞在批判了行为主义与结构功能主义在传播研究中的局限与问题后，以杜威的传播观念为源头，提出传播的“仪式观”，进而引入了文化研究，杜威的传播观念成为美国文化研究本土化的证明。杜威的传播观念对于传播学科的范式重建有着重要意义。

最后，用切特罗姆的话来说，在早期的传播思想中，杜威具有最宽广的眼界。杜威的传播观念对传播研究的不同范式都有重要影响。对传播与民主这一主题的思考奠定了传播学的基本思路，即把新闻与传媒放到社会情境中加以研究。而杜威的“参与式民主”思想中，隐含的是人文主义的思想，在后来的传播研究发展中融入文化研究与批判研究，使传播学研究不囿于实证主义的方法与理论，影响了传播研究的思想家与批判者，这其中也包括詹姆斯•凯瑞（参见本书凯瑞词条）。可以说，杜威的传播观念开创了大众传播研究人本主义的路线，也成为重新探寻传播学科发展路径的源头。杜威与米德一起，奠定了芝加哥学派的精神气质。杜威基于对传播的考量，发展了他的民主思想，被罗伯特•威斯布鲁克认为是现代美国思想史上深度与广度都无与伦比的民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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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D.彼得斯（John D. Peters，1958—　）

学术生平

约翰•D.彼得斯1958年出生，在美国马塞诸塞州长大，20世纪70年代在杨百翰大学英语专业求学，1980年至1982年间先后在犹他大学获得英语专业本科学位和语言交流专业硕士学位，1986年获斯坦福大学传播理论与研究（Communication Theory and Research）博士学位。1986年至今执教于衣阿华大学，2008年起担任传播研究系（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主任。在此期间，彼得斯曾以访问学者等身份赴荷兰、希腊、英国、西班牙等地的大学进行研究和交流，多次在美国国内、国际参与学术会议和演讲。1999年出版的《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在次年获得美国传播学界最高奖项——美国传播学会奖。彼得斯的哲学和传播学论文散见于《大众传播批评》《媒介、文化与社会》《社会学理论》等权威学术刊物上。主要著作除了《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外，还有《追逐深渊》《大众媒介和美国社会思潮》《媒介研究经典文本解读》等，其中后两本为与人合作编写。

主要理论（方法）贡献

1999年，彼得斯的著作《交流的无奈》出版，本书以其对传播思想史的独特书写在学界引起巨大反响。《交流的无奈》熔哲学史、政治史、媒介技术史为一炉，把“交流”这一人类行为及不同时期的思想家对其之思考放入有数千年历史的西方思想传统中，试图回答“交流在何种意义上是可能的”这一问题。之所以需要将问题限定为“在何种意义上”，是因为彼得斯在书中否定了西方思想传统中“天使般的交流”这一沟通的完美形态。彼得斯指出人的主体性或者自主性本身就构成了“天使般的交流”的障碍，人的头脑之间不可能直接沟通。而“完美的交流”所面临的另一个核心困境在于因为交流都会涉及媒介，无论这个媒介是语词还是机器，只要是多了媒介就一定要冒意义被扭曲的风险。所以在彼得斯眼中，与其说交流是为了“心连心”，不如说交流是“一场没有保证的冒险，而凭借着符号去建立联系的任何一种方式，都是一场赌博”。

在本书的开端，彼得斯对“交流”进行了词源学的考察，又结合20世纪20年代学术界的争论，提出了他心目中的“交流”的两种基本模式——对话和撒播，前者以苏格拉底为代表，后者以耶稣为代表。彼得斯说明了他指出这两种基本模式的目的：一方面为单向撒播的形式正名，另一方面则要超越盲目地颂扬对话的惯例，仔细探究什么交流形式最适合民主政治和道德生活。彼得斯承认苏格拉底的对话思想中“互惠”的观念是道德理想，但是他认为这种理想是不充分的，因为支撑这种理想的爱在于渴望同一（oneness），这非常难达到，而相反，耶稣的爱是对他性（otherness）的同情，不是站在求得对方回馈的基础上。粉碎了传统对于完美的交流的不切实际的期盼，也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彼得斯接下来称招魂术传统为“错误的历史”。否定了“完美的交流”的历史后，彼得斯转向了黑格尔、马克思和克尔凯郭尔。而这三人之所以会被他归为一种传统，是因为他们三人“同意和招魂术传统对位的原理：具体化的不可简约性、自我的双重性和意义的公共性。他们在客观条件这个问题上互相联系，这些条件首先使自我成为可能；在主体间的关系上，他们与神学、权利和扭曲的协调，超过了唯灵论者”。将理论的基石牢牢地奠定在这一传统上之后，彼得斯在回顾19世纪时将焦点转移到了交流的媒介及其形态上，通过对一种极端的交流形式——生者、死者之间的交流——的分析，他力图说明“由于有媒介的中介作用，我们身处其中的交流情景基本上是解释性的，而不是对话式的”。循着这个思路，他认为因为都需要借助媒介，生者之间的交流和生者、死者之间的交流其实也并无不同，它们都不可能完成苏格拉底的对话理想。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彼得斯开始分析20世纪出现的那些媒介，从电报到图灵机，它们真正能做的不是帮助我们“心连心”，而是“手拉手”。据何道宽所述，本书的标题speaking into the air直接取自《圣经》，直译为“向空中说话”，意思是浪费精力、毫无意义的徒劳之举。一方面，彼得斯以这样决绝的方式为传统理想——天使般的交流——祛魅；另一方面，他却又带有悲壮的情怀说“交流作为桥梁的概念，总是意味着，有一个万丈深渊等我们去跨越”。

显然，彼得斯对交流这个“深渊”的探索并没有在这部传播思想史完成后中止，2005年他又出版了《追逐深渊》（Courting the Abyss
 ）一书。此书通过重新梳理和审视自由言论（free speech）背后的自由主义思想传统来考察媒介，尤其是大众媒介在民主社会中的角色。彼得斯认为在欧洲历史上，关于自由言论的争议与印刷术的发明出现在同一时期并不是一种巧合。他指出，自由言论在自由主义的支撑下在今天似乎已成为一种不言而喻的正确主张，任何关于自由言论之“自由”的界限在哪、存在怎样的伦理问题的讨论都被视为对言论自由的敌视，同时对“恶”的表达的宽容则体现了一种未经反思的天真，而这恰恰体现了今天自由主义之“不自由”的倾向（liberalism's illiberal tendencies）。彼得斯持此观点的原因是他重新梳理了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系谱，重要的是，他在梳理时着力说明各个时期的自由主义带有其时代特征，如果脱离时代特征去理解这些思想和思想家，就是肤浅和片面的。比如早期人们对言论自由的大力推崇和不畏惧其与“恶”进行竞争的原因带有启蒙时代对理性的强烈信任（而今天这种强烈的信任已经不复存在），又如，彼得斯将穆勒对于自由主义的激赏与西方的另一思想传统斯多葛主义（stoicism）相联系。斯多葛主义主张接受痛苦，受此影响的穆勒也清醒地看到了自由言论可能会带来的危害和要付出的代价，穆勒甚至明白没有什么能保证真理会“自动地”战胜错误。换句话说，彼得斯认为今日自由主义者对于穆勒在自由言论问题上的见解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读。这种误读使得如今的自由主义者仅仅接受了穆勒对自由言论的赞赏，却没有注意他的反思，比他们的前辈更天真。彼得斯说明了自由现代性（liberal modernity）和一个价值中立的社会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某种程度上批判了在自由和价值中立之间画等号的行为。他认为在今天，民主的交流要打破由科学的理性主义、文化相对主义和道德的绝对主义营造的僵局。需要注意的是，正如约翰•阿姆斯特朗（John Armstrong）所说，彼得斯似乎总是沉浸在他那个由印刷术或者电视机所主导的媒介世界中，他所想象的媒介受众一直是面目模糊的大众，却常常忽略媒介帝国的版图的巨大变迁及这种变迁所带来的变化，比如互联网和卫星电视极大地加速了分众传播，使得大众传播式微。

彼得斯的两本专著的一脉相承之处展现了他的研究路径，无论是“交流”还是“自由言论”，他都致力于通过重新书写相关的思想史来建构自己对于该主题的认识。而他与人合作编著的两本文集则更直观地反映了他如何看待传播学领域的学术成果。《媒介研究经典文本解读》的副标题即说明了本书要回答的三个核心问题：在媒介研究中是否存在奠基性文本？应该有这样的文本存在吗？如果有，是哪些？彼得斯及其合作者认为在媒介研究近五十年的历史中，存在着一些并不随时间流逝而褪色的经典文本，即使在不同的时期我们对这些文本在媒介研究和传播学中所作的贡献会做出不同的评价。该书对哥伦比亚学派、法兰克福学派、芝加哥学派、多伦多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五个学术团体的十三篇奠基性文本作了介绍和点评，成为传播学和文化研究专业的学生了解这一领域的参考书。《大众媒介和美国社会思潮》（Mass Communication and American Social Thought
 ）则追溯了在大众媒介全盛时期——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各社会思潮的代表人物是如何理解大众媒介的，以及对其抱有何种忧虑和希望。此书的根本动机是通过对经典文献的回溯将对大众媒介的早期研究放回到更宏大的社会背景和学术框架中。

对传播学科建制的贡献

彼得斯对传播学史的书写具有创新性，他既不接受批判研究与经验研究这个学科史中经典的二元对立，也不循着5W模式衍生出来的控制研究、内容分析、媒介研究、受众研究和效果研究来寻找这个学科的边界，而是从“交流”（communication）这个词本身出发，致力于书写交流及与交流密切相关的思想的历史，将其上溯至耶稣、苏格拉底，下访至黑格尔、克尔凯郭尔等。彼得斯认为一部传播学史应当回答我们今时今日对于“交流”乃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认知与理解因何而来，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他重新发掘了人类对于“传播”的内涵的探索史，也扩展了传播学的学科版图。

同时，彼得斯也不像一般研究传播学史的学者那样把考察的重点放在传播技术的不断革新上，或放在学科内部理论的变迁上，而总是以问题为导向，超越学科的边界，视整个思想史和社会史为背景。正因为彼得斯对传播的研究另辟蹊径，才使其被同行称作“今天书写‘交流’的人中最有意思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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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1939—　）

学术生平

约翰•费斯克1939年出生于英格兰，在大不列颠完成学业，获得剑桥大学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他本人就是一位大众文化迷。读书期间，伯明翰学派日渐盛行，费斯克受此影响，对大众文化极为关注，比如对麦当娜十分喜爱。毕业后，他在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霍尔的领导下工作。从剑桥大学毕业以后，他在世界各地任教，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美国，如在澳大利亚西部的科廷大学（Curtin University）任教，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的传播艺术系（Letters and Science/Communication Arts）任教。他在英国建立了第一门大学部的传播及文化研究课程。1978年应英国麦修恩出版公司的邀请，费斯克担任“传播研究”丛书主编，并与约翰•哈特利（John Hartley）合作出版《解读电视》。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他是科廷大学的杂志《文化研究》的首席编辑。他于1982年担任澳大利亚6NR广播电台董事会委员、西澳大利亚演出公司董事会成员，其间于1985—1988年担任澳大利亚传播委员会委员。1982年，他担任西澳大利亚技术学院传播学首席讲师。1985年，他担任澳大利亚传播学学会主席。在作为传播艺术系的教授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任教12年之后，2000年他被授予荣誉退休教职。2008年费斯克搬迁到马萨诸塞州伊普斯维奇。2008年5月，费斯克获得了安特卫普大学的荣誉学位。他的代表作有《解读电视》（J. Fiske & J. Hartley，1978）、《电视文化》（1987）、《理解大众文化》（1989）、《解读大众文化》（1989）、《权力运作及权力效用》（1993）等。

主要理论（方法）贡献

费斯克的积极受众观推动了受众研究从“使用与满足”理论到“编码/解码”理论再到“生产性受众观”理论的范式更替。

费斯克的“两种经济”理论拓展了原有的经济概念，把“文化经济”纳入其中。从金融经济的角度说，演播室生产的节目被卖给经销商以谋求利润，而节目在播出时又变成生产者，生产出一批观众，观众被卖给广告商。商品化的受众成了文化工业最重要的产品。费斯克认为商品既有实用价值，也有文化价值。在文化经济中，流通过程并非货币的周转，而是意义和快感的传播。观众从商品转变成生产者，即意义和快感的生产者。在这个过程中，没有消费者，只有意义的流通，意义是整个过程中的唯一要素。

费斯克沿着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中积极受众的路径，发展出“生产性受众观”理论。在《解读电视》中，费斯克和哈特利引用麦奎尔的观点，认为“大众传播是一个复杂、微妙的过程，就像两人对话一样，是一种协商、互动、交换的活动”，意识到研究受众还要从分析传受双方的交互关系上入手。对谁是传播者这个问题，费斯克认为可以分三个层次回答：（1）传播者是电视荧光屏幕上的形象；（2）专门化的传播机构、员工、专业规范等；（3）讯息意义之所托文化。在第三个层面上，费斯克认为，传播者是一个由数万个有特色的人组成的大群体，传播者和受众之间是互动的，受众也可以是传播者。在《电视文化》中，他又参考艾柯的开放文本—封闭文本、罗兰•巴特的可读文本—可写文本，认为电视文本既有可写文本的开放性特点，又有可读文本的容易理解的特点，是一种生产性文本。这种文本为了满足多种多样的观众，必须允许阅读中存在大量的文化差异。与霍尔、莫利一样，他充分关注对文本意义的阐释，认为意义存在于文本之间，意义是由身处社会的读者和文本相结合而产生的，并不仅仅是由文本自身决定的。受众阅读电视文本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对话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主动权在读者一方，而不是读者向文本屈服。费斯克眼中的受众是主动的行动者。费斯克在《理解大众文化》中指出，大众文化是大众在文化工业的产品与日常生活的交界面上创造出来的。大众文化是大众创造的，而不是加在大众身上的，它产生于内部或底层，而不是来自上方。受众的从属地位意味着他们不能创造大众文化资源，但是他们能够根据自己的社会经验重新解读文本，从那些资源中生产出自己的文化。

在《理解大众文化》的“大众的层理”一节，费斯克提出大众的层理（formations）的说法。他认为大众文化是由大众而不是文化工业促成的，文化工业所能做的一切，乃是为形形色色的“大众的层理”制造出文本“库存”或文化资源，以便大众在生产自身的大众文化的持续过程中，对之加以使用或拒绝。费斯克认为大众不是一个固定的社会学范畴，而是一组变动的效忠、从属关系，形形色色的个人在不同的时间内可以属于不同的大众层理，并时常在各层里间频繁流动。大众具有“游牧式的主体性”，能够在高度精密的社会机构的网络间穿梭来往，并根据当下的需要，重新调整自己的社会效忠、从属关系，进入不同的大众层理。费斯克强调，各种各样的大众层理是以主动的行动者而非屈从式主体的方式在各种社会范畴间穿梭往来的。大众的效忠、从属关系是在特定的时间、语境中由大众决定的，是在实践中决定的。

费斯克认为，大众文化的政治是日常社会的政治，这意味着大众文化在微观政治的层面进行运作，而非宏观政治的层面，而且它是循序渐进式的，而非激进的。它关注的是发生在家庭、工作环境、教室等结构当中，日复一日地与不平等权力关系所进行的协商。费斯克认为大众文化是运作于符号领域的，他甚至提出了“符号民主”的乐观论述。费斯克将大众文化视为斗争的场所，但在承认宰制力量的权力时，更注重大众的反抗，关注大众如何对付、规避或抵抗这些宰制性力量，侧重探究大众的活力与创造力。受众通过“外置”反收编，从宰制性体制所提供的资源和商品中，利用现成可用之物，创造自己的文化，比如剪破牛仔裤。

在研究方法上，费斯克的研究大多是以符号学和结构主义叙事学为主要方法的阐释性的定性研究。他多以经验主义的方法研究大众文化，也因此被批评以自己的主观感受代替大众的感受。符号学是他主要的理论分析工具。他还提出“民族志符号学”的概念，提出把结构主义符号学与经验主义结合起来。尼克•史蒂文森评价费斯克对媒介和文化的研究方法的主要优点是，他强调受众在进行各种协商性和对抗性的解读过程中所从事的创造性工作。费斯克对忽视受众参与的观点进行了矫正。费斯克对电视受众创造意义和快感的关注，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模式。通过这个改变，人们找到了研究媒介文化的新途径和新方法，从而把理论的触角伸向对普通大众和弱势者的关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费斯克对媒介文化研究的最大贡献应该是其方法论的价值而不是其具体研究结论的价值。

对传播学科建制的贡献

作为美国大众文化研究和媒介研究领域的重要理论家和实践者，约翰•费斯克继承并发展了以伯明翰学派为代表的英国文化研究的学术路径。随着他在世界各地任教，他逐渐将大众文化研究推广到了美国、澳洲、新西兰等多个国家，对文化研究的普及做了大量工作。可以说，受众研究成为当今美国的一个学术热点，与费斯克将英国文化研究引入美国是有很大关系的。费斯克在文化研究上的乐观论述也影响了美国的受众研究。

费斯克在英国建立了第一个大学部的传播及文化研究课程，1983年负责“媒介研究”和“传播研究”课程项目。对于传播学是一门学科还是一个多学科的研究领域的问题，费斯克在《传播研究导论：过程与符号》中认为传播是研究传播过程的，但需要多学科的研究取向，才能进行综合、全面的研究。他假定所有传播都包含符号和代码，建议用符号学的方法来研究传播现象，认为研究传播也要研究它所结合的文化。从而，他将传播宽泛地定义为“借助讯息而进行的社会互动”。《传播研究导论：过程与符号》是费斯克撰写的教材。书中将传播学研究分为两个主要学派：“过程学派”和“符号学派”。他概述了一系列分析传播实例的方法，并阐述了支撑它们的各种基础理论，使读者能够从新闻照片或电视节目等传播现象中，梳理出暗藏的文化内涵。

谈到对传播学科布局的贡献，可以说费斯克是一位调和主义者。费斯克的文化研究是从反思霍尔和托妮•贝内特等所归纳的“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之局限性开始的。费斯克引入了第三种研究视野，即“双重聚焦”的视野，既聚焦于结构，又聚焦于大众抵制宰制性力量的能动性、辨识力和创造力。费斯克试图以此更全面地认识大众文化。他颠覆了把群众当做乌合之众的精英主义，突出强调了大众的主动性，充分肯定大众文化的积极功能，指出大众文化是进步的、微观的。费斯克是文化研究转向过程中的重要代表人物。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研究方法，将高雅文化看做抵制资本主义的力量；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英国文化研究开始强调媒介文化及观众在阐释媒介产品时所表现出的抵抗，而法兰克福学派倾向于强调大众文化被意识形态统治的同质化。凯尔纳将这一转变称为“后现代的文化研究转向”，并将费斯克列为文化研究与法兰克福学派分道扬镳的过程中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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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旭：《重估大众的文化创造力：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研究》，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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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书亚•梅洛维茨（Joshua Meyrowitz，1953—　）

学术生平

约书亚•梅洛维茨1953年出生于美国，现任美国新罕布什尔大学传播学系教授。20世纪70年代，梅洛维茨参加了纽约大学的媒介环境学博士项目。1978年，他在克里斯琴•尼斯特罗姆、亨利•珀金森和尼尔•波兹曼的共同指导下完成了博士学业。1985年，通过将奎因斯大学和纽约大学的两篇博士论文进行完善，出版了《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一书，该书获得1987年全国广播工作者协会和广播教育协会“最佳电子媒体书奖”和美国语言传播协会的年度图书金奖。1995年出版的《大众传播理论：基础、争鸣与未来》将该书的出版列入“大众传播大事年表”。

主要理论（方法）贡献

约书亚•梅洛维茨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传播学领域最重要的理论思想家之一。尽管梅洛维茨著述不多，但是他的“媒介情境”理论却独树一帜，在媒介分析领域作出了新的开拓。

梅洛维茨的理论建构和阐述都集中在他的《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一书中。该书是梅洛维茨至今唯一的著作，在这本书中，他创造性地将欧文•戈夫曼的拟剧理论和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相结合，提出“媒介情境”理论。

作为美国媒介环境学奠基人波兹曼的学生，梅洛维茨继承了该学派开山人物伊尼斯开创的将研究视点聚焦于媒介技术的传统，批判性地吸取了麦克卢汉提出的“媒介即环境”理论。他同意麦克卢汉的观点，认为媒介不仅仅是人们沟通、交流的手段，它们本身就是一种环境。同时他又指出，麦克卢汉的理论没有阐明电子媒介对于人类社会的影响是怎样发生作用的。梅洛维茨认为传统的媒介研究过多地着眼于技术本身，对于社会阐发机制语焉不详，而社会学丰富的行为主义研究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他借鉴了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的“拟剧”理论（参见本节戈夫曼词条）。“拟剧”理论是解释人类社会情境与社会角色关系的一种重要理论，它将人类日常生活中的社会互动、社会行为与剧场表演相类比，指出人们的社会生活实际上就是一场会转换舞台的表演。在特定的情境下，人们的行为可以被明显地区分为两部分：前台区域和后台区域。前台区域是对外的舞台表演，后台区域是对内的放松。梅洛维茨将这种“情境”的视角引入媒介分析领域，开创了他的“媒介情境”理论。在这一理论中，梅洛维茨指出，由于电子媒介的介入，要做到对后台区域的信息进行隔离甚至封锁已经不可能，所以人们可能会选择一种“中区”的行为方式，即把前台区域和后台区域进行较大程度的融合，从而形成统一的形象，以此弥补因权威感失落而带来的落差。“中区”形象的传播，为当权者重新赢得了公众的支持、尊重甚至喜爱。而正是以电视为代表的电子媒介使这种社会角色的重建得以可能。

建立在拟剧理论和媒介理论两大基石上的“媒介情境”理论是以电视为主要考察和阐发对象的。首先，梅洛维茨将“媒介”引入戈夫曼的“社会情境”划分中，提出了以人们的信息接触机制作为情境划分标准的新的社会情境。他认为在电子媒介主导的信息社会里，人们对于信息的获取早已超越传统社会的地点交往范围，所以媒介信息环境与传统的地点环境一样，成为促成信息流通的新渠道。他以这种被拓展后的“情境”为前提，展开他对电子媒介发生作用的机制的阐述。

梅洛维茨通过考察社会中几种重要角色的转变过程，具体地描述了电子媒介在人类日常生活以及社会交往的方方面面引起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他将电视比作一个秘密曝光机器（secret exposing machine），认为电视使得许多从前仅仅局限在某些狭窄的范围内的谈话或者知识逐渐成为广为人知的常识，从而促成男人和女人的融合，打破了成人和儿童、权威人士和普通人之间的界限。以电视为代表的电子媒介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些，是因为其能打破原有的以具体的地点作为区分的社会情境模式，改变人们固有的观点和适应行为，树立起新的交往认知和规范，从而形成大规模的社会影响。梅洛维茨将这一机制总结为三个方面：一是以电视为代表的电子媒介打破了不同群体的信息系统的分离状态；二是电视以其直观、生动、具体的传播模糊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界限；三是电子媒介引起社会场所和自然场所的分离。概括而言，梅洛维茨的媒介理论指出电子媒介通过改变人类的地理环境对社会行为产生冲击，论证了因传播方式的变革而形成的新的信息传播系统通过改变社会的交往场景，从而引起社会行为的变化。这一理论被认为是对当代美国媒介环境学理论基础的重大突破，帮助媒介环境学派建立起了系统而又具有说服力的理论体系。他搭建的这个学术框架很好地弥补了麦克卢汉的不足，在感觉变化和行为改变之间找到了“交往场景”这一中介变量，矫正了早期媒介环境学理论中线性的、直接的因果关系。

梅洛维茨对于媒介环境学知识版图的另一个突出贡献是，他明确提出了“媒介分析”（medium theory）这一概念，用来区分被伊尼斯、麦克卢汉、波兹曼、爱森斯坦等人奉为圭臬的“媒介研究”（media theory）。两者的不同在于：“媒介分析”是一种关于媒介的本体论研究，关注每一个媒介或每一种类型的媒介的独特性质，即强调以媒介为出发点研究媒介本身，注重不同媒介本身对社会各个方面的不同影响；而“媒介研究”更多地将媒介视为一种载体和工具，注重阐发媒介的变革如何触发和带动社会历史的变迁。从这一点上说，梅洛维茨的研究将媒介环境学推向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在他的研究开创的传统下，媒介环境学导向了日常人际交往等社会变化的微观层面，与传统的媒介环境学研究形成了良好的互补关系。

对传播学科建制的贡献

梅洛维茨是媒介环境学派独树一帜的研究者，他的学术成果虽然不多，但是极有分量，正是他的媒介情境理论为媒介环境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重新振兴了媒介环境学派。20世纪80年代，随着麦克卢汉的逝世，媒介环境学派走入低谷，梅洛维茨对以电视为代表的电子媒介的研究，及时地弥补了学派的研究缺陷，推进了媒介研究的革新，从而捍卫了媒介环境学派的地位。此后，他又撰写了一系列文章，阐述麦克卢汉和波兹曼的学术成果。正是他在新时期对于媒介环境学派承前启后的贡献，才使得该学派没有湮灭在传播学的学术版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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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1929—　）

学术生平

尤尔根•哈贝马斯1929年生于德国杜塞尔多夫（Dusseldorf）。1949年至1954年，哈贝马斯先后在哥廷根大学、苏黎世大学和波恩大学学习哲学、心理学、历史学、德国文学和经济学。他在哲学方面最重要的老师是埃里希•洛特哈克尔（Erich Rothacker）和奥斯卡•贝克尔（Oskar Becker）。前者是一位跟随过狄尔泰的人类科学理论家；后者是胡塞尔的学生，属于海德格尔一代，在数学和逻辑学领域有着卓越的成就。哈贝马斯的著作事业于20世纪50年代早期开始，文章散见于各种面向普通公众的报纸。1954年，哈贝马斯在波恩大学以论文《绝对性与历史：谢林思想的二重性》获博士学位，导师为罗莎克和贝克尔。1954年至1956年，他任自由记者，获“德意志科研协会”助教奖学金。1956年至1959年，他在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任阿多诺的第一位研究助理。在此期间，他研读了本雅明、布洛赫、阿尔都塞的著作，接触到涂尔干、韦伯的著作。20世纪50年代末，他在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参加并发挥主要作用的第一项研究就是经验研究，即“对法兰克福大学学生政治意识的社会学调查”。这是研究所就大学与社会问题展开的系列研究的一部分，也属于社会研究所的大经验研究规划。需要说明的是，《组群实验》《权威人格》等都是大经验研究规划的代表作。研究以确定访谈指导大纲为开端，此工作由维尔茨主持。接下来是根据“政治意向”（political disposition）、“政治倾向”（political tendency）和“社会想象”（image of society）等范畴对材料分类，最终提出一种系统类型学，这一类型学是在对访谈材料的分析、处理过程中得出的。问卷随机抽取了法兰克福大学1957年夏季学期录取的7000多名大学生中的171人。除了主体部分的一小部分和附录之外，《大学生与政治》的全文都出自哈贝马斯之手。1959年哈贝马斯开始构思《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该书于1961年完成，他以此书作为教授资格论文向马堡大学进行申请，在阿多诺的斡旋下在马堡大学获得授课资格。1961年哈贝马斯接受伽达默尔的邀请，担任海德堡大学副教授，实际并未在马堡授课。1964年至1971年，哈贝马斯接替霍克海默任法兰克福大学哲学和社会学教授，并协助阿多诺指导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1971年哈贝马斯任普朗克科学技术世界生存条件研究所负责人。20世纪70年代，哈贝马斯在梳理欧洲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基本形成了其最富创造性的理论——交往行为理论。1981年首次出版的《交往行为理论》被视为20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之一，其内容对政治学、社会学、传播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83年，哈贝马斯重新回到法兰克福大学任哲学和社会学教授，并于1994年退休。哈贝马斯著述甚丰，除散见于报刊、杂志的数量可观的文章外，出版的著作有三十多部，主要有《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1962）、《理论和实践》（1963）、《社会科学的逻辑》（1967）、《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1968）、《认识和兴趣》（1968）、《交往行为理论》（1981）、《后形而上学思想》（1988）、《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1992）等。哈贝马斯享有“当代黑格尔”“后工业革命时代最伟大的哲学家”等美誉。

主要理论（方法）贡献

诚如汉诺•哈特所言，交往是哈贝马斯理论的核心思想。他对交往问题的关注，在其第一部具有影响力的学术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就可以看出，此书的中心是对“公共领域”这一交往空间的探讨。哈贝马斯指出，在欧洲历史上，市民社会的出现是与17世纪以降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其时，专制国家开始由更大的社会中脱离出来，上升而成为一个专门化的政治人物和政治功能高度集中的特殊领域。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不仅催生了非人格化的公共的国家权威，而且催生了个人在其中以私人身份追求各自利益（首先是经济利益）的作为“私域”的社会。最初，这个以“私域”的形式出现的社会只是统治的对象，在政治领域中无关紧要，但是逐渐地，通过私人之间的自由结社，通过对公共话题的讨论和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参与，一个超越个人的“公共领域”便产生了。这时，这个社会不但发展了一种它自己独有的社会认同，而且开始在公共决策问题上产生影响。也就是说，在国家权威和市民社会的私人领域之间，出现了一个新的领域。正是因为在这个社会内部逐渐发展出一种公共品格与公共空间，公民个人就能以公众身份就社会公共事务展开自由的、公开的和理性的讨论，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共识，产生公共意见。

虽然该书的具体研究对象为历史上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公共领域，但是哈贝马斯却从中抽象出“公共领域”这一带有理想类型（ideal type）性质的概念，“市民社会”是其产生的前提条件，而开放性、批判性和理性的公开运用和自由是其能够有效运转的必要条件。进一步地，在梳理并批判性地继承了欧洲哲学思想后，哈贝马斯以“交往理性”为核心提出了其最富创造性的理论——交往行为理论。哈贝马斯将人类行动划分为四类，分别是：（1）目的性行动，又称工具性行动。这是一种目标取向的行动，在比较、权衡了各种手段以后，行动者选择一种最理想的能达到目的的手段。（2）规范调节的行动，即一个群体的受共同价值约束的行动。（3）戏剧式行动，即行动者在观众或社会面前有意识地表现自己的主观性的行动。这种行动重在通过自我表现达到吸引观众、听众的目的。（4）交往行动，即行动者之间的以语言为媒介的互动。行动者使用语言或非语言符号作为理解其相互状态和各自行动计划的工具，以期在行动上达成一致。相互理解是交往行动的核心，而语言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哈贝马斯认为第一种行为是把交往看成仅仅为了实现自己目的的人的间接理解；第二种行为是把交往看成已经存在的规范性认可的人的争取意见一致的行动；第三种行为仅把交往看成吸引观众的自我表演。而交往行动本身则涵盖了所有的三种关系，因此比其他行动在本质上更具合理性，所以哈贝马斯提出将“交往理性”作为人类理性最基础的体现，并且以交往理性的规范作为人类理性最基础的规范。“交往理性”之所以被哈贝马斯赋予重任，是因为交往行为不同于目的合理性行为，它遵守的是主体之间相应的规范，这些规范表现了主体之间对对方的期望，而交往的合理性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哈贝马斯将“交往理性”，其实也就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将对启蒙理性的分析推向极致的时候丢弃的向度——社会，或者说人的互动——重新挖掘出来并推向前台，而这样的思想来自于米德的影响，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因而被称作打通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与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一种努力。

进一步地，哈贝马斯提出“生活世界的交往理性”，把生活世界作为交往实践的背景，在生活世界当中，交往主体努力共同解决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而现代生活世界又被他划分为文化领域、社会领域和个性领域。文化领域根据真实性问题、正直性问题以及趣味问题等不同的有效性要求又被分为科学和技术领域、法律和道德领域以及艺术和艺术批评领域。在社会初级制度的基础上，形成了不同的功能系统（如现代经济和国家管理），它们通过自己的交往媒介（货币和行政权力）形成自己独特的发展路径。最后，个性结构是社会化过程的产物，在一代代人的成长过程中，它们使人能够在复杂的社会中寻找到自己的位置。根据此理论，哈贝马斯对于现代社会存在的问题的最著名判断是作为“根据地”的生活世界（life world）被系统（system）“殖民化”了。此外，他还断言，资本主义社会正在发生许多根本的变化：“国家干预在加强，市场得到维护并复原，资本主义变得越来越有组织，工具的合理性和官僚机构威胁着‘公共领域’，新型的危机倾向正威胁着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合法性。”

在其整个理论建构的过程中，我们清晰地看到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具有规范色彩，而“语言”作为其中介也就不再是日常意义上的语言。在哈贝马斯区分的三个世界中，相应的语言准则分别是真理性、正当性和诚实性。这个理论中规定的交往伦理很明显地带有前文所述“公共领域”这个理想类型的色彩。这体现了其思想前后的统一，而对于人类交往问题的研究无疑是其中的主线。也正是因为这样，哈贝马斯的研究对于传播学具有重要的意义。

对传播学科建制的贡献

哈贝马斯对传播学的影响是深远的，基于他的“公共领域”理论发展起来的商议民主范式在政治传播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随着网络媒体的兴起，公民利用媒体参与政治活动日益频繁，越来越多的学者试图利用“公共领域”“交往理性”等学说来理解这一现象。

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指出，公共领域意指各种自发的或有组织的公众聚会场所和机构的总称，这些场所或机构不仅包括咖啡馆、广场，还包括报刊、杂志等大众媒介，而且哈贝马斯对于报纸、杂志等大众媒介在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形成中扮演的重要角色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例如在书中他提到“整个18世纪的公共领域的发展水平可以用政府和出版界之间的对抗程度来加以衡量”。自18世纪以来，传播媒体的发展促使公共领域带有某种共同性，即任何区域性的议题都可以成为广大公众关注的议题。公共领域最为关键的内涵，乃是形成了独立于政治体制的公共交往和公众舆论，而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对其功能的自我理解也具体地表现为“公众舆论”。舆论的形成需要一定量的信息发送、传输与反馈，因此离不开大众媒介。但是，哈贝马斯也意识到依赖公共媒体形成的公共领域其内部的共同性是脆弱的，因为大众媒体可能响应市场经济的逻辑，或者可能受到政治党派与利益团体的操纵。正如他观察到的那样，19世纪末以后，大众传媒组织、销售和消费形式的变化及操纵性力量的出现，大资本集团垄断性与操控性的强化以及福利国家的兴起，使原先相互分离的国家与社会日趋渗透、融合，出现了“国家社会化”和“社会国家化”的趋势。换句话说，国家权力的扩张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发展，尤其是大众传播的商业化和“舆论技术”的出现，限制甚至从根本上改变了公共领域的性质和特征。大众传媒的商业化使得公共领域蜕变为文化消费领域，因为市场法则代替交往理性成为此领域的规则，个人的“公民”身份削弱，而“消费者”身份加强，其后果包括批判潜能的丧失、严肃议题的消解和对信息解读的趋同，公共领域被融入“系统”，而不再是一个具有独立性的空间。而现代发达的“舆论技术”使得公众变成被控制和研究的对象，而且由于舆论技术具有引导性，大众传媒成为某些利益集团实现自身目的的工具。公共领域在这样的条件下实际上被“重新封建化了”，“公共性已被转化为管理化的统一原则”。换句话说，公众实际上已经不再对公共事务具有影响力，但一些利益集团的政治主张却通过已经蜕变的“公共领域”被合法化了。

但是，哈贝马斯对于现代媒介现实的批判并不代表他对于媒介本身能起到的作用的否定。根据他的理论，交往成为一个协商过程，其背景是共享的文化或“生活世界”，这个背景为任何有意义的参与提供了预设的条件。文化、社会、个人都是“生活世界”的结构成分，而媒介正是“生活世界”日常活动的一部分，其功能是泛化交往形式。因此，大众媒介都有赋予人能力的功能。它们使参与者摆脱了空间—时间的局限，提供多重语境，推进公共领域的形成，而公共领域既可以服务于专制主义者，也可以促进人的解放。汉诺•哈特指出，这样的传播和媒介视角暗示，（大众）传播理论和研究必然和交往的习惯联系在一起，也就是必然和个人在生活世界里的交往能力、理解和参与有关。哈贝马斯主张，媒介研究必须研究文化和生活世界的状况，必须研究为解放人服务的公共领域的前景。为此目的，媒介研究必须从知识这一视角出发，这个视角致力于开放（真理）和自我反思。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和交往理论的魅力在于它不仅提供了理论工具，帮助我们分析现实，更蕴含了某种理性与道德力量，因而能够成为评判社会发展状况的一种抽象规范和标准。

扩展阅读


原著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北京：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洪佩郁、蔺青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哈贝马斯精粹》，曹卫东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地平线——哈贝马斯访谈录》，李安东、段怀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相关思想史或评传


曹卫东：《曹卫东讲哈贝马斯》，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陈勋武：《哈贝马斯评传》，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日〕中冈成文：《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王屏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美〕莱斯利•A.豪：《哈贝马斯》，陈志刚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

〔美〕马丁•杰伊：《法兰克福学派史》，单世联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德〕罗尔夫•魏格豪斯：《法兰克福学派：历史、理论及政治影响》，孟登迎、赵文、刘凯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解　佳）






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1890—1947）

学术生平

库尔特•勒温1890年9月9日生于东普鲁士的莫吉尔诺（现位于波兰境内）。1914年他在柏林大学获得心理学博士学位。在这所大学中，他深受哲学教授恩斯特•卡西尔的影响，对现象学产生了较为浓厚的兴趣。其导师正是格式塔心理学的奠基者斯顿夫。但是他没有像他的同学韦特海默、考夫卡和苛勒那样传承格式塔心理学的衣钵，而是抛弃了该学派的“心物同型论”，将兴趣从对人的知觉研究转向动机研究。1914年博士毕业后，勒温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军队生活对他后来的群体动力学理论的生成起到了关键作用。他在军队医院中开始写作授课资格论文并于1921年终于获得柏林大学心理学研究所的非终身教职。从那时开始，勒温就表现出培养学生的天赋：他在吸引学生从事心理学研究方面能力非凡。到美国以后，勒温的这种天赋得到了更多的展现，他的门下社会心理学大师云集，其中包括费斯廷格、卡特赖特、利皮特、H.凯利、拉尔夫•怀特等。舍伦伯格在《社会心理学的大师们》一书中对这一名单惊叹道：“至少占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最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的一半。”罗杰斯评价说：“勒温在制造学术气氛方面有异乎寻常的能力，在这样的氛围里，非常有才华的人感到舒适，在这样的氛围里，他们创造了相当多的精神产品。”1933年，勒温离开柏林大学心理学研究所流亡美国。第一个接纳勒温的是康奈尔大学的家政学院，两年后勒温被邀请到衣阿华大学儿童福利研究所任教，并在那里待到1945年，尽管此间他及他的弟子与行为主义色彩强烈的衣阿华大学心理学系关系非常紧张。在衣阿华大学，勒温开展了两项最具影响力的研究：其一是与利皮特合作的关于领导风格的著名实验；其二就是关于食品习惯变化的实地实验。在后一个实验中，勒温提出了“把关人”的概念，这一概念对传播者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衣阿华大学，勒温还结识了文学院英文作文教师施拉姆，并邀请他参加勒温师门的“聊天活动”，施拉姆因而也深受其影响。在他病逝前，他和他的研究团队一直供职于麻省理工学院经济与社会科学系的“群体动力学研究中心”。在衣阿华的九年，勒温吸引了大量的追随者，他们在1945年随着导师全体转移到麻省，什么都没有给衣阿华大学留下。勒温在美国的研究体现出高度的应用性和实践性，与心理学一贯的学院派风格格格不入，因此他的理论影响虽然很大，但他本人一直处于这个学科的边缘地位。由于长期在高度紧张的状态下生活，1947年2月12日，勒温死于心脏病。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不仅要从事各种研究活动，还要花费大量时间去为研究筹集资金。1948年，“群体动力学研究中心”也在勒温的得意弟子卡特赖特的带领下，由麻省迁移到了密歇根的安阿伯，勒温的研究传统因此可以延续至今。这再次反映了勒温团队的凝聚力。对此，罗杰斯评价说：“整个一批学者和他们的博士生全都从一个大学转移到另一个大学，这在学术界是非常罕见的情形。勒温的追随者们两次做了这样的事。”勒温在学术界的地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上升。1986年，阿伦夫妇对当时一批杰出的社会心理学家进行了访谈，他们的结论是：“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相信：K.勒温是现代社会心理学的开创者。”

主要理论（方法）贡献

勒温对传播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传播者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上，而他的群体动力学团队也对传播学理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因此讨论勒温的贡献不如从整个团队的贡献入手。

勒温对传播学最主要的贡献就是把关人理论。该理论的主要内涵曾经在1922年由帕克在其《移民报刊及其控制》一书中提及，但帕克没有对这种现象进行理论概括。勒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受华盛顿地区全国委员会的食品习惯协会资助，在衣阿华大学进行了关于食品习惯变化方面的研究，以应对二战期间的食品短缺。在一项名为“胰脏研究”的食品研究中，勒温需要回答如何能让美国家庭选择烹饪和食用美国人不太喜爱食用的腺肉（包括牛心、牛肝、牛胰脏和牛肾等肉类）这一问题。在反复的实地实验研究过程中，勒温发现：在决定吃什么的时候，并非所有人都同等重要，有一些关键的环节对选择食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比如说，如果家庭主妇不打算烹饪，他们家就不可能食用腺肉。在这里，家庭主妇毫无疑问地扮演了家庭中腺肉消费的把关者。勒温认为，这种情况广泛存在于各种组织之中，新闻传播渠道也不例外：“这一情形不仅对食物渠道是适用的，而且对于新闻通过特定的传播渠道在群体中的传播、对于货物运输以及许多机构中个人的社会流动也是适用的。”这种表述对传播者研究大有启发，从而成为传播者研究的经典范式。怀特、吉伯、斯特利、麦克莱恩以及休梅克在这一研究基础上不断拓展。传播者由此被看做海量信息的把关者。休梅克认为，戴维•曼宁•怀特是第一个将渠道和把关人理论付诸研究的人。怀特自称，他写下自己的研究成果后，才偶尔发现了勒温的文章，他的研究计划是在施拉姆的建议下完成的。但不管怎么说，把关人理论现在在传播学领域尤其是组织传播领域和传播者研究领域被广泛应用，而且人们总是愿意将其源头回溯到勒温那里。

利昂•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是勒温团队中对传播学研究产生重要理论影响的代表人物。他1939年毕业于纽约市立学院，之后便前往衣阿华大学追随勒温。他对社会心理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被后来的社会心理学家称为社会心理学的教皇。他所提出的认知失调理论，以及他所倡导的社会网络研究都对传播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认知失调理论长期以来被看做是社会心理学的经典理论，但实际上该理论是一项传播研究的结果：费斯廷格所承接的福特基金会的关于“沟通与社会影响”的理论综合项目。费斯廷格认为，在人的认知元素中存在着无关、协调和失调三种情况。认知失调有可能导致人的焦虑。为了减弱认知的失调程度，人们可能会增加新的认知，或改变对于行为和环境的认知。这些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人们的信息接受行为。这种观点为积极的受众观和有限效果论奠定了认知心理学的基础。用认知失调理论来进行受众研究的传播学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非常常见。而社会网络研究则直到现在都是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和传播学的热门领域。社会网络研究始于麻省理工学院的群体动力学研究中心。当时费斯廷格主持着该中心的六大项目之一“西门住房研究”，其内容是研究1946年麻省理工学院西门公寓所有已婚学生的传播网络和关系网络。研究团队描绘出了社会网络的各种结构（如轮式结构、链式结构和星式结构），研究了哪种结构在解决问题时的成效更高，并试图用数学分析方法来说明问题。团队还发现空间距离是决定谁与谁谈话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这些研究对后来的社会网络测量有很大的启发，也成为人际传播研究的重要理论视角。

多温•卡特赖特（Dorwin Cartwright）是勒温团队中对传播学产生影响的另一代表人物。他在研究二战期间美国推销战争公债的效果的基础上开始了传播学与传播效果研究。卡特赖特于1949年提出了大众劝服的卡特赖特模式。在其题为《大众劝服的若干原理：有关美国二战公债推销的研究的发现选载》的论文中，卡特赖特指出，一条信息要引发相应的行为，要经过如下过程：首先，信息必须引起特定对象的注意；其次，信息要被对方接受并成为其认知结构的一部分；再次，信息要符合对方原有的行动目标；最后，信息所引发的行动要具体可行、方便恰当。如果信息的传播符合上述每一个条件，就很有可能说服特定对象采取行动，反之则不容易说服对方。这一思想对于有限效果论是一种新的发展。

勒温及其团队对传播学方法的主要贡献与他们对社会心理学实验研究方法的改造相关联，他们开创并完善了实地实验的研究方法。以往的社会心理学实验以G.奥尔波特为代表，采用的是心理学家如霍夫兰常采用的实验室实验。这种实验方法由于将实验对象放在隔离的实验室环境中，因此整个实验在非自然的条件下进行，远离真实的社会环境。所以，通过这种方法得出的结论可能并非受试真正的心理活动，也不能呈现出社会情境中的社会心理。勒温和他的团队的贡献就在于，他们努力营造出实验的社会环境。他们努力开创各种实地实验，在行动和实践中进行研究。比如在“胰脏研究”中，他们将实验转变为一种讨论式的授课和讲演；在“领导方式研究”中，他们充分利用了孩子们平时的小组活动。这一方法尽管在对变量的控制上不如实验室实验那么方便，但确实更自然，更接近于真实的情境与心理。勒温团队的实地实验法不仅对社会心理学起到了真正重要的影响，而且也为在行动与实践中研究传播问题、在真实的社会情境下研究传播问题提供了工具。

对传播学科建制的贡献

勒温及其群体动力学团队是美国社会心理学领域的关键性流派，但对于传播学而言，影响力并不是那么张扬。他们的理论对于人际传播和组织传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大众传播则影响有限。然而，群体动力学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强化了美国传播学主流范式的特征：

其一，强化了传播学的应用性和实践性。勒温本人在生前常常并不被当作是一位学院派的心理学家，他和群体动力学团队总是不断地在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从食品到债券，尤其是在他离开柏林之后。这也是勒温一直被心理学界边缘化的重要原因。但有意思的是，这种解决问题的研究风格却与施拉姆所确立的美国传播学的价值取向相吻合，并有力地推动了美国传播学继续向这个方向前进。

其二，强化了项目制的科研模式。勒温及其群体动力学团队的学术研究基本上是在各种科研项目中完成的。勒温后期的操劳奔波也是由于要给中心筹集资金和项目。而这种研究方式被施拉姆等人看做是一种研究的典范。所以，勒温团队以自己的实际运作方式强化了传播学项目制科研模式的取向。

其三，强化了有限效果论的统治地位。尽管勒温团队的研究与拉扎斯菲尔德、霍夫兰的效果研究并不相同，而且方法和视角也有很大的差异，但他们还是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发现传播的效果是非常有限的，是受众在选择信息而不是媒体在说服或改变受众，这再次强化了有限效果论在传播学中的统治地位。

其四，强化了传播学中社会控制的观念。由于群体动力学强调渠道、层级和把关等概念，因此它更侧重于组织管理和渠道管理，这种观念特别符合大众传播的社会控制观念，也符合大众传播中一直流行的单向传播的传播模式。因此，勒温的理论被用来研究如何加强把关、如何控制信息在渠道中的流动，并被认为与拉斯韦尔、香农的传播观有相似之处。

正是因为如此，勒温成为施拉姆认为的美国传播学的四大奠基人之一。

扩展阅读


原著


Kurt Lewin, Resolving Social Conflicts: Selected Papers on Group Dynamics,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48.

Kurt Lewin, Field Theory in Social Science: Selected Theoretical Papers,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51.

〔德〕库尔特•勒温：《拓朴心理学原理》，高觉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美〕利昂•费斯汀格：《认知失调理论》，郑全全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相关思想史或评传


Wilbur Schramm, The Beginnings of Communication Study in America: A Personal Memoir,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1997.

〔美〕E.M.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殷晓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

〔英〕丹尼斯•麦奎尔、〔瑞典〕斯文•温德尔：《大众传播模式论》，祝建华、武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

〔美〕Pamela J. Shoemaker：《大众传媒把关（中文注释版）》，张咏华注释，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周晓虹：《现代社会心理学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胡翼青）






列奥•洛文塔尔（Leo Löwenthal，1900—1993）

学术生平

列奥•洛文塔尔1900年11月3日出生于法兰克福一个犹太人家庭。他的父亲是一名中产阶级医生，后来成为机械唯物主义的追随者和坚定的科学力量的信仰者，鼓励少年洛文塔尔研习哲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后的几个月间，洛文塔尔应征入伍，在法兰克福附近服役，战争结束后在法兰克福、吉森和海德堡开始了大学生活。他说自己没有固定目标，除了医学什么都学。1918年，洛文塔尔和弗朗茨•诺依曼在法兰克福建立了社会主义学生团体，20世纪20年代在海德堡也曾把信仰社会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学生组织起来。1923年洛文塔尔以论文《弗朗茨•冯•巴特尔的社会哲学：宗教哲学难题一例》获得博士学位。从1926年起，他和阿多诺一起竞争柯奈留斯主持的授课资格答辩的机会，在此期间他是一所中学的老师，在社会民主党人民剧院担任助手。作为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奖学金获得者，彼时洛文塔尔与研究所建立了良好关系。虽然最后他和阿多诺谁也没有得到授课资格认可，但是他申请授课资格的论文《爱尔维修的哲学》得以完成。1930年，洛文塔尔正式成为社会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随着希特勒的上台，研究所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劣，1934年他随研究所流亡到美国，拉扎斯菲尔德主持的应用社会研究局给他提供了研究秘书和助手，洛文塔尔开始按其要求把注意力转向大众艺术的更直接的样式。1941年研究所离开纽约，但是洛文塔尔继续留下与拉扎斯菲尔德的广播研究办公室紧密合作。洛文塔尔于1942年至1943年间写成的《大众偶像的胜利》（最初的版本名为《流行杂志中的传记》）包含在拉扎斯菲尔德主持的广播项目研究成果中，由拉扎斯菲尔德和弗兰克•斯坦顿 （Frank Stanton）编辑。1944年，以洛文塔尔稍早时候的德文版为蓝本的《流行杂志里的人物传记》在拉扎斯菲尔德的鼓励之下出版，不久后他开始为华盛顿战争情报局工作，分析法西斯广播和出版物。1949年，洛文塔尔与诺伯特•戈特曼（Norbert Guterman）合作的《欺骗的先知：美国鼓动家技巧研究》出版。他的研究引起了“美国之音”的负责人富伊•科勒（Foy Kohler）的注意，在从1949年开始的七年时间里，洛文塔尔担任了“美国之音”研究部主任一职，领导了当时美国规模最为庞大，也是最具潜力的一支舆论研究队伍，成员包括享有盛名的民意测验学者拉尔夫•怀特、约瑟夫•克拉珀、海伦•考夫曼、玛乔里•费斯克。在洛文塔尔的领导下，“美国之音”和许多大学及商业机构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尤其是与拉扎斯菲尔德领导的应用社会研究局密切合作。在此期间，他主持了针对全世界居民传播习惯的一系列范围广泛的调查，对广播节目进行了内容分析，调查了广播节目的收听率，并且对广播听众和印刷媒体读者进行了访问。洛文塔尔与他领导的团队在以美国实证主义传统训练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学者进行实证研究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美国之音”后被美国新闻署吸收，且受到麦卡锡主义的影响，预算减少，人事调动频繁，洛文塔尔最终离开，并在斯坦福高级行为科学研究中心（Stanford Center for the Advanced Stud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工作了又一个七年。1956年，他去往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莱社会学系从事文学社会学和大众传播研究，并在那里度过余生。洛文塔尔与传播研究有关的主要著作有《大众偶像的胜利》《欺骗的先知：美国鼓动家技巧研究》《文学、通俗文化及社会》等。

主要理论（方法）贡献

总体而言，洛文塔尔是作为一个文化社会学家而广为人知的。

与阿多诺、霍克海默等法兰克福学派的主流人物对通俗文化研究的态度不同，洛文塔尔将目光从研究高雅文学传统转移到了包括报纸、杂志在内的通俗文学产品，大众传播媒介的内容在他的研究中获得了地位。洛文塔尔认为“学院派”没有意识到畅销书、通俗杂志等诸如此类的东西的冲击，而这恰恰留下了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领域，他正是要从印刷机的发展及其成为大众媒介的潜力开始讨论。甘峰指出洛文塔尔强烈主张文学社会学必须进行传播研究，他提出了一系列研究计划以加强学科地位，并且力争将文化和传播领域的知识融入这一学科的知识。这意味着文艺研究与传播研究必然会出现交叉，这一交叉形成了新的研究领域。

洛文塔尔主要通过研究文化作品（包括电台节目）对美国的大众文化进行反思和批判。收录进《偏见研究》丛书的《欺骗的先知》对大众社会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该书集中研究煽动及其技巧和诉求的意义，成为大众传播领域里被大量引用的书籍。洛文塔尔分析鼓动技巧，认为公开煽动会引起神经官能症和精神病行为，并造成对领袖的依赖。汉诺•哈特指出，洛文塔尔的目的是在文本分析的基础上揭露“修辞背后的攻击性和破坏性冲动”，这样的分析可以揭示煽动伎俩中的无意识机制。而在《大众偶像的胜利》中，洛文塔尔分析了当代社会中人们心理中的消费意识。通过对20世纪美国通俗杂志中的传记的比较研究，他发现20世纪初公众崇拜的对象——成功的企业家，到了40年代已让位于娱乐明星和体育健将。从“生产偶像”到“消费偶像”的转变表明消费已经取代生产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兴趣的中心，这个分析甚至可以被看成是消费社会理论的先驱。尽管分析路径不同，但是洛文塔尔通过对美国的大众文化、大众传播进行研究得出的有关美国社会现状的结论与法兰克福学派其他成员的《启蒙辩证法》《单向度的人》等著作的结论有一定程度的相似。不过，洛文塔尔的文学研究思路最终并没有得到研究所的认同。一个有力的证据是《社会研究学刊》在1937年发表了《科纳特•汉姆生：权威主义意识形态的史前史》后再也没有发表洛文塔尔关于艺术或唯物主义美学的文章。魏格豪斯指出，在两种阐释艺术作品的社会理论解释模式之中——一种是洛文塔尔的以资产阶级的文化概念为中心的，一种是阿多诺的以审美现代主义为中心的——研究所最终认可了后者。

在研究方法方面，洛文塔尔从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从接受理论和读者反应批评的角度对文学接受和媒介效果等文艺传播问题进行探讨，如他对迈耶尔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究。洛文塔尔的文艺研究还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了文艺活动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致力于把文艺研究的方法论从传统的以作家作品为中心的研究范式里解放出来。到达美国后，在美国主流传媒组织的任职经历和与经验传播学派的密切合作对洛文塔尔的研究取向和研究方法产生了重大影响，从此他开始大量借鉴经验方法来研究文艺传播现象。甘峰认为，洛文塔尔的研究具有许多创新性：比如他是第一个“对广播听众和电影观众的来信进行内容分析”的社会科学家；他第一次“以经验主义的方式探查煽动者的心理状态并且为他研究受众的实际影响问题铺出一条路。从方法论的角度说，这项研究是实验性的，还没有人接触过这一领域”。马丁•杰伊认为他“实际上是读者反应批评的真正开拓者”，这个研究路径无疑对受众研究有重要影响。默顿对洛文塔尔的研究有一个恰当的阐释，即他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具有欧洲人文主义传统的批判传播研究和具有美国实证主义传统的经验传播研究这两种取向的糅合。

对传播学科建制的贡献

洛文塔尔对传播学建制最突出的影响是划定了学科版图中批判学派与经验学派的二元对立格局。1984年，洛文塔尔发表了一系列标题为《传播哲学论稿》的文章，勾勒了传播研究领域的景观，被汉诺•哈特称为“关于批判传播研究的一篇极其卓越的宣言”。如汉诺•哈特所言，洛文塔尔的作品是传播领域知识史的一部分，为传播和通俗文学在社会中的本质和功能作用问题提供了有意义的理论和分析。洛文塔尔是美国传播研究圈子里批判理论领域最引人注目的代表，哈特认为他比一些德国同事更懂得如何弥合美国媒介与社会研究领域的社会科学分析的方法论要求和研究文化或文化生产的性质必需的历史维度这两种研究路径的分歧。

洛文塔尔把经验主义“寻求事实”的癖好看做“盲点”，这表明了他对美国实证研究的态度。对于经验研究所披的“客观”和“科学”的外衣，洛文塔尔也看得很清楚，他认为市场研究只是“行政研究”，受到行政机构的支持，而批判研究恰恰是作为其对立面而存在，要揭示潜藏在文化现象背后的社会功能和心理功能，这才是真正的传播研究。由于“经验研究总是忽视研究现象所处的历史语境”，洛文塔尔期望批判传播研究能够超越对媒介活动所处的显而易见的社会环境的描绘和分析。甘峰指出，洛文塔尔在1947年即第一次系统规划了批判传播研究的蓝图，他把被经验主义传统所定义的大众传播效果问题置于文化价值的问题之中，在社会历史和文化政治的框架中，从价值与意义的角度对大众传播领域进行探讨，这就是利奥•博加特（Leo Bogart）所谓的洛文塔尔在社会科学中坚持的人文主义取向。与研究所其他批判理论家不同的是，洛文塔尔对经验研究采取的是批判吸收的策略，这种融合的思路无疑为后来文化研究的繁荣以及跨学科的文艺传播研究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洛文塔尔还对后来文化研究的兴起产生了重要影响。不同于阿多诺或者霍克海默，洛文塔尔反对将纯艺术与通俗文化作泾渭分明的划分，而宁愿将其视作一个连续发展的序列的两极。他否认了在艺术、洞察力、精英之间画等号，把通俗文化等同于娱乐、大众这样的观点，指出作为受众的精英们并非不寻求娱乐，而广大市民阶层也不一定疏离了高雅文化，而且一个作品有娱乐性并不等于它排除了对事物的洞察力。伊娃•依鲁兹（Eva Illouz）将他的《大众偶像的胜利》列为传播学经典文献，原因即在于它为文化研究设定了最基本的发展方略，包括不局限于量化或质化的方法、无视文化等级等。

洛文塔尔对传播学的第三个贡献在于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研究人员，他与拉扎斯菲尔德、默顿等美国学界领袖人物长达二十多年的良好合作哺育了大批年轻学者，如卡茨（Elihu Katz），而他的众多合作者也在与他的共同工作中获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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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1918—1990）

学术生平

路易•阿尔都塞1918年10月16日出生于法属殖民地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尔近郊的比曼德利（Birmandreis）小镇。阿尔都塞在严格的天主教传统中长大，父亲死后，他跟随母亲和妹妹迁居马赛。1937年，阿尔都塞全家移居里昂。由于在中学学业出色，他被获准进入公园中学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预科班。1939年，阿尔都塞顺利考入巴黎高师文学院。然而二战爆发，阿尔都塞应召入伍，很快，他所在部队战败，他本人被俘。1940年9月，阿尔都塞被送进德国北部集中营。在这里，阿尔都塞开始了自己对共产主义的思索，集中营的生活也同时给阿尔都塞带来了精神上的疾病。1945年5月，阿尔都塞重回巴黎高师继续学业，师从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并且结识了雅克•马丁（Jacques Martin），这两人为阿尔都塞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结构主义式的解读提供了诸多思想养料。1948年，在巴什拉的指导下，阿尔都塞完成了硕士论文《论黑格尔思想中的内容概念》，10月成为巴黎高师的助理讲师，讲授柏拉图。在担任教师期间，阿尔都塞指导了一批著名的学生——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以及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他们此后都成为20世纪思想史上的佼佼者。1948年11月，阿尔都塞加入了法国共产党。1950年，阿尔都塞正式脱离天主教，这也意味着他在思想和实践上都走向了马克思主义。1961年3月，在阿尔都塞的学生阿兰•巴丢（Alain Badiou）的邀请下，萨特就马克思主义和《辩证理性批判》在巴黎高师做了一场演讲。在演讲的最后，阿尔都塞对萨特提出了尖锐的反驳，认为他的“实践”概念不过是对笛卡儿“我思”概念的修补。当月，阿尔都塞在《思想》（La Pensee
 ）上发表了题为《关于青年马克思（理论问题）》的文章，引起轰动。从1961年到1965年间，阿尔都塞几乎每年都会发表一篇备受关注的文章。1965年8月，由这些文章集结而成的著作《保卫马克思》出版。这期间，阿尔都塞结识了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并且帮助拉康把他的精神分析讨论班移至高师。1965年，阿尔都塞在高师主持阅读《资本论》的讨论班，该讨论班的最后成果是阿尔都塞和学生巴里巴尔等合著的《读〈资本论〉》一书，该书于当年11月出版。这本书与《保卫马克思》一道成为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性文本，一举奠定了阿尔都塞西方马克思主义大师的地位。1975年6月，阿尔都塞在亚眠大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这之后，阿尔都塞依然笔耕不辍，发表了若干文章。然而好景不长，1980年11月16日，阿尔都塞精神病发作，勒死了妻子埃莱娜。经过两个月的调查，阿尔都塞最终免于审判，被强制送进医院治疗。经过近十年的病痛的折磨，1990年10月22日，这位马克思主义大师永远地闭上了双眼。

主要理论（方法）贡献

阿尔都塞的理论贡献多集中在哲学领域，尤其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和理解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是“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或“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有学者甚至提出“1970年之后再来谈论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而不考虑阿尔都塞的观点是不可能的”。阿尔都塞一生著作颇丰，其中《保卫马克思》和《读〈资本论〉》可以说是其最重要的两本著作。在这两本著作中，阿尔都塞开启了一种截然不同的解读马克思的范式，他的直接对手是“经济决定论”和“人本主义异化论”的解读模式。作为一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大师，阿尔都塞的贡献绝不仅仅局限在对马克思的解读上。阿尔都塞对马克思的征候式解读在一定意义上是理论的突破和创新，他是站在第二国际以来的马克思理论传统的直接对立面上发言的。1933年，当青年马克思第一次被当作人道主义者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公开发言的时候（这份手稿在1933年第一次出版，引起了学界的广泛讨论，学者们从中看到了一个完全迥异于晚期马克思的形象，马克思一夜之间成为一个彻底的人道主义者），阿尔都塞第一个站在结构主义的角度，指责以卢卡奇、萨特为代表的人本主义者对青年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的过度阐释。这种阐释被阿尔都塞视作一种意识形态，而马克思本人，是会拒斥这种意识形态的。阿尔都塞借用了巴什拉的概念来说明马克思与这种意识形态的决裂，他将之称作马克思思想历程中的“认识论的断裂”。

这个断裂指出了“黎明前最黑暗时刻”的“青年马克思”与1845年之后的成长和成熟时期的马克思之间的巨大分野。阿尔都塞以“总问题（或问题式）的转换”来标识这种差异。在阿尔都塞那里，从意识形态式的人本主义总问题到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全新改造是马克思主义真正的价值所在，重要的并不在于历史过程中某一个现象或某一组矛盾的决定作用，而恰恰在于与整个社会和历史结构相关联的“多元决定”。这里的多元决定并不是简单地相互决定，而是指一种结构限制下的最终层次的决定。这种最终的决定层次能否发挥作用，关键在于结构中其他因素的变化，而最终层次的决定“这一孤独的时钟决不发出声音”。阿尔都塞拒斥的不仅仅是一种人本主义和“经济决定论”的意识形态，更重要的是整个西方哲学史中作为意识形态的主体性哲学，这种哲学偏执地把历史的主体从历史和与之相对应的社会结构中切割出来，从而赋予其独立和核心的地位。这种对主体性哲学的排斥与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的理解紧密相关。

1970年，阿尔都塞在《思想》杂志上发表《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文，这篇文章对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作了扩展，提出了（镇压性）国家机器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差别，认为通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意识形态获得了具体的形式，并且在其中进行自身的生产与再生产。这一思想对传播研究影响巨大，当代几乎所有涉及媒介意识形态批判和媒介文化研究的学者都不能忽视阿尔都塞的理论贡献。在阿尔都塞那里，意识形态不仅仅是马克思所说的神秘化的思想形式，还具有活生生的具体形式，即通过意识形态功能发挥作用的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AIE）。这种观念来自于葛兰西，但葛兰西的国家理论中并没有讨论（镇压性）国家机器之外的市民社会的具体形式（参见本书葛兰西词条）。而在阿尔都塞这里，这个具体形式便是各种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便是传播和文化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有着宽泛的理论外延，它首先是一个一般的概念，是对“个人与其实在生存条件的想象关系的表述”。这种表述有其物质形式，即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它通过意识形态的仪式，赋予每个存在于这种关系中的个体以主体的形式。“主体”便构成了意识形态的基本范畴，正是由于这种抽象的建构具有“意识形态主体”的功能，所以就其一般性而言，意识形态是没有历史可言的。正如上文所提到的那样，阿尔都塞恰恰是反对这种主体性哲学的，他认为所有看似被意识形态传唤为主体的具体个体，都服从于一个默默统治的大写的主体，这个大写的主体才是意识形态的真相，它通过意识形态的镜像功能把无数个人传唤为主体。这也正是为何阿尔都塞会把科学当作无主体的话语，把历史当作“无主体的过程”。而“镜像复制”这种意识形态的功能正是现代大众媒介的真相。

在解读马克思的过程中，阿尔都塞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解读思想及思想史的方法——征候阅读法。“征候”的概念取于弗洛伊德，原本是精神分析领域的术语。而“征候阅读法”被阿尔都塞指认为马克思本人运用过的一种阅读方法，正是在这种“把所读文本中被掩盖的东西揭示出来且使之与另一篇文章发生联系”的方法的指导下，马克思从古典经济学的“征候”中读出了剩余价值的学说。而这种方法同时也正是阿尔都塞解读马克思的方法。这一方法与阿尔都塞结构主义式的理论思维渊源甚深，简单地说，阿尔都塞希冀通过这样一种文本细读，找到文本字里行间的留白与阙如，发现隐藏在文本之后的“问题式”。这样的解读逻辑是自洽的，因为重要的不是文本说了什么，而是没说什么，因为空白揭示的是问题的结构及“问题式”的转换与承继。

对传播学科建制的贡献

阿尔都塞对传播研究的影响多体现在具有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研究领域，如批判理论、文化研究与传播政治经济学。

首先，结构主义的思潮引起了文化研究的关注，霍尔在《文化研究：两种范式》一文中就提出了文化研究中所存在的“文化主义”范式和“结构主义”范式。在霍尔看来，文化研究的早期学者如霍加特、汤普森、威廉斯等人秉承的文化主义的传统尽管也是马克思主义式的，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和阿尔都塞一样，是反对“经济决定论”的传统的，但相比于后来的结构主义，它们强调一种经验主义式的文化观，即文化的形式和内容来自于经验生活。这样的话，人依然是文化的实践者和创造者，这些传统依然是从文化主体及其直接经验的角度着眼的理论思路。而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者则带来了一种完全异质的思路。在结构主义的构想中，人不过是承载结构的中介，而经验并非文化的源泉，而是文化结构的结果。结构既是抽象的概念，同时也有其具体的物质形式。这一观点与对意识形态的定义相联系，形成了一种新的理解文化及传播媒介的思路。大众传播媒介作为意识形态机器的一部分，其重要功能在于“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正如上文所言，这种再生产是通过每一个受众“对现实的想象关系的再生产”实现的。这种对于意识形态和文化的理解带来了文化研究关注点的转变，即从早期的对直接的文化经验的研究转向对于权力运作和文化再现关系的考察。而且，通过阿尔都塞，葛兰西的理论被伯明翰学派所认知和消化，产生了一系列如“编码/解码”理论的研究成果。

其次，阿尔都塞对于意识形态概念的扩展对于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影响甚大，而后结构主义思想又导致媒介批判研究中从宏观权力到微观权力的视角的转变。阿尔都塞的思想与福柯有诸多相通之处，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与福柯的“权力”，阿尔都塞的“问题式”与福柯的“知识型”，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与福柯的“规训机制”都是具有家族相似性的概念。显然，作为阿尔都塞的著名学生之一，福柯深受其师的影响，但相比于阿尔都塞，福柯显得更为激进（参见本书福柯词条）。阿尔都塞更为关心对作为一般概念的形态的抽象阐释，福柯则更关心权力背后的机制和微观“治理术”。

阿尔都塞对于传播学的影响主要凝结在其结构主义的思路和意识形态理论中，然而不能忽视的是，阿尔都塞也提出了当代传播思想史研究中一些极具价值的问题，其一便是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对于传播思想史研究来说，科学与意识形态问题是伴随着传播研究诞生直至今日均需不断讨论的问题。意识形态色彩甚重的传播研究，在何种意义上能够抛弃自身的否定性的意义形态，科学本身是否必然是脱离主体的，如何在传播研究中划出二者的界线，这些都是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间接提出的思想史问题，这些问题在国内的传播研究中已经萌芽，有待进一步发掘。其二是阿尔都塞提出了对思想史的一种解读模式。尽管对于传播学，“征候阅读法”这一方法论工具还不是传播研究的主要方法，但它也提供了面对各种文本，包括传播思想史文本和媒介文本的一种思路，这种思路是与媒介批判研究的本质追求相一致的，即发掘文本背后的意义。这种意义不在于文本说了什么，而在于其话语逻辑及其隐秘追求，这与当代媒介研究中话语分析的思路具有逻辑上的承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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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1942—　）

学术生平

曼纽尔•卡斯特1942年生于西班牙阿巴塞特省赫林镇上的一个保守派贵族家庭，其西班牙语名为Manuel Castells Oliván。他在就读于巴塞罗那大学期间因积极参与反佛朗哥独裁统治的罢工罢课运动而被放逐，流亡至法国，并在索邦大学求学。1964年毕业于经济法律系后转向社会学，师从法国著名社会学家阿兰•杜罕（Alain Touraine），同时兼任巴黎大学高等实践学院工业社会学研究室研究人员。1967年，卡斯特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随后在索邦大学南泰尔校区任社会学助理教授，他的一个学生便是法国五月风暴的学生领袖丹尼尔•科恩本迪（Daniel Cohn-Bendit），而卡斯特的政治参与热情不减，再度卷入学生运动。为此，他被学校解雇，尔后转赴加拿大。1969年，卡斯特在蒙特利尔大学短暂担任社会学助理教授。1970年，在杜罕的帮助下，卡斯特又回到巴黎，并在社会科学高等学院任副教授暨城市社会学研究室主任。1972年出版的法语版《城市问题：马克思主义的视角》为他在城市社会学领域赢得了巨大声誉。1979年，卡斯特受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盛情邀请，迁居美国，成为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与城市和区域规划学系的社会学教授，开始研究旧金山的城市社会运动、拉丁裔运动等问题。1983年，他凭借著作《城市与草根》获得了赖特•米尔斯奖（C.Wright Mills Award）。在1968年至1983年间，卡斯特是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与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等人一道被称为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的旗手。1998年，他因对城市与社区社会学的贡献获得了罗伯特和海伦•林德奖（Robert and Helen Lynd Award）。此外，精力充沛的卡斯特还受聘为众多著名大学的客座教授并担任诸多国际性委员会的委员与主席之职。他曾经在四十多个国家的三百多家学术机构做过演讲，曾访问了马德里、哥本哈根、香港、新加坡、台湾、阿姆斯特丹、莫斯科、新西伯利亚、东京、巴塞罗那、日内瓦等地的著名大学。2001年，他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加泰罗尼亚公开大学担任研究教授，两年后，他出任南加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传播学教授，同时也是南加州大学公共外交中心的开创者。从2008年起，卡斯特成为有欧洲版“麻省理工学院”之称的欧洲理工学院的理事会成员之一。另外，他亦是欧盟执委会委员。至今，卡斯特已经出版了二十余部著作，其代表性作品有：《城市问题：马克思主义的视角》（1972），《城市、阶级和权力》（1978），《城市与草根》（1983），《信息化城市：信息技术、经济重构与城市区域化过程》（1989）以及“信息时代三部曲”，包括《网络社会的崛起》（1996年初版，2000年第二版）、《认同的力量》（1997年初版，2004年第二版）和《千年终结》（1998年初版，2000年第二版）。鉴于卡斯特在网络社会研究领域的突出建树，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杂志称他为“虚拟世界第一位重要的哲学家”。而对于卡斯特的三部曲，吉登斯于1996年在给《网络社会的崛起》撰写的书评中评价道：“曼纽尔•卡斯特的三卷著作试图描绘出信息时代社会与经济的动力的重要性，它们绝对可以比拟马克斯•韦伯的巨作《经济与社会》。这或许是迄今还未有人写过的社会与经济理论方面的十分重要的作品，是针对当前世界中正在进行的不寻常的转化之最有意义的尝试。”

主要理论（方法）贡献

卡斯特对传播理论的贡献主要集中于他在“信息时代三部曲”中建构的网络社会理论。虽然他在三部曲之后也出版了一系列关于信息技术与传播的著作，包括《网络星河：对互联网、商业和社会的反思》（2001）、《移动传播与社会：全球化视角》（合著，2006）、《传播权力》（2009）等，但是这些作品很大程度上是对三部曲的延展性阐述。

然而，卡斯特首先是一位城市社会学家，然后才是一位传播学者，加之他早期的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观念在他后期的网络社会与传播研究中留下了不可忽视的痕迹，因而，对其城市社会学思想的了解可以说是进入卡斯特传播思想体系的钥匙。早年在法国，卡斯特受阿尔都塞的影响，采用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考察了城市结构、城市化进程、城市体系、城市意识形态与空间消费等问题，开拓了城市社会研究的范畴，其提出的“集体消费”和“城市社会运动”学说构成了新城市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母题。卡斯特立足于城市体系进行研究，认为这一“支配性体系”可以将空间结构中存在的所有关系组成一个整体。他指出，集体消费是城市体系建设的基础，当国家无法满足集体消费时往往会导致社会运动。假如说卡斯特在写《城市问题：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时是一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那么到了1978年的《城市、阶级和权力》与之后的《城市与草根》，他变得更加灵活，更多地关注历史联系，并且将重心放在社会运动的个案研究上，以图展现不同的社会阶级力量、不同的性别和种族以及民族运动、国家自治等对城市体系变迁的作用。可以看出，卡斯特的城市社会理论乃植根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他的“集体消费”与“城市运动”概念也是构建在马克思的阶级冲突理论之上的，而结构主义方法也让他更加坚信社会结构支配着社会生产。

1989年的《信息化城市：信息技术、经济重构与城市区域化过程》标志着卡斯特的学术旨趣的转型，他开始把目光投向新兴的通信技术对经济、空间的影响，其研究的关键词变成“信息技术”“网络社会”与“流动空间”，而他在20世纪90年代末所著的对全球化与网络化社会进行全景式考察的“信息时代三部曲”也让他从此在全世界名声大噪。虽然研究对象有了较大的变化，但是卡斯特的思维方式依然遵循着结构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的逻辑框架。卡斯特的网络社会（网络空间）理论将网络视为一种能重组社会权力关系以及改变社会结构的资源或能量。在他看来，信息技术革命与资本主义的重构已然推动了网络社会的形成。

所谓的网络，在卡斯特看来，就是开放的结构并且能够无限扩展，只要能够在网络中共享一种沟通符码，例如一种价值或目标，那么网络就能被整合入新的节点。网络化的社会结构就是一个以网络为基础、具有高度活力的开放性系统，能够通过创新活动使自身保持平衡。而卡斯特认为信息化社会的关键特色是其基本结构的网络化逻辑。他在三部曲的第一部《网络社会的崛起》中表明：“作为一种历史趋势，信息时代的支配性功能与过程日益通过网络组织起来。网络建构了我们社会的新社会形态，而网络化逻辑的扩散实质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虽然社会组织的网络形式已经存在于其他时空中，新信息技术范式却为其渗透扩张、遍及整个社会结构提供了物质基础。”而且，这个网络化逻辑是重新界定价值与意义判断的排除者的逻辑，会导致较高层级的社会决定作用，甚至经由网络表现出来的特殊社会利益：流动的权力优先于权力的流动，换言之，在网络空间中是否在场，以及每个网络相对于其他网络的动态关系，都是信息时代的社会支配与变迁的关键根源。而卡斯特将这个社会形态胜于社会行动的社会命名为网络社会（the network society）。

卡斯特接着在三部曲的第二部《认同的力量》中清晰明了地描述了他所界定的网络社会：“它的典型特征是战略决策性经济活动的全球化、组织形式的网络化、工作的弹性与不稳定性、劳动的个体化、由一种无所不在的纵横交错的变化多端的媒体系统所构筑的现实虚拟的文化（culture of real virtuality），以及一种由占主导地位的活动和占支配地位的精英所表达出来的由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s）和无时间的时间（timeless time）而造成的生活、时间和空间的物质基础的转变。”尽管在卡斯特的网络社会理论中，传统政治经济学中“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分化已经淡出了他的视野，阶级冲突的论调也被弱化，然而，在其建构的“流动空间”与“地方空间”（space of places）的对立中，精英得以联合而大众却流于解散，从而继续建构了政治经济学式的“精英”与“大众”的对立。

在阐释网络社会的过程中，卡斯特也为这一理论创造了一个新概念，即真实虚拟（real virtuality）。这个概念结合了符号政治经济学与空间理论的双重向度。一方面，卡斯特认同鲍德利亚在《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提出的基本观念，即一切传播形式都立足于符号的生产和消费。在他看来，信息化时代的新传播系统并非诱发出虚拟实境（virtual reality），反而是建构了“真实虚拟”，意味着作为我们存在背景的媒体构造出了一个新的象征环境，让现实成为虚拟。另一方面，新传播系统又深入地改变了人们的空间与时间观念，在全球化的网络社会中，地域性从文化、历史、地理的意义中脱离出来，被重新整合进功能性的网络，使得“流动空间”取代了“地方空间”。在新的语境下，时间的限制也被消除，过去、现在与未来可以共存并且彼此互动，而这一“流动空间”与“无时间的时间”又共同构成了真实虚拟文化的基础。但是正是“流动”概念的存在，让本来被人认为颇有乌托邦主义色彩的卡斯特思想变得更具有辩证性和批判力量。在卡斯特看来，流动主导着网络社会的实践活动，资本、信息、技术、组织性互动、形象、声音和符号都是流动的，但是在这个流动空间中占支配地位的是精英，他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中指出：“精英是寰宇主义的（cosmopolitan），而人民是地域性的（local）。权力与财富的空间投射到全世界，民众的生活和经验则根植于地方，根植于他们的文化和历史。”由此，全球化与地域性便对立起来，而且卡斯特在《认同的力量》中也表示了他对此对立的忧虑，“除了一小部分全球政治的精英，遍布世界的大众愤愤不平——他们已不复能够像过去那样，控制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环境、他们的工作、他们的经济、他们的政府和国家，最终，控制地球的命运。因此，为社会进化的古老法则所推动，抵制针对支配而生，无权促生授权，另类设计挑战全球新秩序逻辑，我们这个星球上的民众，与日俱增地感觉到了混乱和无序”。

对传播学科建制的贡献

本是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家的卡斯特在信息时代到来之际转型为信息传播学者，适逢其时地为传播研究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网络社会，不仅拓宽了传播学的研究版图，而且将植根于美国的媒介效果研究与来自欧洲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糅合到这一新的领域中。事实上，假如说吉登斯框架内的现代性社会属于第一现代，那么卡斯特则打破了边界，阐述了第二现代的社会形态，并且重新界定了新的社会情境下的权力形式，即网络准入权（networking power）、网络规范权（network power）、网络内控权（networked power）、网络建构权（network-making power）。传播学者马杰伟和张潇潇直言：“卡斯特的《传播权力》一书实则是媒介效果研究，并且佐证的是强大效果论。虽然他一开篇就表明，权力的施与受必经角力、博弈，但他亦强调网路中编程与切换的推手能行使强大权力，达至强大效果。”

此外，尽管就传播学理论创新层面而言，卡斯特并没有做出多大的贡献，但是卡斯特为信息政治或媒体政治理论增添了一个新的视角——从空间关系切入。跟大多数北美传播学者相比，作为城市社会学家的卡斯特具有较强的空间想象力，这也是为什么他会将被信息时代新的游戏规则所影响的现实政治描述为由电子媒体主导的政治空间。在他看来，政治信息已经被媒体空间所捕获，权力以“在场”的形式呈现，即假如在媒体空间中缺席就意味着没有机会获得权力。而且他进一步提出，由于新时代的政治体制为了维持自身的独立性必须握有流动的信息，假如这些政治体制依靠的仍是工业时代的组织形式和政治策略，那么便会遭遇电子媒体政治空间的信息流动的否定，从而促生信息政治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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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佩映）






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1911—1980）

学术生平

马歇尔•麦克卢汉1911年7月21日出生于加拿大埃德蒙顿，为家中长子。他于1928年在加拿大规模第三的曼尼托巴大学学习工程专业，1929年转学文学。1933年，麦克卢汉本科毕业，以优秀毕业生身份获得英文和哲学学士学位。同年，他开始撰写硕士论文《作为诗人和诗意小说家的梅瑞狄斯》，论文加工精湛，文笔优美，与之后晦涩难懂的行文别若天壤。1934年，他获得曼尼托巴大学英文和哲学硕士学位，赴英国剑桥大学学习，被三一学院录取。这一时期，麦克卢汉开始接触英国画家、小说家和批评家温德汉姆•刘易斯（Wyndham Lewis）的著作；在校期间受到里查兹、燕卜荪、利维斯、福比斯的影响。利维斯（F.R.Leavis）的《文化与环境》一书给麦克卢汉指明了新批评的方法。曼斯菲尔德•福比斯（Mansfield Forbes）所热衷的文字游戏和双关语成了麦氏一生的标志。1935年，麦克卢汉获得剑桥大学学士学位。1937年3月25日，麦克卢汉正式皈依天主教，后在圣路易斯大学（天主教大学）任英语教师。由于北美多信基督教，麦克卢汉一生被人敌视也有信仰方面的原因。1939年9月，麦克卢汉赴剑桥大学攻读英语文学博士学位。1940年，他拿到剑桥大学硕士学位。1943年，他获得剑桥大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为《托马斯•纳什在他那个时代的学术界的地位》。这一年，他晋升为副教授。与此同时，他与温德汉姆•刘易斯结识，麦氏一生崇拜刘易斯。1948年刘易斯的《美国和宇宙人》一书中所写的“地球成了一个大村落，电话横跨东西南北”给麦氏的“地球村”提供了灵感。1944年，麦克卢汉任温莎市阿桑普星学院英语系系主任。1946年，他任多伦多大学圣迈克学院教授，与休•凯纳结识，并在其影响下沉迷于乔伊斯的作品。1947年，他的《论美国广告》在《地平线》发表。20世纪40年代末，麦克卢汉开始与哈罗德•伊尼斯交往。1951年，他出版了第一部著作《机器新娘》。1953年5月19日，他与人类学家卡彭特合作申报的跨学科研究项目“变化中的语言模式和新兴的传播媒介”获得福特基金会的赞助。1955年11月，他应邀赴哥伦比亚大学向美国公众讲解媒介新时代，与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发生不快，从此背上“不健全”的恶名。同月，他在美国全国英语教师研究会（NCTE）上讲话，称书籍的角色已被新媒介取代，教师的工作为运用媒介文化训练学生，在会上与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结识。同年，他编辑出版丁尼生诗选，并开始计划写作《谷登堡星汉璀璨》。1960年，他受斯科尼亚教授邀请为全美广播电视教育工作者协会完成国防教育法案委员会的资助项目，6月末完成《理解新媒介研究项目报告书》。1962年春，《谷登堡星汉璀璨》全书杀青，同年秋，由多伦多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荣获加拿大总督非文艺奖（加拿大最高文学奖）。1963年，他在多伦多大学建立“文化与技术研究所”。1964年，麦克卢汉最重要的著作《理解媒介》由麦格劳希尔出版社出版。1965年他获得IBM提供的资金，着手进行感知测试研究，并与阿吉尔合作撰写《媒介即按摩》《地球村里的战争与和平》。1966年，他给美国营销协会、美国广告协会、纽约公关协会讲课，向约翰逊总统的二十余位助手、国际笔会作家及编辑讲话，频繁接受采访，参加电视节目，到大学讲演。1968年，他成为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的顾问。1977年，他在纽约城市大学接受了教育创新领导奖。1979年，他患弥漫性中风，语言能力丧失，读写能力被摧毁殆尽。1980年，校方撤销麦克卢汉研究所，以麦克卢汉教学计划取而代之。1980年12月31日，麦克卢汉在睡眠中去世。1981年1月3日，他的葬礼在多伦多圣罗萨利教堂举行；1月29日，多伦多大学礼堂为其举行生平和成就追思会。

主要理论（方法）贡献

麦克卢汉是一位勤奋的学者，他总共拿了五个学位，也经历了多次学术转向，从工科、文学、哲学，到文学批评、社会批评，再到大众文化研究，最后到媒介研究，最终成为一位一度家喻户晓的传播学者。他对媒介技术可能引发的社会影响给予了极大关注。他的理论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机器新娘》是麦克卢汉由文学研究转向传播学研究的重要标志，该书采用的方法是文学批评，但批评对象已经是媒介文化。通过59篇短文，他分析了社会及报纸、广播、电影、广告等传播媒介给人带来的心理压力。该书的副标题“工业人的民俗”点明了本书的主题：随着工业革命到来，民俗的创造者不是民众，而是“实验室、演播室和广告公司”。他对由媒介操纵和控制的文化进行了批判。

“全球村”这一概念在1962年《古登堡星汉璀璨》出版时被提出。他引用生物学家德日进的说法，认为“由于发现了电磁波，庞大、奇妙的生物机制得以呈现在我们眼前，所有个体因而发现自己可以（主动或被动地）上天下海，同时出现在地球的任何角落”。在《古登堡星汉璀璨》中，他以马赛克式的写作风格探讨了从口语传统到手抄书到印刷术发明后，不同时期的媒体形式对人类感官、信息传递、社会形态、思维逻辑等造成的影响。

“媒介即讯息”是麦克卢汉对媒介的定义。他认为媒介绝不仅仅是用来承载内容的，一种新媒介的出现会为人类创设出一种全新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可使人类的意识活动发生显著变化。正是媒介塑造和控制着人类交往和行为的尺度和形式。他认为：在口语时代，人们的感官平衡，人们生活在一种部落式的世界中，内心丰富；进入文明时代，拼音和印刷文字使人们原有的整体性被机械切割，人们从注重听觉转向注重视觉，不再过部落生活；在电子媒介时代，人类的整个中枢神经系统得到了延伸，人类进入“重新部落化”的时期。

“媒介是人体的延伸”是麦克卢汉对媒介本质的看法。他认为一切媒介都是人的延伸，这样的延伸是器官、感官或功能的强化和放大。人们的交往推动着需要的增加，为更大规模的交往创造条件。比如衣服是皮肤的延伸，电话是口耳的延伸，印刷品是眼睛的延伸，电脑是人的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由此可见，他笔下的媒介是一个泛指的概念，包括一切人工制造物和各种技术。在《理解媒介》中他讨论了服装、道路、住宅、汽车等共26种媒介，从而将一切人类社会关系都还原为信息传播关系。

麦克卢汉提出的“冷媒介、热媒介”的比喻式论断，将媒介区分为两种：冷媒介指的是信息清晰度低的媒介，需要受众较高程度的能动参与；而热媒介指的是信息清晰度高的媒介，受众仅需较低程度的参与。如电话是冷媒介，收音机是热媒介；电视是冷媒介，电影是热媒介。

麦克卢汉认为技术是社会变革的动因，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媒介技术变迁史。在《理解媒介》一书中，依据传播方式的不同，麦克卢汉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口语时期、读写文字时期、机械印刷术和机械媒介时期、电子媒介时期。这导致后来许多学者将他归于技术决定论者。随后出版的《媒介即信息》《地球村里的战争与和平》等作品，继续阐发他独特的媒介技术观。

麦克卢汉的研究方法承袭新批评学派的立场，强调有机整体论，喜欢通过感性、直观的方式对事物本质采取只探索不解释的研究方法，行文大量运用类比、隐喻等文学修辞方法，缺少逻辑论证，这使包括默顿在内的一些学者大为恼火。麦克卢汉在叙述其理论时思维跳跃、语言晦涩、论据突兀，引来众多批评。

对传播学科建制的贡献

虽然今人对麦克卢汉多有贬评，不过应该说在传播学的学科建制上麦克卢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麦克卢汉通过建立一系列的研究机构、开展一系列研究活动和开设一系列课程，推进了媒介环境学的早期发展。1953年，麦克卢汉和卡彭特得到福特基金会赞助，他们发起了一系列的跨学科研讨会，研究媒介与文化，同时他以课题经费创办了一份学术期刊——《探索》，并在上面发表了许多麦克卢汉式的关于媒介环境学的重要文章。卡彭特担任刊物总编辑，一共出了九期，最后一期由麦克卢汉担任主编。1959年，《探索》停办。1963年，麦克卢汉在时任多伦多大学校长比塞尔和圣迈克学院院长凯利神父的帮助下在多伦多大学建立了“文化与技术研究所”，研究所的宗旨是研究“一切技术的心理影响和社会影响”。1967年，他经争取在“文化与技术研究所”开设了“媒介与社会”学位课程。同年，经纽约州议会批准，他受聘为福德汉姆大学施韦策讲座教授，开设“理解媒介”课程。

麦克卢汉哺育了多伦多学派和纽约学派。在他与波兹曼的推动下，纽约大学开设了“媒介环境学”博士班。据莱文森回忆，从1975年到1978年，在纽约大学“媒介环境学”博士点的研讨班上，他与梅洛维茨邻座，波兹曼担任主持。他们发现彼此对媒介世界的看法基本相似，其核心观点都是从麦克卢汉那里学来的。梅洛维茨转向社会学，用戈夫曼的拟剧交往理论细化、丰富了麦克卢汉学说，莱文森则仿效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和坎贝尔的认识进化论，提出了媒介在人类理性推动下朝着人性化方向发展的媒介进化论观点。

麦克卢汉是媒介环境学的旗手。他将传播效果研究作为靶子，以伊尼斯为先导，挑战经验学派，特立独行地开辟了传播学的媒介环境学领域。由于在学界、政界和商界均声名卓著，他将传播学的观念撒播到北美社会的各个阶层。“地球村”等概念人尽皆知。美国传播学者罗杰斯评价他说，麦克卢汉在使一般公众对传播学产生兴趣方面所做的工作，是无人可以比拟的。

麦克卢汉对感官偏向的研究，将传播学与认知心理学、神经心理学和脑科学等学科连接起来，为跨学科研究打开了窗口。他的“内爆”概念更为鲍德里亚的思考穿针引线。他的技术主义观念引发了实证研究和文化研究领域诸多学者的兴趣与回应。他对未来的预测、对地球村的追问还值得后来人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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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戎　青）






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1895—1973）

学术生平

马克斯•霍克海默1895年2月14日出生于德国斯图加特的一个工厂主家庭。1911年前后，霍克海默结识了弗里德里希•波洛克，并与这位皮革厂主的儿子结下了一生的友谊。之后，霍克海默和波洛克一起在慕尼黑、弗莱堡、法兰克福等地的大学学习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这期间霍克海默在弗莱堡旁听了胡塞尔的课，并受到了海德格尔的影响。1922年在法兰克福，霍克海默结识了西奥多•W.阿多诺。1923年1月，在导师汉斯•科内利乌斯的指导下，霍克海默完成了题为《判断的二律背反》的博士论文，随后取得了在大学授课的资格。1931年1月24日，霍克海默在取得法兰克福大学社会哲学教授的教席后，出任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所长，并在当天发表了正式的就职演说。这个研究所是1923年成立的马克思主义性质的研究团体，第一任所长是维也纳大学教授卡尔•格吕恩堡。在霍克海默担任所长之后，他提出以批判的社会哲学作为研究所今后的研究方向，并以《社会研究学刊》取代了《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献》作为研究所的学术刊物，该杂志也成为研究所日后最重要的理论阵地。1931年，随着德国纳粹势力的逐渐兴盛，霍克海默着手在瑞士设立研究所的分支机构。1933年3月，纳粹以反国家倾向为由强行关闭了研究所，霍克海默彻底把研究所带到了日内瓦，同时在巴黎设立了分支。在瑞士期间，研究所开始了三项各自独立的问卷调查，这些调查为“权威与家庭研究”提供了经验资料。然而，日内瓦毕竟只是临时驻地。1934年5月，霍克海默前往纽约和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Nicolas Murray Butler）会晤，商谈研究所搬迁事宜。在哥大社会学系教授罗伯特•S.林德（Robert S．Lynd）和罗伯特•麦克伊维尔（Robert MacIver）的举荐下，搬迁事宜非常顺利，研究所的办公地点是第117大道429号。这一年，霍克海默以海因里希•雷吉乌斯（Heinrich Regius）的名字发表笔记《黄昏》。在纽约期间，研究所发表了题为《权威与家庭研究》的报告，并且资助了许多流亡学者，包括阿多诺、马尔库塞等。1940年，霍克海默离开纽约移居加利福尼亚。1947年，霍克海默出版了两部重要著作：《理性之蚀》及与阿多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尤其是后者把批判理论的锋芒指向了整个启蒙理性。1949年，霍克海默担任《偏见研究》（五卷本）项目的研究主持人和主编，这个研究的代表当属阿多诺主持的“权威人格研究”。1948年春，霍克海默受邀重返德国，在法兰克福受到了热情的欢迎。1950年，社会研究所在法兰克福复建。1951年，霍克海默被遴选为法兰克福大学校长。1954年，他被聘为芝加哥大学客座教授。1973年7月7日，霍克海默在纽伦堡逝世。

主要理论（方法）贡献

霍克海默作为法兰克福学派最重要的领导者，其主要的理论贡献大多集中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他所提出的社会批判哲学的当代阐释之上，尽管霍克海默的理论并没有完整的体系以及具体的理论对象和成果。对于传播学来说，霍克海默的理论影响也远远不如其同事阿多诺和马尔库塞，但霍克海默在理论主题的拓展和创新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对于传播研究来说，霍克海默最具有启发性的理论贡献集中在以下两点：

其一，1947年，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合作撰写了《启蒙辩证法》。根据哈贝马斯的判断，在这部著作中，霍克海默负责撰写了“启蒙的概念”以及“反犹主义要素：启蒙的界限”部分，而阿多诺则主要撰写了“文化工业”部分（参见本书阿多诺词条），这种观点今天已经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这部著作想要揭示的问题非常明确——以神话终结者形象自居的启蒙最终在当代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成为新的神话，并且事实上，被启蒙摧毁的神话也是启蒙自身的产物。《启蒙辩证法》标志着批判理论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高潮，在拒绝了传统的资产阶级形而上学之后，《启蒙辩证法》把矛头指向了整个工业文明和启蒙理性，这个指向也被后来的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所继承或修正。

其二，作为启蒙辩证法当代的具体表现，对工具理性的批判是启蒙理性批判的焦点。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是马克斯•韦伯对现代理性做出的二重区分，也是作为手段的理性和目的的理性的二元对立。在霍克海默那里，工具理性的绝对统治是与技术合理性联系在一起的，工具理性统治的过程与理性的主观化的过程相一致。正如工业化大生产表现出来的特征一样，主观理性的形式与客观内容无关，而就其工具性而言，强调其作为手段对不同内容的服从，客观理性的解体也相应带来了理性的自我解体和真理的消逝。这种针对工具理性的批判直指整个现代工业文明，包括法西斯的极权主义，也包括美国式的文化工业。

对传播学科建制的贡献

霍克海默对传播学的贡献与其对法兰克福学派的贡献是一脉相承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发展壮大和在传播思想史中的重要地位与霍克海默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对今天的传播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一，霍克海默是第一个明确提出批判理论的人。这种批判的社会哲学观念早在霍克海默就任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所长之始便已萌芽。在1937年的《社会研究杂志》上发表的《传统的和批判的理论》一文中，霍克海默第一次使用了社会批判理论这个术语，后来法兰克福学派就以这种理论闻名于世。在这篇文章中，霍克海默区分了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他认为，传统理论是一套命题的演绎系统，“是关于某一主题的命题总汇，这些命题彼此紧密相连，其中似乎只有几个是基本命题，其余的则是可以从基本命题中派生出来的命题”，而理论假设的有效性是经由与经验描述的相符程度来决定的。这种理论的问题在于仅仅关注社会和哲学理论在其自身的孤立领域中的意义，而不关注理论对人类生活的意义。而批判理论则不同，它从“作为人类活动的目标的历史分析中，尤其是从那种将会合理地满足整个共同体的需要的社会之合理组织观念中推出某些观点，这些观点内在于人类劳动中但并未被个体或大众精神所正确地把握”。相比于传统理论，批判理论同样具有逻辑必然性。在现实必然性上，批判理论的有效性与具体实践本身紧密联系，所以它不是建构性的封闭体系，而是一个开放的主客体的辩证法。这就突出了批判理论的两个特征：对所有社会科学领域研究成果的开放性以及对社会实践和理论实践的批判性。其手段即是通过批判积极地参与社会再生产过程。批判理论的提出成为今天传播学中批判范式的先声。在今天的传播研究中，广义的批判范式的内涵已经十分丰富，不但包括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评理论，也包括英美的文化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文化理论以及媒介环境学等。然而，不可否认的是，霍克海默是批判理论的奠基者，批判范式在传播学科史上的建立与霍克海默的功绩密不可分。在霍克海默就任研究所所长的演讲中，他就提出希望研究所成为“能与社会理论中的哲学思考和经验主义相并列的有计划的工作领地”。这就需要一种“依据当代的哲学问题开展有组织的研究”的严谨方法，“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心理学家能够在这些当代哲学问题当中形成紧密的合作”。哲学和经验研究的联盟是霍克海默早在批判理论草创阶段就已经提出的理念，然而经过传播学史的书写，二者的联盟被对立取代，这也是传播思想史上值得一再探讨的问题。

其二，尽管不是社会研究所的唯一创始人和首任所长，然而正如理查德•沃林看到的那样，“随着岁月的流逝，后来逐渐为人所知的社会研究所，不是卡尔•格吕恩堡的研究所，而是马克斯•霍克海默的研究所”。不夸张地说，没有霍克海默的领导，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是不可想象的。霍克海默对于研究所的贡献，首先在于其吸引了一批有才华的人物，这其中包括洛文塔尔、马尔库塞、弗洛姆和阿多诺等。其次，霍克海默领导着研究所的学者们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进行了一系列大规模的经验研究，并发表了重要的成果。在研究所成立初期，霍克海默领导了一系列关于德国工人阶级的研究，并且在1932年主持发行《社会研究学刊》，这份刊物成为日后社会研究所研究成果的汇集地。纳粹上台之后，霍克海默的决策使得社会研究所于1934年得以在美国生根发芽。在美国期间，霍克海默领导社会研究所的一干学者进行了“权威与家庭研究”，这个经验性研究旨在揭示在家庭中形成的权威人格和社会结构、国家权威之间的关系。从1939年开始，霍克海默又领导研究所的学者们着手研究反犹主义，这个计划在战时得到了美国犹太人协会的支持，这个研究的部分成果还以“反犹主义要素”为题编进了《启蒙辩证法》一书。1950年前后《偏见研究》丛书先后出版，这套丛书是“反犹主义研究计划”的最终研究成果。这些研究共同构成了霍克海默将经验研究与批判理论相结合的最重要尝试。

其三，霍克海默在美国流亡期间，批判理论在与美国的社会科学碰撞后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理论成果。这一段历史直接促成了传播学学科史上经典的行政研究与批判研究二元对立框架的形成。这其中，霍克海默将阿多诺介绍给拉扎斯菲尔德是最重要的标志性事件之一。1937年10月20日，霍克海默给时在英国的阿多诺发去了一份电报，邀请阿多诺前往美国，进行为期两年的普林斯顿大学广播项目研究，每月有400美元的收入。阿多诺欣然前往。这个项目是阿多诺和拉扎斯菲尔德的第一次合作，这次合作在传播学史的研究中一再被提及，甚至被视为经验主义范式和批判范式的对立的肇始（参见本书阿多诺和拉扎斯菲尔德词条）。霍克海默将阿多诺带到美国的举措间接使得《启蒙辩证法》的出现成为可能，阿多诺在美国的经历也成为其“文化工业”理论的最初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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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斯韦尔•E.麦库姆斯（Maxwell E. McCombs，1938—　）

学术生平

麦克斯韦尔•E.麦库姆斯1938年出生于美国阿拉巴马州的伯明翰市，在新奥尔良的图兰大学获得新闻学学士学位。1966年，麦库姆斯在斯坦福大学获博士学位，并成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副教授。1967年麦库姆斯来到北卡罗来纳大学，并于1968年与唐纳德•肖一起在美国大选期间对选民关注的议题和传媒强调的议题进行比较研究。1972年二人合作的《大众传播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一文诞生。1985年，麦库姆斯从北卡罗来纳大学转到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他目前是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新闻学院教授，曾任世界舆论研究协会会长。麦库姆斯曾在美国报纸出版协会新闻研究中心从事管理工作长达十年之久，写作或者主编过一百多本书。他因为在大众传播研究与教育工作方面的杰出贡献，获得德意志曼奖，并且因议程设置研究与唐纳德•肖共同获得美国政治科学协会埃德尔曼奖。他从事构建议程设置理论长达四十余年，使议程设置理论从一个需要证明的假说，变为当代政治学与传播学中最重要的理论场域。因此，洛厄里和德弗勒将议程设置理论研究列为大众传播研究的15个里程碑事件之一。麦库姆斯的主要学术著作有：《设置议程：大众媒介与舆论》《美国政治议题的出现》《新闻学的两个W》《传播与民主：议程设置研究的知性边界探索》《大众传播研究》等。

主要理论（方法）贡献

麦库姆斯对于传播学最主要的贡献在于议程设置理论，这是有关大众传播媒介的社会功效的重要理论。

“议程设置”的主要含义是：虽然大众传媒不能直接决定社会公众怎样思考，但却可以通过对某些问题或事件的报道，帮助公众确定哪些问题是最重要的和应该关心的。大众传媒越是大量报道或重点突出某些问题或事件，受众便越是重点地谈论和关注它们。总的来说，议程设置理论自始至终试图描绘和解释以下三个问题：第一，应该怎样选择、处理和传播消息；第二，媒介议程对公众的影响；第三，“议程安排”可能产生的效果。该假说的灵感最早来自于李普曼。李普曼在1922年的《舆论学》一书中认为，传媒塑造了公众头脑中“关于世界的图景”。1963年，科恩在对美国报业与外交政策的关系的研究中，提出一种假设。他说，媒体也许不能成功地决定我们怎么想，但是会极其成功地决定我们想什么。为了验证上述假设，麦库姆斯和肖针对1968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传播媒介的选举报道对选民的影响展开了一项调查研究。他们在北卡罗来纳州对100个选民进行调查，让被调查者说出他们认为哪些议题是那次竞选中的重要议题。研究者将被列出的重要议题与媒体对这些议题的报道加以比较，发现这两者之间有惊人的对应关系：人们认为最重要的也是媒体报道最强调的，不论竞选人有没有强调。这之后，许多研究者做出了许多类似的但规模更大、更科学的研究，且得出了相似的结论，议程设置因此成为一个令人信服的研究范式。

麦库姆斯本人在接受采访时，总结出议程设置理论发展的五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基本的议程设置假设——新闻的报道方式影响公众对当时重要议题的感知。第二阶段将媒介效果研究与“使用与满足”研究结合起来，从原先研究的问题“什么是媒介议程对公众议程的效果”变成了“为什么某些选民比其他人更乐于接触特定大众传播媒介上的信息”。第三阶段的研究将议程扩展到公众议题之外，并对比各种不同的议程（包括各种媒介的议程与政府议程）之间的区别。第四阶段的研究则已经将新闻议程由自变量转为因变量。最初的问题“是谁设置了公众议程”已经变为“是谁设置了新闻议程”。最近出现的议程设置研究的第五个阶段，主要考察如下问题：媒介议程设置对于对象及其属性是不是存在显著的影响，即会不会对人们的态度、观念和行为产生影响，也就是将受众纳入了议程设置研究范畴。

在研究方法方面，麦库姆斯的做法是用经验数据的方法来证明理论，媒介内容分析与受众调查相结合是其方法论的特点。他们正是通过这样的方法吸收了李普曼的基本思想和科恩的隐喻，将议程设置的假设真正纳入经验主义的框架进行论述和检验。在1968年的研究中，一方面，研究者对新闻媒体（五家报纸、两家新闻杂志、两家电视台的晚间新闻）进行内容分析，另一方面，采用问卷调查法，随机抽样询问当地未决定投票意向的选民，调查他们认为最重要的议题。研究结果大致显示出，把内容分析与问卷调查的结果对比，发现媒介议题与选民议题非常一致，具有很强的相关性。有了这样成功的先例，他们在1972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在卡洛特（Charlotte）进行了一次规模更大的固定样本的研究，将媒介提出的政治议题与选民对这些议题重要性的感知进行对比。他们分别在当年的6月和10月访问选民，调查他们认为的最重要的议题。在同一时间，他们对当地报纸和ABC、NBC电视的晚间新闻进行了两次内容分析，计算出了6月和10月的媒介议程，然后进行前后相关交叉分析，研究结果是媒介议程影响公众议程，即议程流向是从媒介议程到公众议程。

对传播学科建制的贡献

麦库姆斯主要从事的是议程设置理论研究，从1976年总统选举，到在《舆论季刊》上公布研究成果，这个理论已经产生了四百多项研究成果。麦库姆斯对于传播理论的贡献远远超出了阐明这个理论本身。他重建了政治传播效果的研究路径，使人们熟知并扩展了李普曼对于公众舆论的看法。麦库姆斯对于传播学建制的贡献可以归纳为这样几点：

一是麦库姆斯的传播效果研究摆脱了“有限效果理论”的束缚，重新展现了大众传媒的有力影响。由于麦库姆斯的“议程设置”理论超越了之前的枪弹论和有限效果论或过分夸大或过分贬低大众传播效果的偏颇，对大众传播的社会功效给予了较为客观、适度的认识评价，从而在传播效果研究方面实现了巨大突破。议程设置理论对美国传播效果研究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这是第一个由传播学者根据新闻理论而不是由社会学家或心理学家根据他们的理论提出来的研究范式；另一方面，它基本背离了有限的和有选择的影响的研究范式，将研究目光投向媒体对受众的长期影响。正如麦库姆斯和肖所认为的那样：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不是一种立竿见影的主观性功能，而是一种间接的、客观的媒介效果。

二是促进了政治传播学的发展。“议程设置”的核心涉及媒介、社会与受众之间的关系，涉及大众传播媒介的作用、媒介内容分析与公众舆论变化研究的结合等问题。这一理论对于传播学的发展来说影响重大，并日益关联到对当代社会和文化的分析，成为政治传播研究的一个基本形态。议程设置理论在西方的政治传播研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意义：首先，它以新的视角启发了人们对大众传媒的政治传播效果的认识；其次，议程设置理论对政治传播的研究具有方法论意义。议程设置理论因发现政府可以通过媒体的议程引导或转移公众的注意力而备受政治学者与政治传播学者的关注，它的影响力超越了传播学的边界。

三是议程设置理论带动了各个国家、地区中各领域的实证研究。麦库姆斯等人的实证研究都围绕选举这一主题，这些研究最初是在美国的总统选举研究中得以验证的，具有很深的政治烙印。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议程设置研究中，涉及政治领域的研究仍占据主导地位。然而为了验证议程设置理论，丰富议程设置理论的内涵，研究者将实证研究延展至医疗、卫生、教育、公共事业等领域，以证明其广泛存在。同时，研究者还开展了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历史时期的实证研究。世界各国的媒介生态环境差异明显，议程设置功能在世界其他地区是否适用，在不同的媒介生态中又表现出什么不同的特点，需要实证研究来回答。我国学者张国良、李本乾也以中国的传播实践为基础展开了实证研究，检验了议程设置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及表现上的差异。此外，作为传播学效果研究领域的经典理论，议程设置的概念在网络环境下是否有变化，影响网络议程设置的因素有哪些，成为20世纪90年代后的又一关注热点。在这一领域，中国学者祝建华成就斐然。

在评论麦库姆斯等人的研究时，传播学家E.E.丹尼斯是非常中肯的：“议程设置是大众传播的最重要的效果，抑或不过是通向某种更有说服力的解释的一条并不完整的思路，这是不清楚的。但是，可以确定的是，议程设置为媒介效果研究提供了一片肥沃的土地，这次研究的结果正在触发新的问题。不可否认的是，议程设置的提出为传播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方法和层面，从而成为传播学研究中的一个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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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1946—　）

学术生平

迈克尔•舒德森1946年11月3日出生于美国威斯康星州密尔沃斯市。他在哈佛大学获得了文学硕士和社会学博士学位。1976年至1980年，他在芝加哥大学执教，1980年至2009年在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执教。从2005年起，他开始兼职从事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教学工作，2009年成为哥伦比亚大学的专职教授。他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便开始展现出对美国大众传媒的兴趣，1978年他的博士论文《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出版，从此在学界崭露头角。此后他的研究领域涉及广告、大众文化、水门事件和文化记忆等各个方面。他在古根海姆博物馆担任研究员，同时还是帕洛阿尔托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的研究员，1990年获得麦克•阿瑟基金会奖。2004年，他获得美国政治学协会和国际交流协会颁发的“穆雷•爱德曼杰出职业生涯奖”。舒德森在《哥伦比亚新闻评论》《威尔逊季刊》和《美国展望》上发表了多篇论文，同时还在《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新闻日报》等报纸开设专栏。2009年，迈克尔•舒德森和里奥纳德•唐尼受邀撰写了长篇文章《美国新闻业的重建》，探讨时下转型中的美国新闻业，引起广泛关注和热烈反响。

舒德森著述甚多，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他进入了创作高峰期。代表作包括：《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1978）、《广告：艰难的说服》（1993）、《新闻的力量》（1995）、《新闻社会学》（2003）和《为什么民主需要不可爱的新闻界》（2008）等。

主要理论（方法）贡献

迈克尔•舒德森是当代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媒介社会学者之一。其论著主要集中在新闻生产以及新闻社会学领域，对这些领域的理论推进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新闻传播学界掀起了“新闻生产”研究的高潮，知名学者如赫伯特•甘斯（《什么在决定新闻》）、盖伊•塔奇曼（《做新闻》）、托德•吉特林（《新左派运动的媒介镜像》）等人都发表或出版了相关的研究。舒德森在哈佛大学社会学系完成的博士论文《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是这一浪潮中的代表作之一。该书主要研究美国新闻业中“客观性”理念的发展历史，通过分析美国现代新闻业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活之间的互动关系，探索新闻客观性的生产机制。在这本书里，舒德森以美国报业发展史作为脉络，从19世纪30年代的便士报革命写起，历数19世纪60年代的职业化浪潮和90年代的信息模式，以及在一战结束后的20世纪20年代“客观性”理念形成，并最终成为新闻业的意识形态的过程。在舒德森看来，民主市场社会神话的破灭和科学权威的兴起使得人们开始怀疑事实、怀疑价值，从而最终导致对“客观”理念的推崇。而这一“风中的芦苇”之所以能够保持其在新闻业中的主导地位，成为统治性的意识形态，背后隐藏的除了必须这样做的实际原因之外，还是一种巧妙的逃避，以看似专业的“中立”立场，逃避报道新闻可能带来的问题与责任。舒德森由此认为，“客观性”理念实质上揭示的是人们在审视现代社会时的失落感和怀疑。舒德森既不认同它的成立，也不否定它存在的合理性，认为在没有一种新的新闻理念之前，“客观性”仍将是新闻从业者维护其专业与职业的法宝。作为踏入学术界的第一项研究，舒德森对于新闻界的关注在此后贯穿于他的学术生涯。而新闻“客观性”也始终是他热衷探讨的话题。在这一领域，他和众多名家一道为“新闻知识生产”研究奠定了基础。

20世纪90年代以来，舒德森将对新闻生产的研究推进一步，集中探讨新闻与社会的关系，着力耕耘新闻社会学研究领域。总体来说，舒德森对于他研究了大半生的美国新闻界持乐观态度，尽管他承认这一研究对象存在种种问题，但他更多地看到了它存在的必要性，并愿意敦促它进步和改良。他坚持以社会学和历史学相结合的立场进行新闻社会学领域的研究，既重视个案分析，又强调理论思辨。在2003年出版的《新闻社会学》中，舒德森延续了自己二十年前的研究，同时又往前迈进了一步，开始呼吁新闻改良，并且将视野由美国扩展至其他不同层次的国家，并进行对比。他关注新闻如何影响社会的问题，特别是新闻对政治的影响，试图通过回应大众、学术界和新闻界自身对于媒介的误解，界定问题所在，描绘新闻机构在现代公共意识的形成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该书已经成为“新闻社会学”领域的扛鼎之作，浅显而又清晰地勾画了学科轮廓和中心概念。2008年舒德森在论文集《为什么民主需要不可爱的新闻界》中，进一步讨论了“新闻”与“民主”之间的关系，他意在肯定新闻界对于代议制民主的重要意义。立足于扎实的新闻史基础，舒德森借鉴了赫伯特•甘斯的观点，总结出了新闻的七大功能，除了传统学界认定的信息提供、调查报道、分析评论、社会同情、公共论坛、社会动员之外，舒德森提出，新闻业还有另外一项重要的功能——宣传代议制民主。在书中，舒德森还就“民主”这一话题与杜威、哈贝马斯等人的观点进行了讨论，提出民主对话的显著特征不在于平等，而在于公共。

在研究方法方面，舒德森是将知识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引入传播学研究的先驱之一。他的社会学教育背景和知识积淀使得他很自然地将社会学领域的重点问题与自己的研究对象相结合。在他的研究中，知识社会学的认识论贯穿始终，他将思想、意识形态与社会群体、文化制度、历史情境、时代精神等纳入对新闻以及广告的考察，以此开拓了一个新的传播学研究方向。此后，他又将这样的研究方法引入对于“广告”的研究，关注广告作为一种社会行为，如何在社会运行中对消费、文化、表达、艺术产生影响。他的研究首次突破了单纯的定量研究，而是引入了定性研究的方法，将“广告”这样一个概念置于宏观的社会环境中加以考量，在社会、历史等更复杂的背景中分析广告背后的消费文化的根源。

舒德森在这方面的著述为后来的研究者们提供了多视角研究的经典文本，他以自身的学术实践推动了美国传播学从狭隘的定量研究向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相结合转变。

对传播学科建制的贡献

迈克尔•舒德森可能是美国新闻社会学理论领域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这是他能够跻身新闻学重要思想家行列的最重要原因之一。他在以下三个方面对传播学科的建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其一是对新闻生产研究领域的贡献。他的研究丰富和完善了对新闻专业主义的研究，将传统的“把关人”研究推进到知识生产社会学的研究。

其二是他的观念史的开创作用。舒德森对于史学尤其是观念史的关注和重视均折射在他的著述之中。在他之前，由于研究的难度和新闻学科的年轻，这方面的研究鲜见佳作。他在这一领域的代表作《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独树一帜，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观念史”的佳作，通过对美国新闻界“客观性”理念的形成与发展的考察，形成了一种新的制史框架。

其三是对新闻社会学理论的贡献。舒德森虽然是社会学博士，但从学生时代起便以新闻为主要考察和研究对象。在此后的学术生涯中，他成功地将自己的学科积淀与研究对象结合起来，在新闻社会学领域是当之无愧的奠基人之一。2003年，舒德森的《新闻社会学》一书出版，成为该领域具有总结意义的“教科书”，他用扎实的例证、严谨的思辨以及开阔的视野为“新闻社会学”这一研究方向勾勒了大致的理论框架和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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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

学术生平

米歇尔•福柯1926年10月15日出生于法国普瓦提埃，其父亲是外科医生，家境殷实。1943年福柯进入普瓦提埃法国高等师范学院文科准预备班，准备高师的入学考试，然而并没能通过这次考试。1945年，福柯迁居巴黎，进入亨利四世中学。在这里，福柯遇到了让•依波利特，这位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法语译者把福柯引进了哲学的大门。1946年，福柯如愿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然而，他似乎并不适应学校的集体生活，他喜欢封闭自己，并狂妄地施展自己充满攻击性的才能，甚至多次试图自杀。这多少与那个时期同性恋的悲惨境遇有关，尽管当时并没有多少人知道福柯是同性恋。但与此同时，福柯在高师阅读了大量的哲学和文学著作，包括柏拉图、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海德格尔等的作品。1949年6月，他就以《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历史先验性的构成》为题完成毕业答辩。在1948年，福柯结识了走马上任的年轻辅导老师——阿尔都塞。阿尔都塞对福柯影响至深，甚至导致福柯一度加入了法国共产党（1950—1953）。1950年，福柯第一次参加大中学教师资格考试，意外失败。直到1951年6月，福柯才终于通过这个考试。1951年，在福柯的要求下，他进入了梯也尔基金会工作。在此工作的一年间，福柯着手攻读心理学研究院的一个新学位。1952年，他获得了精神病理学学位。从1951年开始，福柯应阿尔都塞之邀，担任高师心理学教员，并于第二年开始在里尔大学担任心理学助教，在这期间致力于研究心理学与精神病学。1955年春，福柯出走瑞典，这之前福柯已经渐渐抛弃了法共和马克思主义。在瑞典福柯结识了宗教历史学家杜梅泽尔（G.Dumézil）。福柯与他保持了数十年的友谊，从杜梅泽尔那里学会了不同于传统诠释学的方法分析话语，并描述了其演变及其与结构间的关系。在瑞典乌柏沙拉期间，福柯结识了来访的罗兰•巴尔特，尽管二人之间保持着一种审慎的友谊，但是1975年，福柯还是推选巴尔特进入了法兰西学院。福柯于1958年离开瑞典转战波兰和德国。1960年，福柯返回法国。在瑞典和波兰期间，福柯完成了《疯癫与文明——古典时期疯狂史》的写作，该书在他返回法国后出版。1960年至1966年，福柯任教于克莱蒙费朗大学。1966年，《词与物》出版，在法国引起了轰动和争议，此时的福柯转战突尼斯，在突尼斯大学任教。在突尼斯，福柯经历了学生骚乱并在1968年秋短暂返法，而这时的法国已经处在动荡的边缘。1968年底，福柯结束了在突尼斯的生活，回到法国，担任新创办的万森大学（后改名为巴黎第八大学，1980年校址移到巴黎北郊外的圣丹尼）哲学教授，同时代理哲学系系主任。1970年4月，福柯被正式选为法兰西学院终身讲座教授。1971年2月，福柯发起“监狱情报小组”这一旨在支持绝食政治犯的运动，并开始在实践和理论的层面上关注权力和监狱机制的问题，同时这一运动也成为其1975年出版的《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一书的先声。此后，福柯一边在法兰西学院授课，一边积极投身于各种社会活动。1975年4—5月，福柯接受加利福尼亚大学邀请并前往加州。在加州期间，他首次造访了当地的海湾区（Bay Area），从此对那里同性恋社区的活动深感迷恋，并于1979、1980和1983年重返海湾区。5月底，在西蒙•瓦德（Simeon Wade）的邀请下，福柯去死亡谷体验服食迷幻药，这一经历促使福柯改变了其一贯的思考性爱的方式，早已拟好的6卷本《性史》的写作计划被放弃，他开始重新谋划《性史》的写作。该书第一卷于1976年正式出版，第二卷与第三卷于福柯临终前出版。1984年6月25日，福柯死于艾滋病，终年58岁。

主要理论（方法）贡献

福柯的理论体系庞杂而深刻，他兴趣广泛，身后留下众多难以归类的思想作品。总体上说，福柯是一个现代性的理论家，但他的许多理论又具有后现代的特征。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关注的许多问题与马克思不谋而合。他反对把自己称作结构主义者，但他却是把结构的边界推向极致的人。福柯提出了一种不同于传统主体性哲学的思想，他的所有哲学都建立在对“人”的观念的重新认识之上，即一种谱系学或人文考古学意义上的人之死或主体之死。在福柯那里，“无疑，人只不过是物的秩序中的某种裂缝……人只不过是最近的发明，是只有两个世纪的历史的形象，是我们的知中的一道简单的褶皱”，而“人的科学全然不是在人被当作表象对象，甚至不是当他被显示为一部历史时构建起来的，恰恰相反，人的科学，是在人非历史化时构建的”。所以，他并不把理性当作主体的特权，也拒斥所有据此断言的进步、理性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福柯是反马克思的。

福柯强调的是基于“知识型”（或“认识型”，指在一个特定时期中，划定经验总体中的一个知识领域，规定这个领域中的认知对象的存在方式，给人们的尝试提供理论的力量，决定人们对于那些被视为真理的话语的认可）的转换或断裂而产生的整个思想史。“知识型”是一种附加了历史的先天形式，不能直接到达。对于话语实践的规律性分析就是窥探“知识型”的考古学钥匙。话语分析是福柯留给当代文化研究的方法论及认识论的第一个工具。尽管话语并不是福柯的首创，但福柯的《词与物》与《知识考古学》在应用和规定层面留下了当代话语分析领域的最重要的遗产。在福柯看来，话语是“一组陈述，这组陈述为谈论或表征有关某一历史时刻的特有话题提供一种语言或方法”。这组陈述有着共同的存在条件和规定，话语实践的各种历史形式构成了一个时代总体的“知识型”。由此，对话语实践的分析是洞悉所有真实历史的基础。首先，话语分析的重点在于对各组陈述之间的微妙关系的揭示。这些关系促成了话语的形成，福柯拒绝简单地把这些关系界定为“科学”或“意识形态”，而更愿意称其为话语的形成规则。其次，陈述形式的可能性并非由语义逻辑决定，它无法摆脱陈述与分化空间之间的关系，这也是陈述之间的差异的由来。福柯的考古学就是建立在“陈述—话语实践—知识—科学”这一轴线之上的认识论及方法论。

后期的福柯把自己的关注点从话语转向了知识/权力，他把知识看做话语和权力的产物，是一种“发明物”，而非被发现的真理。福柯出版于1975年的《规训与惩罚》重新定义了权力观念及其运作模式。此种权力观念不同于任何传统的定义。他不把权力当作一种具有明确中心的强制力，或者是某种隐蔽的霸权，而把这种权力概念扩展为一个无中心的网络结构。这个网络结构中的任何一个个体都同时是权力的施动者和被动者，这种微观的权力通过这个网络不断地生产与再生产自身。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借用了边沁（Jeremy Bentham）的“全景敞视监狱”的概念。全景敞视监狱通过设在中央的监视塔对整个监狱进行监视和控制，而监狱的每个隔间彼此孤立，并对整体毫不知情。福柯借此来表征现代权力的运作模式。

对传播学科建制的贡献

福柯并没有单一地关注传播问题，但传播问题无疑是他关注的权力治理术中的重要环节。福柯对于传播学的影响并不像美国的许多学者那样直接，但他对广义的传播研究尤其是文化研究，影响巨大。与其说福柯给传播研究提供了可供使用的现成理论，不如说他为传播研究提供了诸多可供借鉴的新视角和新观念。比如，福柯关于权力的全新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形塑了当代研究者对媒介权力的认识，甚至影响了效果研究的潜在方向。

第一，话语分析的方法被广泛运用于文化研究当中，霍尔、费斯克等人就运用话语分析的方法解析了诸多在英美世界流行的大众文化文本及现象，话语分析使得文化研究能够通过大众文化文本的符号表象看到话语背后的意识形态关系。英国文化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斯图亚特•霍尔在《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一书中把文化研究最重要的研究对象之一——文化的表征实践的理论解释分为三类：反映论的、意向性的和构成主义的。在霍尔看来，福柯的理论就是构成主义路径的最重要的理论源泉，这个源泉来自三个主要的观念：话语概念、权力与知识的话题以及主体问题。话语概念对于文化研究的影响需要结合表征的实践的另外两个理论路径来理解，所谓表征就是一种通过表象（尤其是语言）来表达意义的文化实践。反映论的途径认为意义是客观存在的，表象是对客观意义的真实反映。而意向性的途径以从索绪尔到罗兰•巴尔特的语言学、符号学为代表，认为意义是由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构成的。它首先是言说者的独特意义的表达，其次，个人表达与共享语言惯例和符号相联系，形成个体间意义的交流，所以符号是一个社会系统。而构成主义的话语观（福柯的话语观）否认意义是客观存在的。福柯承认表征系统的社会性，但并不认为意义的产生仅与符号系统相关联，而是话语实践的产物。意义或者符号系统并非根本的东西，依然是表象，是话语实践的产物。正如上文所说，话语实践本质上是权力的运作。福柯的话语概念的范围要比语言宽泛得多。持这种理论路径的文化研究者在面对一个文本的时候，更倾向于“分析一个文本或一种文化实践所隶属的话语构成体”，并且将知识的生产与权力的运作和对肉体的规训相联系。因为在福柯看来，文化实践的本质就是一种知识生产，正如我们关于人的认识是伴随着排斥“不正常的人”开始的，而这种排斥又与权力的运作息息相关，这种权力正是我们提到的微观权力，以对自然肉体的规训为手段来建构知识和文化。在表征实践中，主体是如何被建构的始终是话语分析中不可忽视的核心问题。简单地说，话语建构主体及其位置。在一个文本中，只有通过对主体的建构，话语才能发挥作用。福柯的思想拓展了文化研究的认识论路径。

第二，话语分析也被运用于新闻框架研究之中。尽管框架理论与话语分析并不完全等同，除了关注新闻文本本身的意义建构之外，框架理论同时关注受众对于框架的认知，但是话语分析的方法被广泛地运用于框架理论的研究之中。通过话语分析，研究者可以清晰地看到不同的新闻框架背后所蕴含的话语策略以及意识形态。

第三，大众传媒向来是和“权力”紧密相连的，关于媒介与权力的各种理论都是围绕着媒体与受众之间的霸权或反抗关系展开的。相比于这种权力观，福柯的权力观显然并没有这么绝对。按照福柯的理解，权力向来不是自上而下的线性运作模式，而是一个无中心的网络。正因为如此，媒介和受众都处在这个网络之中。他们诚然处在一定的权力关系之中，但这种权力关系既不是绝对的霸权，也不是绝对的反抗，权力如何运作取决于不同的话语实践或情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福柯并没有提出一个关于媒介权力的固定理论，而是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媒介权力研究的视角，这个视角在诸多方面和效果研究的当代发展不谋而合。然而，在福柯的理论中，媒介不仅是话语或权力的渠道，其本身就是话语和权力的一部分，是微观权力运作的重要一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电视成为“反向的圆形监狱”。福柯并没有给予权力本身任何的价值判断，但他显然反对绝对的权力，所以不管是绝对的霸权或是绝对的反抗，甚至是两者间绝对的平衡互动也是不可接受的。当然，对于福柯这种泛权力观在媒介研究中的适用范围是一个可以探讨的问题，但最重要的是福柯的这些观念提供给我们的一个视角，即知识有效性或权力有效性的动态视角，这种思路在传播研究中的运用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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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1931—2003）

学术生平

尼尔•波兹曼1931年3月8日出生于纽约，1955年和1958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分别获得硕士学位和教育学博士学位。他于1959年进入纽约大学执教，在这所学校默默耕耘长达45年之久。1971年他在麦克卢汉的建议下，在纽约大学斯坦哈特教育学院（Steinhardt School of Education）创办了媒介环境学专业和博士点。在此后的三十多年里，这个教学计划培养了数十位博士和硕士。1986年，他获得美国英语教师学会授予的“乔治•奥威尔奖”，1988年获得纽约大学杰出教授奖，此后长期担任文化传播学系的系主任。1998年9月，以他为精神领袖的“媒介环境学会”正式成立。波兹曼是一位非常成功的教育家，知名的传播学家如保罗•莱文森、约书亚•梅洛维茨等人都是他的学生。波兹曼一生著述颇丰，有25种存世，重要的有：《美国的语言》《发现你的语言》《语言与现实》《疯话，蠢话》《教育的终结》《认真的反对》等。其中，《童年的消逝》《娱乐至死》《技术垄断》是他著名的“媒介批评三部曲”，均已有中文译本，对中国传播学界影响深远。何道宽这样总结他的学术研究：“终其一生，波兹曼始终秉持人本主义的大旗，相信新技术永远无法取代人的价值。”

主要理论（方法）贡献

波兹曼是美国传播学媒介环境学派的中流砥柱，在传播学领域，他最为人称道的作品是“媒介批评三部曲”，由此建立起了他的技术批评理论体系。他的作品中一以贯之的主题就是探讨技术对人类社会、文化、心理和行为等方面的影响，这也是他在传播学领域思考的核心问题。具体而言，波兹曼对传播学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他对电视媒介特性的研究上，他关注的是技术偏向的社会后果。

波兹曼对电视技术对儿童的影响提出了独树一帜的观点。他从历史学、词源学等角度入手，分析了“童年”这一概念的产生、发展、稳定以及在电视媒介的冲击下逐渐消逝的过程。在他看来，以电视为代表的音像媒介打乱并破坏了印刷媒介时期建立的秩序和规范。由于音像简单易得且便于理解，成人不再能够进行知识垄断，儿童与成人世界的界限就此消弭，于是“童年”消逝了。波兹曼对此提出了批评和改正意见，他强调用教育对抗和消弭电视技术对于儿童的不良影响。

1968年，美国传播学者格伯纳以“暴力内容”为主要指标考察电视技术对社会的影响，提出了“涵化理论”，由此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参见本书格伯纳词条）。此后的学者在这一领域多有开拓，波兹曼以一个教育学者的眼光考察了以电视技术为代表的电子媒介技术，他选择以“娱乐”为主要内容，试图揭示电视技术影响下的娱乐供应机制，以及这种机制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向的影响。波兹曼认为，电视媒介本身作为一种隐喻和社会生产机制，使得整个社会的文化氛围发生了改变。他站在历史的高度，批评电视媒介用大量廉价而低俗的娱乐腐蚀了人们的逻辑思维能力，电视画面的直观性又戕害了原本作为生存技能的读写能力。通过呈现娱乐化社会的状态，波兹曼提醒公众，“真正可怕的，不是人们被剥夺信息，剥夺自由，而是人们自动在享乐之中放弃自由，渐渐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

在以上成果积累的基础上，波兹曼开始搭建自己的“技术批评”理论。他时时在著作中讨伐技术对于文化乃至文明的侵蚀，提醒人们要以清醒的头脑抵制“技术崇拜”。他绕过导师麦克卢汉的“技术决定论”，走上了伊尼斯开创的批判道路。在波兹曼的技术批评理论体系中，他将人类技术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工具使用、技术统治和技术垄断。与此相对应，人类文化也可分为三种类型：工具使用文化、技术统治文化和技术垄断文化。在三个不同的阶段，技术和文化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在第一个阶段，技术是从属于文化和社会的；到了第二阶段，技术向文化发起了攻击；而在第三个阶段，技术导致信息泛滥，从而征服了文化。

机器意识形态和唯科学主义是波兹曼批评的重点。波兹曼认为，技术正在以极快的更新速度、复杂精密的设计但是又简单方便的操作征服文化，并且逐步建立起一套直观的机器意识形态，从而使技术垄断成为可能。技术垄断出现的表征是：其一，任何技术都能够代替我们思考问题；其二，一切形式的文化都臣服于技艺和技术的统治。在这样的意识形态的包围下，人类会逐渐放弃思考，成为“思想死亡”的孤立个体。现代医疗技术、电脑技术都是机器意识形态的典型例证。由于信息泛滥，世界变得难以驾驭和把握。唯科学主义是波兹曼批判的另一种由技术发展带来的意识形态，这是一种相信自然科学方法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科学观，主张自然科学的一切方法应该用于一切研究领域，认为只有通过自然科学的方法才可能有效获得知识，科学知识是人类知识的典范，是必然正确的。波兹曼指出，唯科学主义通过对人类思维模式的渗透，将“科学”变成了人类的一种新信仰。具体的表现如对专家的依赖和对数据的信服，极大地侵害了人类自身发展的丰富性和文化的多样性。在《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中，波兹曼以统计学为例，论证了唯科学主义对人类思想以及人类社会的消极影响。

概括而言，波兹曼的技术批评理论的核心是“反标准化”。他尊重并推崇人作为个体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在他看来，技术正是以一种标准的、流水线式的生产模式逐步侵占人类的生产、生活乃至于思想和行为的方方面面。这种趋势使得个体逐步趋同，进而影响文化的多元化。因而波兹曼站在一个教育学者的高度，指出了现代社会“符号大流失”的现状，呼吁人们做坚定的爱心斗士，以强烈的道德关怀和博爱之心去对抗技术垄断，不屈服于简单机械的机器意识形态，反对文化向技术投降。

对传播学科建制的贡献

尼尔•波兹曼对美国传播学科建制贡献极大。这主要体现为：

其一，在纽约大学创建了第一个媒介环境学学科点。波兹曼主动追随加拿大著名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将自己的研究目光聚焦在人、社会、文化与技术的关系上。1971年，在麦克卢汉的建议下，他在纽约大学创建了美国第一个媒介环境学专业和博士点，将这一新的研究方向以教育的形式引进美国大学，丰富了学科设置和传播学的教育版图，从此为美国传播学培养了大批杰出的媒介环境学者。从1988年开始，波兹曼担任文化与传播学系的系主任，对于推动媒介环境学在教育领域的完善和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其二，牵头组建了媒介环境学会（the media ecology association）。21世纪末，在波兹曼的努力之下，北美的多伦多学派和纽约学派整合为媒介环境学派，组建了媒介环境学会。经过多年经营，这一学派变得越来越令人瞩目。作为一个非营利的组织，学会为媒介环境学这一学科提供了思想交流和信息交换平台，鼓励该领域进行的研究，并且致力于促进媒介环境学在政治、社会、文化、教育、批评、艺术等方面的应用。学会拥有自己的专刊，定期举办相关的学术研讨，是推动媒介环境学发展的重要后盾和保障。

其三，建立媒介环境学派，开拓了新的研究方向，丰富了传播学的版图。媒介环境学派可以上溯至伊尼斯、麦克卢汉，并以他们的研究成果为养料，但是直到波兹曼才正式成为一个独立的学派，并且在他的推动下，这一学派已经成为与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鼎立的第三学派。媒介环境学派研究传播媒介如何影响人的感知、感情、认识和价值，研究我们和媒介的互动如何增加或减少我们生存的机会。波兹曼将研究视角引向微观，强调以具体的例证糅合宏观的理论，追求以小见大的学术研究方向。作为媒介环境学派的精神领袖，波兹曼上承该学派的灵魂人物麦克卢汉的衣钵，下启新一代媒介环境学派的精英人物，如保罗•莱文森和约书亚•梅洛维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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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F.拉扎斯菲尔德（Paul F. Lazarsfeld，1901—1976）

学术生平

保罗•F.拉扎斯菲尔德1901年2月13日生于奥地利维也纳，1925年毕业于奥地利维也纳大学，以一篇与万有引力理论和行星运动相关的博士论文获得了应用数学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他在维也纳高级中学教学，随后受聘在维也纳大学心理学系教授统计方法、社会心理学以及应用心理学方面的课程。1925年，拉扎斯菲尔德在维也纳开办心理学研究中心，他是最早在奥地利开展实证社会学研究的学者之一，研究经济萧条期间失业人群行为的马林塔尔研究是他早期坚持社会学和统计学相结合的典型案例。拉扎斯菲尔德在第一任妻子扬霍达及其他中心成员的帮助下通过调查住户、进行个人访谈、从事深度案例探讨等方法收集和分析了马林塔尔当地失业者的日常生活情况，最终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失业个人的反应并不是革命的，而是冷漠的。拉扎斯菲尔德通过这一调查做出推论，如果这些垮掉的奥地利失业者被某个煽动者允诺住处、食品和工作，那么不管这个煽动者的政治方案多么极端，他们都会跟随他。几年之后如他所预言，奥地利对于希特勒的占领持不抵抗态度。这项调查使他获得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关注。1933年至1935年，在该基金会的资助下，他前往美国访学旅行。1935年年底拉扎斯菲尔德正式移居美国，被任命为纽瓦克大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随后被聘为普林斯顿广播研究项目（全称为广播对于所有类型的听众的基本价值）的研究主管。在此期间，他邀请流亡英国的阿多诺参与到这一项目之中，但因为双方在个人风格和学术追求上有所冲突，这次合作并没能成功，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压力下，拉氏终止了与阿多诺的合作。1939年，拉扎斯菲尔德被任命为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并于翌年带领其团队开展了一项关于当年11月美国总统选举的专题研究“伊里调查”，由此与贝雷尔森等人合作写出了传播学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著作《人民的选择》，大众传播“有限效果理论”自此肇始。

1939年9月，对美国传播学日后发展意义非凡的洛克菲勒传播研讨班开始活动，拉扎斯菲尔德与拉斯韦尔、坎特里尔、林德、马歇尔等其他11位学者一起，定期在洛克菲勒中心举行目的为“向马歇尔提供关于传播理论一般指导”的研讨活动。然而随着整个大环境的变化以及学者研究兴趣的转向，洛克菲勒研讨班开始关注大众传播效果，并开始重点研究联邦政府如何能够利用传播来应付日益临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洛克菲勒研讨班最后一期结束之后，以作为重要成果和特殊报告的《舆论与非常时期》为起点，洛克菲勒研讨班成员开始与司法部、国会图书馆、海军部、联邦通信委员会等美国政府机构代表接触，这直接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之后，以拉斯韦尔、拉扎斯菲尔德、霍夫兰为代表的学者进入“战时状态”，通过研究传播效果为参战的美国政府和军方助力。

1941年，拉扎斯菲尔德与默顿被同时任命为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并由此开启了两人长达数十年的合作和友谊，并被后世称为 “双子星”般的学者搭档。1944年，普林斯顿广播研究所更名为“应用社会研究局”，开始被逐步纳入哥伦比亚大学体制，并在20世纪40年代末至60年代中期迎来了它的鼎盛期。1955年，拉扎斯菲尔德与卡茨合著的《个人影响》正式出版，这部著作以1945年的迪凯特市研究调查报告为核心内容，承袭《人民的选择》中的基本假设，对“意见领袖”“两级传播”进行进一步研究，通过群体行为和舆论领袖连接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稳固了“传播效果研究”的理论基石。从1937年到1960年，应用社会研究局是美国最活跃的学术研究机构。二战开始之后，从陆军部对于有关军事训练的电影的评估研究开始，美国政府对应用社会研究局进行了大量资助，在1951年到1952年政府资助甚至占据研究局总预算的91%。另外，拉氏与施坦顿良好的个人关系一方面使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倚重于研究局的受众调查，另一方面也使研究局能够及时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研究预算中得到资金支持。标志性合作包括1939年关于广播突发事件效果问题的“火星人入侵”，以及1946年关于C.史密斯战时公债马拉松广播节目的“消防站研究”。鼎盛时期，研究局从外界获得的研究资助能达到每年近100万美元。

拉扎斯菲尔德相继被任命为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教授、社会学系系主任（因此辞去应用社会研究局局长职务）以及“社会科学的奎特勒教授”。随着与学院教学和管理工作的逐步贴近，他后期的研究兴趣渐渐从应用型的小型研究项目转向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但因为他是从应用的角度涉足社会学的，因此直到1960年，在经历三度竞选之后他才当选为美国社会学协会的主席。1976年8月30日，他因癌症在纽约去世。拉扎斯菲尔德是传播学“有限效果研究”的开创者和传播学史上难得的研究工具发明者，是美国大众传播研究领域的代表性人物，被学者施拉姆誉为“大众传播四大奠基人”之一。他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和论述有与贝雷尔森等人合著的《人民的选择》（1944）、与卡茨合著的《个人影响：人在大众传播流通中的作用》（1952）、《社会科学中的数学思考》（1954）、与蒂兰斯合著的《学术精神：在危机时刻的社会科学家》（1958）、《应用社会学导论》（1975）、《论行政的和批判的传播研究》（1941）、与默顿合作的《大众传播、流行趣味和社会行为整合》（1948）等。

主要理论（方法）贡献

通过研究总统选举这一政治性事件（伊里调查）以及购物、观影等活动（迪凯特市调查），拉扎斯菲尔德及其团队提出和发展了大众传播领域中的数个重要概念，如意见领袖（舆论领袖）、政治既有倾向、二级传播等。意见领袖在伊里调查中被研究者定义为“在某一领域内对某一公共问题最为关心并对之谈论最多的人”。在迪凯特市调查之后，关于意见领袖的假说被进一步证实和补充：不为人们所感知的意见领袖，有可能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人们作出决断和接受信息。二级传播（两级传播流）是在伊里调查中通过观察发现的重要现象，即信息是从广播和印刷媒介流向意见领袖，再从意见领袖传递给那些不太活跃的人群。在迪凯特市调查之后，二级传播的概念被进一步发展成为多级传播，即由于意见领袖的出现而导致信息（意见）流动发生二级甚至多级传播的现象，使大众传播媒介难以直接对人们的选择和决断产生重要影响。政治既有倾向指数（IPP），是拉氏及其团队在伊里调查中发明的研究指数，其作用是将受访者按照等级排序分类，并在统计中合理运用SES等级、宗教关联和居住地三个因素，以便更好地观察哪些因素会对受访者的政治态度产生影响。以上研究和概念的提出直接导致以往社会和学界对于大众传播媒介强效果看法的颠覆，二级传播理论代替“魔弹论”重新定位了传播媒介在大众传播过程中的地位，效果研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美国大众传播研究的主流范式。

1941年，为回应霍克海默的《传统的和批判的理论》一文，拉扎斯菲尔德写下了《论行政的和批判的传播研究》。他将自己的定量的、经验性的研究看做为政府和大众媒体机构服务的重要途径，并将之命名为“行政的传播研究”。他希望能够在这种“行政研究”和批判的学术思想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在拉扎斯菲尔德看来，行政研究与批判研究是能够互补的，因为批判研究虽然具有思辨的特质，却在“有关建设性的实情调查”方面贡献甚微。它可以作为经验主义传播研究的前提和补充，“如果有可能按照批判研究的方法来制定一种能与经验的工作相结合的实际的研究工序，那么，涉及的人、要处理的问题以及最终这项工作的实际效用都将获利”。之所以有这种想法，与拉氏所接触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不无关系。二战开始之后，依托于拉氏和霍克海默的既有交情，应用社会研究局曾迎接了相当一批法兰克福学派的流亡学者，包括阿多诺、洛文塔尔、纽曼等人。拉扎斯菲尔德希望批判的学术思想能够与美国式的经验主义研究相融合。然而批判学者大多并不认同他的这一看法，认为批判研究的目的并不是“实际效用”或者“获利”；并且在当时，很少有人应和“行政研究”的概念，因为在许多学者看来，学术研究并非是因为服务于某一组织和机构而具有意义。

在研究方法方面，有着扎实数学功底的拉扎斯菲尔德讲究严格的社会统计程序和专业操作过程，并且提倡将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紧密结合起来进行具体研究。借助于他所设计的定量研究方法，大范围内科学地获取和分析数据以进行实证研究成为可能，大众传播领域的效果研究因此得以大步向前迈进。拉氏善于设计研究工具，通过对S.A.斯托弗介绍的四重相依表的理解，他设计出用于挑选研究变量之间的关系的三重变量相依表。在“广播研究项目”中，他还与施坦顿一起发明了“拉扎斯菲尔德—施坦顿节目分析仪（俗称‘小安妮’）”。这是一种资料收集和媒体效果测度仪器，通过记录实验对象的喜好来了解广播听众的行为和广播节目的效果。在广播研究项目之后，它被广泛运用在军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以及广告机构当中以获取意见和评估节目。他在“伊里调查”中所使用的政治调查研究方法被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所”的学者们采纳，并在此后的每次总统大选中都开展相似的全国性样本调查。“焦点小组”访谈法的最终形成和成熟得益于他与默顿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完美合作，这种研究方法受到小组动力学的影响，立足于访谈和抽样并以说明和解释数据为目的。它填补了定性研究领域的空白，并且由于在应用社会研究局诸多课题中的广泛使用而逐步在大众传播乃至整个社会学研究领域获得广泛认可，在当今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焦点小组”访谈法的重要发明和推广者之一，拉扎斯菲尔德多次强调和提醒单一使用这种研究方法的弊端——尽管所学专业为统计数学，但拉扎斯菲尔德使用研究方法的视野并不狭隘，他意识到单独使用定量或定性方法对研究结果可能造成不利影响，并且在自己所主持的研究项目中极力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这也是他能够在自己的研究项目中积极引入默顿、阿多诺、米尔斯等学者的原因。因为他与默顿的私人友谊以及对其研究能力和学术观点的由衷钦佩，才使得应用社会研究局在长时间内以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出产了大量成果，并在美国大众传播学研究领域独占鳌头。

对传播学科建制的贡献

拉扎斯菲尔德是传播学科建制史上最为重要的人物之一，这不仅仅是因为他长期以来与拉斯韦尔、霍夫兰、勒温一道，被看做美国大众传播学的四大奠基人之一。虽然拉扎斯菲尔德后期的学术研究开始逐渐脱离传播领域，但他仍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了美国传播学研究组织以及传播学学科设立的主要内容和发展方向，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他创造了美国传播领域研究机构的原型。这直接影响了其后传播学研究机构的设立模式，其中包括推进传播学建制形成的最大功臣施拉姆所创立的传播研究所。罗杰斯认为，拉氏对施拉姆施加的最大启发，是创立新型研究建制的必要性。拉扎斯菲尔德被称作“学院型的企业家”，跨越了大学对于理论和研究的学术侧重与政府和私人企业的应用兴趣之间的界限。在担任一名大学教授的同时管理运作一个研究机构，在同时代的学者中很少能有人如他那样游刃有余。他先后建立和参与筹建了维也纳 “心理学研究所”、纽瓦克大学研究中心以及哥伦比亚大学的应用社会研究局，在研究机构的设立和管理方面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总结看来，他所设立的挂靠在大学院系下的社会研究机构相比于传统的院系内研究具有以下特点：（1）更加灵活，受约束少；（2）研究更有侧重点；（3）研究多采用团队合作的形式，研究方法和流程精确、标准；（4）不会因为研究经费的困窘而影响到研究进度。

以此为原型的研究机构在拉氏之后广泛出现在伊利诺伊、斯坦福等地，学术成果在这些机构开枝散叶的过程中被大批生产出来。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二战前后应用社会研究局与美国政府和军方的合作，使学术研究寻找到了一种与行政研究结合的途径，这成为日后美国研究型大学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此之后，大学的结构和性质也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在系所之外出现了拥有社会关系的研究机构，它们可能参与商业行为和市场化活动，并且相当一部分往往会走上行政研究的道路。学术研究和组织管理渐行渐近，专家、技术官僚开始出现，这一切逐渐瓦解着从欧洲传承下来的象牙塔式的大学模式。

拉扎斯菲尔德是“有限效果论”的奠基者之一，也由此对大众传播效果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关于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一系列调查中，拉扎斯菲尔德提出的意见领袖、二级传播等重要概念，粉碎了传统传播研究中的“魔弹论”认知，将人们从对传媒效果的盲目崇拜中拉出来。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后续的伊里调查得以在大众传播效果方面更进一步，并在最终报告《个人影响》中重提“小群体传播（人际传播）”在信息流动和意见改变方面的重要性。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之上，1960年克拉帕在著作《大众传播效果》中提出了大众传播效果五项定理，正式提出有限效果理论，丰富和发展了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内容，在大众传播效果研究历程上是重要的阶段性转折点。

拉扎斯菲尔德是传播研究领域的拓荒者之一，在施拉姆着手创设传播学建制之前，以他和霍夫兰等人为代表的学者已经各自在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方面开始早期的传播研究以及传播研究生教育。他所带领的应用社会研究局培养出了年青一代的传播研究者，如卡茨、科尔曼、肯德尔、克拉帕等人，这些人才的成长也在客观上丰富了有限效果理论的内涵。而他的研究工具和研究方向也影响到同时期进行传播问题研究的大批学者，学者凯瑞将其看做早期大众传播研究生教育的特例。与此同时，他也在各种著述中多次提到“传播研究领域”“传播研究学科”等话语，以表达他对“传播研究足以构成一个专门领域”的认可。

对于拉扎斯菲尔德的评价，学界莫衷一是。西尔斯认为他“是现代的列奥纳多•达•芬奇，（他）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传统的知识专业化，试图通过将人和思想结合起来的途径发现新的真理”。施拉姆、罗杰斯等人将其列为传播学研究领域的奠基人，并高度评价他在研究方向和学科建制两方面带给美国传播学的重要影响。然而，无论是拉氏生前还是身后，对他的批评也从未停止过。其中吉特林和米尔斯的观点和态度极具代表性（前者的观点和立场在目前看来尚有争议）。前者认为拉氏所从事的研究是“关于媒体内容的特殊的、可测度的、短期的、个人的、态度的和行为的效果的研究，并得出媒体在舆论的形成中并不是非常重要的结论”，而后者则将拉氏及其拥趸所进行的研究定义为“抽象的实用主义”——“作为社会科学的一种风格，抽象的经验主义不具备任何实质性的命题或理论的特色。……把这些事实（总统选举）弄得乱哄哄的……一个原因在于：这些研究中很少包含或根本没有主管研究的人的直接观察。”但即使如此也不能否认，拉扎斯菲尔德是一座桥梁，促进了欧洲与美国社会学和传播学领域研究的相互影响。他出生和学习于被哲学思辨所包围的欧洲，又在美国接受了行为主义的重大影响。当时美国学界对欧洲移民所带来的社会问题的考察热度开始消退，新崛起的大众传播媒介及其效果问题取而代之。这一问题难以用形而上的研究方法去研究，只有通过科学的统计方法，能够从数据中找寻关联，从而进行大规模定量研究的学者才可能有所作为。拉扎斯菲尔德正是站在这一承前启后的轮轴之上——芝加哥学派在逐渐衰落，而他这个“来自欧洲的实证主义者”在带领着哥伦比亚学派崛起——这是传播学史中不可逾越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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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莱文森（Paul Levinson, 1947—　）

学术生平

保罗•莱文森生于1947年，从位于布朗克斯的哥伦布高中毕业后进入纽约市立大学读书，1975年获新闻学学士学位，1976年获新闻学院媒体研究硕士学位，师从约翰•卡尔金。读本科时他与大多数学生一样被指定阅读麦克卢汉的著作，但未接触麦克卢汉本人。硕士期间，莱文森专修了一门关于麦克卢汉的课程。1976年至1979年，他在纽约大学攻读媒介生态学博士学位，期间经导师波兹曼介绍，与麦克卢汉结识。之后他与麦克卢汉交往密切，成为亲密朋友。1979年，他以博士论文《人类历程回放：媒介进化理论》（“Human Replay: A Theory of the Evolution of Media”）崭露头角，独创了“人性化趋势”和“补救性媒介”理论，奠定了其媒介理论家的地位。1982年，他编辑了《追求真理：波普尔哲学纪念文集》（Essays on the Philosophy of Karl Popper
 ），走上了哲学研究的道路。1985年，莱文森在自己的事业蒸蒸日上时与妻子一起创办了“联合教育公司”，从事远程教育。二十多年的网络教学经历让他充分体会了网络传播的神奇。1988年，他以《思想无羁：技术时代的认识论》（Mind at Large: Knowing in the Technological Age
 ）一书巩固了媒介理论家和哲学家的地位。1997年《软利器：信息革命的自然历史与未来》（The Soft Edge: A Natural History and Future of the Information
 ）的出版使他成为世界级的媒介理论家。1998年至2001年，他任美国科幻协会会长，屡次获奖，他的科幻作品有二十余种，影响较大的长篇共有五部。他曾在纽约新学院大学（The New School University）、菲尔莱狄更斯大学（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霍夫斯特拉大学（Hofstra University）、圣约翰大学（St. John's University）等校担任过教职。自1998年开始，他担任福德姆大学传播学教授，并在2002年至2008年担任系主任。1999年，《数字麦克卢汉：信息化新纪元指南》（Digital McLuhan: A Guide to the Information Millennium
 ）一书使他成为公认的“数字时代的麦克卢汉”、新千年的明星学者。新千年以来，他进入了创作爆发期，每年至少有一部有影响的理论专著或科幻小说问世。2003年的《真实空间：飞天梦解析》（Realspace: The Fate of Physical Presence in the Digital Age, On and Off Planet
 ）提出：人必须在真实世界和虚拟世界里出入；人类必须飞出地球。2004年的《手机：挡不住的呼唤》（Cellphone: The Story of the World
 's Most Mobile Medium
 ）以灵动的文字，从哲学、社会学和传播学的角度剖析手机热。2006年的《拯救苏格拉底》（The Plot to Save Socrates
 ）成为他科幻创作的巅峰。2009年，《新新媒介》（New New Media
 ）出版。从1998年起，莱文森的社科和文学作品陆续被翻译成14种文字，他成了世界级的多栖学者和作家。福德姆大学副校长约翰•霍尔维茨（John Hollwitz）这样评价莱文森：莱文森是“杰出教师”“行政天才”“著名学者”“批评家”和“摇滚乐人”。

主要理论（方法）贡献

莱文森是尼尔•波兹曼的博士，梅洛维茨的同学，与麦克卢汉及其家人有多年的交情，也是麦克卢汉思想在当代的发扬光大者，他坚信人类有驾驭技术的能动性。他的理论贡献如下：

“媒介进化论”是他对媒介整体发展趋势的判断。莱文森认为技术是人类为了生存而选择保留的最符合需求的东西，信息技术以及媒介形态都是自然界动态进化后被保留下来的。因此，莱文森认为媒介进化是一种系统内的自调节和自组织，其机制就是补救媒介，即后生媒体对先生媒体有补救作用。补救性媒介理论是莱文森媒介进化论中的核心观点。他认为媒介进化能满足人的渴求和幻想。媒介作为人的感觉的延伸是因为人的需求而产生的，并随着技术和社会的进步在不断满足人的需求中发展、演进。人类借助发明媒介来拓展传播，以超越耳闻目睹的生理极限，以此满足幻想中的渴求。他认为媒介进化还能对人们失去的东西有所弥补。他将整个媒介进化过程看成是补救的过程——广播是对报纸的补救，电视是对广播的补救，互联网综合了对报纸、书刊、广播、电视等媒介的改进，是“所有补救性媒介的补救媒介”。他针对媒介发展历史归纳了一些规律。比如，“玩具、镜子、艺术”的论断认为一种媒介初入社会时往往只是一种用于娱乐的玩意儿（玩具），然后会发展成为一种写实的工具（镜子），最后将随着新媒介的崛起而蜕变成一种稀有的艺术品（艺术）。他在《思想无羁》中从进化论的哲学高度论证了技术、进化与思想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一切技术都是思想的外化和物化。进化催生了思想，思想通过技术表现为具体的物质，反过来影响进化。技术的故事实际上是三个主人公——进化、思想和技术——的故事。在该书中他借鉴坎贝尔的生物进化三步骤提出了知识成长三部曲：生成或创造新思想——借助批评和检测淘汰那些不正确的思想——通过教育和大众媒介传播那些尚未被证明为不正确的思想。

软媒介决定论是莱文森在《软利器：信息革命的自然历史与未来》中研究信息技术与社会结果之间的关系的主要论点之一。与有些媒介学家认为信息系统对社会具有必然的、不可抗拒的影响的硬媒介决定论不同，他认为，媒介很少导致绝对不可避免的社会结果，相反，它们提供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事件的状态是诸多因素发挥作用的结果，而不仅仅是信息技术发挥作用的结果。软决定是一种系统，它认为技术只决定事物可能发生（没有技术就不可能出现相应的结果），而不认为技术会导致不可避免的绝对结果。在这样的系统中各种因素共同起作用，也就是说其他的关键因素同样对结果的产生起作用。在他看来，人的选择以及人对于媒介理性的、有意的决定和计划是我们分析媒介的影响时始终要考虑的因素。

莱文森解读麦克卢汉并为之辩护，特别是麦克卢汉的独特表达方式和一些重要命题。莱文森对麦克卢汉的捍卫从题为《麦克卢汉被误读》的论文中即可以看出。《数字麦克卢汉》一书集合了莱文森对麦克卢汉的解读和辩护，能帮助人们进一步理解麦克卢汉。如莱文森认为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不是对传播内容的完全否定，而是指传播内容遮蔽了人们对媒介的注意力。用讯息来比喻媒介，既是对媒介的强调，又是对传播内容的强调。它是要解放一切媒介。他还指出麦克卢汉的“冷热媒介”这一说法来源于爵士乐，如铜管乐是热的，速写乐是冷的。麦克卢汉的说法强调的不仅是媒介的问题，还是社会文化环境的温度。莱文森补充说，用这个论断来分析同一类媒介时效果最好，最好把电影和电视、散文和诗歌、漫画和照片进行比较，而不是把跨类别的媒介进行比较。在该书第七章，他描绘了网络传播在教育、政治、商务、城市等领域引起的非集中化效应，从而修正了麦克卢汉的“地球村”思想。他认为把世界变成“地球村”的不是麦克卢汉所说的电视，而是网络传播。在《新新媒介》中，他探讨了blogging、 Twitter、 YouTube以及其他新新媒介传播形态，提出了当代媒介的三分说：旧媒介（互联网之前的一切媒介）、新媒介（互联网上的第一代媒介）和新新媒介（互联网上的第二代媒介），提出了对新新媒介八大特性的定义。

对传播学科建制的贡献

莱文森集科学、文学、哲学修养于一身，他是北美第三代媒介环境学派的代表人物，也是当代纽约学派的领军人物。他的学术成就丰硕，发表的论文有一百多篇，大多关注传播和技术的历史和哲学，出版媒介理论专著七部，文学科幻作品二十多部，其中长篇五部，社会批评著作一部。《捍卫第一修正案》一书巩固了他社会批评家的地位。

莱文森继承并捍卫了麦克卢汉，他自认为与麦克卢汉结成朋友是他的生平大事。他不但与麦克卢汉保持着亲密关系，还对麦氏的传播思想进行学习、研究和传授。莱文森几十年不辍开设“麦克卢汉研究班”，在传授、发扬麦克卢汉思想的过程中不断深化自己的理解。无论是他的论文、专著还是他的科幻小说，无不留有麦克卢汉的痕迹。2011年7月21日麦克卢汉诞辰100周年，莱文森是欧美多场纪念会上的明星，风头不逊麦克卢汉的儿子埃里克•麦克卢汉（Eric McLuhan）。李明伟认为莱文森将媒介环境学推向数字社会的努力，已经足以让他无愧于“数字时代的麦克卢汉”之美誉。作为尼尔•波兹曼的博士生，他与媒介环境学派的第二代代表人物有着显著的传承与超越关系。莱文森批评麦克卢汉的技术决定论，提出人性化趋势，批评波兹曼的媒介悲观主义，旗帜鲜明地鼓吹自己的媒介乐观主义和人类沙文主义。1988年8月4日，媒介环境学会在纽约成立，兰斯•斯特雷特担任会长，林文刚担任副会长，莱文森被推举为顾问，他们沿着伊尼斯、麦克卢汉等人的思想研究传播技术的社会影响。

莱文森还是网络教育的先驱和新媒介理论的践行者。他是大学教授中率先使用、研究最新潮的电子媒介和新新媒介者。1985年，他率先“触网”，创建“联合教育公司”，与传统大学合作，开设网络课程，并授予传播学硕士学位。2009年，他入选高等教育“十大学术Twitter用户”。他就此率先将媒介环境学的视角延伸到新媒体领域。

扩展阅读


原著


〔美〕保罗•莱文森：《数字麦克卢汉：信息化新纪元指南》，何道宽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美〕保罗•莱文森：《莱文森精粹》，何道宽编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美〕保罗•莱文森：《手机：挡不住的呼唤》，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美〕保罗•莱文森：《真实空间：飞天梦解析》，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美〕保罗•莱文森：《软边缘：信息革命的历史与未来》，熊澄宇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美〕保罗•莱文森：《思想无羁》，何道宽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美〕保罗•莱文森：《新新媒介》，何道宽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美〕保罗•莱文森：《软利器：信息革命的自然历史与未来》，何道宽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相关思想史或评传


李明伟：《知媒者生存——媒介环境学纵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美〕林文刚编：《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戎　青）






菲利普•J.蒂奇诺（Phillip J. Tichenor, 1931—　）

学术生平

菲利普•J.蒂奇诺1931年生于美国，他的学士和硕士阶段是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度过的，后来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继续他的研究，最后在斯坦福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56—1966年在明尼苏达大学工作期间，蒂奇诺和当时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唐纳休（G. A．Donohue）、助教奥利娅（C. N. Olien）多次合作，三人被称为著名的“明尼苏达小组”。20世纪70年代以来，该小组在一系列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于1970年在《舆论季刊》上提出了“知沟理论”，并且就“知沟”假设持续发表了多篇有广泛影响的学术论文，其主要特点是从宏观社会结构角度分析知沟现象，开启了世界范围内大众传播“知沟”现象研究的先河。蒂奇诺的主要教学和研究方向是舆论研究、大众传播研究方法和社区媒体系统，他致力于新闻学研究长达三十多年，并且有七年专业的农业传播学研究经历。他目前是明尼苏达大学新闻和大众传播学院的名誉教授，主要的学术论著有《大众媒介传播与知识增长差异》（1970）。

主要理论（方法）贡献

蒂奇诺对传播学的主要贡献是提出了知沟假说。“知沟理论”（Knowledge Gap Theory）是关于大众传播与信息社会中的阶层分化这两者关系的理论。该假设认为：“当流入社会系统中的大众传播信息流量增加时，社会经济地位高的群体汲取信息的速度要比社会经济地位低的群体快，因此这两类人的知识差距会出现两极分化的趋势。”在“知沟研究”中被当作典型案例的著名儿童节目《芝麻街》，便是20世纪60年代末为实现受教育机会平等而特别开设的。它试图通过电视媒体，用信息和娱乐内容吸引众多儿童观众，尤其是贫困家庭的学龄前儿童。但相关的传播效果调查却一再表明，原本有着良好意愿的宣传活动，在社会地位低下的群体中收效甚微，而社会地位较高的群体获益甚多，因此反而加剧了原有的社会不平等。大众传播中受众的社会地位与知识获取之间的关系，引发了明尼苏达小组的研究兴趣，他们开始思考受众的社会地位与传播效果的关系问题。他们的关注点从传统上仅仅考察媒介对个体或受众整体的影响，转向媒介效果对不同社会阶层的作用力。1970年，蒂奇诺等人在一系列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这样一种理论假设：“由于社会经济地位高者通常能比社会地位低者更快地获得信息，因此，大众媒介传送的信息越多，这两者之间的知识鸿沟也就越有扩大的趋势。”知沟理论就此诞生。

除了接触媒介和学习知识的经济条件外，蒂奇诺认为，有五个因素是造成“知沟”扩大的原因：第一，传播技能上的差异。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具有较强的理解能力和较大的阅读量，这有助于他们对公共事务或科学知识的获取。第二，信息储备上的差异。从先前的大众传媒和正规教育渠道得来的知识越多，对新事物、新知识的理解与掌握也就越快。第三，社会交往方面的差异。社交活动越活跃，交往范围越广，获得的知识和信息就越多，速度也越快。第四，对信息的选择性接触、接受、理解和记忆方面的差异。对信息的选择性接受和记忆，可能是态度与受教育程度综合作用的结果。也就是说，个人生活的水准、层次与大众传媒的内容越接近，对媒介的接触和利用程度就越高。第五，发布信息的大众媒介系统性质上的差异。“知沟理论”认为，当上述五大因素中的一个或多个起作用时，社会经济地位高的阶层都处在有利的地位，这是造成“知沟”不断扩大的根本原因。因此，当大众媒介流量继续增加时，传播技能、知识储备、社会交往、态度性选择都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作用，“知沟”也随之扩大。

由于知沟假说是从社会结构的角度解释大众传播功能的大胆假说，因此忽略了许多细节问题。针对最初理论框架的抽象性，1975年蒂奇诺等人对知沟理论进行了反思——除了大众媒体的报道量、个人知识量、社会经济地位（受教育程度）、时间以外，又加入了议题性质、冲突程度、社区结构和媒体报道模式四个变量，讨论了社会环境对知沟的影响。结果发现，除第四个变量没有得到证明以外，前三个变量均会对知沟产生影响。在这个修正的过程中，蒂奇诺等人认为，当信息引起人们广泛关注或者社会同质化程度高、人们交流比较多时大众媒体导致的知沟会缩小，这一结论也得到了许多创新扩散研究的支持。

知沟理论揭示出造成“知沟”的根源在于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不同，从宏观的社会结构角度出发，提出了社会经济地位对媒体信息认知产生影响。在知沟的形成过程当中，大众传媒扮演了诱因的角色，大众传播不是导致知沟产生的最根本原因，却是促进知沟扩大的重要因素。

对传播学科建制的贡献

知沟对传播学的贡献不仅仅在于开辟了传播效果的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还在于创立了效果研究的新模式。经典知沟假说，采用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框架来解释知识为何在不同群体中分布不均，将其归因于社会经济地位等结构性因素。该假说认为，知沟的存在是大众传播社会结构的产物，权力的不平等是导致知识分配失衡的根源和必然结果，将这一现象置于社会变迁、社会控制等概念中加以考察，为大众传播以宏观社会系统框架观察传播效果开拓了新视野。该理论从宏观社会结构角度对传播的功能进行批判与反思，成为美国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大众传播“中度效果模式”的一大典范。

围绕知沟理论，衍生出许多相应的理论。一个是“知沟”的反命题——“上限效果”假说；另一个是“信息沟”理论。1977年，J.S.艾蒂玛和F.G.克莱因提出了与“知沟理论”假设相反的观点，即“上限效果”假设。其基本观点是：个人对特定知识的追求并不是无止境的，在达到某一“上限”（饱和点）后，知识量的增加就会减速乃至停下来。社会经济地位高者获得知识的速度快，其“上限”到来得就早；而那些经济地位低者虽然知识增加的速度慢，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也能在“上限”上赶上前者。1974年，N.卡茨曼从新传播技术发展的角度着眼，提出了“信息沟”理论，其主要观点包括：（1）新传播技术的应用必然会使整个社会的信息流量和信息接触量都有所增加，但并不是每个社会成员都能够均等地获得新技术应用所带来的利益。（2）现有的信息富裕阶层通过及早采用和熟练使用这些先进的信息处理机器，能够拥有相对于其他人的信息优势。（3）在社会信息化过程中，新的媒介技术会不断出现并以逐步加快的速度更新，因而“信息沟”的发展趋势可能会是“老沟”未平、“新沟”又起。卡茨曼提出的“信息沟”理论，实际上可以被理解为“知沟”的一个扩展。而随着数字化技术革命的发展，由于部分人能够拥有最先进的信息技术，能够使用计算机、网络接入、电信设备，他们就会比缺乏这些条件的贫困者拥有更多获得信息的机会，能够享受到信息技术带来的便利和发展个人能力的机会，更有研究者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数字鸿沟”的概念。

扩展阅读


原著


Phillip J. Tichenor, George A. Donohue, and Clarice N. Olien，“Mass Media Flow and Differential Growth in Knowledg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1970, 34 （2）．

P. J. Tichenor, G. A. Donohue. & C. N. Olien，Community Conflict and the Press,
 Beverly Hills, CA: Sage Publications，1980.

C. N. Olien, G. A. Donohue, and P. J. Tichenor，“Structure, Comminication and Social Power: Evolution of the Knowledge Gap Hypothesis，” Mass Communication Review
 ，Beverly Hills, CA：Sage Publications, Vol. 4，1983.


相关思想史或评传


张国良主编：《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丁未：《社会结构与媒介效果：“知沟”现象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英〕麦奎尔：《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崔保国、李琨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柴　菊）






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

学术生平

皮埃尔•布尔迪厄1930年8月1日出生于法国东南部小镇贝恩亚（Denguin）的一个普通家庭。20世纪40年代末搬往巴黎，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他对当时作为主流的萨特的存在主义理论并不是很满意，于是转向了认识论研究，同样吸引他的还有胡塞尔和梅洛庞蒂。20世纪50年代中期从巴黎高师毕业后，他在法国中部的一个小镇的高中教哲学。20世纪50年代后期，他被法国国防部应召入伍，但因为常常挑战军事权威，被送去阿尔及利亚参加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战争。在阿尔及利亚的日子改变了布尔迪厄的学术轨迹，他对阿尔及利亚社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进行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并于1957年出版了第一本书——《阿尔及利亚的社会学》。这本书被看成是历史学、民族学和社会学视角的综合。此书令他在法国获得声誉，并于1962年在美国被译成英文出版。20世纪50年代后期他在阿尔及尔大学文学院教授哲学。20世纪60年代初，布尔迪厄和人类学家阿兰•达贝尔等持续在阿尔及利亚进行田野调查。1960年他返回法国，作为一个自学成才的人类学家，参加了列维斯特劳斯在法兰西学院举办的研讨会以及在人类学博物馆开设的人类学课程，并深受结构主义思想的影响。回国后他先在索邦大学任助理，然后转至里尔大学担任讲师教授社会学，直到此时他才系统阅读了涂尔干、韦伯、马克思、舒茨和索绪尔的著作并开始研究英国的人类学和美国的社会学。期间他还担任过著名哲学家雷蒙•阿隆的助手。1964年，他回到巴黎任高等研究实践学院第六部门研究主任，继续对包括故乡贝恩亚在内的地区进行社会学经验研究。1968年，布尔迪厄继雷蒙•阿隆之后成为欧洲社会学研究中心主任。1968年至1988年，他担任法国国家科研中心教育文化社会学中心主任。1975年，他和费南•布劳岱（Fernand Braudel）创办了学术刊物《社会科学的研究行动》，并担任总编辑。继早期人类学意蕴较浓的一系列著作后，布尔迪厄70年代最重要的著作为《实践理论大纲》，该书阐述了他重要的概念：反思（reflexivity）。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布尔迪厄之前的理论和经验研究最终在两本杰作中完美融合——他提出了关于社会结构（social structure）和社会行动（social action）的理论。《区隔》和《实践感》的先后出版为布尔迪厄赢得了世界范围内的声誉，他在1981年得以进入著名的法兰西学院执掌社会学教席，这标志着其学术生涯的巅峰。1982年4月，布尔迪厄荣任法兰西学士院院士。1996年，随着布尔迪厄的两次关于电视的电视讲座的播出和《关于电视》及《记者场与电视》的发表，他再次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他讲座的内容及参与电视节目的方式都引起了学术界乃至社会的争议。晚年，布尔迪厄在国际上获得的殊荣不胜枚举，如1996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颁发给他戈夫曼奖，以表彰其对社会学理论的贡献，2000年英国皇家学院颁发给他代表了国际人类学界的最高荣誉的赫胥黎奖章。国际社会学协会还把他的著作《区隔》评为20世纪最重要的十部社会学著作之一。对布尔迪厄的重要性的阐释，他在理论上的劲敌，社会学家阿兰•图汉说得最为到位：“他的去世是一个震动，因为知识界整体，尤其是我的工作范畴，当然不是全部但有一部分是围绕布尔迪厄开展的，无论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他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参照。”

主要理论（方法）贡献

布尔迪厄一生都在试图超越社会学经典范式中社会物理学和社会现象学的二元对立，前者过于注重社会结构的宰制性力量，而后者对个体之于社会结构的建构性力量强调过多。罗克•华康德（Loïc Wacquant）指出，布尔迪厄将社会学的任务看做“揭示构成社会宇宙的各种不同的社会世界中那些隐藏最深的结构，同时揭示那些确保这些结构得以再生产或转化的机制”。布尔迪厄首先建构了一个客观的社会空间，这个空间可以被看做各种相互区别又关联的场域（Field）的聚合，而每一个主体在社会空间中的位置则取决于社会空间中各种有形和无形资本的分配。其次，他引入了在这个空间中诸多行动者的直接体验，这些体验受制于行动者在社会空间的位置，这种结构性的制约并非直接作用于个体，而是通过“惯习”（Habitus）发挥作用。与此同时，“惯习”依然仅是一种实践倾向而非规律，所以“惯习”具有创造性，它通过行动者的实践以及社会空间中各个主体间的相互作用而持续建构着社会空间。这便是布尔迪厄所着力刻画的社会运作的实践逻辑。为了说明实践逻辑是如何形塑“场域”的，布尔迪厄将马克思的资本概念与权力相关联，并且将资本的概念从经济领域推广到了社会和文化领域，其中和媒介研究关系最为紧密的是“文化资本”的概念。在布尔迪厄那里，文化资本是指与语词能力、文化意识、审美偏好以及教育水平等相关的权力资源。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以及经济资本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文化资本在形塑“新闻场”的过程中以及在新闻生产中的作用至关重要。

布尔迪厄在1965年与他人合作出版的《中等艺术：论摄影艺术的社会功能》一书可以被看做他最早关于新闻媒介的研究。该书在1990年被译成英文。此书将摄影术与阶级分析、家庭关系等连接起来，分析摄影术在家庭中的功能和社会阶层区隔中的作用，例如布尔迪厄通过对照片的社会用途的分析试图说明社会符码是如何渗透进摄影艺术的。

布尔迪厄对媒体的集中分析收录在1996年出版的《关于电视》中。以整个法国社会为背景分析电视的生产机制可以被看做是此书的主要框架。“场域”的概念对于理解布尔迪厄的理论至关重要。在此书中，布尔迪厄指出：“一个场就是一个有结构的社会空间，一个实力场——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有在此空间起作用的恒定、持久的不平等的关系——同时也是一个为改变或保存这一实力场而进行斗争的战场。在这个天地里，每一个人都将他所具备的（相对）力量投入到与别人的竞争中，正是各人的实力决定了每个人在新闻场中的地位，从而也决定了他将采取何种策略。”因此，《关于电视》一书也可以被看做布尔迪厄对于法国电视“新闻场”特殊运行机制的分析。该书第一部分“台前幕后”主要就电视业、“新闻场”内部的生产机制进行了考察，而第二部分“无形的结构及其影响”的重点则是揭示新闻场是如何与限定它的外部世界互动的，而这个外部世界又是由一个个互相牵制而又独立的场构成的。

就“新闻场”的内部机制而言，布尔迪厄将分析重点放在了对电视场的“符号暴力”的产生机制的分析之上。布尔迪厄认为权力和文化资本可以转化为无形的符号系统，这种符号系统一旦形成，会对社会空间中的行动者产生其意识不到的影响，这种影响即符号暴力，而“新闻场”（电视场）是生产此种符号暴力的主要场域。在他看来，电视“本应成为民主的非凡工具”，但事实上电视在逐渐“蜕变为象征的压迫工具”。布尔迪厄借此反驳了两种关于电视的观点：第一，布尔迪厄反驳了电视是自由媒体的观点。最显而易见的理由就是审查。政治干涉和政治控制意义上的审查当然存在，但是另一种“绝妙的审查”却是经济审查，它更为隐蔽和危险，因为有影响力的媒体都属于大企业，而这往往并不为人所知。第二，布尔迪厄反驳了今天的电视是民主媒体的观点。首先，他指出电视演播台上的对话者并不处于平等的地位，电视通过建构出来的可见的平等，掩盖了进行建构的社会条件。而且就各媒体之间的关系而言，新闻机构间的竞争与该新闻机构在经济实力和象征力量的对比关系中的地位密切相关。其次，布尔迪厄深刻地揭示了“收视率心理”背后的危害。布尔迪厄认为收视率崇拜是市场对于民主的侵蚀的表现，受制于收视率的电视向受众施加市场的压力，从而生产出满足市场需求的“符号暴力”。而且电视在收视率的制约下，比文化生产的其他所有领域都承受着更大的商业压力。新闻场内部评判的力量被削弱，“严肃”的记者和报纸不得不向商业电视引入市场及营销逻辑，商业逻辑取代由专业场所强加的专业认可标准。再次，各种权力机构（包括司法机构、科学机构），尤其是政府机构，不仅以其能采取的经济束缚手段来施加影响，还借助其合法的新闻手段（如答记者问、开发布会等）来控制新闻界的议事日程以及报纸的事件报道等级。

在布尔迪厄看来，新闻场与其他场之间的互动最大的危害在于彼此自主性的消失。布尔迪厄将场域分为“自治的”（autonomous）和“他治的”（heteronomous）两极。一方面，布尔迪厄将“新闻场”看做一个高度“他治”而低度“自治”的场域，它的运作高度受到经济和政治场域的影响和挤压；而另一方面，受商业逻辑影响的新闻场也有可能侵蚀其他的文化场，从而削弱其他文化场域的自治性。比如在法国，媒介凭借特殊的中介角色极大程度地介入了法律和学术场域，放宽了这些场域的入场限制，从而干预了诸如法律、学术等场域的自治。

对传播学科建制的贡献

从哲学到人类学再到社会学，布尔迪厄就广泛的主题既进行经验研究又进行理论建构。1968年布尔迪厄担任欧洲社会学研究中心主任以后，他和同事主要有三个研究主题：（1）关于文化、权力和社会不平等之间关系的研究；（2）对于美国社会学的经验研究传统和法国学术环境中对于文学性模型的兴趣这两种思路的批评和综合，希望发展出一种带有系统性观察的严密理论；（3）一方面研究对于社会的“双重客观性”（double objectivity）的认同，包括物质财富分配和社会地位，另一方面研究行动者如何象征地和主观地感知这个世界。华康德认为布尔迪厄对于媒体的研究总体上可以被归于第一大类，这种研究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一直持续到90年代。布尔迪厄出版的自己的文字与摄影作品《阿尔及利亚影像：出自内心》证明他不仅对这个话题有理论研究的兴趣，对于亲身实践也是乐在其中。尽管除了《关于电视》之外，布尔迪厄几乎没有直接关于媒介研究的论著，但是布尔迪厄的思想却给予当代媒介研究丰富的灵感，甚至催生了一个大型媒介学者共同体，他们的研究都受惠于布尔迪厄的社会学思想。

布尔迪厄对当代媒介研究最重大的影响莫过于其“场域理论”，尤其是他对“新闻场”的精彩分析启发了后来的关于新闻生产的研究，这一系列研究成为媒介社会学的典范。罗德尼•本森（Rodney Benson）曾提出布尔迪厄的“新闻场”研究在以下几个重要方面启发了当代的媒介研究：第一，聚焦中观层面的“场域”概念，在媒介研究的宏观“社会”模式（政治经济、霸权、文化和技术理论）和微观“组织”模式之间架起了桥梁；第二，场域理论侧重研究新闻机构和受众之间的联系，而非以往媒介研究中的各执一端；第三，场域理论注重研究媒介场域自身的变化以及此种变化对其他社会场域的影响；第四，布尔迪厄建议并实施了一个将政治和知识分子的行动混合在一起的项目，这与英美学者严格区分研究与政治间的关联的趋势相反。“新闻场”的提出使得对于新闻生产的特殊机制的研究成为可能，并且此类研究还提醒我们将权力、经济以及文化场域中影响新闻生产的要素纳入考虑范围。近年来，已经有学者开始有意识地应用“场域”理论研究中国的媒介场的“自治性”和新闻生产的问题，如刘海龙认为场域理论诞生于西方语境，但在勾连宏观与微观的媒介研究方面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中国的媒介场研究在借鉴西方理论的同时还需要结合具体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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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1921—1988）

学术生平

雷蒙•威廉斯1921年8月31日生于一个与英格兰交界的名叫潘迪的威尔士小村庄，工人阶级家庭，父亲是铁路信号员，活跃的工会会员。少年时他便在家乡参加过支持英国工党选举的工作。受益于高等教育改革，他通过“奖学金制度”升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主修文学。当时的剑桥大学贵族学生居多，来自工人阶级的威廉斯热情质朴，与上流中产阶级的作风反差很大。在校期间他积极参加左派社会主义学生的政治活动，参加“社会主义俱乐部”，并主编《剑桥大学报》。1939年底，威廉斯加入英国共产党，入伍后又脱离共产党。1941年应征入伍，曾参加多次著名战役，并成为反坦克部队指挥官。1945年10月，威廉斯重返校园完成了学业。战后至1961年，他任教于牛津大学成人教育班。这期间，他一边认真执教，一边写完了《文化与社会1780—1950》（1958）、《漫长的革命》（1961）两部理论专著。1961年，他被母校剑桥大学耶稣学院英文系聘为讲师。这期间他集中撰写文学评论方面的著作，包括《从易卜生到布莱希特的戏剧》（1968）、《英国小说：从狄更斯到劳伦斯》（1970）等。1974年，他被聘为剑桥大学戏剧专业教授。1976年《关键词》一书出版，这本书的雏形是《文化与社会》中的附录部分。在这本书出版之前，他曾进行过多次增补与删减。1977年，《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书中收录了他在斯图亚特•霍尔主编的《新左派评论》上发表的与欧陆马克思主义进行对话的理论文章。1983年他提前退休，同年《迈向公元两千年》出版。1988年1月26日，威廉斯在位于萨弗伦沃尔登的家中猝然辞世。在他长达三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他独立或与他人合作完成了三十多部理论著作，发表学术论文及其他文章数百篇，还从事小说与电视剧创作。去世以后，他的遗孀和女儿将他未完成的著作整理出版。

主要理论（方法）贡献

雷蒙•威廉斯是英国文化研究的开拓者之一，取得了巨大成就，他在传播学领域所做出的革命性探索不容忽视。威廉斯的传播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对文化的重新定义；（2）对“大众”的解构；（3）对传播模式的分析；（4）意识到当代文化与大众传播的紧密结合，对报纸、电视、广告等大众媒介进行考察；（5）提出了词源学和新批评的研究方法。

威廉斯对文化进行了重新定义，突破了阿诺德开创的英国精英主义的文化传统。威廉斯认为其老师利维斯的文化定义忽略了其他的知识形式、制度、风俗、习惯等，夸大了语言与文学的作用。他在《文化与社会》中通过对“文化”一词从工业革命直到当代的意义演变过程进行梳理，最后归纳出文化的四层意思：心灵的普遍状态或习惯，与人类追求完美的思想观念有密切关系；整个社会里知识发展的普遍状态；各种艺术的普遍状态；一种由物质、知识与精神构成的生活方式。紧接着在《漫长的革命》中，威廉斯进一步发挥，将文化定义为三类：“理想”的文化定义方式、“文献记载”的文化定义方式和文化的“社会”定义方式。在“社会”定义里，“文化”是一种对独特生活方式的描述。“它表达一定的意义和价值，这种意义和价值不仅存在于艺术和学习领域中，也存在于风俗习惯和日常行为中。”在《文化与社会》中，他将物质生活方式纳入文化的范畴，使文化成为一个更加具有包容性的概念。威廉斯强调文化作为一种存在的整体性，虽然可分作“物质的、知识的和精神的”，但它们都统一于一个整体的生活方式。威廉斯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评家，他认为要将“文化”的生活方式要素纳入分析范围，比如生产组织、家庭结构、表现或支配社会关系的体制结构、社会成员借以交往的典型形式等。这也就是他的文化唯物主义。但是文化也不是纯粹的物，它还是一种“生活方式”，即关于生活的观念和生活的意义。在《漫长的革命》里，他将文化定义为对一种独特生活方式的描述，之后解释使用“独特”一词的原因在于它能够表达“某些意义和价值”，于是就意味着他将文化定义为一种指意系统。创造意义不是少数人特有的活动，所有人都参与其中。

威廉斯考察了mass和masses两个词的用法后指出，工业革命以来，城市化进程加速，工人集中于工厂，形成了新的生产关系，也形成了新的阶级。“那一群人”就被统治者指认为“大众”——大众是这样的一群人，容易受骗、反复无常、狭隘有偏见、低级趣味。威廉斯认为：实际上没有大众，有的只是把人看成大众的那种看法。把真正的大众（popular）文化纳入虚假的、商业的“大众（mass）”文化之中，才是问题所在。进一步地，他认为，媒介是中性的，关键在于如何使用。传播的目的应该是教育、传递信息或见解，其前提是传播的对象是理性的个体。但现实是，受群氓的偏见的影响，传播被用于操纵、说服。

威廉斯非常重视传播，在《漫长的革命》中他认为，在建立一个新的共同体的过程中，传播手段一定要被考虑进去。它是当代社会一个居于中心位置的问题。在《传播》中，威廉斯将现有的传播形式分为三种传播模式，分别是权威主义的传播模式、家长制的传播模式、商业化的自由市场模式。他把权威主义模式和家长制模式都称为支配性的传播模式。而商业模式使得新闻媒介不可能真正做到对社会负责。所以这三种模式都不利于创造共同文化和民主共同体。于是他提出了第四种传播模式——民主的模式，以确保实质性的传播自由。他将目光转向介于市场和国家之间的公共服务机构。他希望通过这种理想的传播模式来更好地推进社会民主化进程。

威廉斯意识到当代文化与大众传播的紧密结合，他认为大众文化可以和高级文化一起塑造人类共同经验，并对大众媒介进行了考察，最早将电影与戏剧和其他再现形式联系起来。他梳理了英国大众报业自19世纪以来的发展历程，指出大众报纸发展到今天的过程伴随着其读者从中产阶级扩大为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全社会，伴随着报纸内容从文学作品演变为新闻再到现在的丰富内容。大众报业的发展得益于印刷技术、发行手段的革新；得益于社会动荡、工业化、民主化；得益于报纸以广告为独立的经济来源。威廉斯的结论是，英国报业不是为民主服务的，它仍然是一个“大众”概念主导下的传媒市场，报纸依然为寻找“卖点”而努力。某些小报在各个阶层都受欢迎，程度远超过《时代》。威廉斯不满英国报业发展的格局，希望报纸成为推动民主化的动力。威廉斯论述得最详细的媒介是电视。20世纪60年代电视的影响力突显，威廉斯敏锐地意识到电视这种科技手段是引发社会变化的原因。他在美国和英国对电视做了系统的考察，撰写了一系列电视评论，最终沉淀为《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一书。威廉斯跳出传统的拉斯韦尔五W模式，分析了电视产生和发展的原因。在批判技术决定论和技术表征论的同时，他提出了技术发展过程中的“个人意向”问题。他认为电视等科技的出现，是由于“个人意向”聚合后形成了社会需求。书中，他把电视节目划分为商业类节目和公共服务类节目。商业类包括电视系列剧、电视连续剧、电影和通俗娱乐；公共服务类包括新闻片、特别报道、纪录片、教育节目、艺术和音乐节目、儿童节目、戏剧等。公共服务类电视在英国的电视节目中占有较高地位，但是却因是教化性的，所以不比商业类优越。威廉斯肯定了以美国为代表的商业电视节目，因为它们允许公众参与节目制作，如电视连续剧和游戏节目等。威廉斯多次对广告进行论述，在《传播》中，威廉斯通过对英国1961年到1965年之间九大报纸的对比，指出了报纸在内容上的变化：除《卫报》中广告内容所占的比例稍有下降外，其他各大报纸中广告所占的比重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这表明广告这种文化形式已经深入人心，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漫长的革命》中他对广告进行批判：每年在广告发布上投入天文数字般的金钱，但有多少广告表现了一种理性的服务呢？大多数广告使人感到身处一个满是各种推销和幻觉的世界里。他甚至建议建立一个公众研究和信息服务机构，在各个城镇建立足够的办公和展示场所，普通消费者通过到这里来看从而决定他们要购买什么。在《文化是平常的》一文中，威廉斯提出，广告应该起到它在经济学中的作用（从供需角度提供信息），而现在的广告大多是为了刺激消费，这些都是“假广告”。

在研究方法上，威廉斯的贡献有两点：一是将文学新批评的方法纳入传播学的研究，在上下文语境中解释文本，推广了文本研究中的语境文本解读法。威廉斯受其老师利维斯影响，仍以文学研究的经验主义方法为主。和其同时代的研究者不同，威廉斯将研究对象拓展到大众文化领域后，把政治经济学、文本分析及受众研究并入社会文化批判理论的架构，从历史和社会语境的角度出发，形成了他的文化唯物主义的传播思想。二是将词源学的方法引入传播学。他所创造的“关键词”研究方法，讲究历时性和语境化，从词语的角度对社会文化整体进行分析，具有独创性。

对传播学科建制的贡献

雷蒙•威廉斯被视作“文化研究”的理论先驱，伯明翰学派的开创人之一。英国文化研究源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雷蒙•威廉斯对中心的成立给予了很大支持。雷蒙•威廉斯的学术生涯大致经历了早期的利维斯文化主义者、“新左派”理论家、“文化研究”的思想奠基人、开创了“文化社会学”的方向几个转变。威廉斯的学生、西方著名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认为威廉斯是战后乃至20世纪英国最重要的文化思想家，是英国左派知识阵营中最具有智慧和独立思考精神的知识分子，并将他与哈贝马斯相提并论。

威廉斯突破了利维斯主义的影响，引领了英国文化研究的发展方向。威廉斯对文化的定义将大众文化也纳入了文化的范围。用霍尔的话说，“它把论辩的全部基础从文学或道德的文化定义转变为一种人类学的文化意义，并把后者界定为一个‘完整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意义和惯例都是社会地建构和历史地变化了的，文学和艺术仅仅只是一种，尽管它们是受到特殊重视的社会传播形式”。威廉斯将文化视作“指意系统”，也就是将人类的所有表意实践视作“文化”，包括大众文化，英国文化研究的意识形态批判维度也由此滥觞。也是由威廉斯开始，文化研究学派开始聚焦对于文化与权力之间的关系的剖析，把文化视为意识形态斗争的战场。

威廉斯较早地开始批判麦克卢汉。他认为麦克卢汉的技术决定论是为主导性的各种社会关系寻找意识形态上的理由。麦克卢汉对传播媒介的分析，脱离了各种更为广阔的社会学和文化的语境，使媒介分析非社会化。他的分析脉络与斯图亚特•霍尔的论点相联系，霍尔认为麦克卢汉对大众传播媒介这一文化不抱批判态度。米勒在对麦克卢汉的经典性研究中持与威廉斯类似的观点，认为意义并不受制于各种意义的技术派生物，而是取决于语言实践。

威廉斯借鉴和超越了美国经验主义传播模式。美国学者由于受到实证主义哲学的影响，主张通过对现象的观察和总结归纳得出科学定律。传播学同样受到影响，学者们利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开展了大量的实证主义研究工作，对大众传播效果进行具体测量和统计，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使得美国“行为主义”和实证研究成为传播研究的典范。20世纪五六十年代，威廉斯也在研究中使用量化研究方法，如在《传播》中对英国报纸的分析等。但他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经验主义的研究范式，提出在文化研究的大背景下重新界定媒体研究。他认为对大众传播的研究不应该与社会研究、文化研究与政治研究相隔离。

从源头上讲，在英国，关于文化的讨论显然更早。从马修•阿诺德的《文化与无政府主义》到艾略特的《关于文化定义的笔记》，再到利维斯等人的著述，在所谓的保守主义者内部形成了逐渐明晰的“文化的观念”。阿诺德是维多利亚时代最后一代文化伟人的代表，他所心仪的文化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知识和思想”，同时也意指对人性所有方面都加以发展的和谐的完美。马修•阿诺德对底层大众的态度是鄙夷的。阿诺德的精英主义文化观，深深影响了以F.R.利维斯为首的剑桥大学英文系《细绎》团队。不同的是，阿诺德心仪的是希腊和罗马的古典文化，而利维斯注重英国本土资源，对19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之前存在的“有机共同体”文化充满着深情的眷恋。1933年，利维斯和他的学生丹尼斯•汤普森著书《文化和环境：批判意识的培养》，提出应当进行媒介素养教育。

威廉斯及同被视为伯明翰学派开创者和重要奠基人的理查德•霍加特、爱德华•帕尔默•汤普森，都与他们所继承的传统发生了决裂。霍加特和威廉斯与利维斯主义分手，汤普森与马克思主义的机械论和经济论的形式分道扬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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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E.帕克（Robert E. Park, 1864—1944）

学术生平

罗伯特•E.帕克1864年2月14日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在明尼苏达大学学习了一年之后，帕克转学前往密歇根大学。在密歇根，他遇到了杜威，并由杜威介绍给后来《思想新闻》的创办者之一福特，这一际遇对帕克后来的生活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1887年，帕克毕业后并未留在大学任教，也没有接替父亲的生意，而是成为一名新闻记者，在十一年的时间内先后为多家报社工作。记者的经历成为日后帕克研究工作中的主要兴趣。1898年，帕克在哈佛大学哲学系进一步深造，师从罗伊斯和詹姆斯，跟随明斯特伯格学习心理学。1899年帕克获得哈佛硕士学位，前往柏林大学深造，又到斯特拉堡、海德堡跟随文德尔班学习，并在文德尔班的指导下开始写作博士论文《群众与民众》。在德国期间，帕克上过齐美尔的课，后来帕克对于社会的认识，对社会冲突、边际人、社会距离等观念的论述都来自齐美尔授课的启发。1903年，帕克回到哈佛并担任了一年助教。1904年，他认为自己的兴趣还是在于参与社会事务，于是又返回业界。帕克投身于黑人运动，结识了塔斯基吉学院（一所专为南部非洲裔美国人开设的职业培训学校）院长B.T.华盛顿，并成为华盛顿的助手。在担任华盛顿的助手的七年时间里，帕克漫游了整个美国南部，观察黑人的生活，思考种族问题。他也和华盛顿一起去欧洲考察，《最底层的人》作为考察成果而诞生。帕克曾经对伯吉斯表示，他跟华盛顿学到的东西比跟其他任何老师学到的都多。

1912年，帕克组织的黑人问题国际会议在塔斯基吉召开，这次会议上他结识了W.J.托马斯。由于托马斯研究城市中的欧洲移民，帕克关注黑人问题，二人很快成为好友，罗杰斯称他们在塔斯基吉会议上的会面“不仅仅是两位社会学大师的会面，而且是正在改变美国社会的两股相关的力量中的一流专家走到了一起”。托马斯建议帕克回到学院中来，同时建议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斯莫尔聘用帕克。由于教职编制的问题，帕克是作为一个边缘教师重新开始他的学术生涯的。在成为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成员后，帕克足足当了九年的编外讲师，薪水不足以养家，所幸他继承的遗产使他不用为经济问题而担忧。帕克到1923年才被正式任命为终身教授。由于一贯关注城市生活中的社会底层人士，尤其是移民和有色人种的生活状态，1922年帕克出版了《移民报刊及其控制》。1929年帕克受邀参与佩恩基金研究项目的设计，然而这一项目因为帕克前往中国访学而交给了布鲁默，后者因而开启了传播效果研究的大门。

帕克在燕京大学访学期间，对吴文藻、费孝通等中国著名学者产生了言传身教的重要影响。帕克指导费孝通等人在北京天桥观察下层人民的生活，以实地考察的方法研究社会问题，从而形塑了燕京学派的风格。

在芝加哥大学期间，帕克成为鼎盛时期芝加哥学派的核心人物。他对研究生的指导一反只定选题随后由学生闭门造车的传统，而是不断与学生交流意见，亲自指导学生的论文。布鲁默认为，没有教师能像帕克那样启发、调动和指导学生。帕克也关心学生们毕业后的发展，帮助他们在美国的大学里获得教职。

帕克不算是多产的学者，在博士论文之后只写过一本专著，另与伯吉斯合作完成《社会学导论》（该书在美国社会学发展初期被誉为这一领域的《圣经》），与伯吉斯、麦肯齐合著文集《城市社会学》，还与托马斯合作《旧世界特征的迁移》。但这些著作无一不在当时甚至是现今的学界颇有影响力。帕克与他带领的芝加哥学派在学术上取得了很大成功，帕克本人曾担任过美国社会学学会主席、太平洋关系协会代表、太平洋东海岸区种族关系调查所所长等，还出任过芝加哥城市联合会的首位主席。帕克影响了自他以后的一大批在传播学史上有重要影响的学者，包括伯吉斯、布鲁默、拉斯韦尔、伊尼斯等人。在帕克从芝加哥大学退休以后，芝加哥学派也开始衰落。帕克的代表性著作有《社会学导论》（1921）、《移民报刊及其控制》（1922）、《城市社会学》（1925，与伯吉斯等人合著）。

主要理论（方法）贡献

到20世纪20年代，芝加哥社会学系已经完成了一系列对城市社会问题的研究，帕克是公认的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如果说杜威的思想是芝加哥学派的基石，米德是芝加哥学派的精神导师，那么帕克则是芝加哥学派的核心人物。正是在帕克的领导下，芝加哥学派走入了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

帕克对报业的关注来自杜威的启发，也来自他11年的从业经历。他的《移民报刊及其控制》是对报业进行研究的经典著作。帕克集中讨论了报刊的作用以及如何控制移民报刊、同化移民。帕克和李普曼一样，发现了现代社会中舆论的重要性。舆论作为社会控制的一种手段，在以次级群体关系为基础而建立的社会中十分重要：“要了解公众舆论的性质及其同社会控制之间的关系，首先需要研究目前已经实际被应用来控制舆论、启发舆论和利用舆论的机构和措施，首要的便是新闻事业。”帕克自己也认为，“控制”与自由主义的内涵相悖，但他认为有必要了解影响报纸的因素，并使移民报刊被引导上正确的轨道。传播技术有助于实现社会控制，重视报刊的管理又可以减少美国城市中的问题。帕克进一步提出如何控制移民报刊的方案，包括获得与美国本土同等的发展条件、刊登美国产品的广告等。此外，帕克还研究了报刊的内部控制，即新闻如何被生产的过程。帕克比勒温、怀特更早注意到并讨论了新闻编辑部内部的“把关”。报刊不仅“对外”有控制与同化的作用，报刊内部也存在控制行为。传播技术的发展成为信息过量的原因，因此编辑需要挑选新闻。移民报刊的特点使报刊本身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编辑也会据此选择内容不同的新闻信息。注意到报纸能够影响民意，帕克已经发现了媒介议程设置的功能——报刊能够捕捉人们的注意力，因此，帕克认为报刊成为社会控制机构，并能推动社区的行动，成为社会意识的中心。

从研究移民报刊开始，帕克进一步探讨了传播的社会功能——控制。这与帕克对社会的认识有关。帕克认为，社会是一个控制组织，社会控制指的是制约和引导集体行为的机制。在面对纷繁的城市问题时，帕克认为，传播作为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可以实现控制社会失序的目标。当他研究如何控制移民报刊时，更深一层的目标就在于实现移民的“美国化”。移民报刊在移民群体中备受青睐，因此控制移民报刊的内容也就能够培养移民的文化认同。在库利“初级群体”的概念下，帕克看到，传统社会的秩序通过面对面的人际传播就可以得到控制。城市化进程以及移民的大量涌入改变了美国社会的结构，打破了原有的秩序。“社会距离”由此形成。如何使不同种族的移民在进入美国社会后尽快适应美国城市生活，成为帕克研究的主题之一。帕克的《移民报刊及其控制》受到了托马斯与兹纳涅斯基的著作《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的影响。托马斯在著作中，也研究了移民报刊对农民的影响。这个思路使帕克从报刊的角度研究了移民的社会生活问题。受环境限制、移民后身份的转换以及对现实的不适应等，是移民普遍遇到的问题。在这些方面，移民报刊首先展现了协调功能，即移民能从移民报刊上获取信息，以适应新环境。其次，移民报刊维系了个人与移民群体的关系。最终，移民报刊将会使移民美国化，促成大共同体的秩序，最终发挥“控制”功能，解决移民问题。据此，帕克指出了移民报刊对于解决移民问题的重要性——控制移民报刊是实现社会新秩序的重要一环。在如何控制方面，帕克也作出了相应的阐述，他反对严厉专制的措施，认为政府应当给予移民报刊与本地报纸同等的发展条件，最终使移民通过移民报刊融入并参与美国公共生活。

城市生活一直是帕克关注的重点，在研究城市问题时，帕克讨论了传播技术与城市生活的关系。帕克在密歇根大学时期是杜威的学生，从杜威和库利那里，帕克接受了他们对于传播的思考。在帕克所处的年代，对于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传播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案。1904年，在德国深造的帕克受齐美尔影响，对城市生活产生了兴趣，他的博士论文《群众与公众》首次展现了传播与社会、传播与民意这样的主题。在其博士论文中，帕克提出群众是初级的社会组成形式，不会对社会问题进行深入思考，而在公众之中，人们则通过相互讨论形成观点。当群众开始成为具有反思意识的公众时，新的社会实体就此形成。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传播技术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因此，对于帕克来说，传播技术是社会进步的原动力。1921年帕克与伯吉斯、麦肯齐出版论文集《城市社会学》，集中展现了其对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并指出了媒介对城市生活产生的影响。在《城市：对于开展城市环境中人类行为研究的几点意见》一文中，帕克指出，城市是一种心理状态，是由各种礼俗和传统构成的整体，是人类属性的产物。帕克把城市看做有机体，针对研究城市生活的多样性，他提出从四个方面研究城市的具体组织及其文化：城市规划与地方组织、工业组织与道德秩序、次级关系和社会控制、气质和城市环境。而传播技术包括交通和通讯、报纸、广告等，促使城市人口频繁流动并高度集中。由于电报、电话、摄影、电影技术的发展，个体相较过去更容易获得大量信息。人口的流动不仅依靠交通技术，还依靠信息流通。传统社区稳定、亲密的人际关系被打破，人们的接触变得偶然、短暂。城市范围随之扩大，媒介使现代社会形成的速度加快，人们需要更多的信息以适应城市生活。例如报刊这样的媒介，给予人们大量日常生活需要的信息，并且塑造着人们的价值观。和杜威一样，帕克也认为公众可以通过媒介带来的信息进行充分讨论并形成舆论，进而参与政治。

帕克的研究建立了报刊生态学。帕克认为，以报刊为代表的大众媒介增强了人们认识世界的兴趣和能力，媒介增强了人们的民主参与意识，新闻流通的程度决定了社会成员自身政治参与的程度。对于报刊的研究与关注，建立在帕克的社会学思想上。帕克划分了社会过程，借用了齐美尔“社会距离”的概念，论述了如何维持社会秩序。帕克在《社会学导论》中将社会学定义为集体行为的科学，类似的，社会是个体互动的产物。帕克认为，社会过程主要有竞争、冲突、顺应和同化这四种。竞争是社会互动的最基础、最普遍的形式。在社会中，由于思想的交流，无意识的竞争就可能转化为有意识的冲突。在某些手段的控制下，上层、下层的关系暂时确定，冲突中断。这种中断就是顺应。同化则发生在人们的思想渗透、聚合的过程中，共同的文化或经历将个体结合为一体。帕克关注的是一个共同体形成的过程。他认为，社会控制分为三种方式——传统的个体受群体及他人的影响、公众舆论以及制度控制。公众舆论的控制有赖于传播技术，公众舆论又是共同体形成的基础，因此，对传播技术尤其是报刊进行研究就十分必要。

帕克在研究方法上对传播学科的发展有重要贡献。帕克十分推崇细致的经验研究，但区别于后来的定量统计方法，帕克欣赏并教育学生所采用的是定性研究方法，这也成为第一代芝加哥学派兴盛时期的标志性方法。刘易斯•科塞评价帕克进行研究时“就像人类学家研究原始部落一样对细节极其关注”。费孝通曾经描述过帕克如何指导他们进行社会问题研究：“派克给我印象最深切的教导就是他亲自领我们这批小伙子到北京的天桥去参观‘下层社会’。他不仅要我们用眼睛看，用耳朵听，而是一再教导我们要看出和听出动作和语言背后的意义来，就是要理解或体会到引起对方动作和语言的内心活动。别人的内心活动不能靠自己的眼睛去看，靠自己的耳朵去听，而必须联系到自己的经验，设身处地去体会。”帕克所倡导的研究方法影响了芝加哥学派社会学系的方法取向，进而也影响了整个美国社会学学科。在后来以戈夫曼为代表的第二个芝加哥学派再次崛起时依然能看到帕克方法的生命力。

对传播学科建制的贡献

帕克是社会学芝加哥学派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但传播学科奠基之初对芝加哥学派的整体忽视使帕克没有获得传播学史上应有的地位。帕克的新闻从业经历使他自然而然地将传媒与社会问题结合在一起思考。在传播学理论上，帕克对各个学派都作出了巨大贡献。

其一，帕克是符号互动论领域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帕克与多数芝加哥学派成员一样，关注自我与社会角色的问题。自我的形成基于个体在社会中的地位与在社会中需要扮演的角色。自我正是由个人对自身角色的理解构成。帕克在《种族与文化》中提出了“边际人”的概念，反映了他关于“自我理解”的观点。他对于角色与互动的阐述，同样对戈夫曼产生了重要影响。

其二，帕克的学术思想对美国发展传播学作出了很大贡献。帕克对报刊的研究论述了传播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并提出了发展传播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作为芝加哥学派的一员，早在密歇根大学时帕克就受到杜威与库利的影响，对传播与人和社会的现代性问题充满真知灼见。在他看来，区别于传统社区，城市生活要求人们增加社会经验、拓宽视野，媒介使人们对信息的需求量增大，并融入现代的生活方式。现代社会中的个体需要依靠舆论参与政治，舆论仍然要依靠传播实现。帕克认为，传播直接决定了公众参与政治的程度，并培育了他们的现代政治意识。

其三，帕克的理念对媒介环境学的生成有很大启发，直接或间接影响了伊尼斯、麦克卢汉等媒介环境学派的学者。帕克的传播观建立在传播革命改变社会的基础上。传播技术的发展使传统社会的人际传播发生断裂，城市生活渗入美国社会的角落。从传播技术出发来理解社会变革的视角，极大地启发了伊尼斯的媒介技术观。而麦克卢汉同样认为，媒介影响了社会存在的性质，加快了原有乡村的分裂。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帕克也可以被看做媒介环境学的先驱。

最后，帕克对媒介的研究，启动了传播效果研究的思路，亦是新闻社会学的开端。帕克对传播的“控制”功能和经验研究的强调奠定了传播学的主流基调。在已有的传播学著作中，帕克的《移民报刊及其控制》依然是经典之作，对传播的功能分析得精致、透彻。这一著作讨论的问题至今仍然是传播学领域的重要课题。移民报刊如何影响移民生活、书面语言与口语的政治意味、报刊的经营管理与社会控制等，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传播学主流范式效果研究中最引人关注的课题。帕克对传播之“控制”功能的研究与探讨，为“把关人”理论奠定了基础。另外，帕克将新闻置于社会的框架中讨论问题，使新闻成为社会学研究的对象，媒介社会学在理论和操作的层面上真正被启动了，新闻生产社会学就此拉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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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K.默顿（Robert K. Merton, 1910—2003）

学术生平

罗伯特•K.默顿1910年7月4日生于美国费城南部的一个贫民区，其父母是东欧移民。默顿的社会学启蒙老师为乔治•辛普森（George Simpson）。默顿在1931年获得坦普尔（Temple）大学学士学位，此后凭着优异的成绩获得哈佛大学的奖学金，成为社会学专业的首届研究生，不久又成为当时最著名的社会学家索罗金的研究助手。1936年，默顿以论文《17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获得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指导老师是著名的科学史家萨顿。除了索罗金和萨顿，在哈佛期间，结构功能主义创始人帕森斯（Tolcott Parson）对默顿的影响也不可小觑，不过默顿对早期功能主义的批判也影响了帕森斯对布朗和马林诺夫斯基的理解。1938年，默顿博士论文的出版标志着科学社会学的诞生，默顿也成为公认的科学社会学之父。1936—1939年，默顿在哈佛大学任讲师。在30年代的哈佛校园，出现了一个由默顿、I.B.科恩和B.巴伯组成的三人小组，默顿称之为三重奏（trio），指他们三人对社会学与科学史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具有共同的兴趣。1939年，默顿离开哈佛去图兰大学任教授和社会学系系主任。从1941年起，默顿长期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执教，先后担任过该系副教授、教授、系主任等职，并被授予哥伦比亚大学荣誉教授和特殊贡献教授称号。在哥伦比亚大学，默顿与同事保罗•拉扎斯菲尔德进行了长达35年的友好合作，取得了丰硕成果（参见本书拉扎斯菲尔德词条）。两人的合作主要是在拉扎斯菲尔德建立的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研究局中从事与传播/媒介相关的应用项目的研究，如在二战期间两人一起参加了美国战争信息局发起的由社会学家斯托弗领导的对美国士兵的研究。1943年，默顿成为应用社会研究局副局长，1957年，他当选为美国社会学学会主席，1974年从哥伦比亚大学退休。拉扎斯菲尔德称默顿为“这个国家的社会学先生，令人难以置信的优秀”。1994年，为了表彰默顿对社会学所作的杰出贡献，美国总统克林顿向默顿颁发了国家科学奖章，他也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获得此项殊荣的社会学家。默顿还先后获得哈佛大学、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等二十多所美国及国外大学的荣誉头衔，担任过若干学术团体的主席和数十家美国国内外学术研究机构的名誉成员，被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2003年2月23日，默顿因病逝世。默顿被视为20世纪最有影响的社会学家之一，亦有“美国的涂尔干”之称，在他身上可以见到涂尔干的理论和方法论取向，而且他试图“站在巨人的肩上”，在为古典社会学传统辩护的同时指明了新的研究方向。曾任哥伦比亚大学教务长的乔纳森•科尔（Jonathan R．Cole）说，假如社会学界也有诺贝尔奖，默顿必定得奖。默顿的一生，涉足的领域有社会学、传播学等，独著或合著的著作有二十多部，包括最常被引用的《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1949），学术文章二百多篇，其中与传播学密切相关的著作包括和拉扎斯菲尔德共同撰写的《广播和电影宣传研究》（1943），《大众传播、流行品位与组织化社会行为》（1948），《作为社会过程的友谊：实质性和方法论分析》（1954），和M.菲斯克、柯蒂斯合著的《大众说服：战争结合驱动力的社会心理》（1946）以及和M.菲斯克、P.肯德尔合作的《焦点访谈》（1956）。

主要理论（方法）贡献

作为社会理论家的默顿，虽然没有被赋予奠基人之名，但是他在与拉扎斯菲尔德长达35年的合作期间，不仅参与了应用社会研究局的多项研究，更梳理、综合了传播研究领域的知识，使之系统化，是传播研究领域的“概括者”与“实质性理论家”。E.M.罗杰斯在《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中坦言：“事实上，默顿对于应用社会研究局的传播研究项目是如此关键，以至于我们或许应该将‘拉扎斯菲尔德—默顿’看做美国大众传播研究领域最重要的创始人。”

默顿对传播学理论的贡献首先在于他给后来的学者留下了诸多富有启发性的概念和假设。他在提出、澄清、阐述概念方面具有与生俱来的才能，对于那些模糊的或者未被认识或分析的思想或经验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并且能够通过对它们的命名而拓展社会学的研究范畴，比如自我实现语言、具体的无知、潜在关联性、角色丛和地位丛、显功能和潜功能等，更具传播学色彩的二级传播、舆论领袖、人际网络、创新扩散等概念的形成也有默顿的功劳。对概念的聚焦实际上也体现了默顿本身的学术理念：理解社会而非批判社会，通过梳理概念、分门别类，认识关于社会模式的规律与法则。

然而，与其他社会理论家不同，默顿在具体的传播研究实践中引入新概念或者完善旧概念，使得其理论思想在简明的概念框架与复杂的范式中得到了更好的阐释。1943年，默顿领导了由《时代》杂志委托的罗维尔（Rovere）研究项目，通过对以滚雪球方式抽中的86名来自不同社会、经济阶层的男女进行调查分析后，经过数年的推敲，于1949年发表了研究结果——《影响的模式：一项关于地方社区的人际影响和传播行为的调查》，将舆论领袖划分成“地区类型”与“世界类型”两种。前者指一心想着当地的事情、不考虑也不致力于外部大世界的事的人物，其影响力依赖于一个精心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网，而后者则指与社区保持联系同时密切关注外部世界，并把自己视为外部世界的主要部分的人物，其影响力来自他们所知的事物。另外，默顿指出在阶级、权力和声望等级中的地位是发挥人际影响的潜在条件，但不决定影响实际发生的程度。这些观点后来成为著名的迪凯特研究的起源，而且默顿对处于同一社会阶层结构中的有影响力的人的发现以及对其中的人际传播的研究，为卡茨和拉扎斯菲尔德在1955年出版的《个人影响》奠定了理论基础。通过研究广播明星凯特•史密斯在1943年9月发起的推销美国战时债券的广播节目对受众购买债券的决策的影响，默顿与菲斯克、柯蒂斯于1946年出版了《大众说服：战争结合驱动力的社会心理》。在书中，默顿不仅丰富了“公共形象”（public image）这一概念的内涵，赋予其政治传播意义，还提出了“伪共同体”（pseudo-Gemeinschaft，也译为“假礼俗”）这一概念，即指假装关心他人以期更有效地操纵他人。

不过，对说服过程的关注也使得默顿更加坚信短期可见的传播效果的有限性。在这项研究中，默顿发现100名调查对象中承诺购买公债的75人大多原来就有购买意愿，该节目不过在强化这一倾向，有28人本来是摇摆不定，节目也只是帮助他们下定决心，只有3人本来没有这个打算，在收听广播的过程中发生了本质的态度改变。可以说，这项研究成果验证了拉扎斯菲尔德于1940年出版的《人民的选择》中得出的结论，即大众传播在短时间内更多地只是固化了受众已有的态度而非改变其态度。到了1948年的《大众传播、流行品位与组织化社会行为》，默顿将这一观点进一步深化，并与拉扎斯菲尔德一起提出了有效宣传的三个条件——垄断（monopolization）、渠道（canalization）与补充（supplementation）。

正是结合亲身参与的多项宣传研究，默顿引入了“回飞镖效应”（the boomerang effect）这一概念，以指称人们以与预期相反的方式对宣传作出回应。而且他为这个概念进行了类型划分：由于对接受者本身的精神状态做出了错误的心理评价而导致的“专家”回飞镖效应、由于作者必须向一群具有异质心理的接受者进行宣传而导致的难以从根本上避免的回飞镖效应、由于同一宣传材料的各个主题自相矛盾地起作用而导致的结构的回飞镖效应、由于错置例证的谬误（the fallacy of misplaced exemplification）（受众自身经验与宣传的例证存在明显差别）而导致的回飞镖效应。而且，针对这一问题，默顿提出了解决方案——技术性的宣传或对事实的宣传，即让事实说话，而不是让宣传者说话。

除了概念方面的贡献，由默顿提炼创造的焦点小组访谈法也成为传播学研究方法的重要构成部分。在对“美国士兵”进行研究的项目中，在霍夫兰领导的实验小组里，由于控制实验需要相关可靠的定性资料，默顿和肯德尔等人为了获得调查对象的真实态度与反应，不仅使用了“拉扎斯菲尔德—斯坦顿节目分析仪”，还首次尝试“焦点访谈法”。相较于其他访谈法，焦点访谈法要求访谈对象事先对某一特定的情境有一定的了解，如看过某部电影。其次，研究者需要事先对这一具体情境中的重要元素、模型以及整体结构等进行内容分析，并提出具体情境的意义与效果影响之间的一组假设。再次，研究者需要准备好访谈范围和假设。最后，在访谈过程中，研究者需要聚焦于访谈者的主观体验，通过分析他们对具体情境的反应以检验假设或提出新假设。而今，作为一种深入考察调查对象的特殊经历、对媒体信息的理解与态度的开放的研究方法，焦点访谈法不仅被传播学者应用于媒介效果研究比如利布斯和卡茨关于美国电视剧《达拉斯》的受众研究上，并且也受到了排斥定量方法的文化研究学者的青睐，例如戴维•莫利在研究BBC的电视节目《举国上下》的电视观众时便采用了这一方法。今天，这一方法更是深得商业市场研究机构的钟爱。有意思的是，焦点小组访谈在默顿看来并不是独立的方法，而是“作为进一步探索的起点或者对由其他方法所收集到的数据的一种检查”。

对传播学科建制的贡献

默顿对传播学科建制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超越了他给传播学理论与方法带来的贡献。

首先，默顿为美国主流传播学的社会学取向铺垫了理论基石，他与拉扎斯菲尔德一道将传播研究定位于应用学科，开创了结构功能主义范式的媒介效果研究。而且，必须强调的一点是，深受涂尔干与马克思影响的默顿也将反思社会控制的思想引入传播研究，为这一应用性学科增添了批判色彩。在他与拉扎斯菲尔德合著的文章《大众传播、流行品位与组织化社会行为》中，默顿将大众传播研究置于广阔的社会历史结构背景中进行考量，指出大众媒介作为一种社会建制（social institution）实际上顺从社会结构，为现存社会和经济体制服务，并且通过微妙的“心理剥削”（psychological exploitation）行使其社会控制。由默顿所写的大众媒介的社会功能篇章，更是成为结构功能主义范式的最佳注脚。在这里，默顿指认了在当代美国社会条件下大众媒介具有的三大功能，即地位确认功能、社会规范的行使功能以及麻醉的负功能（the narcotizing dysfunction）。而这三大功能假说预示了后来的传播研究理论或假设，比如地位确认功能与“议程设置”、行使社会规范功能包括顺从机制与“涵化”的假设以及“沉默的螺旋”理论之间都存在着思想的顺承，而“麻醉”的负功能更是反驳吉特林等人的指责的重要理论观点，因为这证明了默顿与拉扎斯菲尔德意识到了大众媒介意识形态的存在。默顿不仅将结构功能主义思想贯穿在其对应用社会研究局的工作指导中，同时对外捍卫这种范式。1955年，默顿与麦克卢汉的一场争论即是明证。当时作为麦克卢汉演讲听众的默顿指出麦克卢汉的思想非常混乱，处处是疑问。

其次，默顿开创了社会学研究理论与经验相结合的传统，提出了社会学中指导经验研究的中层理论。假如没有默顿，在哥伦比亚学派中占据主导性地位的实证研究很有可能停留在注重经验细节的层面。在默顿眼中，支撑宏大理论体系的理论和经验基础尚未具备，社会学理论想要获得有意义的进步必须将主要关注点放在适用于有限概念范围的中层理论之上。为实现这一构想，他在批判传统功能主义的基础上给出了经验功能分析的研究方案，即从描述经验单位（个体或群体）的行动模式入手，指出行动的被支配模式和被排斥模式，进而通过阐释以及评价行动的意图，使行动模式的显功能得以呈现，继而辨别经验单位的顺从倾向和越轨动机，发现隐藏在这些模式背后的结构或规则，也就是潜功能。从理论上看，正是在这一分析过程中，社会结构与个人经验之间的隔阂被打破了，显功能与潜功能的关系也构成了默顿思想的框架。为了获得中层理论，实证研究是重要的途径之一。而且在默顿看来，实证研究并非一种操作技术，而是属于认识论范畴。正是在默顿的指导下，具有中层理论取向的传播实证研究也在应用社会研究局迅速开展起来，例如拉扎斯菲尔德提出的二级传播理论。尽管后来中层理论也遭到如罗伯特•比尔施泰特等学者的质疑，而且实证研究也渐渐脱离了中层理论的指导，但是这不妨碍中层理论成为此后多数美国传播学者的主要学术追求。

最后，在人才培养上，默顿与拉扎斯菲尔德联手开设研究生班，培养出一大批具有良好理论素养又精通经验分析的学者，这其中有詹姆斯•科尔曼（James S．Coleman）、刘易斯•科塞（Lewis Coser）、罗斯•科塞（Rose Coser）、彼得•布劳（Peter Blau）、西摩•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est）、阿尔文•古尔德纳（Alvin Gouldner）等，他们后来都成了美国社会学界举足轻重的人物。此外，默顿还通过在哥伦比亚大学设立专门的“科学社会学研究项目”，培养了哈里特•朱可曼（Harriet Zucherman）、科尔兄弟（Jonathan Cole and Stephe Cole）、托马斯•吉尔林（Thomas F. Gieryn）等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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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W.麦克切斯尼（Robert W. McChesney, 1952—　）

学术生平

罗伯特•W.麦克切斯尼1952年出生于俄亥俄州克利夫兰，与后来著名的激进记者、《每月评论》主编约翰•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一起就读于常青州立大学（Evergreen State College）。大学毕业后，他先是担任了联合国际社的体育记者，而后进入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学习，并分别于1986年和1989年获得传播学的硕士和博士学位。1988年到1998年，他任教于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1999年进入伊利诺伊州立大学香槟分校担任传播学院教授。麦克切斯尼的研究集中在传播学史和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强调媒介在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他自认受到米克尔约翰（Alexdander Meiklejohn）的民主自治理论，麦克弗森（Crawford B．MacPherson）的政治理论，米尔斯（Charles C. Mills）和哈贝马斯的政治社会学以及伊尼斯（Harold Innis）、麦克卢汉（Marshalll McLuhan）、波兹曼（Neil Postman）的技术批判理论的影响。作为一位多产的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他的学术生涯开始，麦克切斯尼已经出版了独著和合著17本，撰写了150多篇论文和书籍章节，以及其他200多篇新闻报道、杂志专栏和书评，它们被翻译成18种文字。他的主要著作有《全球媒体：全球资本主义的新传教士》 （1997）、《财团媒体及其对民主的威胁》（1997）、《富媒体，穷民主：不确定时代的传播政治》（2000）、《媒介的问题：21世纪美国的传播政治》（2004）、《传播革命：紧要关头与媒体的未来》 （2007）、《媒体政治经济学：持久的问题，新兴的困境》（2008）。其中《富媒体，穷民主》一书在2008年获得了国际传播学会研究员图书奖（ICA Fellows Book Award），以彰显该书对于传播学研究，乃至整个社会科学领域作出的卓越贡献。同时，麦克切斯尼也是少有的集批判与建构于一身的公共知识分子。除了等身的著作之外，他还参与组织了多个非营利组织和非商业媒体的活动。2000年到2004年担任左翼杂志《每月评论》的负责人和编辑；2002年与乔什•希尔文（Josh Silver）一起创办了致力于媒介改革与民主化的组织“自由新闻界”（Free Press）；他同时还是伊利诺伊大学公共广播电台的主持人，通过多元的访谈节目传播其研究成果并推动媒体民主化进程。2008年，《优涅读者》（Utne Reader
 ）将麦克切斯尼列为50位改变世界的梦想家之一。

主要理论（方法）贡献

麦克切斯尼在接受《华尔街日报》的创立者约翰的访问时称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并毫不隐讳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崇尚。在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影响下，他倾向于将学科内的诸多问题归结到政治经济力量的线性概念上。对他来说，所有权是至关重要的。围绕所有权这个核心问题，他在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研究试图揭示传媒业管制放松（deregulation）的实质，力图将传媒机构政策、实践和组织结构的变更与更为宏观的权力、民主以及社会正义等问题联系起来，旨在促进传播政策的改良，调动草根民众的积极性，从而推动媒体民主化运动。

麦克切斯尼的主要议题之一就是批驳“媒体管制放松”的名不副实。在他的眼中，媒体仍处在政府认可的寡头垄断之下，被少数高利润的企业实体所拥有，并通过对新闻报道的控制手段歪曲公众对于媒介问题的认知。在《富媒体，穷民主：不确定时代的传播政治》中，麦克切斯尼指出截至1999年，六个传媒集团控制着美国国内甚至全球绝大部分的媒体市场，而并非那些乐观主义者所认为的媒介频道的增多意味着更加多样的竞争。在麦克切斯尼看来，《1934年通讯法》（The Communication Act of 1934）更是从根本上倾向于媒介集团的垄断经营。他认为以1934年通讯法的颁布为标志，传媒公司牟利的潜力开始成为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颁发广播经营许可的主要标准。所以他提出了四项解决方案：一是建立切实可行的、非营利的、非商业化的媒介组织；二是建立与发展非商业化的、非营利的公共广播与电视系统；三是商业广播涉及公共利益时，由政府加以规范；四是建立富有竞争性的市场，改变公司垄断市场的格局。近几年，麦克切斯尼将其对媒介所有权的关注放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指出超越国家壁垒的、国际性的通信寡头垄断出现的可能性。

除了描述性地指出当前的传媒业仍然受到寡头垄断的控制，麦克切斯尼同时不断追问以什么为代价一个通信系统才可以被少数公司控制，以及这种控制将会如何影响到高效且多闻的公民性所需要的信息与论断的多样性。在这一点上，麦克切斯尼可以被看成法兰克福学派的民主理论在当代的承继者。

对传播学科建制的贡献

麦克切斯尼对于传播学科的重要贡献突出地体现为他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与媒介改革运动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他自己也成为美国媒介改革运动的中坚人物。

在他所引领的诸多运动中，最为重要的就是2002年“自由新闻界”的创立。作为一个旨在推动媒介改革的全国性、无党派、非营利性组织，“自由新闻界”从其创立开始就成为美国媒介改革运动的中心。今天，“自由新闻界”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媒介改革组织，拥有近50万名会员，由其主办的媒介改革年会每年都会吸引数以千计的学者、媒介活动家、政客以及工会。同样在2002年，麦克切斯尼与丹•希勒（Dan Schiller）一起发起了《伊利诺伊全球信息与通讯政策倡议》（The Illinois Initiative on Global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Policy），旨在为全球信息与通讯政策提供一个理论基础，同时为该领域的专家、学者提供一个国际性的交流平台。其中一个重要的项目就是培养国际媒体政策学者、记者与活动家。

麦克切斯尼对于在中国传播与普及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他曾经多次在华人学者赵月枝的组织与安排下与丹•席勒等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在中国讲授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学界有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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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

学术生平

罗兰•巴尔特1915年11月12日出生于诺曼底（Normandy）的瑟堡（Cherbourg）市，母亲信奉新教，而父亲是一名天主教徒。1924年，巴尔特随母亲迁居巴黎。1935年至1939年间，巴尔特在索邦大学学习古典文学和法国文学。巴尔特一生深受病痛折磨，尤其是始发于1934年的肺病伴随了他一生，这使他在1937年被免去兵役，从而有时间到希腊和匈牙利游历一番。巴尔特于1939年取得古典希腊文学学士学位，并于1941年在索邦大学取得高等研究资质。1940年至1941年，巴尔特在中学教书。1942年，由于旧疾复发，巴尔特在接下来的五年中持续出入各大康复机构。在疗养期间，巴尔特对存在主义产生了兴趣，并且开始为加缪的《战斗报》写稿。健康状况好转以后，巴尔特辗转任教于罗马尼亚和埃及并最终回到巴黎。1952年，巴尔特得以进入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工作，研究词汇学和社会学。1953年，巴尔特的第一部著作《写作的零度》出版，接着又分别出版了《米什莱》（1954）和《神话学》（1957），所有这些著作都显示了他对索绪尔结构语言学的创新性应用。1960年，巴尔特进入巴黎高等研究实践学院并于1962年担任“记号、符号与表象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signs, symbols, and representation）研究项目主任，这使他成为由乔治•弗里德曼（Georges Philippe Friedmann）牵头成立的“大众传播研究中心”的核心成员，并和弗里德曼、莫兰一起成为这个法国传媒研究学派的支柱。事实上，20世纪60年代以后，巴尔特在符号学和结构主义领域的探索已经使他声名鹊起。1966年，巴尔特第一次访日并与其他法国知识界的领军人物（包括雅克•德里达）一起参加了在巴尔的摩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举行的著名会议——“结构主义之争：批评的语言与人的科学”。这之后，巴尔特进入了写作的高峰期，70年代《S/Z》（1970）、《符号帝国》（1970）、《萨德/傅立叶/罗耀拉》（1971）、《新批评论文集》（1972）、《文本的愉悦》（1973）相继出版。1977年，罗兰•巴尔特获得在法兰西学院讲授“文学符号学”的教职。《恋人絮语》在1977年出版以后很快就成了畅销书。然而不幸的是，1977年，巴尔特的母亲谢世，巴尔特深受打击。1980年2月25日，巴尔特被一辆卡车撞倒，这场车祸引发了巴尔特肺部旧疾的并发症。3月26日，巴尔特离开了人世。

主要理论（方法）贡献

罗兰•巴尔特是大器晚成的思想家，他的成名得益于对索绪尔以来的符号学理论在文学理论和社会理论领域的拓展。另一方面，罗兰•巴尔特也将符号学的理论和方法成功地应用于文学批评、媒介分析和社会理论建构等方面。巴尔特的作品和理论很少建构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而是把符号学的分析应用于多样的实践中，从而展示出每个文本内涵之丰富性与表意的层次。符号学对文化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几乎成为当代文化研究进行文本分析的一个基本分析工具。

在《符号学原理》一书中，罗兰•巴尔特为符号学勾勒出一个基本的轮廓，这是他的著作中少有的体系化的努力。在这部著作中，他把符号学的研究对象扩展为任何符号系统，这个符号系统并不局限于语言，可以是任何产生意义的事物、仪式、举止、景观以及这些简单事物的复杂组合。他总结了这些事物的基本方面，并按照结构语言学的方法将其划分为四种二元对立：语言和言语，所指和能指，系统和组合段，直指和涵指（也译为“直接意指和含蓄意指”）。符号学并不研究符号系统的社会学或经济学意义本身（尽管在日后的发展中，这一点有所改变），而是关注在“哪一个语义系统层次上，经济学、社会学与符号学发生了关联”。也就是说，符号学研究的是意义是如何通过符号产生的，这里的符号可以扩展为整个文本，从而有助于探讨意义产生的层次性与多义性，以及意识形态问题。

在罗兰•巴尔特建构的符号学理论体系中，“所指和能指”是索绪尔已经指出的，而“直指和涵指”是巴尔特对符号学具有原创意义的拓展，这两个部分也是整个符号学对媒介理论影响最大的两个方面。“所指和能指”标明的是符号本身具有的直接意义结构，“能指”是直接可感知的表达形式，而“所指”是与“能指”关联的内容，二者通过意义联结起来。“直指和涵指”则是意指化实践的第二个序列，第一个“能指与所指”序列构成的意义系统整体构成第二个序列中的“直接意指”，这个“直接意指”的意义指向一个更难以被察觉的“含蓄意指”，而各种形式的意义形态就依赖于这层“含蓄意指”。巴尔特利用这种结构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诸多文本，尤其是媒介文本。在《广告信息》一文中，巴尔特分析了特定广告的“直指”和“涵指”，从而展示了媒介“叙事”中可能隐含的意识形态实践。

巴尔特建构的“第二序列的符号系统”与其后来诠释大众文化的“神话系统”紧密相关。神话的结构包含两个相互交错的符号学系统，巴尔特描绘为下面这个直观的图示。

[image: 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


在神话的层面，“Ⅰ能指”被称作“意义”或“形式”，它是第一语言的“能指和所指”整体，正是它把语言和神话系统联结起来；“Ⅱ所指”被称作“概念”，它赋予形式以当下的历史内涵，使之包含了丰富的内容；而“Ⅲ符号”则是神话的“意指作用”，是“形式”和“概念”的关联，也就是神话本身，它的存在基于形式与概念的可类比性。巴尔特用神话结构来分析大量具体的大众传播形式，比如肥皂剧、电影、新闻摄影以及服饰时尚。这样的分析旨在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包括左翼和右翼）如何寄生于媒介神话之中，通过意指系统使自身自然化。在《神话——大众文化诠释》一书中，巴尔特分析了一个广为人知的神话案例，这个案例是一本《巴黎—竞赛》（Paris
 -Match
 ）杂志的封面——一个穿着法国军服的年轻黑人在向一面法国国旗敬礼。这个图片的形状、颜色和所指构成了整个神话的形式，这个神话之所指或者说概念是法国、军队以及黑人的混合，意指的是法国的伟大的帝国性，“对所谓殖民主义的诽谤者，没什么比这个黑人效忠所谓的压迫者时所展示的狂热更好的答案”，而这是通过能指（黑人向法国国旗致敬）呈现所指（法国的帝国主义社会）的神话典型。

对传播学科建制的贡献

罗兰•巴尔特是法国传播学科建制的主要推动者之一。1962年，他和埃德加•莫兰、乔治•弗里德曼一起牵头在法国社会科学高等学院创立了“大众传播研究中心”，这个研究中心是法国最早将大众传播研究作为核心研究领域的机构之一。巴尔特等人以符号学和文化主义切入传播研究的路径在今天依然深刻影响着法国的大众传播研究，并成为其主导范式。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罗兰•巴尔特和罗伯特•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让•梅里亚（Jean Meyriat）等学者向法国大学咨询委员会建议在法国创立关注传播研究的新学科。1972年，这些学者在法国人文科学之家开会，决定将这一新学科命名为“传播与信息科学”。1975年1月，在这些学者的努力之下，“传播与信息科学”正式作为新的研究学科被大学咨询委员会批准创立。自此，传播学作为一个学科正式在法国的研究机构中建制。

除了对法国传播研究建制的推动之外，罗兰•巴尔特所推崇的符号学的方法被文化研究所采用。符号学既隶属于霍尔所说的文化研究的结构主义范式，同时也是表征（文化研究术语，指通过语言产生意义）理论的构成主义途径。尤其在表征理论中，符号学的方法是最常用的分析文化文本的工具。构成主义强调语言的社会性，认为语言既不是真实世界的简单投影也不是个别个体的独特意义，而是由各种表征系统构成了其意义。在这个基本前提下，符号学理论和话语理论都可以被归类为这种路径，然而两者之间依然存在差别。巴尔特的符号学理论相较于索绪尔已经扩展到更为广泛的社会意义领域，但他依然回避了主体的阐释问题以及更为广泛的权力问题，这也是他为了使符号学成为一门确定的科学而回避的问题。在福柯那里，表征不仅仅和符号相关，还和历史及权力相关，所以福柯重新把主体问题纳入其话语理论，探讨奠基于历史的话语关系，尤其是知识和权力的关系。这一点是符号学理论与话语理论最深刻的区别。

符号学对文化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影响在于它启迪了“编码—解码”模式。巴尔特的符号学关注了媒介文本中如何通过符号表征生产意义的问题，却没有进一步解释受众的解读问题。尽管巴尔特涉及了神话的阅读问题，但在其语境中，对神话的解读并不取决于受众的主体性，而是神话把自然历史化的基本功能，这使得受众可以在隐蔽的能指下解读出神话强加的意义。但在霍尔那里，事实并非如此。由于表征意义具有多义性，而且由于意义并不是由文本的直接意指实现的，受众对于文本意义的解读需要一个解码的过程，并且这个过程受受众主体的知识框架以及生产关系、技术基础等因素的制约，这就是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对于巴尔特的重要补充（详见本书霍尔词条）。

最后，符号学的方法对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的思想具有重大启发，在《流行体系》《符号帝国》等著作中，罗兰•巴尔特已经开始运用符号学的方法分析当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各种消费符码，如服饰、广告、媒介景观等。通过将索绪尔的“语言学”推广到文化领域，巴尔特将当代社会的消费符码看做广义的语言，并且指出流行就是利用消费符码进行意义表达的体系。鲍德里亚将这种符号学的分析方法糅合进德波对景观社会的分析之中，从而描述了一个被“物体系”控制的消费社会，而消费社会便是一个充斥了各种消费符码之能指，而无实质所指的“仿真”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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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1932—2014）

学术生平

斯图亚特•霍尔1932年2月3日出生于牙买加首都金斯敦，父亲是会计师。1951年，他随母移民英国，定居布里斯托。1951年，他获得罗得斯奖学金（Rhodes Scholarship），进入牛津大学默顿学院（Merton College）读书至文科硕士毕业。1956年，他放弃了以研究美国小说家小亨利•詹姆斯为课题的博士学位。1950年，他与E.P.汤普森、拉斐尔•萨缪尔、雷蒙•威廉斯等创办了两份激进杂志《新明理者》（The New Reasoner
 ）和《大学和左派评论》（Universities and Left Review
 ）。1961年，两份杂志合并为《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
 ），一直是英国新左派的前沿阵地。1957年，他参加了核裁军运动。1959年至1961年，他一边在布里斯顿代课，一边编辑《新左派评论》。1961年，他进入伦敦大学切尔西学院（Chelsea College）讲授媒体、电影和大众文化研究方面的课程，开始学术生涯。1962年至1964年，他与华奈尔完成英国电影研究中心进行的关于电影的研究，出版了《通俗艺术》一书。1964年，他应霍加特之邀加盟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The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CCCS）。1968年，他成为继霍加特之后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第二任主任。1971年，他完成了联合国项目“文化规划的革新和衰退”（Innovation & Decline in Cultural Programming）。1972年，他启动了有关种族、法律、秩序与监控的研究项目，成果于1976年以《通过仪式抵抗：战后英国青年亚文化》为名出版。1979年，他离开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到英国开放大学任社会学教授。1997年，他从开放大学退休，仍兼任伦敦金匠学院传播学院教授，同年被评为全英国百名伟大黑人之一。这一年，他还担任英国拉尼美德委员会委员及文化经营组织 “署名”和“国际视觉艺术中心”的主席。2007年10月3日，他参加了“来灵屯国际视觉艺术中心”揭牌仪式，那里也成为霍尔的办公室。近几年，他也密切关注社会文化。2007年7月布朗政府上台后，他发表文章《布莱尔之后的英国生活是否将有所不同？》来反思新工党十年的执政生涯。2014年2月10日，长期受病痛折磨的霍尔逝世，享年82岁。纵观霍尔的一生，英国文化研究之最终蔚成一大思想学术流派应当归功于他卓越的思想才能和组织领导才能。他的代表性学术著作有《电视话语中的编码与解码》（1973）、《作为媒体的电视及其与文化的关系》（1975）、《文化研究和文化研究中心：一些成问题的问题》（1980）、《艰难的复兴之路：撒切尔主义和左派危机》（1988）、《文化身份与流散》（1990）、《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编著）（1997）。

主要理论（方法）贡献

作为当代文化研究的鼻祖，斯图亚特•霍尔对传播学的贡献是其思想中最熠熠生辉的部分之一。他的声名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的传媒研究。

“编码/解码”理论是霍尔对传播学最直接的贡献。他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吸收了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和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以及民族志、语言学、符号学等多种研究方法，以文化研究的视角研究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他早期最具代表性的文章《电视话语的编码与解码》，将传播过程按“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再生产”的过程来分析，提出信息的话语形式在传播交流中占有一个特殊的位置，“编码”和“解码”的诸多环节是确定的环节。他认为一个未经加工的历史事件必须在电视话语的视听形式范围之内符号化，经过编码成为可传播的事件，在编码过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意识形态在话语中以及对话语的积极介入。霍尔批评“选择性感知”理论是一种残存的多元论，避开了具有高度结构性的过程冲击。他认为观众的解码过程是在一定界限中发挥作用的，并假想了三种受众地位来建构电视话语的解码过程。这一改过去的传媒研究只停留在文本分析上的状况，突出了对受众解读文本的方式的研究。他提出的三种解码过程是：（1）倾向式解码，即编码与解码相一致；（2）协商式解码，即认可在宏大意义上霸权性界定的合法性，但在一个更有限的、情境的层次上制定自己的基本规则；（3）对抗式解码，即观众有可能完全理解话语意义，但以一种全然相反的方式去解码。霍尔三种解码方式的提出，使传媒研究的关注点转向了多元的受众。

在《控制危机》一书中，霍尔运用民族志的方法，分析了大众媒体对青年亚文化和黑人青少年犯罪的担心所导致的社会道德恐慌以及这种恐慌如何在大众媒体和社会心理层面上表现出来。在研究中他们对“主要解释人”“次要解释人”作了极为重要的区分。主要解释人是在组织中占主导地位的集团，他们能够给媒介提供暗示；媒介作为事件的次要解释人而行事，对从主要解释人那里接收到的信息进行筛选和阐释。《控制危机》对受众研究启发极大，并由此开启了一系列关于“道德恐慌”的研究。

在研究方法上，民族志与文本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霍尔的运用中逐渐成熟。在研究取向上，跨学科甚至是反学科是霍尔及其文化研究团队的学术实践特色。他不拘泥于经验主义模式和理论抽象模式，而是把问题与历史特定时期相联系，并力图突破学科疆界进行跨学科对话。

对传播学科建制的贡献

文化既是传播的内容，又是传播的手段，因此不包含文化的传播研究和不包含传播的文化研究都不完整。斯图亚特•霍尔的名字就是文化研究的同义词。在他的学术生涯中，他关注社会文化，著述甚多，涉及范围广，影响大，跨越了多学科领域。他在英国文化研究领域具有当之无愧的领袖地位。霍加特称赞他是“优秀的领导人”“为集体合作而工作的伟人”以及“在该中心的研究能力和开拓精神独一无二”。他对传播学科建制的贡献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他同霍加特一起创办了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为文化研究提供了研究机构，并向学生授予相关学位。霍尔在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时，中心的成立面临来自伯明翰大学副校长等的行政阻力和英语系、社会学系的微议，他以研究员的身份坚持协助霍加特维持中心运作，中心任务繁忙以致他不得不放弃写作他的博士论文。对霍尔的回报是，在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平台上，形成了赫赫有名的伯明翰学派，并进一步孕育了整个世界范围内的文化研究思潮。

其二，他言传身教，培养和影响了大批学者。他的“编码/解码”理论探究文化传播过程中意义的生产和再现，反击了法兰克福学派受众被动接受的观点，开启了积极受众研究的路径。在他的理论的影响下，20世纪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期兴起了新的受众研究浪潮。他的学生戴维•莫利沿着他的路径对三种解读方式进行了验证研究。约翰•费斯克更是将受众的创造性放大为“符号的民主”。霍尔1976年出版的《通过仪式反抗》影响了亚文化研究，书中各篇目的作者，日后大都成为亚文化研究领域的佼佼者。如海布迪支进一步深入研究了书中“摩登派的意义”后，于1979年出版了《亚文化：风格的意义》，具有女性主义研究取向的安吉拉•麦克罗比出版了《女孩与亚文化》。他的全球化后现代理论也是当代传播学值得关注的热点话题，后继者众。

其三，他区分了文化研究的两种范式：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霍尔在1981年的《文化研究：两种范式》一文中将英国文化研究的发展划分为两个范式，即文化主义范式和结构主义范式。前者主要是指威廉斯和汤普森的文化理论，他们认为文化产生于人的整体生活方式。文化主义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占据主导地位。而从60年代中期开始，结构主义范式从欧洲传入，它强调文化的结构与意识形态特征，认为人不是文化的创造者。结构主义范式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占据文化研究范式的主导地位。围绕着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的争论，在英国形成了两种文化研究范式、两代新左派的矛盾与对立，它们共同推动英国本土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发展。

其四，霍尔突破了英国文学研究旧例，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传统，以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进行了关于阶级、文化和传播交流的研究，为传播学融合人文学科取向和社会学科取向作出了突出贡献。以霍尔为领导的文化研究团队，掀起了跨学科研究的热潮，力图摆脱现有学科体制的束缚，为传播研究带来了更多学术活力，为传播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学科定位提供了先例。不同学科领域的理论和方法，为传播研究提供了大量资源，增强了传播研究的批判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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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奥多•W.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1903—1969）

学术生平

西奥多•W.阿多诺1903年9月11日出生于德国法兰克福一个犹太族的酒商家庭，家境富裕。由于母亲是一名歌唱家，阿多诺从小接受到良好的音乐教育。从15岁开始，阿多诺便在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Siegfrined Kracauer）的指导下研读康德、卢卡奇和布洛赫，这使得他早早地就进入了哲学领域。1921年，阿多诺进入法兰克福大学学习哲学、心理学、社会学和音乐。在这里，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一个研讨班上结识。1924年，在汉斯•科奈留斯（Hans Cornelius）的指导下，阿多诺以一篇关于现象学的论文——《胡塞尔现象学中物和意向的先验性》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23年，在克拉考尔的介绍下，阿多诺认识了本雅明，并和他结下了一生的友谊。1925年，阿多诺前往维也纳学习作曲。在此期间，阿多诺发表了众多关于音乐批评和音乐美学的文章。1925年6月，阿多诺在维也纳拜见了卢卡奇。1931年，在蒂利希的指导下，阿多诺以论文《克尔凯郭尔：美学的建构》（1933年发表）获得了授课资格，并开始在法兰克福大学讲课。由于和霍克海默的关系密切，阿多诺一直和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保持着非正式的关系，并在研究所的刊物上发表文章。1933年，随着纳粹的上台，犹太血统的阿多诺被禁止授课。1934年，阿多诺不得已离开德国，辗转来到牛津大学。1938年初，在霍克海默的斡旋下，阿多诺接受了由拉扎斯菲尔德提供的一个工作机会：“普林斯顿广播研究项目”中音乐研究的子项目。但由于种种原因，1940年，洛克菲勒基金会终止了对这个子项目的资助，这次合作宣告结束。1941年到1949年间，阿多诺移居加利福尼亚，他和霍克海默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于1947年出版，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此期间，他还参与撰写了五卷本的《偏见研究》中的《权威人格》。1949年11月，阿多诺和霍克海默一起重返法兰克福，并协助霍克海默着手重建社会研究所。1958年，阿多诺接替了霍克海默的所长职位，并于1963年当选为德国社会学学会主席。1966年，阿多诺发表了晚期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否定辩证法》。1968年革命爆发之后，阿多诺由于反对学生运动，遭到了学生的声讨和围攻。1969年8月6日，阿多诺在瑞士度假时因心脏病发作猝死，也留下了未完成的遗著《美学理论》。

主要理论（方法）贡献

阿多诺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学者中的佼佼者，他的思想在哲学、社会学和传播学领域都具有广泛的影响。首先，对于传播学来说，阿多诺不仅仅是批判理论的代表，也是文化工业批判的奠基人。文化工业批判这一母题对传播研究影响巨大，批判范式下几乎所有理论流派都或多或少地卷入过对这个议题的讨论。其次，阿多诺流亡美国期间，曾经与拉扎斯菲尔德有过一次广为人知的合作。这次合作在传播思想史上影响巨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今天传播理论范式的格局。这次合作还引发了传播学科史上旷日持久的方法之争，这一争论直到今天还被不断书写。最后，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的出版，被认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终结的标志性事件之一，“否定辩证法”的思想打开了通往后现代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的大门，这些理论都构成了今天传播研究中重要的理论资源。

阿多诺对于文化工业这一母题的关注是从其对音乐的关注开始的，因为出身音乐世家，阿多诺从小就对音乐有着特别的钟爱。在1931年之前，阿多诺对于哲学的思考几乎都与音乐直接相关。在1938年与拉扎斯菲尔德的合作中，阿多诺负责的子项目也是“广播音乐”研究。1949年，阿多诺返回法兰克福之后，又撰写了大量音乐美学方面的专著，这其中包括其未完成的《美学理论》。阿多诺的音乐美学中包含着一种拯救的渴望，在他眼中以勋伯格为代表的现代音乐是在艺术领域内唯一能够拯救人们在现实中绝望的灵魂的东西。马丁•杰伊认为，阿多诺并不像一个单纯的音乐研究者，而更像一个音乐社会学家。在阿多诺那里，音乐从来就不是自我封闭的领域，它是受制于社会的。现代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实践把传统音乐纳入流行体系，文化工业使听众不再关注作为整体的音乐而强调音乐的音调和某些适合传播的局部特征。传统音乐由于无视这种由社会性“强制机械”带来的病变，在现代音乐消费实践中就失去了存在的社会根基。和马尔库塞对“单向度社会”的批判类似，阿多诺认为这种音乐实践使得音乐中革命的因素被剔除，而旋律的重复成了音乐的本质特征。阿多诺对文化工业的关注是从爵士乐开始的，在英国期间，他就发表了题为《论爵士乐》的文章。他否定了认为爵士乐是某种音乐形式上的革命的论点，而称之为加强了异化的商品。在美国，阿多诺更进一步了解了流行音乐的威力。1938年和1941年，阿多诺又相继在《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杂志上发表了《论音乐中的拜物教特征和听觉的倒退》《论流行音乐》等文章。在这些文章中，阿多诺依然没有改变对流行音乐的敌视态度，认为资本主义拜物教精神已经全面渗透进流行音乐，流行音乐依靠标准化和制造虚假的个性来控制大众。这些论点已经具备了文化工业批判的雏形。

在《启蒙辩证法》中，“文化工业批判”是最精彩的章节。“文化工业”的概念是阿多诺对“大众文化”的否定性用法，文化的含义在阿多诺那里也是极其丰富的。在他看来，文化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形式，它甚至是当代资本主义的一种存在方式。阿多诺坚持一种辩证的文化观，即把文化放置于其与当代社会的互动之中去考察。阿多诺并不是反对所有形式的文化，而是反对那些参与了社会进程，却隐藏意识形态控制的虚假艺术形式。现代大众媒介与文化工业是共谋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大众媒介已经完全商品化和资本化了。“电影、广播和杂志制造了一个系统。不仅各个部分之间能够取得一致，各个部分在整体上也能够取得一致。”这个系统正是整个资本主义控制系统的延伸。观众在享受文化商品的同时，也在接受资本主义的奴役。事实上，阿多诺关注大众媒介承载的内容而非媒介技术本身，但他的批判把这二者之间的界限模糊了，大众媒介成为文化工业的罪魁祸首。文化工业带来了以下三个重要的后果：

（1）制造了虚假的个性，用标准化的技术复制磨平了文化之间的差异。

（2）艺术成为文化工业的一部分，艺术因意识形态渗透和受商品化裹胁而不可能自律。所以在大众文化时代必须坚持高雅艺术与大众艺术，也就是自律艺术与他律艺术的清晰边界。但对艺术的救赎只能是一种乌托邦。

（3）文化工业成为社会控制的终极形式。通过文化工业，人们的闲暇时间也被控制，艺术和广告技术的差别基本消失，追求赢利成为文化工业赤裸裸的目的。

阿多诺和本雅明对文化工业这一主题曾经有过精彩的争论。阿多诺与本雅明结识于1923年，本雅明对阿多诺的思想影响至深。二人对于相似问题的见解虽然常有不同，但友谊一直保持至本雅明逝世。在对于大众文化的看法上，本雅明并没有阿多诺那么激进。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中，本雅明试图在对电影的意识形态化的批判中找到一种新的革命形式，这种技术形式提供给了观众新的知觉形式（特写和高速镜头带来的知觉深化）和互动形式（观众可以与文本进行积极的互动），而其中都隐藏着解放的可能性，尽管这种可能性是和控制的可能性并存的。这番议论对阿多诺震动很大。事实上，阿多诺早年诸多对于流行音乐的批判都是对这种议论的回应。阿多诺和本雅明的分歧根本在于对“大众文化”（阿多诺称之为“最低级的艺术”）和“自律的艺术”（“最高级的艺术”）这一二元形式的认识。本雅明试图将两者辩证地结合起来寻找突破的可能性，而阿多诺则把二者对立起来并聚焦于自律的艺术形式，尽管他也同样承认二者“都带有资本主义的伤痕，都含有变革的种种因素”，但显然，在阿多诺那里，自律的艺术带有更大的解放可能性。

阿多诺是批判理论的代表性人物。对于实证主义的经验研究方法，阿多诺的态度表现出了一定的复杂性。一方面，他从参与普林斯顿广播研究项目时期起就批判以拉扎斯菲尔德为代表的实证研究，并且在20世纪60年代与波普尔就实证主义的问题有过重要的争论；另一方面，阿多诺本人不但参与了社会研究所在20世纪40年代开展的涉及“反犹主义”的经验研究，并且负责撰写了《偏见研究》丛书中《权威人格》的部分，这部分研究大量采用了应用心理学量表、问卷调查等手段获得的经验研究材料，因此成为整个研究计划中最精彩的部分。在回到德国以后，阿多诺也曾将美国实证研究的经验在欧洲进行推广。20世纪50年代，阿多诺支持并参与了研究所的一系列经验性研究，如群组实验研究以及对曼内斯曼公司的研究，这些研究都推动了经验社会学研究在德国的发展。但总体上看，阿多诺对于以实证主义理念为核心的经验研究是批评多过赞扬。在参与“普林斯顿广播研究项目”期间，阿多诺与拉扎斯菲尔德就曾经在研究方法的问题上发生过争论。据魏格豪斯的记述，拉扎斯菲尔德批评阿多诺关于广播音乐的论文充满带有偏见的批评，无视经验研究的事实。而阿多诺则坚持认为自己的批判符合经验研究的要求，他指责拉扎斯菲尔德的行政研究取向将“以当前广播的组织方式，如何使好的音乐吸引尽可能多的人”作为研究问题是毫无意义的。1961年，在德国图宾根的一次社会学研讨会上，阿多诺与卡尔•波普尔针对社会学中的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问题发生了争论。早在1957年，阿多诺就撰写了《社会学与经验研究》一文阐述自己的立场。在他看来，注重总体批判的社会理论和注重经验的社会学研究不是一回事。只有前者才具有真正的批判性，而后者只具有方法上的客观性而忽视社会客观性。这一观点由于在1961年的大会上对波普尔的《社会科学的逻辑》一文的批判而得到了深化。虽然阿多诺和波普尔都反对以维也纳学派为代表的“科学主义”，主张从“问题”而非经验材料入手去研究社会问题，但是阿多诺反对将“问题”仅仅看做具有研究程序和方法论上的优先性，他认为社会本身就构成了“问题”，而无需从科学实证的角度提出可以证实或证伪的“问题”。在阿多诺之后，这一争论的范围迅速扩大，在20世纪60年代的德国演变成了一场关于实证主义的大讨论，哈贝马斯、马尔库塞、汉斯•弗赖尔等人都被卷入其中。

对传播学科建制的贡献

法兰克福学派对于传播研究影响巨大，虽然其学派中大多数学者都在二战期间有留美的经历，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法兰克福学派才作为一个影响卓著的整体被美国学界关注并很快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于传播学来说，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批判范式在今天已经成为传播学研究的主导范式之一。与霍克海默相比，阿多诺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才成为这个学派的领导者，然而他却是整个学派的第一代学者中影响最大的一位。阿多诺对传播研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阿多诺与拉扎斯菲尔德的那次广为人知的合作。这次合作始于1938年初，终结于1940年夏天，整个过程持续了不到两年。然而，这次合作在传播思想史上意义重大，后来的传播学者如大卫•莫里森、罗杰斯等都不断地重提二者的合作以及思想上的分歧，这种分歧被看做传播研究中经验主义范式和批判研究范式之间的冲突，也是传播学史上一段不断被书写的经典公案。这次合作是法兰克福学派和哥伦比亚学派唯一正式的学术合作（尽管在此之前，拉扎斯菲尔德参与过法兰克福学派20世纪30年代的经验研究，但那时的拉扎斯菲尔德还没有进入哥伦比亚大学领导正式的经验研究）。在这次合作中，阿多诺对拉扎斯菲尔德的研究取向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多年之后，阿多诺回忆起初次接触美国大众传播研究的情景时说：“总体上看，只靠经验研究的发现是不能够完全实现对社会进行理论思考的。”这一方面可以被看做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向之间的分歧，另一方面，这些评论也表明阿多诺并不是完全拒斥经验研究的方法，他反对的只是那种为澄清“社会客观性”而仅仅关注经验的“行政研究”的取向。“行政研究”这一术语是在拉扎斯菲尔德1941年发表于《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Studies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上的著名文章《论行政和批判的传播研究》（“Remarks on Administrative and Critical Communications Research”）中提出的，这篇文章的出炉也得益于他和阿多诺的这次合作。在这篇文章中，拉扎斯菲尔德提出了传播研究中“行政研究和批判研究的区分”：行政研究认为“现代传播媒介是被某些人或机构用来表达特定意图的工具……这些研究的任务是使这些媒体工具更加为大家所知，从而方便使用”；而批判研究则“发展了一种研究主要社会趋向的理论，但这些总的趋势在每个被具体研究的问题中都需要加以考虑；批判研究又似乎包含一些基本的人类价值，据此一切实际的效用都应该得以评估”。这样的充满二元对立意味的描述带来了传播研究历史上最为著名的范式对立，这种对立框架的形成也是阿多诺和拉扎斯菲尔德的合作所带来的意外副产品。

阿多诺对传播研究的另外一个重要影响集中在大众文化批判领域。阿多诺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对于后来的大众文化研究影响深远，这种影响后来分裂为两种趋势：其一是对于阿多诺理论的借鉴与融合，比如英国的文化研究；其二是对文化工业的反驳，强调大众文化解放的力量，比如费斯克等人。对于阿多诺“文化工业”理论的争议一直延续至今。在文化研究那里，对于大众文化的判断也渐渐分裂为两种趋势：其中一派融合了“文化工业”理论、“意识形态”与“霸权”理论，着眼于对大众文化的控制形式的研究（详见本书霍尔词条）；而以费斯克为代表的乐观派则认为大众文化的文本提供给了大众反抗“宰制性文化霸权”的武器（详见本书费斯克词条）。这两种针对“大众文化”的讨论路径都可以被看做“文化工业”这一母题的延续，而作为这个母题的开创者，阿多诺对于大众文化的研究无疑为后来的学者提供了一个不可忽视的参照系。

最后，阿多诺的思想还启发了“使用与满足”理论。“使用与满足”理论的先驱之一赫佐格（Herta Herzog）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与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有过合作的关系。在研究所40年代进行的“反犹主义”的经验研究中，拉扎斯菲尔德和赫佐格领导的应用社会研究局为此研究的量化分析提供了大量的帮助。1941年，赫佐格出版了自己针对日间广播肥皂剧听众的研究成果《论借来的体验》（On Borrowed Experience: An Analysis of Listening to Daytime Sketches
 ）。在这部论著中，赫佐格打破了短期效果研究的桎梏，通过访谈、焦点小组等方法呈现出一群充满活力和主动性的肥皂剧受众的形象。这部论著可以说是对阿多诺所描述的美国“文化工业”宰制之下的受众的一个经验性考察。在经典的传播学视野中，这项研究被看做“使用与满足”理论的先驱，它描述了一群依照自己的喜好接触和使用媒介的主动受众形象。然而，泰玛•利比斯（Tamar Liebes）则提出，这部著作属于法兰克福学派的传统，它“通过对真实读者进行案例研究，完善了法兰克福学派关于消费主义文化如何折磨、欺骗受众的观念”。这种受众形象与阿多诺所描述的在“文化工业”宰制下，文化产品通过程式化、伪个性化以及生产虚假需求来控制的受众形象并无二致。但不可否认的是，阿多诺的“文化工业”理论的确启发了“使用与满足”理论的研究者们从受众的角度去解答“文化工业”所提出的问题，由此，“使用与满足”的一系列研究都可以被看做对“文化工业”宰制下的受众形象的经验性描绘。

扩展阅读


原著


〔德〕马克斯•霍克海默、〔德〕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渠敬东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德〕 T．W.阿多诺：《克尔凯郭尔：审美对象的建构》，李理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Theodor W. Adorno，Aesthetic Theory,
 translated by Robert Hullot-Kentor, London & NY：Continuum，2002.参见中译本〔德〕阿多诺：《美学理论》，王柯平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Theodor W. Adorno, The Culture Industry
 ：Selected Essays on Mass Culture,
 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J．M.Bernstein, London & NY: Routledge, 1991.

Theodor W. Adorno, Hans Albert, etc., The Positivist Dispute in German Sociology,
 translated by Glyn Adey and David Frisby, London: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Ltd, 1976.


相关思想史或评传


〔德〕罗尔夫•魏格豪斯：《法兰克福学派：历史、理论及政治影响》（上、下册），孟登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Martin Jay, The Dialectical Imagination: A History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1923—1950, London: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Ltd, 1973.参见中译本〔美〕马丁•杰伊：《法兰克福学派史》，单世联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Detlev Claussen, Theodor W
 . Adorno: One Last Genius,
 translated by Rodney Livingstone, Cambridge：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8.

Ross Wilson, Theodor Adorno,
 London & NY: Routledge, 2007.

〔美〕理查德•沃林：《文化批评的观念：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张国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日〕细见和之：《阿多诺——非同一性哲学》，谢海静、李浩原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德〕洛伦茨•耶格尔：《阿多诺：一部政治传记》，陈晓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美〕马丁•杰伊：《阿多诺》，瞿铁鹏、张赛美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李耘耕）






托德•吉特林（Todd Gitlin，1943—　）

学术生平

托德•吉特林1943年出生于美国布朗克斯的一个犹太家庭。吉特林在纽约市公立学校读书，并作为学生代表在布朗克斯科学高中毕业典礼上致辞。吉特林在哈佛大学主修数学，获得学士学位，在密歇根大学获得政治学的硕士学位，在伯克利大学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大学时代的吉特林是新左派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在20世纪60年代担任了两个学期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SDS）的主席。1964—1965年，他当选为全国委员会的委员，参与了1965年的“曼哈顿游行计划”和华盛顿反战大游行。在20世纪60年代，吉特林还是《旧金山快报》（San Francisco Express Times
 ）的编辑和自由撰稿人。因此，20世纪60年代新左派运动的实践经历为他的博士论文《新左派运动的媒介镜像》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吉特林担任了长达十六年的社会学教授、大众传播研究项目负责人。此后，吉特林在纽约大学任文化、新闻和社会学教授。吉特林也是多所大学的访问学者，现为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和社会学教授。他是2011年公共政策博世柏林奖获得者，柏林美国学会会员。吉特林已经出版了14本著作，发表了大量文章，是《纽约观察者》（The New York Observer
 ）、《旧金山考察者》（The San Francisco Examiner
 ）的专栏作家。作为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传播研究学者，吉特林的学术代表著作有：《新左派运动的媒介镜像》（1980）、《60年代：希望的年代和愤怒的日子》（1987）、《不受限制的媒介》（2002）等。

主要理论（方法）贡献

吉特林是当代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作家、文艺评论家。他的大量著作与媒介研究有关，其中《新左派运动的媒介镜像》无疑是吉特林关于传播研究的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吉特林对媒介的功能与本质作了深入分析。《新左派运动的媒介镜像》是吉特林的博士学位论文，是解读20世纪60年代美国媒介与学生运动关系的一本著作，也是关于新闻本质、来源及其影响的代表性研究。有学者认为，在美国知识界，立志于媒介批评与媒介研究的批评家或学者，都无法绕开各种事件层出不穷的60年代。在20世纪60年代，发生了猪湾事件、古巴导弹危机、越南战争、肯尼迪总统遇刺、黑人民权运动、妇女解放运动、同性恋运动等事件，技术日趋成熟的大众传播媒介将这些事件呈现给所有公众。然而，大众媒介所做的不是简单地呈现事件，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建构了这些构成媒体盛宴的素材。吉特林认为，媒介是建构现实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并影响了人们的思考。在研究对新左派运动的媒介报道时，吉特林剖析了媒介与事件相互作用的关系，发现媒体经常扭曲真相，甚至是捏造事实。在大众媒介渗透进各个角落的社会中，媒介和事件本身构成了一场公共文化领域的冲突。吉特林本人是新左派学生运动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他曾经是“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核心成员，并参与了“曼哈顿游行计划”（1965年3月）和华盛顿反战大游行（1965年4月）。在参加反战运动的同时，吉特林也为“地下报纸”当过撰稿人。媒体内部的实践使吉特林对媒体提出了疑问：为什么媒体选择这种而不是其他方式进行表达？20世纪70年代中期，吉特林针对这些疑问进行了学术上的讨论。由于受其亲身体验的影响，吉特林在分析新左派运动时尽可能地选择了文本分析的方法，参阅了大量60年代运动时期的资料，包括引用当时的一些个人信件，学生组织的工作目录、宣传册等。在对新闻报道的选择上，吉特林主要选择了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纽约时报》的新闻报道。通过对相关报道的分析，吉特林阐述了大众媒介如何对待运动、媒介如何对新左派运动进行报道、报道产生了何种影响。在叙述过程中，他进一步试图回答政治运动为何按照此种方式进行，媒体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而新左派运动与媒体之间的关系在多大程度上又适用于其他运动。通过对整个运动的主要报道的分析，吉特林描绘了新左派运动的媒介形象。在新闻媒介的报道中，新左派运动被重新建构与消解，媒体在传播运动观念时参与并操纵了运动。而这种操纵之所以存在，吉特林认为，是因为新闻业存在惯例——用常规的组织程序筛选社会现实，界定报道内容，其基础是经济利益与政治兴趣。媒介框架是记者、编辑选择要报道的事件的过程，是选择、强调和表达的原则，它保证记者能以常规方式迅速地处理大量信息。

吉特林通过阐述媒介框架分析了新闻的知识生产。他通过回答媒介框架是什么来表明媒介框架对现实世界有很大影响。媒介组织通过媒介框架对信息进行选择，发挥意识形态领域的力量，从而实现自己的作用。吉特林在导言中阐述了社会背景，说明当时的人们愈发依赖大众媒介来寻找并试图发现自我，人们的日常生活日益受控于媒介建构的文化事实，大众媒介为人们编织了信仰、价值和集体认同。在这样的背景下，吉特林由对事件本身的论述和分析出发，展开了对媒介霸权和意识形态的批判。由于霸权意识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思维中，媒介象征性地采取抵制态度，将社会运动这样的事件进行重新包装并加以传播，其中的一个策略就是制造“新闻事件”，媒介框架中的惯例使“大众媒介已经成为支配意识形态的核心体系”。媒介和社会组织之间存在着相互利用和背叛的矛盾关系。媒体的关注引起了人们对新左派运动的注意，接着媒体又放大了组织的行动以供人评判。吉特林认为，所有深层的社会冲突，部分而言都是关于“新闻是什么”的冲突。新闻业界一向标榜的客观性原则到20世纪60年代已经普遍遭到质疑，新闻记者的日常工作维持了媒介框架，新闻与整个社会制度因而得以保持一致。

吉特林在美国率先将霸权理论引入了媒介研究。吉特林认为，通过对葛兰西霸权理论涉及的问题进行讨论，可以结合新左派运动的报道，认识促成新闻报道框架形成的根源问题。吉特林认为葛兰西的理论确定了媒体与运动二者的关系发展的历史。所谓霸权，指统治阶级（或联盟）通过加强意识形态在日常生活中的渗透，来实现对被统治阶级的支配。这是一个对大众进行操纵、使他们对既有秩序形成认可的过程（参见本书葛兰西词条）。吉特林亦讨论了雷蒙•威廉斯与斯图亚特•霍尔对霸权的阐释。他指出，霸权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共同作用的结果。对于现代社会体系来说，政权与文化在某种程度上的分裂与专业化，使得意识形态位居中心位置。霸权在新闻机构中有效运行，并无意识地传递新闻。主流媒介的所有者和经营者为了获得市场利益和规避风险，制定了一些政策，以确保现行制度得以在其主要框架内运行。吉特林认为，新闻运作的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雇员所拥有的自主权。媒介高层管理人士允许他们的新闻操作以自主的形式出现，暗地里进行间接的、不易被察觉的社会控制。霸权在媒介组织中的作用在于，为日常的新闻报道制订标准。新闻运作的常规为新闻事业解决了大量实际问题。而新闻记者把新闻置于一个同整个社会制度相一致的框架内，并通过日常的重复工作维持这个主体框架。记者的自主，亦是霸权体系约束下的自主。

对传播学科建制的贡献

吉特林将框架理论和文化霸权理论引入了新闻传播研究领域，对媒介文化研究的转型有重要影响。他以个案研究的方式分析了媒介与社会环境的互动，指出了媒介框架的存在以及影响。在对新左派运动的报道中，吉特林总结了媒体主要采取的框架，指出媒介通过这种认知框架以及报道惯例，与运动本身相互建构。新闻报道处于各种文化与意识形态交织的场域中，吉特林主张对新闻的研究不应局限于新闻及其机构本身，应当进入政治和历史的范畴。因此他使用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对媒介框架进行深入剖析。吉特林在新闻的本质与功能上有深刻的洞察。他指出媒介在事件报道中可能采取的措施以及媒介系统对现实的影响，并且认为，大众媒介已经成为支配意识形态的核心体系，因此他也促使人们重新思考媒介和民主的关系。媒介与民主的复杂关系并非简单地赋予媒介以民主责任就能解释清楚的。吉特林指出媒介对意识形态有重要影响，包括在政治选举、战争等领域。而人们很容易对媒介营造的社会现象习以为常，并使对现实社会的认识流于褊狭。

吉特林批判了以“效果研究”为主导范式的传播研究，引发人们对占据霸权地位的经验研究进行深入反思，这对传播学科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吉特林指出了以拉扎斯菲尔德为代表的行政研究的缺陷，尖锐地表明了主导范式的弊病。吉特林认为，媒介社会学以特定的行为主义方式研究媒介的效果，寻找可靠的数据验证“效果”，由此将人们的注意力从大众媒介生产的更广泛的社会意义上转移开。由于强调媒介对“态度”“行为”的影响，传播研究忽略了商业利益、国家管制对大众媒介的牵制，把现存的制度看做理所当然，传播研究因此绕开了一些实质性的评价问题，诸如媒介对制度的迎合是否妨碍了人们的知情权和社会利益。吉特林认为，大众媒介理论的发展应当被理解为历史的过程。研究者需要面对社会现实与理论现实。被社会所公认的理论视角往往是取得了意识形态地位的社会科学观，主导范式的“效果”观正是来自行为主义的观点。如此，大众媒介的效果存在于表面，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形成受众反应理论，预测受众的行为，本质即通过拥有充足信息以控制受众的态度或行为，这大大限制了传播研究的发展。吉特林针对《个人影响》，分析五个基本假设如何被运用、产生的误导作用及其不能自圆其说的缺陷。吉特林质疑《个人影响》中理论假设的起点，认为其研究中存在着商业与政治勾结的意识形态倾向，因此，吉特林称拉扎斯菲尔德的研究为“行政研究”。在批判“行政研究”的过程中，吉特林毫不客气地指出此类研究从指挥机构的利益出发研究如何增强控制或使控制合理化的问题，他认为，主导范式的研究“已经承担起巩固资本主义富人政体和使之合法化的任务”。尽管吉特林对拉扎斯菲尔德的批判亦有偏颇，但他的洞察与剖析对传播学科的反思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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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

学术生平

瓦尔特•本雅明1892年7月15日生于德国柏林一个富有的犹太商人家庭。祖母布鲁涅拉•梅耶尔与诗人海因里希•海涅是同一母系的姑表兄妹。1905年至1907年间，他在思想上深受德国教育革新家古斯塔夫•维内肯的影响。他于1912到1919年先后在弗莱堡大学、柏林大学和慕尼黑大学学习哲学和语文学。1915年，他结识了后来成为犹太文化研究学者的格尔斯霍姆•肖勒姆并与之保持终身友谊。一战爆发后，本雅明迁居瑞士的伯尔尼，1919年以论文《德国浪漫派中的艺术批评概念》通过博士论文答辩。1923年，他结识了西奥多•阿多诺，翻译了波德莱尔的作品《巴黎风光》并出版。1924年，他在意大利卡普里岛旅行了六个月，认识了恩斯特•布洛赫、阿尔弗雷特•松雷特尔、拉脱维亚女共产党人阿西亚•拉希斯及其他左翼知识分子。1924年，他经阿西亚•拉希斯介绍认识了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开始研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卢卡奇的文章。同年，本雅明写下了授课资格论文《论德国悲剧的起源》的大部分。在本雅明1925年最终回到法兰克福之前，他在伯尔尼与海德堡已无取得授课资格的可能性，而论文递交到法兰克福大学之后，审查受到汉斯•舒尔茨和汉斯•孔内利乌斯的阻挠。巧合的是，后者恰是阿多诺的博士学位指导老师。本雅明最终撤回申请，他的学院生涯也就此结束。

之后，他以一名独立知识分子的身份积极参与了刚刚兴起的大众媒介的实践工作。本雅明在20世纪20年代的这一转变与他和一批聚集在柏林的欧洲和苏联的先锋艺术家、建筑师、电影工作者的密切接触有着重要的关系。在1922年末1923年初，这批影响了20世纪的文化的艺术家出版了自己的杂志《G》（德文Gestaltung
 的首字母，表示“形式”或“结构”），本雅明经常参与他们的讨论。他既利用可即时播出的电台这一新媒介（德国在1923年才有了定期的广播电台），又使用适于报刊文艺评论的文章体裁。一方面，为电台制作节目、为报纸写稿能成为其生活的主要来源；另一方面，深受布莱希特的影响，本雅明将此前构想的对批评家的认识融入了新的实践，他利用诸多媒介来面向更为广泛的公众，探索新的媒介技术为政治变革带来的可能性，而且在实践中反思媒介史、媒介与人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本雅明对于摄影和电影等的分析则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这主要是通过布莱希特促成的（后来由于本雅明对布莱希特替希特勒与斯大林签署苏德条约作辩护印象不佳，因而与其在政治上分道扬镳）。不过无论是本雅明的好友肖勒姆还是深受本雅明思想影响的阿多诺都非常反对布莱希特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阐释。肖勒姆认为布莱希特给本雅明带去了灾难性的影响，阿多诺也认为布莱希特信奉的是所谓的庸俗的马克思主义。但本雅明认为，布莱希特对自己影响甚大，至关重要，他们两人分享了对作者、作品与读者这些因素的功能性联系的特定理解。

1923年前后，本雅明认识了《法兰克福报》文艺评论专栏的编辑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自1927年起，他由友人恩斯特•肖恩推荐，为法兰克福西南德意志电台制作文艺频道的广播节目，同时为柏林电台制作儿童与青少年广播节目。他的活动并没有限定在制作人身上，在供职早期还做过部门负责人、播音员、主持人等。本雅明还与他人合作发展了广播剧的形式，一共创作了六部广播剧。在此期间，本雅明发表了不计其数的杂志和报纸文章，相当数量的译著，许多集会发言，90多次广播演讲，其他重要作品还有《莫斯科日记》《拱廊计划》《单行道》。但是自1933年初希特勒掌权之后，本雅明在其中定期发表作品的电台和很多报纸都对纳粹趋之若鹜，中断了与作为一名左翼知识分子和犹太人的本雅明的合作。他丧失了经济来源，于同年离开德国，前往巴黎。

20世纪30年代中期，经阿多诺介绍，本雅明从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所长霍克海默那里获得了一笔资助，用于写作《拱廊计划》，由此他正式成为研究所成员。在此期间他的重要作品还有《经验与贫困》（1933年发表）、《1900年前后的柏林童年》（写于1934年，终稿于1938年完成，身后发表）、《巴黎，19世纪的首都》（写于1935年，身后发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写于1935年，初版面世于1936年）。1939年，本雅明被剥夺德国公民权，9月至11月被当作敌对国侨民拘禁在法国。1940年，他构思了《论历史概念》一文的提纲，并且在霍克海默的周旋下获得担保及赴美国的签证。6月，他离开巴黎前往卢尔德（Lourdes）。9月26日晚，他在逃避纳粹的路上在西班牙哨卡波（Portbou）自杀身亡。

好友汉娜•阿伦特在回顾其一生的学术经历时说，否定性的描述比肯定性的描述或许更恰当、丰满些，如“他的学识是渊博的，但他不是学者；他研究的主题包括文本及其解释，但他不是语言学家……”而如果必须要给一个肯定性的描述，只有哲学家或思想家这一评价较为接近他。

主要理论（方法）贡献

本雅明的研究涉及美学、语言学、哲学、历史等许多领域。他关于语言的观点深受浸染神秘主义色彩的德国传统哲学的影响，认为所有的语言都“表达其自身”，精神就在语言中，而不是通过语言表达，并以此来批驳强调语言工具性的观点。这一观点的假设归根到底在于本雅明深信有一种包含总体精神的“元语言”的存在，翻译的功能也是恢复这种元语言。

本雅明对德国早期浪漫派艺术批评的研究有两点值得重视。其一是关于“批评”的概念的形成。他认为早期浪漫派的艺术批评有两条原则：一是具有建设性，二是具有内在针对性。作品因为批评释放出艺术底蕴，又与批评互相作用从而得到重塑，这种不断的重塑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终极和绝对的“真”“美”等艺术价值的永无止境的追求。其二是强调艺术品的独特性、封闭性、孤立性，此时他反对任何强调读者接受心理的批评观。在《翻译家的任务》中他认为“没有一首诗是为读者而写，没有一幅画是为观众而作，没有一部交响乐是为听众而谱的”，相应地，“在鉴赏、评论艺术作品或者艺术形式时，顾及接受者的反应从来就不会有什么益处”。

在20世纪30年代所写就的一系列论文中，本雅明力图从新的角度来分析现代艺术与历史和现实的关系、现代艺术及艺术家的地位与作用等问题，这与他积极参与媒介实践和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密切相关。在《作为生产者的作者》中，他把艺术创作看成一个生产过程、认为技术在其中起着异常重要的作用的观点一直影响到其后来对于摄影、电影等大众媒介的性质和功能的探讨。对布莱希特创新的教育剧的分析则表露出他对于受众角色的认知的改变。他指出，观众不是被动地接受作品，而是在一个饶有兴致的过程中积极地发现作品。据此，本雅明要求知识分子不应（以启蒙者的姿态）传递信息，而应视艺术的冲突为创新经验之地，这种经验能发挥政治效果。斯文•克拉默指出本雅明在很大程度上将自己的媒介理论同感知的历史联系起来，认为所有人都具有感知能力。他不是将媒介理解为外在的东西、脱离人的东西，而是将其深深地置入意识过程。

本雅明对大众媒介技术的研究源于《摄影小史》（1931），他在其中追踪了绘画与摄影之间的竞争给这两种形象性媒介所带来的变化。他借助人物照中人物神情的变化史指出人与技术之间确实存在交互关系。摄影的真正新颖之处在于记录了现实，而不是处理了现实，一种对艺术品的直观性的感受因而再现。此时他还提出了后来影响力巨大的“光晕”（aura）的概念：“光晕是什么？是独特的时空之线，是显得如此之切近的那唯一的遥远现象。”光晕是神秘的、模糊的、独特的和不可接近的。光晕的概念在本雅明于1936年发表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本雅明回顾了复制技术发展史并认为艺术品具有两重价值：崇拜价值和展示价值。与崇拜价值相连的光晕使得传统艺术品的纯正性与唯一性得到确保，因此在本雅明的分析框架中光晕对立于可复制性。现代复制技术条件下艺术品的展示价值对崇拜价值的挑战使得光晕不复存在，但本雅明对此并不悲天悯人。一方面，在世界历史上，机械复制第一次把艺术作品从其对宗教意识的寄生状态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他在复制技术推动下的展示价值的展开中看到一种希望——技术使得复制现象变得如此广泛，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复制物相对于原初同样获得了意义。

进一步地，本雅明展开了他关于电影性质和功能的论述。电影结合了可复制技术和蒙太奇手法，因而在电影当中，我们拥有一种形式，其艺术特征首次完全由可复制性来决定。他追踪了电影从生产到被接受涉及的导演、演员表演、观众观影等整个过程。在电影院里进行集体性消费的观众变成了品评者，按照前文所述的《作为生产者的作者》中的想法，观众最终要成长为作者，在政治领域（普通人）成长为参政者。前面所说的被摄影技术召回的无意识的直观的感受力在电影中也被加强了，集体感知能力与先进技术（电影）在交互中各自发展。由此可见，本雅明所尝试的是对技术做出解放式反应，他需要解释人不是技术盲目自我运动的承受者，而是与技术势均力敌。在此有两点值得指出。第一，他常常以爱森斯坦、维尔托夫等先锋导演在20世纪20年代拍摄的俄国革命电影为例，但是并没有据此一味贬损主流电影，他尝试通过论述大众文化给观众施加的影响来论证大众文化的价值。第二，虽然蒙太奇本身不具有革命性，但是它可以重构看待世界的方式并以此重构意义，于是电影便拥有了开辟意识新领域的可能。他说电影是“唯一的棱镜，今天的人们就是透过这一棱镜看到那种直接的环境，即自己生活于其中且忙忙碌碌、自得其乐的空间，可以理喻地、富有意义地、充满激情地分崩离析了”，电影摧毁了光晕，克服了技术对生活的征服。不过必须指出的是，本雅明已经部分地认识到他在电影中识别出来的一切创造性潜力都会受到资本和大规模工业生产的威胁，即电影是作为工业品而非艺术品被生产，因此本雅明要求剥夺电影资本。归根结底，本雅明对于电影具有的可能的“革命性”的论述主要根植于电影的技术层面。鉴于纳粹的节节胜利（纳粹的摄影、电影作品也极大地影响了大众），本雅明在论文《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提出了著名的论点，即共产主义要用“艺术的政治化”来回应法西斯主义的“政治的审美化”。

对传播学科建制的贡献

本雅明对于摄影、电影等新的媒介技术的论述肯定了媒介和人的知觉之间的互相影响的关系，由肯定媒介的技术价值，进而肯定媒介对社会和政治具有革命和解放的潜力。而且本雅明还从肯定大众受到电影等艺术的影响的角度来肯定大众文化具有一定的正面意义，这与以阿多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精英主义立场截然不同。阿多诺所撰写的《论音乐的拜物教特性与听觉的退化》（1978）正是对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文全面、细致的反驳（参见本书阿多诺词条）。

本雅明的观点被认为对大众文化研究有重要影响。派迪•斯坎内尔指出，20世纪70年代文化研究学派在霍尔的带领下将文化的意义“重新理论化”时，本雅明的著作恰好被翻译成英文，即被纳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文化研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约翰•费斯克在书写文化研究的历史时，将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文化工业说”与本雅明的技术乐观态度对立起来，而对“通俗文化”（popular culture）持乐观态度的费斯克自然站在本雅明的一方，且将其观点发展为重建作者、作品与受众的关系，即传播（作品）的意义其实是由作者和受众共同决定的，在消费社会的语境下，受众很可能就是作者本身。

斯坎内尔指出，及至20世纪80年代，学界开始将本雅明视为对“现代性”展开文化分析的先驱。本雅明针对巴黎日常生活未完成的研究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兴趣。到了90年代，随着数字媒介与网络的兴起，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的论述再次受到重视。因为他曾强调新技术对视觉艺术的冲击，而图像的数字化又面临“真实性”等老问题，而且网络改变了大众媒介时代的传受关系，由此，本雅明关于新技术如何影响艺术、政治与文化之间的关系的讨论再次引起关注。

扩展阅读


原著


〔德〕瓦尔特•本雅明：《本雅明文选》，陈永国、马海良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德〕瓦尔特•本雅明：《摄影小史＋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王才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德〕汉娜•阿伦特编：《启迪：本雅明文选》，张旭东、王斑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


相关思想史或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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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北成：《本雅明思想肖像》，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美〕伊莱休•卡茨、〔美〕约翰•杜伦•彼得斯、〔美〕泰玛•利比斯等编：《媒介研究经典文本解读》，常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解　佳）






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1889—1974）

学术生平

沃尔特•李普曼1889年9月23日出生于纽约市一个富足的家庭。1906年李普曼进入哈佛大学，跟随雨果•闵斯特伯尔格、巴雷特•温德尔、乔治•桑塔亚纳等著名教授学习。在哈佛期间，李普曼曾撰文批评了温德尔教授的《特权阶级》所表达的权贵思想，也由此引起威廉•詹姆斯的注意和欣赏。李普曼曾说，他与詹姆斯的谈话是他“在哈佛的生活中最了不起的事情”。詹姆斯的实用主义、反对教条的精神都吸引着李普曼，也激起了李普曼对科学与实验的兴趣。在李普曼即将取得哈佛哲学硕士学位时，他去了波士顿的一家报社工作，由此进入了新闻行业。作为美国最负盛名的专栏作家，李普曼从1913年起参与创办了美国自由派刊物《新共和》，持续写作60年，其专栏文章影响了美国三代人对于政治事务的观点，是美国新闻界的重要人物。李普曼早年的知识积累以及对现实的关注，使他从未间断对美国社会现实与民主秩序问题的思考。1913年，李普曼出版了《政治序论》，批判了传统进步主义，也表达了某种科学管理的信念。1914年，李普曼与克罗利、韦尔创办了《新共和》。《新共和》很快成为美国政治首脑的手边读物，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赞扬了这份杂志，并邀请李普曼和他的同事共进晚餐。《新共和》创刊后，李普曼又出版了《放任与驾驭》。针对现代生活中出现的诸多弊病，李普曼提出的解决办法是由国家进行控制，赞同罗斯福的新国家主义，而不是回到自由竞争的工业结构中。他在1920年出版的小册子《自由与新闻》中表达了对民主危机的担忧。罗斯福评价说：“凡是想认真研究我们当前的社会、工业和政治生活的人，都不能不反复读这本书，并对它进行思考和消化。”1922年，李普曼出版了《公众舆论》，这部著作成为大众传播研究领域的奠基之作。另一方面，这本书中关于民主的观点被哲学大师杜威指责为“有史以来对民主最严厉的控告”，而杜威与李普曼关于新闻与民主的争论事实上最后构成了美国大众传播研究的二元框架（参见本书杜威词条）。1925年，作为《公众舆论》的续篇，李普曼出版了《幻影公众》，进一步论述了他对公众与民主的看法。1924年，李普曼成为《世界报》的社论主编，后在《纽约先驱论坛报》开辟了“今日与明日”专栏。他在新闻界的显赫名声使其成为白宫的座上宾。1964年，约翰逊总统在其75岁生日前授予其自由勋章：“他以精辟的见解和独特的洞察力，对这个国家和世界的事务进行了深刻的分析，进而提升了人们的思想境界。”李普曼于1958年、1962年两次获得普利策奖，但在传播学史上被看做学院派的“局外人”。

主要理论（方法）贡献

李普曼作为传播研究领域的“局外人”，在如今传播学思想重新溯源的过程中，逐渐被公认为奠基人。他在新闻媒体的从业经历使他对传播研究中的许多重要议题都有敏锐的洞察力。

李普曼早年在新闻业界的工作使他首先注意到了人们如何认识周围的世界，论述了“外部世界与我们头脑中的景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李普曼参与了战时新闻宣传工作。在工作中，他发现了被歪曲和压制的事实，认为报界歪曲新闻报道的行为很常见。因此，为了检验公众能否了解事实真相，李普曼与查尔斯•梅尔茨就《纽约时报》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报道进行了研究调查。结果表明，一向以精确报道著称的《纽约时报》对该问题的报道存在偏见，消息来源不基于事实，被新闻编辑左右。1920年，在《自由与新闻》中，李普曼根据其经验与观察分析了新闻检查与宣传、失实报道等问题。李普曼认为：有关政治的传统理论已经过时，因为这些理论没有考虑到舆论的力量；事实面临被新闻生产过程中的宣传所扭曲的危险，但李普曼认为公民在了解事实的基础上，仍然可以理智地对公共事务作出判断。因此，新闻需要为公民提供客观事实。舆论有决定国家事务的力量，就必须确保公众可以获得可靠的消息，保护舆论的信息来源亦是保护民主的基础。由此，李普曼指出了新闻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改革的途径。到1922年出版《公众舆论》时，李普曼从“外部世界与我们头脑中的景象”开始论述，注意到人们常被自身对外界环境的看法误导，原因在于没有充分了解相关事实的环境，以及受到自身偏见的影响。在这本书中，李普曼不得不放弃原有的信念，即报界客观地提供事实，公民有理性并了解事实，进而可以作出明智的判断。在《公众舆论》中，李普曼认为，对舆论进行分析的起点，应当是认识活动的舞台、舞台形象和人对舞台上的形象所做的反应之间的三角关系。

《公众舆论》不仅是李普曼对美国民主现实的思考，也成为美国大众传播研究的奠基之作。事实上，对于李普曼自己来说，《公众舆论》亦是他本人认为“真正严肃认真”的著作。在20世纪初社会心理学的萌芽阶段，李普曼提出了“拟态环境”与“刻板印象”的概念，而这二者使公众往往不具备正确判断事实的能力。陈规陋俗、偏见和宣传等都侵蚀着大众政府的根基。李普曼认为大众传播不仅是“拟态环境”的主要营造者，而且在形成、维护和改变一个社会的刻板成见方面也拥有强大的影响力。在对外部世界的研究中，李普曼指出对信息的审查、保密以及传播符号和意义的模糊等因素都造成了外界景象的残缺，人们在面对复杂的现实环境时需要“重构”一张地图。对于公众自身来说，多数情况下人们是“先定义后理解”，刻板印象使人们以想象来弥补并构建自身看不到的事物。因此，李普曼认为舆论并不可靠。

李普曼分析了来自新闻生产过程中的内部控制。由于拟态环境与刻板印象造成了民主的弊病，因此新闻并不能解决相应的民主危机。李普曼随即分析了新闻的缺陷，认为报界无法满足民主的要求。对于报纸来说，首先要赢得公众。报纸依靠广告收入以获得独立，发行量影响着新闻机构的发展。除了经济因素，新闻本身也不能反映事实真相。在新闻生产过程中，新闻机构会把重要事件进行标准化处理。为了抓住稳定的读者群，报纸必须涉足社会层面的各种新闻，包括购物、烹饪、娱乐以及党派偏见等。就新闻的性质来说，报纸没有打算照看全人类。进一步地，李普曼区分了新闻与真相——新闻的作用在于突出一个事件，真相则用来揭示被隐藏的事实。新闻受到内部的重重控制，无法提供民主主义者希望其天生就能提供的真相。报纸在承担对人类生活进行解释的责任时显得很脆弱。

李普曼指出了民主的困境，认为社会科学必须发展为政策科学。由于人们所认识的世界是传媒建构的图景，而且人们自身带有成见，于是，公众舆论赖以生存的信息环境就受到歪曲，在此基础上的民主不正确也不可靠。李普曼提出的解决方案是由专家提供精确材料，客观呈现事实，从而引导舆论。李普曼认为，专家应该尽可能地搜集信息，发现并阐释事实，将对公众事务进行决断的负担由公众转移到管理者身上，公众只应关注程序性的问题。李普曼对大众民主感到幻灭，对宣传和已然不可信赖的新闻界很警觉，所以他提出的办法也有些勉为其难。也正是因此，杜威认为李普曼的“舆论”与“民主”是打着民主的旗号控制民意。而李普曼提出的公众舆论的问题及解决问题的方式，是把新闻业的理论思考置于宏观的社会背景与框架中。在这个意义上，不仅“把关人”、议程设置理论等在李普曼那里获益匪浅，后来兴起的大众传播研究的主流方向与思路都可以在李普曼的思想中窥见一斑。20世纪20年代新闻业危机的凸显，不仅引发了对行业内客观性原则的思考与质疑，也是美国社会生活与公共社会的危机。在这个意义上，李普曼从新闻之客观性出发，阐述了政府、社会、媒体和公众的关系，而这种阐述，恰恰打开了大众传播研究的大门。

1925年出版的《幻影公众》进一步体现了李普曼的精英主义思想。因为他对于《公众舆论》中所表达出来的悲观主义并不满意，《幻影公众》作为《公众舆论》的续篇而面世。在这本书中，李普曼进一步阐述了他对民主的理解以及应对民主危机的方法。在这本著作中，李普曼描述了民主的尴尬：一方面，民主意味着通过任何规则都需要获得多数的认可；另一方面，要解决民主制中最大的问题需要利用违反多数同意的原则实行集权管理。对于李普曼来说，公众只需要介入程序问题，他认为选民们不可能生来就胜任管理公共事务，根植于民主的弊病在于选民缺乏时间和兴趣来把握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承认公众没有能力也缺乏管理社会的兴趣，公众“仅仅是一个幻影”，是对某些事务感兴趣的一些人，而他们所能做的就是支持或者反对那些有权力与知识并采取行动的人。自李普曼起，对于媒体与民主关系的考量，成为传播研究者关注的重要内容。对于李普曼本人来说，尽管他分析了通行的民主理论的不可行，但他对美国民主怀抱的信念从未消失。

对传播学科建制的贡献

在传播学重要理论、传播研究的方向上，李普曼都有重要贡献。李普曼在新闻业界的声名使历届白宫都不能忽视他的观点。作为12位美国总统的顾问，以及与各国元首商讨国际事务的名作家，他对现实问题的看法不仅影响公众与政界，也成为学界所关注的问题。

《公众舆论》无疑是李普曼传播思想的代表作，是不少传播学者认为的传播学奠基之作。彼得斯认为：“从理论的视角来看，美国大众传播理论和研究，只是李普曼《公众舆论》的一系列注脚。”《公众舆论》的确在传播理论研究上，为后人打开了一扇门，媒介与民主、媒介环境、受众研究、效果研究等都可以在此书中汲取养分。

在分析宣传与舆论方面，李普曼的贡献与拉斯韦尔可以比肩。《公众舆论》对新闻媒介的剖析、对新闻如何产生的论述，可以说开创了议程设置理论的研究传统，框架理论亦能从中汲取营养。李普曼的思想直接影响了拉斯韦尔对政治、宣传的理解。尽管《公众舆论》并未提出议程设置的概念，但李普曼已经表达了基本思想：媒体提供了人们头脑中的象征性的想象，这些想象有可能与现实世界完全不同；大众媒体是现实世界中的某个事件和人们头脑中对这个事件的想象之间的主要连接物。而议程设置过程描绘了舆论在一个民主制中如何发挥作用。对议程设置理论的溯源，可以回到李普曼。作为最早探讨大众传播宏观效果的学者之一，他对该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有关大众媒体与民主的关系，李普曼与杜威的那场著名的争论最具代表性，也建立了美国大众传播研究的二元框架。李普曼在分析了公众的不可靠性之后，也瓦解了原有的民主的基础，进而提出精英、专家治国的方案。这一观点中透出了某些意识形态操控的味道。杜威的民主建立在公众交流的基础上，而大众媒介就是提供交流的可能的平台。事实上，李普曼的民主理论作为一种社会控制理论尽管在学界受到批判，却成为整个美国大众传播研究的主导思想，也是统治阶级与精英阶层认同的观点。而这场争论也把大众媒介置于现代西方民主社会秩序重构的背景中，新闻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这种考察新闻与其他社会因素的关联、反思新闻主体的行动，开启了媒介社会学、媒介政治学的研究方向，大众传播研究由此展开。

李普曼的思想成为日后兴起的大众传播研究的主流方向。他关于民主问题的解决方案暗示了科学与实证主义相结合的研究方式。尽管李普曼没有亲自实现“民意测验”，但他在论述民主与科学时，已经表达了以科学、经验的方法进行民意测验的想法。李普曼对新闻媒介的考量，与后来传播控制研究的思想相契合。通过可操作的定量研究方法，研究传播以解决社会现实问题，进行社会控制，这正是美国主流传播研究范式，即实证主义的路线。在这个意义上，李普曼可以被称作传播学的奠基人之奠基人。

扩展阅读


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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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 York: M．Kennerley, 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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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　越）






沃尔特•P.戴维森（Walter P. Davison，1918—　）

学术生平

沃尔特•P.戴维森1918年出生于美国纽约州西部小镇巴斯，现居华盛顿。他的硕士、博士学位都是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的，学生期间就受到拉扎斯菲尔德、默顿等人的影响，甚至与他们有过合作。1954年，戴维森在哥伦比亚大学取得社会学博士学位，1965年至1986年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此外，他还有在其他大学任教的经历：1948年至1949年，在普林斯顿大学的社会心理学科担任讲师，1957年至1958年，在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专业担任访问教授。此外，他还长期为具有美国军方背景的兰德公司、纽约市外事部门等机构服务：1951年至1961年在华盛顿兰德公司社会学部担任高级研究员，1961年至1965年在外交委员会开展相关研究，1956年至1980年担任华盛顿社会科学研究局董事，1966年至1977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研究局担任项目负责人。少见的是，他经历并参与了二战、越战等几次20世纪美国重要的战争。这些经历使他熟悉了美国的心理调查分析与舆论研究的运作模式，因此，他对传播学研究、人的心理行为模式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在传播学方面的研究重心是舆论研究。1971年至1972年，戴维森担任美国舆论研究协会主席，1978年获终身成就奖。他的代表性学术著作是《传播中的第三人效果》。

主要理论（方法）贡献

戴维森最为人所熟知的传播学理论贡献毫无疑问是第三人效果理论。1983年，戴维森在《民意季刊》上发表了《传播的第三人效果》，提出这一著名假说。“第三人效果假说”说的是“受众倾向于认为媒介对其他人的影响大，对自己的影响小”。具体来说，人们倾向于高估大众传播信息对他人在态度及行为层面的影响，当受众接触到劝服传播（不论这一传播是否为有意的劝服）的信息时，会预期该信息对他人所造成的影响大于对自己所造成的影响。而且，不论自身是否是信息的直接受众，人们都会针对传媒影响他人的预期采取某种行动。

这个理论实际上包括两个基本假说：（1）知觉假说：人们感到传媒内容对他人的影响大于对自己的影响。（2）行为假说：作为第三人认知的后果，人们可能采取某些相应的行动，以免他人受传媒内容影响后的行为影响到本人的权益和福利；人们可能支持对传媒内容有所限制，以防止传媒对他人产生不良影响。由此可见，“第三人效果假说”引入了对“他人”的认知——“对传媒影响他人的效果的预期”成为人们采取行动的一个认识基础。任何传播效果与其说归于直接受众的反应，不如说是来自那些预期或自认为观察到了他人反应的人的行为。至于“第三人”的命名，有两种不同的立场：从那些试图评价传播效果的受众的角度来看，最大的影响不是对“你”和“我”，而是对“他们”——第三人；从宣传者或其他劝服传播者的角度来看，“第三人”是那些直接接受信息的受众所参照的个体。第三人效果理论被认为是“持久而有生命力的”，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不少学者在主流专业期刊上发表论文，用调查或实验的方法，证明或补充了这一结论，研究的内容从新闻报道、政治运动、诽谤性信息、暴力信息、色情信息，到电视剧、广告等，范围十分广泛。

为了便于读者理解，在《传播的第三人效果》一文中，戴维森举了这样的例子：二战中，日本军队通过空投宣传单，呼吁美军黑人士兵撤离小岛，使美国白人士兵因担心黑人士兵受到了影响而选择了主动撤退。那么，为什么会存在第三人效果呢？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一书中，曾经提出并深刻论述了“外部世界与我们头脑中的景象”。他说：“如今，在任何社会，只要它的利益并非完全不受外界的影响，并非狭小得使每个人都能对发生的一切了如指掌，那就必须依靠观念去应对那些超出视线之外并且难以把握的事件……一个人对于并未亲身经历的事件所能产生的唯一情感，就是被他内心对那个事件的想象所激发起来的情感。”也就是说，媒体构建的“虚拟环境”是受众想象世界、采取行动的主要依据。同样，在评价传媒信息对他人的影响时，我们更多地是依靠观念思考，而不是通过与他人的交流来做出判断。于是，这样的状况就会导致“第三人效果”的出现。而戴维森还曾指出，对第三人效果的认知可能会影响若干政策的制定，比如审查制度。当政策制定者接触到负面的媒介信息时，为了防止负面信息对其他受众造成不利影响，便会主张对媒体内容进行限制。

第三人效果对个人行为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其他传播效果的形成，尤其是民意的形成。比如，我们可以用第三人效果理论来解释沉默的螺旋的形成过程。当媒体报道一项有争议的议题，并指出主流意见取向，或报道选情，指出某一政党有领先趋势时，对议题抱持非主流意见或支持声势较弱的政党的民众，在公开场合可能就不愿表达个人意见，以免遭到孤立。这是沉默的螺旋理论的主要内涵。依照第三人效果假说，当民众从大众媒介中察觉有关某一公共议题的意见气候时，许多民众或许不认为媒介内容会对自己产生多大影响，但却会认为媒介所呈现的意见气候会对其他社会成员造成相当大的影响。当然，如果自己对该项议题的意见正好和媒体所主张的主流意见相契合，那就不必担心自己会因公开陈诉个人意见而遭到孤立；相反，如果发现自己的意见和媒介所宣扬的主流意见相左，基于第三人效果认知，会认为多数社会成员会受到媒介影响，支持主流意见，因此为了避免遭到他人的孤立，就会改变自己的意见，或者避免公开宣传自己的立场，转而沉默下去。

除了第三人效果理论以外，舆论研究是戴维森研究的重点。1972年，他出席美国舆论研究协会年会，在会长致辞《作为传播的舆论研究》中曾系统阐明，“舆论研究就是传播”。他进行舆论研究的基本假设是：受众根据对其他人的预期而调整自己的态度与行为。在戴维森看来，舆论的形成是社会互动的结果，公众因社会互动而存在，互动的桥梁是“个人抽样”，即个人在确定自己的立场与行为时一般会观察其他人或者媒体的态度与观点。人们从有限的信息源了解到的信息构成了受众对部分甚至整个人群的预期，并根据这种预期调整自己的行为。应当说，戴维森关于舆论研究的思路帮助他形成了关于传播效果研究的独特视角，从而催生了第三人效果理论。

对传播学科建制的贡献

戴维森为美国传播学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即第三人效果研究。“第三人效果”理论是当下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热点之一，继戴维森之后出现了许多验证第三人效果的实证研究。从目前已有的针对第三人效果假说两个层面的理论研究来看，这些研究较多关注认知层面，且研究结论大都证实了第三人效果的客观存在，而在行为层面进行的实证研究不仅数量有限，且不同研究得出的结论显示，传播行为和第三人效果之间的关联性还有待进一步厘清。

第三人效果理论也为传播效果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它关注大众传播过程中的一种心理过程，展示了大众媒介信息对受众产生影响的强大效果。无论是有限效果论还是强效果论，以往的大众传播效果研究都是直接考察媒介讯息对受众态度的影响。虽然第三人效果也承认大众传媒中的讯息的确对人们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但它扭转了传统效果研究的思路，并不是把重点放在媒介对人们的影响上，而主要考察人们对媒介效果的看法，即受众先判断他人是否受到了媒介讯息的影响，再根据自己的判断做出相应的行动，由此造成的影响是更为长期和深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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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1907—1987）

学术生平

威尔伯•施拉姆1907年8月5日生于美国俄亥俄州的马里塔，5岁时因扁桃体切除手术的副作用而患上口吃，尽管后来采取了各种手段进行恢复，但口头表达方面的问题还是成为施拉姆的终身遗憾。1928年，他在马里塔学院获文学学士学位。1930年在哈佛大学获“美国文明”专业的硕士学位，并选读了著名哲学家怀特海的课程。由于当时美国治疗口吃最权威的教授特拉维斯在衣阿华任教，施拉姆离开哈佛大学前往衣阿华大学边治疗口吃，边攻读博士学位。1932年，施拉姆在衣阿华大学获得英国文学专业的博士学位，此后又跟随心理学家西肖尔读了两年心理学博士后，并学会了社会科学的定量研究方法。1935年到1942年，施拉姆在衣阿华大学英语系担任助理教授，并于1939年担任衣阿华写作（研究生）班的教师，一度成为一位小有名气的小说家。施拉姆参加了勒温在衣阿华大学举办的“夸夸其谈俱乐部”，并认识了费斯汀格、贝弗拉斯等后来以群体动力学研究而闻名的顶尖社会心理学家。1942年初，随着美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施拉姆自愿到统计局和战时新闻局服务，前后历时15个月。在那里，由于接触到了拉扎斯菲尔德等人，施拉姆渐渐形成了对传播研究领域的兴趣并确立了自己的传播学观。他本人在各方面都深受拉扎斯菲尔德的影响。他不仅因此跻身顶尖社会科学家俱乐部，而且成为美国军方安插在学界的情报人员。1943年，施拉姆回到衣阿华大学并离开了文学院成为新闻学院院长，在那里开设了传播学的博士课程。1946年，他又模仿应用社会研究局的模式在该校设立了传播研究机构“受众研究局”。1948年，该校授予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大众传播博士学位。1947年，施拉姆前往伊利诺伊大学出任传播研究所所长、出版社主编与校长助理，并于1950年成为传播部主任，该部统摄着新闻与传播学院、图书馆学院、大学图书馆、校广播电视台、大学宣传处、出版社和传播研究所等多个机构。1955年，受C.布什的邀请，施拉姆前往斯坦福大学就任传播研究所所长，在1973年退休之前，培养了大量的传播学博士。此后，他迁居到檀香山就任东西方中心传播研究所所长，在此期间还曾经到香港短暂访学。在他供职东西方中心时，曾经访问过中国，对中国传播学的兴起发挥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1987年12月27日，因心脏病发作，施拉姆在檀香山的家中去世。他去世以后，他的夫人将他的相当一部分手稿和藏书赠送给兰州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对于施拉姆在传播学领域的成就，有许多不同的观点。他的弟子和追随者们给他以很高的评价，比如罗杰斯就曾经评价说：“施拉姆在传播学史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他就是这个领域的奠基人，是第一个将自己认作是一个传播学学者的人；他最早在大学中创办以‘传播’命名的博士课程；他培养了第一代传播学学者。”但由于在学术上建树平平，他和他的理论已经不再是当前美国传播学关注的中心。有人称施拉姆是一个“伟大的概括者”，这一评价恰恰说明施拉姆不是一个以原创见长的传播学者。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他所开创的传播学建制其实束缚了传播学的发展。他的研究著作多为教材，重要的包括《大众传播学》（1949）、《大众传播的过程与效果》（1954）、《报刊的四种理论》（1956）、《大众传播的责任》（1957）、《世界报业的一天》（1959）、《电视对儿童生活的影响》（1961）、《传播媒介与国家发展》（1964）、《新媒介》（1967）、《传播与变化》（1967）、《从电视中学习》（1968）、《男人、女人、信息、媒介：人类传播概览》（1973）等。

主要理论（方法）贡献

由于不是一个以原创见长的学者，因此施拉姆对传播研究的理论贡献乏善可陈，他的学生坦卡德曾评价他说：“施拉姆对这门学科最大的贡献或许并不在于他自己的理论观点——尽管这些理论观点很重要，而在于他针对传播学核心问题所勾勒的学说框架。”但他的视野非常开阔，有很强的理论整合能力和编辑能力。在研究方法层面，施拉姆更是谈不上有什么贡献。尽管他强调定量研究的重要性，可他的定量研究只停留在交叉分析的水平。可以归在他名下的学术贡献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是搭建了发展传播学研究的框架，并提出了早期理论。施拉姆是早期发展传播学理论的代表人物。有人认为，尽管勒纳可以被看做发展传播学的拓荒者，但直到施拉姆的《传播媒介与国家发展》出版以后这一领域才真正开始出现系统性的研究。这本专著是施拉姆在1962年承接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课题的最终成果。与勒纳一样，施拉姆对大众传媒在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积极角色表示高度肯定。施拉姆认为，大众媒介在国家发展中的五种具体作用是：能够让人们把大量有用的信息充分地传播到发展中国家的人民中；能够开阔大众的眼界，助长移情作用；能够把注意力集中在发展的目标和面临的困难上；能够树立个人和民族的雄心；能够创造发展的气氛。一言以蔽之，大众媒介具有传递信息、拓宽视野、集中精力、树立信心和创造环境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施拉姆指出了大众媒介在国家发展进程中应当承担的几项任务：第一，大众媒体应当被用来塑造一种国家情感；第二，大众媒体应当扮演国家计划的喉舌；第三，大众媒体应当担负教育责任，让人们学会必要的技能；第四，大众媒体在扩展市场方面也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第五，大众媒体应当帮助民众适应计划成功后所带来的各种社会变化；最后，大众媒体还应当教育民众具备主权意识。如果说勒纳想用他的研究证明大众传媒与国家发展之间的正相关关系，那么施拉姆所作的贡献主要是通过提出具体的建议，来帮助发展中国家利用大众传媒实现国家发展。

其二是推动了“使用与满足”理论的发展。施拉姆对“使用与满足”理论的发展主要体现为1958年至1960年间做的11项关于儿童与电视的研究，最终成果是其于1961年出版的专著《电视对儿童生活的影响》。这一研究被德弗勒看做“使用与满足”理论的一次里程碑式的经验研究。施拉姆本人对此书情有独钟，认为那是他这一辈子最能称得上具有理论贡献的著作。在1979年的一次口述史访谈中，他被问起最希望得到理解的著作是哪一部。他回答说：“那可能要算是《电视对儿童生活的影响》。”这项研究前后在美国和加拿大访问了5991位小学生和1958位家长，其主要的理论贡献就是强调儿童的电视收视行为通常不是被动的，是儿童在使用电视而非电视在利用他们。他们认为电视是一个自助餐厅，儿童看电视就如同在自助餐厅选择所需。一般说来，儿童选择电视是因为电视可以满足如下三种需要：其一是娱乐，也就是逃避日常问题及解闷；其二是获得信息，也就是学习知识；其三是增进社会交往，提供儿童与他人交往时的话题和交往的机会。施拉姆等人认为，儿童不是孤立的，每个儿童都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固定的价值观及其认知和情感的特征选择电视节目，他们也会因为自己生存于其中的那张社会网络而选择电视节目。这种因社会与个性需要而产生的电视节目选择，会最终影响到传播的效果。这一研究承袭了赫尔佐格、贝雷尔森和卡茨的理论传统，基本指明了“使用与满足”理论日后的发展方向。

其三是在传播体制方面提出独到的见解。施拉姆与他在衣阿华大学的同事赛伯特、彼德森一起建构了传播的四种规制，他们一起出版了新闻学和传播学的名著《报刊的四种理论》（又译为《传媒的四种理论》）。他们把世界上的传播体制分成两大类：自由的与集权的。前者又可以分成自由主义和社会责任两种；后者可以分成威权主义和苏联模式。施拉姆在其中的主要贡献是建构了社会责任模式和苏联模式。在施拉姆笔下，社会责任模式是对自由主义模式的一种修正。社会责任模式下传媒的功能与自由主义模式下传媒的功能基本相同，包括为政治制度服务、启发民智、监督政府、为经济制度服务、提供娱乐、保持经济自立等。但是由于媒介过于商业化，无法履行应有的职责，因此需要通过各种方式自律和他律，以约束传媒在美国社会过于膨胀的权力。苏联模式则是对威权主义模式的一种发展。大众传媒在苏联被当做国家和党的工具。大众传媒与其他国家权力工具和党的力量紧紧结合在一起；它们是维护党和国家统一的工具，是国家发布指示的工具；它们是专用于宣传和鼓动的工具；严格的执行力是其特点。这样一来，施拉姆在一种冷战思维的支配下建构了一种二元对立的传播体制格局：苏联的不自由的和美国的自由且自律的传播体制；苏联的传媒体制的目标是改善社会，而美国的传媒体制的目标则是维护人的权利与自由；苏联的传媒体制是政治性和工具性的，而美国的传媒体制则是商业性和服务性的。

对传播学科建制的贡献

相比于在理论方法方面的贡献，施拉姆在美国传播学科建制方面所作出的贡献确实可以用伟大来形容。他对于传播学科建制的每一个方面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第一，施拉姆在美国创立了第一批传播学高等教育机构，并因此让美国的大学接纳了传播学。这些机构后来都成为美国传播学教学与研究重镇，对美国传播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1943年，施拉姆成为衣阿华大学新闻学院的院长并在该学院建立了受众研究局，开设了大众传播博士课程；1947年，他又应邀在伊利诺伊大学成立了传播研究所，并在那里继续开设传播学的博士课程；1955年，他在斯坦福大学传播研究所担任主任，并将该研究所变成了美国传播学界支配性的研究中心。斯坦福大学传播研究所的建立被认为对美国传播学意义重大。它不仅培养了大量美国传播学界的重量级学者并由他们开辟了更多的传播学专业，而且提升了传播学的地位。对此，罗杰斯评价说：“对于传播学在美国大学中被接受这一问题来说，非常重要的是：施拉姆将他的传播学贯彻于像斯坦福大学那样一个相当有名气的大学之中。”这些研究机构直到目前为止仍然是美国传播研究的重镇，为传播学的学科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持。退休以后，施拉姆在夏威夷大学东西方文化中心传播研究所担任所长并开始潜心研究国际传播直至去世。其间，他还于1977年至1978年在香港中文大学担任“胡文虎讲座教授”，对中国的传播学研究起到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

第二，施拉姆在这些办学点培养了大批传播学博士，这些科班出身的学者后来构成了美国传播学领域最重要的有生力量。这其中就包括著名的传播学者多伊奇曼、麦库姆斯、查菲、丹尼尔森等。这些传播学者发表了大量传播学论文，也创立了诸如议程设置这样的重要传播学理论。这些学者不仅自身在学术上颇有建树，还在美国的各个大学开设了新闻传播类专业，极大地推动了传播学在美国各地的繁荣，使传播学成为美国大学中最热门的专业之一。他的两位中国弟子朱立和余也鲁成为第一批播种者，分别在台湾和香港推动了中国传播研究和教学的进程。而他本人1982年对中国的访问与演讲在中国新闻研究界引起了巨大反响。随着1984年《传播学概论》一书的中文译本问世，施拉姆完成了在中国的传播学知识普及并培养了一批中国的知识主体来传承和发展其传播理论。

第三，施拉姆为美国传播学科的教材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先后撰写了十多部各类传播学教材。这些教材塑造了这个学科的知识地图，成为一个代代相传的知识共同体。1949年，他为传播学专业的新进入者提供了第一本体系化的教科书——《大众传播学》。该书实际上是一本原著选读，施拉姆将他所认为的传播学家的作品选入教材。这本教材一版再版，对美国当代传播学影响巨大。1954年，他又为美国新闻总署编撰了另一本选读性的传播学教材——《大众传播的过程与效果》。到他的最后一部重要教材《男人、女人、信息、媒介：人类传播概览》为止，施拉姆通过教材将美国传播学的学科知识体系建立起来，并为这一领域知识的规范和代代传承奠定了基础。施拉姆对于美国的各种传播理论都有很强的归纳、整合能力，他的视野很开阔，能够将不同的理论尽可能体系化，因此他也被看做美国传播学的集大成者。

第四，施拉姆为美国传播学的学科边界作了最为清晰的界定。通过对研究框架、研究方法的倡导以及对谁是这一领域中的代表学者的选择（也就是学科史的写作），施拉姆将美国传播学确立为以“五W”为研究框架和主要研究领域、以定量的方法为研究手段、以行政研究的取向为基本价值立场的一门学科。他不仅在自己的教材中按照上述原则来确立传播学的体系，还通过建构四大奠基人的神话从学科史的角度使这种建制设计变成“事实”。他所选择的传播学的奠基者——拉扎斯菲尔德、拉斯韦尔、霍夫兰和勒温，基本上都符合他设计的传播学建制体系的特征。而他排除的传播研究领域的重要先驱学者——如杜威、米德、阿多诺、洛文塔尔、哈贝马斯、斯迈兹、伊尼斯、席勒——的研究风格，则完全与他所设计的这个研究体系不同。通过这两种方法，施拉姆从空间和时间两个向度定义了美国传播学的边界。

最后，施拉姆强化了拉扎斯菲尔德以来的社会科学研究模式，并将传播学发展成为一门为政界和业界服务的应用性学科，从而使行政研究的学科范式成为学科主流。拉扎斯菲尔德在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通过建设应用社会研究局，初步奠定了以行政化和商业化的项目和科研带动学科发展的当代社会科学教研模式。施拉姆看到了这种学科发展模式的前途，在创建各种传播学院的同时，牢牢地遵循这种“一系一所”或“一院一局”的模式，并因此为传播学科带来了大量的课题、资金和社会声望。施拉姆对于这种学科发展模式的坚持与推动，不断被其他新闻传播学院所效法。而这种学科发展模式的价值取向——学科发展依赖并受制于行政与商业主体——也渐渐地渗透到美国传播学学科发展的基调中去，传播学科的实用性与应用性色彩越来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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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森特•莫斯可（Vincent Mosco，1948—　）

学术生平

文森特•莫斯可1948年出生于美国曼哈顿下城，毕业于乔治城大学，并且在哈佛大学拿到社会学博士学位。期间师从美国著名批判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于1975年和1979年先后在其指导下完成《美国广播的规制》《美国广播的创新挑战和组织控制》两篇论文。作为加拿大社会传播领域的重要学者，他出版了多部关于传播、通信技术和社会的著述，并担任加拿大皇后大学社会学系传播与社会研究员。他是民主传播联盟（the Union for Democratic Communication）的创始成员，并长期担任哈佛大学信息资源政策研究领域的助理学者，在学术研究生涯中参与了多项与政府相关的信息政策研究课题，具体合作部门包括美国白宫电信政策办公室、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美国国会技术评估办公室以及加拿大几个部委。他的代表作《传播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Rethinking and Renewal
 ），自出版以来已成为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的重要著作之一。1990年，莫斯可参加了国际大众传播研究协会在斯洛文尼亚布莱德湖畔召开的会议，与学者的交流激发了他试图梳理政治经济学变化态势的热情，通过对珍妮特•瓦斯科、赫伯特•席勒、詹姆斯•哈洛伦、彼得•戈尔丁、格雷厄姆•默多克、托马斯•古贝克、尼古拉斯•加汉姆等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的重要学者的采访，莫斯可深入掌握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和研究前景。这项研究获得了加拿大社会科学与人文研究会的资助，莫斯可最终在1996年正式出版了在国际传播学界具有重要意义的《传播政治经济学》一书。他与在加拿大卡尔顿大学的同事——同时也是他的妻子——凯瑟琳•麦克切尔（Dr. Catherine McKercher）一起合作完成了《获取信息：传播劳工与全球价值链》（Getting the Message: Communications Workers and Global Value Chains
 ）、《传播劳动：全世界知识劳工联合起来？》（The Laboring of Communication: Will Knowledge Workers of the World Unite
 ？）、《信息社会的知识劳工》（Knowledge Workers in the Information Age
 ）等三本著作。2000年，莫斯可被卡尔顿大学学生会授予“年度教师”称号。2004年，他出版了《数字化崇拜：迷思、权力与赛博空间》一书，该书获得当年“奥尔森文化研究年度图书奖”。同年，因为在传播学领域中取得了杰出成就，他获得了“达拉斯•斯麦兹奖”（Dallas W. Smythe Award）。他的代表作是《传播政治经济学》（1996）、《数字化崇拜：迷思、权力与赛博空间》（2004）等。

主要理论（方法）贡献

莫斯可的首要贡献在于对传播政治经济学这一研究领域的发展历程、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梳理。莫斯可受到唐纳德•坎贝尔和西蒙尼的影响，认为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基础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兼容并蓄的、批判的认识论，并由此认为，理论性的实践和经验性/解释性的实践彼此影响，并且均会受到它们所处的社会实践大环境的制约，因此理论和经验性/解释性实践应该是互相建构的。在此基础上，莫斯可认为传播政治经济学应当具有三个起点：商品化、空间化和结构化，这三个本质概念构成了分析全球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这个框架并不是静止的，其特定运行形式取决于具体社会结构中的时空或历史/地理因素。在《传播政治经济学》一书中，他选择以区域为基础来勾勒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概况，主要划分了北美、欧洲和第三世界三部分。这三个起点和三个主要研究地域与商品化、空间化和结构化等三个概念相互交织，构成了全书的框架。在这一框架内，他考察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并在历史和文化语境中集中分析了印刷媒介、广播电视和新电子传播中的商品形式、受众的角色和功能以及社会控制等问题。彼得•戈尔丁认为，大众媒介及传播研究中的政治经济学取向已经是时下最具有建设性和启发性的研究领域之一，莫斯可的工作勾勒了它的学术历史和制度历史，可以在学术研究中被称为“史诗”。

莫斯可的主要研究兴趣在于探讨全球范围内人们如何应对技术变革的挑战，并尤其关注其中的政府行为和跨国企业行为。20世纪80年代初，莫斯可对斯迈兹的“受众商品论”进行了补充性解释，提出“控制性商品”（Cybernetic Commodity）的概念。他认为大众传媒生产的产品，并不是实际的受众（所谓的受众的人头数），而是关于受众的信息（受众的多少、类别、使用的媒介的形态），而且受众这种商品是一个延伸化的商品过程（extensive commodification）。商品化过程延伸到了机构领域，如公共教育、政府信息、媒介、文化、电子传播等领域，包括公共空间的转型，甚至身体和身份的转型。

莫斯可还注意到了信息技术全球化过程中的种族问题。从全球视野来看，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发生着不同种族在媒体介入上的分化，种族是决定国际劳动分工形成的核心要素之一。资本主义大众媒介通过一系列社会实践，总是在种族冲突和政治经济变迁中挑战、修正、重塑阶级、性别、种族，建构和再生产白人种族主义，种族问题因媒介的介入愈显复杂。与此同时，种族也借助对传播公司所有权和职位的控制进行自我呈现。莫斯可主张传播政治经济学深入社会经验维度，理解种族在大众媒介中的显著性，解释媒介塑造种族的过程和后果。

莫斯可的相当一批研究是围绕着“技术神话”这一论点展开的。作为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他的基本主张在于将政治经济学定义为对社会关系，尤其是权力关系的研究。因此，他反对信息技术时代终结意识形态的论断，并在《数字化崇拜》一书中指出：“从文化或者迷思性的角度看，赛博空间也许会被看做是历史、地理和政治的终结。但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赛博空间则是数字化和商品化相互建构的结果。”他将信息技术从神坛上拉下，将其重新划入平淡无奇的寻常世界，作为社会和经济变迁的动力来观察和讨论。如果说他的同事丹•席勒更加侧重于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入手阐释信息时代种种表象下的本质，莫斯可则在“揭露表象”这一点上做得更为彻底。他历数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种种具有“终结”意义的迷思符号——电报、电气化、电话、广播、电视等阶段性新兴技术力量，通过它们的发展历程来探寻为什么今日的先进技术会带给人们“终结者”的暗示。也就是说，他从传播史的文化起点出发，解释赛博空间的神话含义，梳理网络神话与历史神话的关系，并在知识考古学范畴内，分析这种神话背后的政治动力、经济动力和文化动力。

对传播学科建制的贡献

莫斯可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在历史和地理维度上详尽呈现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状况，通过介绍代表性学者的方式，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和边界进行了初步的定义。“媒介的非中心化”是这一研究领域的基础，而马克思主义理论、阶级权力、社会结构等名词成为影响这一领域中研究者关注方向的基本元素。经过他的努力，达拉斯•斯迈兹、格雷厄姆•默多克的研究领域奠基人地位被正式确立，同时被确立的还有传播政治经济学所关注的主要议题，包括传播的商品形式、空间意义上的传播行为以及社会结构等概念。

与此同时，莫斯可也建构了与传播政治经济学接壤的两种路径——文化研究和政策研究——的关系。他认为政治经济学应该学习文化研究的哲学路径，坚持现实主义的认识论，坚持历史研究的价值，考虑具体的社会统一性，克服社会研究和社会实践的分野。政治经济学研究应该像文化研究一样关注普通人，怀抱道德义务，对社会机构负责，不回避和忽视对劳动和劳动过程的研究。他对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建议是：开始于一个现实主义的、包容的和批判的认识论，采取一个本体论的姿态，坚持一个以商品化、空间化和结构化为切入点的坚固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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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受导师黄旦开设读书会的影响， 2008年下半年，应一批小“学霸”的强烈要求，我在南京大学浦口校区给2006级本科生开设了一个学术沙龙。由于本人一向没有文学细胞，便胡乱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做“读书会”。现在想来，当时还是应当起个小清新的名字。

好在同学们好像也没有在意这个“老土”的名字，而是十分踊跃地前来参加这个沙龙。由于沙龙是开放的，因此当时社会学系等外院系和2007级的少数学生也参与其中，活动举行时参与的人常常可以坐满一个小教室。往往在一个人发表完自己的读书心得后，所有在座的同学都会卷入相关讨论。我记得，在第一届读书会时，由于许多人想表达自己的看法，想提出各种刁钻的问题，因此每一次讨论都没完没了。偶尔有位路过的学者抱着学术热情在读书会义务做个演讲，大家就像过节一样开心。当时这个沙龙的骨干分子就包括本书编委会的成员李耘耕、解佳、张晓星、吴越、戎青等。他们的成绩优异，阅读面很广，对社会科学研究很有兴趣，因此把沙龙搞得红红火火。我常常私下戏称他们为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本科生的黄金一代。

时间总是过得那么快。今天，跟着我读研的吴越、戎青已经在世界五百强企业工作；去哲学系深造的李耘耕以及去社会学系深造的解佳也已赴香港中文大学和英国哥拉斯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张晓星在加拿大开始了他的博士生涯。沙龙的其他2006级成员有的在英美攻读博硕士学位，有的在香港中文大学读博士，还有的在国内名校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继续着他们的学业。据不完全统计，在三届已经毕业的读书会成员中，有五十多位前往国内外名校深造。他们中不少人就这么一直与做学问结了缘。

两年前，就在他们多数人即将离开读书会时，我很不免俗地突然觉得应当留下点什么作个纪念，表明他们“到此一游”，而且当时也确实受到导读中所提及的那种创作动机的影响和戴元光老师的启发。于是，我把他们召集来讨论编这本思想史手册。我的目的是，通过展示读书会的集体阅读，为所有对传播学有兴趣的读书人提供一份指南。我们都认为，这不仅是在做一件有学术价值和教学意义的事，而且也是对每个人这么多年学术追求的阶段性小结。虽然大家都很忙，但东西写得相当尽心。于是，便有了这本手册。当然，这本手册非常粗糙，需要不断打磨，需要各种批评意见，但每一位作者的努力是跃然纸面的。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新的读书会成员不断涌入。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读书会就这么发展壮大起来。目前读书会已经发展成为三个沙龙：鼓楼校区读书会、仙林校区读书会和浦口校区读书会，每周都有各自的活动，也各有特点。天文系、物理系等理科同学的加入，更是让这个沙龙妙趣横生。由于这三个读书会所在地分布在长江两岸，靠近新街口、马群和泰山新村三个地点，我经常把一周的行程称为“两岸三地，新马泰七日游”。柴菊、唐利、何瑛、黄佩映就这样在读书会中渐渐脱颖而出，加入到本书的写作中来。她们对传播思想史感兴趣，而且舍得钻研，这使得我们的团队更加壮大。

吴越和李耘耕作为本书的副主编，为本书付出了辛苦的劳动。前者在催稿和组织各场关于本书的讨论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她还不厌其烦地一边白天在单位上班一边晚上在家校正体例；而后者则承担了最难写作的部分词条和导读的初稿。本书所有作者所承担的任务，都在每一词条后加以署名，以表示他们文责自负，此处不复赘述。

特别感谢南京大学教务处，当听说有读书会这么一个组织后，他们从“985”教改经费中拨了相当可观的一笔经费支持我们，使读书会得以发展壮大，并且可以去策划出版我们的作品。这本书也是对他们大力支持的一个小小回报。特别感谢作客读书会的各校各学科的各位老师和各位博士：陈仲丹、胡大平、张亮、耿柳娜、王咏、蓝江、潘忠党、肖小穗、郭建斌、柯泽、刘海龙、韦路、胡菡菡、付小燕、蒋俏蕾、袁光锋、张宁、邹军、于德山、卞冬磊、张健挺、李辉、贾敏、胡冯彬、宗益祥、吴志远、张波、王瑞……这里的省略号代表着无限的延伸和无尽的感激。

特别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社会科学编辑部。编辑周丽锦对这个选题非常支持，以致我们经常挑战她对出版周期的异乎寻常的忍耐力。

做学问是快乐的，像举办读书会这样做学问是更快乐的，这种快乐是好多人根本无法体会的。有人认为，我带着孩子们做书呆子不合潮流，浪费时间。然而在我看来，高校教师第一位的任务可能不是搞课题而是育人，学生才是我最重要的作品和最重要的成就。所以我应当感谢读书会的同学们，是他们让我的人生充满了快乐和成就感。






胡翼青于南京大学鼓楼校区
 　　


201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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